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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
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

———基于对1949—1956年中国主要理论报刊的研究

吴文珑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宣传内容上,列宁的国

际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以及过渡时期理论是知识界着力阐释的方面,它们渐次在三个历史时段被主要

理论报刊集中述及。在宣传方式上,主要理论报刊最初表现出结论式的论断多于学理性研究的特点,国内民众借

以认识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文献比较有限。1951年至1953年间,知识界开始注重通过引述列宁著作原文、类比经

典文献的方式来阐明原理,因而对列宁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的阐释更加细致和深入。1953年后,列宁过渡时期理

论在更为宽广的文本基础上得到传播,列宁著作内容进一步得到学理性的解读。相关的宣传和阐释既推动了列宁

学说的中国化、大众化,加深了国内民众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

子群体在建设新社会这一问题上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列宁学说;知识分子;理论报刊;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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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便与知识界的作用密不可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进

步文化工作者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和形式传播列宁的思想和主张,这为后来列宁学

说的宣传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与人民战

争的胜利,而且也标志着“马列主义已经确定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①。从此,列宁学说的传

播向纵深发展,列宁著作的翻译出版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列宁学说向纵深传播的过程中,知识界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就指出,“在新中国朝

气蓬勃的文化战线上,广大知识分子以弘扬、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文化使命,……意识形态认同已经内

化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②。那么,这一时期知识界着重宣传和阐释了列宁学说的哪些内容? 这些内容又是

如何呈现并得到解读的? 对于上述问题,学界至今缺乏系统研究③。本文将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

5

①

②
③

刘少奇《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1951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第261页。
朱培丽《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逻辑》,《实事求是》2020年第1期,第37-38页。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列宁学说传播的研究,学界多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进行探讨,而论述知识界宣传列宁学说的研究则鲜见。代表作有:
刘志明《列宁文献在我国的整理、翻译和出版———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彭明总主编、杨
凤城主编《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思想文化卷

 

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杂志、《新建设》杂志等当时国内的主要理论报刊为文献基础,考察1949年至1956年知识界宣传、阐释列宁学说

的内容、特点及其理论和实践效应。
一 1949-1951年:知识界对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列宁学说即在国内主要理论报刊中有所提及。1949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

《中国智识分子与十月革命》一文较早使用“列宁的学说”①这一提法。当时,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学习苏联的国际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样,知识界对列

宁学说的认识和理解便较多地与其国际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
(一)对列宁国际主义精神的宣扬

正如部分苏联学者所指出的,“列宁主义是一种不仅根源于俄国发展、而且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的国际现

象”②。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进一步把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

权的斗争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扩大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

国际联合,其国际主义精神影响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

发展变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确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

指导原则。他指出,中国人民在对外方针上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

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③。应该说,新中国实行“一边倒”不仅拓展了

自身的生存空间,而且还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履行了国际主义的义务。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的《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各界人士以国内兴起的纪念十月革命和列宁

诞辰的热潮为契机,突出宣传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高度评价了中苏同盟的重要

意义和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贡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深入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缅怀列宁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巩固和发展

中苏友谊,知识界阐释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宣扬列宁倡导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

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195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纪念列宁,学习国际主义》的社论,强调

列宁不但为俄国人民求得解放,同时也努力支援中国及其他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出发

点,不仅是为了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更是为了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苏联给予中国及其

他各国人民的一切援助,无一不是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④。在列宁诞生80周年的纪念日,《人民日报》发
表有关国际主义的专论,足见其重视程度。11月,艾思奇在《学习》杂志刊发的《学习苏联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

义》一文也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行了阐释,指出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特性

的表现,是苏联人民的利益和世界被压迫民族以及各国人民大众的利益血肉相关系的表现”⑤。在新中国刚成

立之际,这些文章通过高度评价列宁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意义,表达出在苏联援助和国际主义精神指引下取得

革命胜利的中国,将继续坚持列宁关于国际主义的主张。
除宣扬列宁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意义外,知识界还具体探讨了表现这一精神的历史题材,认为十月革命后

列宁的对外政策是典型范例。1949年10月15日,《学习》杂志刊发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初期怎样与帝国主义

作斗争?》一文强调,列宁在《革命的任务》一文中阐明了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强调要坚持一切民族平等和民

族自决的原则,废除剥削其他民族的条约。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这一主张成为了现实。“俄国底胜利的无产

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彻底反对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政策,民族自决、民族自由联合的政策,获得了全

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拥护”⑥。在此基础上,11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向苏联学习国际主义精

神》一文进一步指出,为了使学习国际主义的号召能够得到群众的注意和响应,让学习内容更加实际和丰富,除
了要学习马列主义关于国际主义的理论原则外,应该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表现国际主义精神的事实行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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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黄药眠《中国智识分子与十月革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2日,第5版。
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5卷,齐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纪念列宁,学习国际主义》,《人民日报》1950年4月22日,第1版。
艾思奇《学习苏联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学习》1950年第3期,第7页。

 

柯柏年《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初期怎样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学习》1949年第3期,第14页。
 



重要的学习题材。比如,“苏联在革命胜利之后,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态度的呢?
对于被压迫民族是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态度的呢? 对于侵略民族又是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态度的呢”①,这就更加

具体地阐明了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外政策中能够表现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总体而言,在“一边倒”的外交

格局和中苏同盟的历史背景中,主要理论报刊对列宁国际主义精神的宣传和介绍不但深化了国内民众对新中

国外交政策的认识,而且为增进中苏友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相关文章的叙述风格看,历史事实的陈述

要多于基本理论的阐释,这是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使然。
(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诠释

在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中,帝国主义理论是重要内容。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系列

著作对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详尽的阐述。1950年10月26日,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战略决策的制定,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有计划地组织知识分子参与到抗美援

朝的爱国宣传以及再造美国观的理论建构之中②。这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便受到知识界

普遍关注。知识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诠释主要通过以下两种路径。
其一,在对战争起源的分析中宣传列宁帝国主义理论。1950年8月16日,廖盖隆在《学习》杂志发表的《关

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文指出,按照历史的事实和列宁的分析,帝国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垄断阶段的资本

主义。“在这个阶段中,生产的集中已经发展到垄断的程度,最巨大的财政资本家已经确立了寡头的统治,与商

品输出同时资本输出已经有了特别的意义”,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还没

有充分地被削弱,帝国主义还是要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③。11月20日,《学习》杂志刊发的《学习<帝国主

义论>
 

从根本上认识美帝国主义》一文也表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他同时期写的其他

文章中着重指出,“财政资本的统治和垄断加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其结果,必然导向帝国主义营垒内

部冲突的加深和尖锐化,必然使得帝国主义走向武装冲突和战争”④。这些文章各自以不同的视角,在对战争起

源的分析中宣传了列宁提出的战争根源于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这一重要原理。在此基础上,他们重

申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规定的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即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
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其二,在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识辨中宣传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更好地认识美国及其侵略活动的本质,
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断被知识界反复引述。1950年11月19日,《新建设》杂志刊发的《论腐朽的垂

死的美帝国主义》一文强调,“列宁曾经把帝国主义评断为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高度革命性的、天才

的科学评断,在今天的美帝国主义身上找到了最充分的证实,最典型的表现”⑤。基于这一判断,该文认为,美国

的侵略力量是可以被打败而且必然将被打败的。与之相一致,1951年1月1日,《学习》杂志刊发的《资本主义

的腐朽性(<帝国主义论>讲解第七讲)》一文也指出,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时曾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

殊历史阶段,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既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又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

发动战争的事实,与其腐朽程度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⑥。相关宣传教育配合了当时正在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
加深了国内民众对国际形势和美国侵略活动本质的认识。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介绍集中在列宁国际主义思想这一主题上。主

要理论报刊的宣传和阐释增进了中苏友谊,加深了国内民众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不过,受冷战格局和中

苏同盟背景的影响,在有关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宣传方式上,主要理论报刊表现出结论式的论断多于学理性的

研究的特点。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革命的任务》外,能够反映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主要文

献并未得到更多呈现。1951年后,随着各大报刊宣传主题的转换,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改变。
二 1951-1953年:知识界对列宁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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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平《向苏联学习国际主义精神》,《光明日报》1949年11月9日,第3版。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1950年10月2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78、381页。
廖盖隆《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学习》1950年第11期,第19页。
王惠德《学习<帝国主义论>

 

从根本上认识美帝国主义》,《学习》1950年第4期,第7页。
  

沈志远《论腐朽的垂死的美帝国主义》,《新建设》1950年第3期,第8页。
郭大力《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帝国主义论>讲解第七讲)》,《学习》1951年第7期,第29页。



1951年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学艺术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在全国逐渐开展起来。如何恰当处理政治

和文化的关系,正确对待思想改造,成为知识界广泛关注的问题。1952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曾

提出,对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各个人民民主国家来说,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是它们的指南,苏联的文化

建设经验是它们的榜样①。类似的观点并不鲜见。这表明,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
(一)对列宁知识分子理论的阐释

1951年秋至1952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②。尽管经过新中国

成立之初两年左右的政治学习,通过参加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已经发生了迅速变化,正
在积极调整自我以适应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要求。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种变化和调整对旧有价值观乃至

生活与行为方式的震撼力太弱,因此有必要开展一场更为集中的思想改造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来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克服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作风。而在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中,列宁是谈论知识分子较多的一位,其有关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论述“对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无产阶级

政党处理该问题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策略”③。因此,作为思想改造的主体,知识界面对需要自我教育和自

我改造的客观现实,在重新审视自身的过程中尝试从列宁学说中寻找理论资源。这样,列宁有关知识分子的理

论便时常被此期的主要理论报刊引用和提及。通观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知识界主要阐释了列宁知识分子理

论的如下三方面内容。
其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知识分子何以需要思想改造? 这是知识界首要关注的问题。1952年

3月,《新建设》杂志刊载的《论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一文以列宁学说为根据论述了这一问题。文章指出,
列宁曾说,知识分子并不愿放弃旧的思想意识,既经“先入为主”,总要“抱残守缺”,如果不经过一场激烈的思想

斗争,思想改造是不能完成的。“现在也有人还这样想,以为全国革命既经胜利,……各种知识份子,在思想意

识方面,也自然会循着政府的政策法令逐步改变。用不着什么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斗争,就会和平的达到思

想改造的完成。事实怎样呢? 这也是幻想”④。显然,该文是从列宁强调的思想意识的顽固性和复杂性角度展

开分析的。5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一文通过大量引用列宁《进一步,
退两步》中“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

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产生某种对抗”等论述,强调了知识分子阶层特有的两面性和矛盾性⑤。这又

着重从列宁有关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论述出发,阐释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其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可能性。1952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论“三反”和“五反”运动以后的

思想改造问题》一文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谈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知

识分子时曾表示,个别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当这种情形出现时,知识分子也就改变了

自己的性质。因此,在列宁看来,知识分子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剥削别人,在这一点上和工人阶级是十分

相近的,这是他们思想改造的便利条件⑥。通过分析和引述列宁的上述观点,该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

分子尚且有改变其性质的可能,今天知识分子的思想完全是可以改造的。
其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法和途径。1951年1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报纸上的批评和图书评论》

一文大段引用1908年2月7日列宁致高尔基信中的内容,指出列宁在信中教导作家要“离开这种知识分子的陈

旧的、老爷式的作风”,学习“党性的批评”,这“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全部的生命”⑦。显然,该文突出了批评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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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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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巴维尔·尤金《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辉———论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化革命》,张振亚、君强合译,《人民日报》1952年4月18日,第3版。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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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对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和改进作风的重要性。除批评和自我批评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也被视为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手段。1952年8月6日,《人民日报》转译的《列宁论干部的思想教育》一文高度评价了列宁

在知识分子思想教育问题上所作的贡献,强调列宁在《日记摘录》一文中曾指出,要在教师中经常宣传马克思主

义,使他们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转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这一指示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具有宝贵意

义①。此期间,《学习》杂志刊登的《关于大学教师思想改造问题》、《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等文也在阐

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法和途径问题时,介绍和宣传了列宁知识分子理论。可以看出,相较于列宁的国际主

义思想,主要理论报刊对列宁知识分子理论的阐释更加细致和深入。这表现在各大报刊文章中,通过解读经典

文献的方式来阐明原理、大段引用列宁著作原文的情况较之前明显增加。
(二)对列宁文化理论的传播

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文学艺术界的整风学习运动。1951年11月23日,中共中

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认为近两年来的文艺工作存在着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

等倾向,亟须加以纠正和整顿。为了克服上述倾向,中央宣传部召集党的主要文艺干部举行了文艺工作会议,
“决定由文联动员北京文艺界各方工作人员约七百人进行一次整风学习”②。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学

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批准了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并要求全国各地“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

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
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③。这标志着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的全面展开。
当时,列宁、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献是中央宣传部指定的阅读文件。在学习列宁著作的过程

中,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集中围绕文化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问题宣传了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
对于文化的党性原则,早在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便作出了完整论述。因此,这

篇文章便成为知识界进行文本书写的先在知识资源。1951年3月17日,《光明日报》刊发的《列宁与文化问题》
一文较全面地分析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基本思想,强调列宁在该文中曾指出,科学、艺术和文学只有

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有艺术都是替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文章认为,“艺术的无党

性”、“表现‘自由’”等观点是错误的④。1952年2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文艺学教学的初步检讨》一
文也以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论述为依据,强调列宁“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
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底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在我们今天反对文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斗

争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⑤。通过分析、领会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上述论述,文学艺术界

知识分子意识到,在整风学习过程中应当坚持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党性原则,克服在文化认识问题上的

错误思想。
除述析文化的党性原则外,知识界还围绕文化的人民性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宣传和阐释。1951年3月17

日,《光明日报》刊发的《列宁与文化问题》一文在分析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相关论述后指出,“列
宁关于文学的理论,说明进步的文学和艺术必须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相结合;他指出真实的大众文艺发展的

道路,以及个人的创作热情与人民利益生动结合的道路”⑥。这就宣传了列宁提出的文化的人民性思想,即文化

的发展依靠人民,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1953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怎样领导文艺工作》
一文还通过引述“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应该是为群众所了解和喜爱的”等列宁与蔡特金的谈话内容,强调

“还在苏维埃国家成立的初期,伟大的列宁就确定了发展进步艺术的基本原则,……这一天才的指示对于此后

苏维埃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⑦。这样,在回顾苏联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和解读列宁文化观的过

程中,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服务方向问题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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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康德拉基也夫《列宁论干部的思想教育》,明译,《人民日报》1952年8月6日,第3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1951年11月23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09页。

 

《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51年11月2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06页。
 

诺维科夫等著《列宁与文化问题》,丁名楠、沈自敏译,《光明日报》1951年3月17日,第5版。
黄药眠《关于文艺学教学的初步检讨》,《光明日报》1952年2月28日,第3版。

 

诺维科夫等著《列宁与文化问题》,丁名楠、沈自敏译,《光明日报》1951年3月17日,第5版。
楚拉基《苏联共产党怎样领导文艺工作———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文艺工作者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3年1月9日,第3版。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列宁学说传播的推动

这一时期,主要理论报刊不但在解读列宁著作和引用著述原文方面着力较多,而且还通过文献类比的方式

间接宣传了列宁学说,使得列宁学说的宣传路径得到了拓展。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具体实际

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列宁关于文艺问题的著作一道,被列入文学艺术界整风

学习的指定阅读文件。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在学习这篇经典文献的过程中,推动了列宁无产阶级文化理论的

传播。

1951年6月,《新建设》杂志发表的《党与文艺》一文在分析党与文艺的关系时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为文本基础,指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是发展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底另一个最重

要的贡献。……党与文艺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表现在文艺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的关系上”①。该文在

梳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本内容的同时,也间接宣传了列宁提出的文化的党性原则和人

民性主张。1953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茅盾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将毛泽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所指出的继承遗产、发扬优良传统的方针同列宁文化理论进行了类比分

析,强调要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这一方针,在文学技巧问题上,作家就要熟悉列

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强调的“只有确切通晓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改造这种已往的文

化,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句金言②。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在分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
文时均论及了列宁文化理论,从而丰富了列宁学说的宣传路径。

总之,进入1951年后,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学艺术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广泛深入开展的背景下,知识界

着重宣传和阐释了列宁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较之前一阶段,此期知识界较注重通过引述列宁论著原文、类比

经典文献的方式来阐明观点。因此,尽管各大报刊有关列宁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的介绍并不一定全面,但国内

民众借以认识列宁学说的主要文献(如《进一步,退两步》、《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青年团的任务》以及相关

书信内容)却得到更多呈现。相关的宣传和阐释带来的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必要性、可能性和具体方法的

更加清晰的认识,以及对文化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问题的更加深入的理解。这是新形势下列宁学说宣传普及

的特点及取得的成果。
三 1953-1956年:知识界对列宁过渡时期理论的阐扬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的展开,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酝酿后,1953年,中共中央

明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发出指示,强调要通过系统学习苏联的经验来理解和执行党的总路线,以适应

全党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③。当时,在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种学说中,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受到

中国共产党和知识界的普遍重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指出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

一个过渡时期,但是没有对过渡时期的经济予以详细论述。列宁和斯大林创立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完整理论,详
尽地阐明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并科学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此,“列宁的关于过渡时期

的学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④。这样,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学艺术界的整

风学习运动告一段落后,知识界在学习、理解和宣传总路线的过程中,较多地论及了与苏联经验相关的理论和

实践,其中就包括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尤其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论述及其制定的过渡时期的经济

政策。
(一)阐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学说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做好这一时期经济特点的宣传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1953年

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了学习和宣传提纲,对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经济成分及各成分的地位和作用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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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荃麟《党与文艺》,《新建设》1951年第5期,第69页。
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0日,第

3版。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1953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杨献珍《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4月22日,
第2版。

 



题作了基本的解释和说明。为配合当时在全国兴起的宣传活动,从理论上加深对过渡时期经济特点和基本任

务的理解和把握,知识界在学习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过程中,着重阐释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

学说。

1953年4月,《新建设》杂志刊发的《国民经济计划化与统计工作》一文引用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

产阶级性》中对“过渡”的解释,分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分,强调根据列宁对“过渡”所下的定义,“过渡时期在

经济上的主要特点就是经济成份的多样性”①。与该文观点一致,10月,《学习》杂志刊发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

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文在论及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时,较多地引用了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

阶级性》中关于俄国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的论述,并强调“列宁在一九一九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

和政治》一文里指出,不管各国会有其特点,但是各国在过渡时期的基本的经济形式上是会一样的”②。总的看

来,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论述使知识界认识到,处在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

义社会,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社会。
在分析过渡时期经济成分的基础上,知识界进一步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质社会的任务和发展方

向进行了理论上的解释。1953年12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对《列宁斯大林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过渡时期的理论》一书的评论文章大体反映了同类文章的主旨和理念,指出根据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经

济特点的指示,一切国家在其过渡时期都应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过渡时期既有社会主义成

份也有资本主义成份的条件下,就必然规定了旧的经济成份与新的经济成份之间的斗争,过渡时期的任务,就
在于将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③。可以看出,在有关过渡时期经济特点这一问题的分析上,一方

面,知识界延续了前一阶段注重引述列宁论著原文的宣传方式;另一方面,将斯大林学说与列宁学说并提或同

等看待开始成为这一时期知识界理论宣传的一大特点。
(二)解读列宁制定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除分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特点外,还制定了一个变经济落后的俄国为强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纲领,其方法是使国家工业化,实行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的合作社计划,并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纳

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一纲领对中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这个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

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④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及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方法,知识界比较详细地解读了列宁制定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

1.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在列宁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工业化理论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是知识界着重阐释的内

容之一。1954年1月2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的社论强调,列宁在探索苏联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时曾指出,“俄国不仅要在政治方面,而且要在经济与技术方面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俄国

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列宁的著作中,曾屡次强调了以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来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

的重要性”⑤。社论还引述了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文中的观点作为例证。同年2月,
《学习》杂志发表的纪念文章也引用了列宁《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等文中的论述指出,“列宁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乃是大机械工业,他说:‘谁要是忘记这一点,谁就不

是共产主义者。’”⑥。这些文章均认为,列宁的工业化理论特别强调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这对新中国的

工业化建设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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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坚白《国民经济计划化与统计工作———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新建设》1953年第4期,第33页。
 

季云《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习》1953年第10期,第6页。
王城《<列宁斯大林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光明日报》1953年12月5日,第5版。说明:该版是《光明日报》开设

的“图书评论”专版,标题为原书名。
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纪念列宁,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光明日报》1954年1月21日,第1版。
范若愚《学习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为实现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学习》1954年第2期,第3
页。

 



在列宁的工业化理论中,关于“全俄电气化”的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对此,知识界也进行了宣传和阐发。

1953年5月,《学习》杂志刊载的《列宁的统一经济计划———介绍<苏俄电气化计划>》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列宁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的形成、内容和意义,指出电气化计划是列宁对于社会主义国

家工业化问题的初步设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大生产,因此,必须把社会主义国家安置在现代

大工业的生产基础上,安置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即安置在电气化的基础上。……这是在俄国消灭资本主义、建
成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①。该文在宣传列宁工业化理论的基础上,展现了列宁“全俄电气化”思想的缘起及意

义,从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他山之石”的视角。

2.合作制是“对农民尽量简单、容易和便于接受的办法”
除工业化理论外,列宁制定的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的合作社计划也受到知识界热议。1953年5月,

《学习》杂志发表的《介绍列宁的<论合作制>》一文通过引用列宁《论合作制》、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等文献的相关论述,强调列宁《论合作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深刻地阐明了在无产阶级推翻剥削者统治以后,
小农将经过怎样的过渡形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列宁说过:‘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境遇的’……
合作制,如列宁所指出的是‘对农民尽量简单、容易和便于接受的办法’。”②该文是这一时期知识界围绕列宁《论
合作制》所作的较全面介绍。除有关《论合作制》的专论外,195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杨献珍在中共

中央纪念列宁诞生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征引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

告》、《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论合作制》等文的论述指出,“列宁的合

作化理论,是劳动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党和政府对小商品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最重要的思

想武器,是党对农民政策的基础”③。这就在更加广博的文献基础上阐明了列宁合作化理论对中国的农业社会

主义改造的重要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知识界还宣传了列宁提出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自愿原则。1954年8月,《学习》杂志发表的《发

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一文认为,发展农业合作化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

根本原则,“如果不是这样,而采用强迫命令手段来对农民加以‘改造’,那就正如列宁所说过的:‘要是这样办,
那就既不可能,而且荒谬’”④。12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经验及其对我国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一文更是明确地指出,“自愿原则是列宁合作社计划中的根本原则”⑤。这些文章多以

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为文献基础,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精神,阐释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必须坚持自愿

原则的理论依据。

3.国家资本主义是“能够容许和应当容许的一种资本主义”
在列宁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政策中,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体现在他的《论粮食税》等论著中。为更好地

理解、执行中国共产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指示,知识界围绕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宣传和阐释。1953年8月,《学习》杂志刊发的《列宁斯大林论苏联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一
文对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较全面论述并指出,根据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

策的初期,各种社会经济成分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至1923年间

所作的许多报告和论文中,都曾论述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些论述当中,列宁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

措施当作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部分,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整顿工业,并通过它来联结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

业。其中特别是《论粮食税》一文对国家资本主义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的作用以及国家资

本主义的形式等等都作了详尽的分析”⑥。该文与《人民日报》发表的《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互为观照,共同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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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方元《列宁的统一经济计划———介绍<苏俄电气化计划>》,《学习》1953年第5期,第15页。
何均《介绍列宁的<论合作制>》,《学习》1953年第5期,第39页。
杨献珍《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4月22日,
第2版。
吴振《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学习》1954年第8期,第21页。
曹国兴《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经验及其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光明日报》1954年12月7日,第3版。

 

马家驹《列宁斯大林论苏联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学习》1953年第8期,第29页。



绘了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图景。通过相关的分析和介绍,知识界认识到,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对

中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有着重大意义。这是这一时期主要理论报刊的

宣传报道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可见,在阐释列宁制定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问题上,知识界的介绍是比较全面的,能够体现列宁晚年新

经济政策思想的重要文献大多被论及。但需看到,与对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宣传类似,知识界对列宁制定的过

渡时期的经济政策的理解也与斯大林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说明存在着关联。为适应国家工业化、农
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一时期,知识界广泛开展了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包括《苏联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在内的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的学习。知识界对上述有关列宁学说的解读

和诠释,部分是借助斯大林的论著或其有关列宁主义的阐述来实现的,这就致使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

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完整呈现,而是融入了斯大林的某些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观①。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径选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总之,为适应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重要转变,1953年后,列宁过渡时期理论逐渐得到广泛传播。

列宁的《论粮食税》、《论合作制》、《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

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文的基本观点不但被各大报刊反复引述,而且直

接与之相关的专论也不时出现。因此,较之前一阶段,这一时期是列宁学说在更为宽广的文本基础上得到传播

的一个时期,也是列宁著作内容得到进一步学理性解读的一个时期。另外还需看到,斯大林学说在知识界宣传

列宁学说的过程中起着复杂而微妙的作用。它一方面推动了列宁学说的宣传普及,但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国内

民众对列宁学说的理解和接受。这反映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学说中国化的复杂性。
四 结语

综上可见,1949年至1956年间,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宣传内容

上,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和文化理论以及过渡时期理论是知识界着力阐释的方面,它们渐次在三个历

史时段被主要理论报刊集中述及。在宣传方式上,最初,主要理论报刊表现出结论式的论断多于学理性研究的

特点,国内民众借以认识列宁学说的文献比较有限。1951年后,知识界开始注重通过引述列宁著作原文、类比

经典文献的方式来阐明原理,列宁学说在愈益宽广的文本基础上得到传播,列宁著作内容得到越发学术性和理

论性的解读。尽管在某些特定问题上,斯大林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影响了知识界对列宁学说的理解

和评判,但从整体上看,相关的宣传和阐释推动了列宁学说的中国化、大众化,加深了国内民众对新中国成立初

期各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理论报刊对列宁学说的宣传、介绍和解读还反映出中

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群体在建设新社会这一问题上的良性互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

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认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要争取一切爱国的

知识分子,“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②。而新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变化,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能力与

实绩等均缓和了知识分子与新政权之间的紧张感。其中一部分先进分子甚至产生了了解、学习与接受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要求。因此,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思想上融入新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和自愿的过

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对列宁学说的宣传和阐释,是他们积极调整思想,努力服务新

中国建设的自觉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认同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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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部分知识界人士在阐释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的过程中,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种观念,即社会主义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使生产资料

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参见:萧君《我对学习总路线中一些问题的体会》,《光明日报》1953年12月18日,第3
版;熊复《必须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学习》1954年第2期,第6页。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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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理论置于西方批判理论谱系中,尤其是后黑格尔哲学思潮语境中,可清晰地洞

见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历史进路与转向,以及对传统批判理论的历史性超越,呈现出其独特的运思逻辑和

价值旨趣,彰显其批判理论鲜明的个性。为此,从批判精神的秉承、批判对象的确认、批判方法的创造和批判

目的的确证等维度,揭示马克思生活哲学内蕴的批判逻辑,对于深刻把握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本质特征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
一 马克思生活哲学对批判精神的秉承及其批评的转向

在后黑格尔哲学的诸多德国哲学家中,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的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在批

判宗教的过程中,无疑是高扬了批判精神。马克思继承了二者的批判精神,克服了二者的批判局限性,重新

确立了批判方案,实现了批判的历史性转向,开启了马克思生活哲学崭新的批判逻辑。
布鲁诺·鲍威尔以“自我意识”为关键词,将批判局限于纯粹的观念领域,突出通过“精神批判”而实现自

由,且以“批判者”自居,无视作为批判主体的“群众”,或将“群众”仅仅视为“批判”的“消极”因素或消极力量。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批判的因素被排斥在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在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

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因为

群众“是历史上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①。如此,布鲁诺·鲍威尔将批判视为批判者的

特权,从而以救世主的面貌凌驾于批判活动之上。然而,由于其批判仅仅囿于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纯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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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293、293页。



念、精神领域,因此其批判同其他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一样,“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①。如此,马克思一

语道破其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
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②

马克思秉承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精神,吸纳他关于“批判”与“自由”内在关联的价值取向,超越其批判

的精英立场之偏狭,突出作为批判主体“群众”的积极性和主体性,改写了批判的价值立场和理论基础,以批

判的“群众史观”置换了“精英史观”,从而以唯物史观置换了唯心史观。从批判的维度来看,马克思通过《论
犹太人问题》和《神圣家族》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展开了“批判”③,厘清了鲍威尔批判的实质,
确立了有别于鲍威尔的批判路向。恰如米夏埃尔·宽特所指出的那样:“布鲁诺·鲍威尔采用的是宗教哲学

-政治路径”,而“卡尔·马克思采用的是本质主义-人本主义路径”④。“马克思与鲍威尔不同的地方还在

于他用一种本质主义-人类学原则代替了鲍威尔作为基础原则的自我意识,该本质主义-人类学原则是马

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的”⑤。
费尔巴哈立足于人本学立场,以“异化”为批判范式,揭示了宗教的人本秘密。然而,由于费尔巴哈受制

于其直观方法和“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

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⑥。在马克思看来,“世俗基础使自

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

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⑦。如

此,马克思首先揭示并肯定了费尔巴哈“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⑧,并以

此高扬人本价值。同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予以了积极性的定位,鲜明地指出,在德国“对宗教的

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⑨,“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如此,马
克思指明“对宗教的批判”,“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进而强调:
“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

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将宗教纳入现实生活世界视域中,强调正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表明

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是“颠倒的世界”。即“卡尔·马克思把政治

和宗教都视为源于市民社会结构的异化现象”,指明“主体身上的天国和尘世、政治和市民二重性在结构上没

有区别,都与人的非异化状态不相容”。如此,马克思解构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立场的局限性,超越了从人性

和人的心理、情感视角揭示宗教本质与秘密的简单化与表层化,将“宗教”置于现代生活的历史境遇、人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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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由解放和幸福的历史境遇中,作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的深刻判断。
无论是布鲁诺·鲍威尔以“自我意识”而展开的精神批判,还是费尔巴哈以人的“类本质”为理论原点和

以异化逻辑为机理而展开的宗教批判,本质上都是对“副本”的批判,都未能超越主观精神领域,都未能深入

到对“颠倒的世界”本身的批判。如此,从肯定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范式的革命性意义到渐次超越费尔巴哈囿

于人本学和宗教批判本身的局限性,马克思最终扬弃了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范式,宣告了马克

思生活哲学批判的出场。
马克思总结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

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

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②于此,从“批
判”的任务、目的与对象等层面,清晰地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直呈马克思生活

哲学“批判”的历史转向。于此,可以透析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内蕴的思维和价值逻辑。
首先,从批判的价值旨趣来看,“真理的彼岸世界”,肯定的是“神本价值”,通过批判澄明,“真理的彼岸世

界”只能是“虚幻的幸福”;而要确立的“此岸世界的真理”,张扬的则是“人本价值”,通过批判而追求的则是

“人民的现实幸福”。如此,从价值立场的高度,通过“批判”,使“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而退场,“确立此岸

世界的真理”,使“生活真理”出场。这样,马克思将“批判”作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的“手段”。恰如马

克思所说:“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③由此,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维度,呈现出马

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价值意蕴。
其次,从批判的对象来看,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对象是“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具有非神圣

形象的自我异化”,一方面指证了批判对象的本质是“自我异化”,另一方面指证了批判对象的“非神圣性”。
具有这两个特征的“对象”,从早期批判的“政治”、“国家”、“法”到成熟时期的“商品”、“货币”、“资本”,由此构

成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现代生活世界的对象域、对象群,这既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进路,又表征了马克

思批判现实生活的深化。如此,马克思将批判锁定在颠倒的现实生活世界,从而有别于青年黑格尔对精神、
宗教的批判,由此表征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域,亦展现出的目的在于“揭露”、在于“改造”。

再次,基于批判的价值立场与批判对象、领域的厘清,从批判的转向视角来看,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对

象,不再是“天国”、“宗教”、“神学”,而是“尘世”、“政治”、“法”。“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

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来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④。这表明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指向

和重心不再是“神圣家族”,而是“世俗家族”,进而彰显了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价值目的。
不可否认,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一经出场,就展现出与传统批判理论的异质性,鲜明地标示了其独特

的理论个性和价值逻辑,从而构成了审视马克思生活哲学理论大厦的独特视域。
二 “批判”的实质与方法:全面揭示现代生活的“异化”与悖论

彻底性是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重要品质。其彻底性表征为其批判不囿于、停滞于“副本批判”,而是从

“副本”批判深入到“原本批判”;不仅仅满足于“批判的武器”,而是将“批判的武器”落实于“武器的批判”,从
而强调“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⑤。如此,马克思生活哲学

的批判实质和方法,就是以生活-历史现象学的“描述”而“揭露”,
 

通过“揭露”而“改变”或“改造”现实生活

世界,确立其“生活真理”,即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由此,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等诸位哲学家们时

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⑥,进而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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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
按照批判不断深化、落实的原则,马克思从批判“副本”,即批判以德国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哲学、法哲

学,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宗教哲学,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威廉·配第等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为代表的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入手,到批判以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为基础所

生成的、导致现代社会异化生活之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分工与生产制度、阶级关系等,揭露资本主义生产

的本质与内在结构性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和必然被超越的历史逻辑,完整地展现出马克思

生活哲学批判的逻辑图景。
第一,马克思以曾经作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为历史主体,指明通过工业革命、政治革命,颠覆传统社

会,取得统治地位,建立了以“资本”为价值本位的现代社会。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价值坐标与价值尺度、生
产力发展水平、人类历史的生成等多维度,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②。证成资本

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与历史合法性,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确立了可靠的历史起点。
第二,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③和对“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和大工

业”④演进历史具体而细腻的个案剖析,不仅揭示了历史生活的客观前提,即“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

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

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

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⑤,而且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即“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

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

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⑥。如此,马克思不仅勾勒了

人类历史的脉络,而且从历史观的高度敞开了“异化和扬弃异化是同一条道路”的历史法则,从而为超越资本

主义奠定了客观的历史基础和科学依据。
第三,马克思从分工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视角,批判与揭示了资本主义分工创造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与人

的异化关系,即导致社会生产力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且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化状态。对此,马克思指出,
“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

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
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

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分工对人生存状况的压迫。对此,马克

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

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

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

该是这样的人”,人受制于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工而成为职业动物、“城市动物”或“乡村动物”⑧。
第四,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变得如此愚蠢与片面”,进而揭示了“雇佣劳动”制度的奴役

性,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对立性的关系和全面异化的生活。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表现为

同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价值相对立的,或者说同劳动条件相对立的他人的劳动;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

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离———从而劳

动内容对工人本身的异己性;上述这种分裂,现在同样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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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化,客体化”①。他更深刻地指出,因为“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

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

发展了的运动形式”②。由此,导致工人与工人之间、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以及人与自

然之间完全处于对立性的关系之中。在此基础上,又由于“生产与生产者相对立……生产对生产者漠不关

心。实际的生产者表现为单纯的生产手段,物质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因此,这种物质财富的发展是与个人

相对立的,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③,“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
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
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④。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活沦陷为

全面异化状态,马克思曾予以深刻的揭示。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

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我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
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

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⑥。但是,“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

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

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⑦。随后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从“消
费”的角度将工人视为“工具”,降格为“动物”。马克思指出,“工人对生活资料的消费本身,实际上可以包括

在(包含在)劳动过程中,正象例如机器对辅助材料的消费包含在劳动过程中一样;所以,工人不过表现为资

本所购买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为了执行它在劳动过程中的职能也需要消费,也需要加上一定份额的生产资

料作为自己的辅助材料。这种情形的程度大小,取决于对工人剥削的规模和残酷性”;“实际上,就辅助材料

及其消费来看,工人和机器的差别,在实践中可以归结为动物和机器的差别”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

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⑨。在此基础上,马
克思从工人的居住境况直观地描述工人全面异化生活的惨淡。他说:“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等等,然而是

在一种异化的、敌对的形式下退回到那里的……穷人的地下室住所却是敌对的、‘具有异己力量的住所,只有

当他把自己的血汗献给它时才让他居住’;他无权把这个住所看成自己的家园,而只有在自己的家园,他才能

够说:这里就是我的家;相反,他是住在别人的家里,住在一个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他不交房租就立

即将他抛向街头的陌生人的家里。”马克思把这种住所称之为“停尸房”,“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
“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之深,在资本面前,工人毫

无尊严可言。如此,“社会不是把你一脚踢出门外,而是设法使你在这个社会里感到很不舒服,让你自己自愿

地走出门外”。
第五,马克思从批判“异化劳动”至批判“拜物教”系列,剥离被“物”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

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彻底异化的生成逻辑与本质。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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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135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63年7月-1864年6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
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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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57-58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63年7月-1864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9页。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63年7月-1864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9、43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281页。
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3页。
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5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9页。



伊格尔顿指出:“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样以自己的现代性为傲,它都充满了奇异的幻景和拜物

教的狂热,以及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般的神话和盲目的崇拜。”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
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异化”②四个维度,揭示了“异化劳

动”本质上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③的分裂与对立,从而从现代

生活异化的发端处,揭示了异化生活的发生机理,揭露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客观事实。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穿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生成及其神秘本

质,从而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是“感性欲望的宗教”④,表征着人成为自身感觉和欲望的奴隶,最终被感觉和

欲望的对象“物”主宰。“商品拜物教”,是最没有想象力的宗教,表明商品作为“物”,本为人与人关系的载体,
却遮蔽了人与人的关系,人被商品主宰。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
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然而被生产的物品“一
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⑤。为此,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

及其秘密”。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

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

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

或社会的物。”⑥这表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
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开的”⑦。
于此,马克思总结道,“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

有的社会性质”,如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

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⑧。
马克思通过商品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历史演进,揭示与批判“货币拜物教”的本质。

对此,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

会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⑨他进而指出:“正是商品世界的

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

把它们揭示出来。”

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所遵循的原则,无疑将“货币拜物教”推向极致,形成了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逻

辑。“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就是:只要有利可图,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诚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实际需

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
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

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
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

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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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1842年6月28日-7月3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2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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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通过“货币”、“劳动力商品”以及“资本”的循环运动,展开对“资本拜物教”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

指出,“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

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
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有这种

颠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

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而“随着相对剩余价值在真正的特定的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下的发展,———与此同时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也发展了,———这些生产力以及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

的社会联系,都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了。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

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①。
拜物教是生发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其独特性在于它是在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关于

经济对象的各类颠倒的意识形态的总称。除“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之外,马克思还研

究与揭示了“生息资本拜物教”、“地租拜物教”等诸种形式的拜物教,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化

本质。
第六,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揭露其虚假性、欺骗性,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逻辑不可或缺的重要维

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②,其根本就在于它用虚假的普

遍利益来掩盖特殊的阶级利益,进而欺骗被统治阶级,无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对此,马克思揭示道,“在资

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

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

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
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③。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纳入枷锁系列予以揭示与

批判,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完整批判逻辑的重要维度。如果说物质的枷锁使人贫困,生产及其关系的枷锁使

人遭受奴役,那么,意识形态的观念枷锁,则使人遭遇欺骗、愚弄与操纵。
三 扬弃异化与对抗:敞开自由解放与幸福之未来

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

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

掩盖着的剥削”④。资本主义颠覆了等级和特权,但又确立了金钱的权威。金钱成为一切权威的权威。如

此,以“商品”、“货币”和“资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从物象、制度,乃至其价值体系都贯彻着利益至上的价值

准则。一切以“利益”为最高原则,“利益”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关键词,构成链接一切之纽带。人被降格为工

具,进而被物、资本宰制,生活世界充斥着资本的冷暴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对其内在结构性矛盾

的揭示以及必然被替代的科学判断,到该种制度下“不宜人居”境况的揭露,再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

的批判,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价值旨趣。
就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嬗变及其渐次丧失历史合法性的现实命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

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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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纪念版)》第3卷,第936、937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9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0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

 

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还可参阅马克思写于1847年

12月底的《工资》一文:“
 

第一,由于这一点,一切宗法制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只有金钱关系才是企业主和

工人之间的唯一关系。”“第二,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同样,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

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

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呵。”“(第三:人们把劳动变成商品……因此,在未来社会组织中,任何体力劳动都会无限轻易,无
限简单。)”“第三,由于一切成了出卖的对象,工人就认定,一切他们都能摆脱,都能割弃;因此,他们就第一次摆脱了对一定关系的依附。既

不缴纳产品,也没有那种仅仅是一定等级(封建等级)的附属品的生活方式了,工人可以随便处理自己的钱了,这是一个优点。”(《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59-660页。)



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用来

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同时,“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

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落实于这一

具有鲜明价值内蕴的时代命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③;必须“消灭……这种占有的

可怜性质”,因为“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

能活着”④,因为雇佣劳动制度“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

根由”⑤;必须“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把“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当作“只是扩大、
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⑥。必须打碎束缚人的一切物化和观念的锁链,从而使人成为人自身,
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真正贯彻与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⑦的价值原则,因为“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

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⑧。
当“人的本质”只能在幻想中实现,而“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⑨时,马克思超越宗教批判,将批

判直指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批判“颠倒的世界”,批判“人的自我异化非神圣的形象”,即国家与社会、政治与

法,这是马克思生活哲学展示批判的总原则;当人受制于“资本”,无论是无产者还是资产者,都成为“资本增

值”的工具,马克思批判“资本”、批判雇佣劳动制度、批判市民社会;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剥削制

度”进行合法性辩护的时候,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揭露其虚假性与欺骗性,等等。这些既构成马克

思生活哲学批判的推进路径,又彰显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运思特点和价值逻辑。如此,马克思生活哲学立

足于现代社会,面向生成的世界历史,遵循历史辩证法,超越政治解放而追求人类自由、解放和现实的幸福,
这便是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的价值真谛。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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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关于生存之知的思想和方法
唐代兴

  摘要:孔子哲学是一种生存哲学,它创造出一种人与人、人与家邦如何生活在一起的思想范式和生存范式,贯

通这一双重范式的是生存之知。生存之知的核心思想是人必以求知增智为生存的动力和指南。生存之知的基本

主题是知人,其前提是知命、知礼、知言,以此为视域展开为己之知和成人之知。前者之知的紧要问题,即人应该成

为什么样的人? 人如何看待生活的贫富? 人怎样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做好一个人? 后者之知的总准则是“躬自厚而

薄责于人”:躬自厚责,是严于律己的准则;薄责于人,是宽以待人的准则。借此准则,成人之知既要多闻多见,也应

听其言而观其行,更应“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并“察其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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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

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①但雅斯贝尔斯却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

“轴心时代”之说,认为这个时代“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墨翟、庄子、列子以

及不可胜数的其他哲学家都在思考着……在希腊则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许多悲剧

作家,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②。其后,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指出,“这些人被证明了千余年来一直

不断地在发挥着影响,直到今天,他们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好像我们不可能再举出第五个人的名

字,没有谁能有跟他们相同的历史影响力,没有谁有像他们那样的高度……但是他们对所有的哲学都产生过

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没有写下任何著作(孔子除外),但他们却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想运动的基石。我们称

他们四人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他们鹤立于所有其他的哲学家之前和之外”③。孔子为人类创造的是“生存

论思想范式”,其实践形式是“生存范式”。具体而言,孔子的思想学说是由其人性论、历史哲学、知识论、心智

论、伦理学、政治哲学、学而教育以及形而上学等内容构成的开放性生存哲学体系④。
孔子的生存哲学,从形上论,是指围绕生存引发出来的问题而展开的哲学;从实践言,指围绕人与人以及

人与家邦如何“生活在一起”而展开的哲学。但无论形上或形下,都要通过“知”来实现。就其功能言,孔子通

过“知”而将人性、历史、知识和道德、政治、教育等所有问题关联起来形成一个探求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其
生存之知的形上展开,带出天、道、命、礼;其生存之知指向生活和行动,则敞开知人、知德、知政、知仁、知礼、
知言以及知物、知事、知自然等方方面面,但最紧要的方面却是知人。在孔子看来,应对生存而知人如“纲”一
样可以张起关于人与人、人与家邦如何在一起的生活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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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存必要求知增智

孔子思考生存问题,围绕人与人、人与家邦如何生活在一起而展开,但首要问题却是人本身。因而,知
人,成为孔子关于生存之知的枢纽。在孔子看来,知人有具体与一般两个维度:知人的具体问题集中为为己

之知和成人之知;知人的一般问题即是人知,即人要成为人必要对人有基本的知,或曰人的必知之智。孔子

将人的必知之智归纳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①三个紧要方面,
并且,其知命、知礼、知言都由“知”所贯穿。是以观之,知命、知礼、知言只是知的具体问题,知,才是知命、知
礼、知言的一般问题。知命、知礼、知言带出“知”本身与“智”的内在生成关系,将“知”生“智”的三个一般问题

揭露了出来:第一,由知而智何以可能? 第二,由知而智的限度何在? 第三,由知而智的基本方式有哪些?
第一,“由知而智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一旦被打开,它就呈现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为什么要求知得智?

另一方面,人求知得智的依据何在? 第一个问题带出了人求知得智的动力何来的问题。孔子认为,有两种机

制推动人求知得智。一是生存超越机制。孔子以自己说法:大宰询问子贡“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孔子

本人却坦言这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2490)。人为改变“贫与贱”的人生状况而“多能”,必须求

知:求知是使人始终“多能”的不二法宝。二是人的成长超越机制。孔子仍然以自己说法:人生虽然短暂,但
上苍却设计了一个可以催发任何人向上的阶梯,即从降生于世的生物人向上攀升而成为人文人,这中间铺开

的人生阶梯,孔子将其概括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

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2461),其中每一个人生年轮就是一步阶梯,每一步阶梯都是由求知而生智所筑

成。第二个问题则是拷问人求知得智有无自身可能性。孔子对此持肯定态度。首先,天赋人以生命,也同时

赋予人求知得智的潜力。孔子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2483)表明自己所得到的

智识,都是后天学成,并以此揭露出其自表的前设条件,是人世间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2522):人不

是一块白板,其生而具有求知的天赋潜力,否则,求知得智不可能产生。其次,天赋人求知得智的潜力是嵌入

人的生命的进化机制里,孔子教导子路“好仁不好学”等“六言六蔽”(《阳货》,2525),揭示以求知得智为指向

的好学,实际上是人这个动物按照生存进化法则使自己的天赋人性、禀赋、气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物本性朝

向人文的、文明的人的方向进化的必为方式,孔子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2479)更是展示了这

一点。
第二,人虽有“求知得智”的人本依据和人性动力,但求知得智的努力最终有限度。孔子探讨这种限度形

成的多种因素,比如,人的个体性存在本身决定其求知增智的有限性,而世界的广阔性同样促成人的有限性

意识。孔子论“君子有三畏”(《季氏》,2522),其所畏的“天命”,可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揭发人力不能通达的

天宇、自然世界;其所畏的“大人”,或可看成是人的世界的象征;其所畏的“圣人之言”,却象征无限深广的历

史存在。自然世界、人的世界、历史世界,此三者既构成人求知增智的三维视域,又构成人求知增智的三维限

制。孔子正是基于对各种存在因素形成的有限性的深刻意识和不间断的体验,才提出人求知增智必须学会

保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2462)的客观态度、虚空心灵和谦逊以进的精神,提出求知

增智乃是人的本原性生活方式和人生过程,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述而》,2483)。对任何人而言,知,
都是有限的,解决其知之有限的唯一方式就是无限度地求知增智。

第三,基于求知增智的有限性而以求知增智为生活方式和人生过程的根本方法只能是学习。关于人如

何通过“学习”求知增智,孔子讲得最多,概括其精要,其主要方法有三:一是学而必广博,“学而时习之”(《学
而》,2457)一章讲得最清楚;二是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学而》,2458);三是应该“学以致用”和“用以致学”并举。

二 求知必立其大者

知,就是学而求知以得智。但学而求知以得智为何以知命、知礼、知言为要呢? 孔子认为,此三者乃人生

之大智。何以这样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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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较多,因此,下文只以括号注的形式标明章名和页码。



首先看“知命”。通读《论语》,孔子所论之“命”源于天,天之自为存在和自在生生的法则即是天道,天道

按自身轨道运行,就形成它自身的“度”,这个“度”在人的观照中成为抽象的“天命”,这个“度”指涉以个体生

命方式存在的人,就构成人“命”。孔子所要求知的“命”,抽象地讲,就是人应遵从的天道律令、法则和规律、
限度。具体而言,人所求知之命,首先指天赋于人的生命极限,即“寿命”,如“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不幸短命死矣”(《雍也》,2477),以及悲叹患不治之症的伯牛“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2478),
尽言人存在于世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伴随人而来,由具有神格位态的“天”这种力量所决定,这就形成“命”
和“天命”的观念:“命”的观念,揭示了存在本身有限度,万物的存在也有限度,比如“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
物生焉”(《阳货》,2526)以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2491)就打开了这种限度性。人的生命,人的

存在,更是有限度的。孔子将这个最终限度名之为“命”。“天命”的观念,却意在表达人的“命”是由天所赋,
人必须以之为“畏”,才对天心生敬畏、警觉,才产生边界意识,形成约束能力,才会有去过一种理性和克己的

生活的意愿。唯有如此,人与人,以及人与家邦才能生活在一起。孔子之“命”也指某种特殊指涉性的自我觉

解,从而领悟到自己所“一以贯之”地坚守的美好志向、志业的先在形式。“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
而》,2483)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2490),以及“一以贯之”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泰伯》,2487)。这些都表达了孔子这种对天赋之命的觉解与坚守,而存在觉解和坚守恰恰是生存的必须

源泉。
其次看“知礼”。要理解孔子之论求知以得大智为何必“知礼”,需先理解孔子所论之礼。后世儒生总是

认为孔子之“礼”就是周礼,但孔子分别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八佾》,2467)和“殷因于夏

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2463)两个方面作

出很清楚的表述,他所要弘扬的礼,是对从远古层累性生成建构起来的夏、商、周三代之礼的返本开新。在孔

子看来,从远古至于三代返本开新而来的即使达于“百世”亦为“可知”之礼,并不只是人的主观意志的弘扬,
而是基于对存在世界及其运行的天道的生生不息的领悟所生成,所以,礼是天道的历史性层累:天道始终是

按自身轨道运行所舒张出来的自为存在和自在生生之“度”,指涉由人组成的社会就产生具有法则性质和律

法功能的存在之“礼”。所以,从客观存在言,礼是天道法则;从对人类存在敞开之生存牵引和规训观之,礼则

是礼法;从历史存在观之,礼却是一种历史存在的现在敞开和现在对历史存在的追根溯源;从功能讲,礼是一

种规训与指导人与家邦更好生活在一起的法度,它包含道德和法律。在孔子时代,社会的主体不是作为劳力

者的民,而是百姓(即有姓氏的贵族),治邦的基本任务是治理百姓,治理百姓的基本方式是道德,即礼,即使

涉及刑罚处罚方面的一般性事务,也往往用道德的方式来处理,作为道德的礼,同时具有了法的功能,所以礼

实际上是礼法。
无论道德还是刑法,都缘发于利害,并构成调停利害的两种不同方式。作为具有法度功能的礼,其本质

仍然是利益,但它表征出来的形态却是等级、序位:礼就是以等级和序位的方式来安排利益,由此使礼获得了

内外两个方面的功能。礼的外在功能,是构建社会结构和等序体系,包括丧与祭的结构和等序体系;礼的内

在功能,是构建个人的心灵结构和秩序,它的内在性的个体主体形态是品德和人格,所以,礼促成人的品德的

构建和人格的形成。
礼之于个人和家邦,是其根本的保障体系。从邦国观之,其保障体系有二,这就是军队和礼。相对地讲,

军队比礼更重要,但礼比军队更根本,因为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仅需要装备精良的武装,更需要精神、信仰、行
为规范和边界,所以保卫邦国的军队,也需要“礼”的武装。礼之于个人,是要通过求知的修养而内生品德、德
性,指向生活的践履则敞开为德行。因而,人生活要有礼,必须修养德性和践履德行。但有礼并不能成为君

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小人也要讲礼,不讲礼则寸步难行。小人与君子的根本区别是能不能够通过日常生

活之礼而使自己站立起来成为大人。能够成为大人,就是君子,不能够,就是小人。君子能够站立为大人的

根本能力,就是“知礼”,即获得有关于礼的思想、智慧、方法,才可真正得体地运用礼来经营生活,并站立成为

大人,这就是“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2536)的道理。
其三看“知言”。孔子所论之“言”,既指言说、说话,也指言论、典章、文献。从主要者讲,孔子之“言”涉及

两个紧要的方面。首先指“恰当”地说话。孔子从正反方面反复强调“言”与“行”和“言”与“信”的关系,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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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2525),是从性质上定义言,即言必须用行来定义,一切脱离行本身而追求言说

的哗众或取宠,都是非德。“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2518),则揭发出“巧言”的至深危害。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2462)和“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

长》,2474)则强调行对言和信对言的根本保证性。其次指言论,它与说话有根本区别:说话是空间性的,但言

论既是空间性的,更是时间性的,只有当空间性的说进入时间之域,获得时间的保存然后又通过文章、文献、
典章的方式不断地再现出来,才可称之为“言论”。

孔子所论之“知言”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知言是指探求并具备怎样恰当说话的智慧、方法,因为唯有

具备了怎样说话的智慧和方法,才可能在生活中恰当地说话。但恰当说话的智慧和方法的实质,却是对所

“说”的方式、方法和所说“内容”的深刻思考和领悟。其次,知言是指客观地并深入地了解甚至考信历史、认
知历史、觉解古人和前贤的思想,理解其历史、思想如何形成、怎样展开、如何演变的规律、原理、法则。比如

颜渊问仁。孔子则告之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2502)这其实是以“述而

不作”的方式讲述殷商宽简仁政如何演化为周的繁复“礼制”,由此在形成礼崩乐坏的历史进程中,又将如何

可能新生出以古代宽简的“仁爱”来重塑层累性生成之礼,使之再造活力,恢复法度的功能。孔子以如此方式

应答子张“十世可知也”(《为政》,2463)的发问,却推论出以“损益”方式返本开新人类之礼“虽百世,可知也”
的道理。

孔子论“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2536),作出两个方面的警示。首先,缺乏如何“恰当说话”的方法

和能力,是既不了解个体,也不了解当世,由此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君子。其次,不具备理解历史性言论的智

慧,自然无法了解古人,不能了解古人,自然不能了解历史,又何能建设当世? 孔子提出返本开新的历史进步

论和发展观,以仁入礼的文道救世理想,以及如何实施“仁德-公道”的治理社会方案,恰恰是从历史和当世

两个层面深刻地“知言”所形成的思想成就。
 

初步理解孔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2536)的有限智

识论思想后,再具体看孔子关于求“知命”、求“知人”和求“知言”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作用。首先,孔子的求“知
命”之智,落实在生活中就是边界观、限度观,体现在君子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方面,就是什么事该做、什么事

不该做。其次,孔子的求“知礼”之智,是指在知道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前提下,知道不该做的事应

该以何种方式不作为,该做的事必须以何种方式去做才可做得最好。其三,孔子的求“知言”之智,则告知人

们两个方面的智慧,一是指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二是指该说的应该如何说,该说多少,说轻说重应该怎样

权衡。
进一步讲,孔子求“知命”的思想,表面看是人力之外的自然力量方面的智慧,但究其实却是根本的知己

智慧,对知天之智、知人之智和知言之智的整合,就形成知己之智,也是知命之智。《论语》编纂者之所以将孔

子关于“知命”、“知礼”、“知言”一章置于此语行录之末作为结束,实是寓意深远。它意在强调:觉悟知言之

智,成为获得知人之智的根本前提。何也? 言,涉及名,名涉及位,位涉及立,立却涉及到站立的大地和头顶

的天空。人者,要立,必须站立在自然和历史的双重大地之上仰望天空并放眼未来,才可真正明确其位。但

是,人要明确其位,须正其位;而正其位,须通过言来命名和正名。所以,知其言,构成对人的全面认知、全面

了解、全面确立的必要思想基础、智慧基础和方法基础。“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讲的是知人须知言,知言即

知人。不仅如此,知言还既是正名的过程,也是立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恰恰是人与己的互动,正是这个互动过

程,才生成出主体间性的交流方法,对话理解方法。在这种对话理解过程中,无论人还是己,所获得的不仅是

知识视野的开阔,情感的唤醒,德性的提升,更是乐的达成。因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2457)
蕴含了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2487)的生成性。

三 为己之知的紧要方面

在诚实地探求知命、知礼和知言所形成的求知大视野下,为己之知成为知人的真正起步。
知人,为何要求为己之知? 为己之知,为何成为知人的真正起步? 答案是求知为己,自古而然。孔子说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2512)。在古代,人们求知是为了将所获之智、所明之理、所悟之道

用来改变、充实、提高自己,使自己更有德性地存在和更高德行地生活。但进入春秋之世,人们求知却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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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学得的东西来炫耀、取悦于人。对此,孔子重申“学之为己”,意在于告诫弟子和世人明白两个方面的存

在道理:学与不学、知与不知,铸造了人的存在等级;因为什么而学,却铸造出人的存在品级。这两个存在道

理澄清了为什么而求知的问题和为什么而求知的实质,不过是“为己”还是“为人”的问题。孔子考信“学”的
历史和拷问“学”的现实,而坚决反对“学而为人”之知,坚定地主张“学而为己”之知,其根本理由有二。一是

古代的经验,这即是“古之学者为己”;二是学而为己之知是改变、提升自己,使之由下而上、由小而大、由居

仁、由义、察物、明伦到求进、弘道,成为光明正大的君子。孔子指出,古代社会之所以是君子社会,是因为“古
之学者为己”;当世之所以礼崩乐坏,君子阶层迅速解体的直接推动力是“今之学者为人”。这一为己而求知

的历史经验和为人而求知的当世状况,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只有“为己之知”,才是本真的和诚实的知。只有

形成为己之知,才可建设“为己之知”的社会认知。孔子指出,要真正探求并形成为己之知,一是必须“志于

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2481),二是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2487),三是始终要

努力“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宪问》,2513)。在如此视野下,探求为己之知的紧要问题有三。
第一个紧要问题: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孔子借劝勉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2478)

而告知人们:为己之知,就是要使自己始终拒绝小人而不断成为君子式的求知者。君子与小人,在前孔子时

代是劳心与劳力的区别:“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①但在孔子的思想世界里,君子与小人,却是做

人的品级的区分,即“小人喻于利”而“君子喻于义”(《里仁》,2471):小人,是以求利为人生目的的人;君子,是
以行义为人生准则的人。在广泛的意义上,只要以行义为人生准则,即使劳力者也有可能成为君子。在更狭

窄的意义上,君子必是安邦治世的才德之士。“‘君子’的意思在发生变化。由原来没落世袭贵族中的一员,
‘君子’转而代表一个全新的阶层。这个阶层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和智慧为公众服务。也就是说,君子

从出身高贵的人转变为高尚的人”②。所谓文人,是指有良好教养和修养,处事温和,举止彬彬有礼的那类

人。所谓高尚的人,必具备四个方面的品质:一是注重个人行动的意义;二是责任心,即“位高则任重”;三是

领袖努力,包括领袖意识、领袖德性和领袖责任;四是死守善道③。因而,才知足常乐。合言之,孔子所论的

君子,就是具有良好教养和修养的文人坚定不移地朝如上四方面努力的人。
第二个紧要问题:人应该如何看待生活的贫富? 为己之知,是使自己始终拒绝沦为小人且不断将自己成

就为君子,则必然将贫富问题带出来而成为为己之知的核心问题。孔子指出,君子既不仇恨也不抵制富贵,
更不追求和赞美贫穷。因为,希望过快乐和幸福的生活,是人之本性,而快乐和幸福的生活必然有其相应的

物质基础和条件,所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并且“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2471)。根本的问题

不是“富与贵”和“贫与贱”本身,而是求富贵一定要有道。这既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

可求,从吾所好”(《述而》,2482)的真正理由,更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
伯》,2487)的根本依据。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2511),并不在于说教“贫”、“怨”和
“富”、“骄”的“难”与“易”,而是借此揭发两个生存事实:贫困是普遍存在的,富贵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两个普

遍存在的事实所蕴含的生活经验是:处于贫困中的人,很难做到生活无怨恨,但只要自己愿意和努力,也是能

够做到的;生活在富贵状态中的人,如果愿意于不骄矜,是相对容易做到,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意愿和行为努

力,也是难以做到的。不仅于此,孔子通过对这样两种生存事实和两种生活经验的陈述,是要为世人提供一

种生活启示:人生展开,不贫就富,或不富就贫。无论处于哪种状况,都要学会适应,保持平常的安泰。如此

地面对和生活,或许会给自己一种生存的转机。这一转机的依据和普遍法则是:贫困不是天定的,富贵也不

是天定的。贫与富,二者可能转化,也可以转化。虽然这种转化需要具备人力之外的各种条件和环境,但人

自己之生存认知才是根本的动力。
第三个紧要问题:人应该如何成一个人并不断做好一个人? 孔子对此作出方方面面的回答,但最重要的

方面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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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2518)。这是孔子在进一步阐发“学而为己”的道理,即凡事

以己为本体,以己为目的,以己为依靠,并致力于探求以自己为目的,以自己为依据的知识和智慧,这在本质

上是将他人看成是他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凡事求诸己,是指人要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地做好一个人,必须具

备无所求的品质,凡自己能做的事不麻烦别人。凡事无所求,本质上是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目的性存在。
并且,凡事无所求,自然少欲,而欲越少,人的人格越刚,性格越好,心地越善,人就会越好。

二是“君子不器”(《为政》,2462)。这是孔子以否定性方式定义君子,指出“不器”是君子的本原语义和本

质要求:君子必须成为本真的人。所谓本真的人,是指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本原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只能是

独立、自由的一个人,既不能把自己作为工具,更不能将自己定义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或技艺。并且,“君子不

器”还指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做到“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2518)和“泰而不骄”(《子路》,

2508)。孔子指出,为人处世泰或骄,敞开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姿态、生活取向、心理定势。骄表现出逞能

逞欲、骄狂傲慢、心气浮荡,体现人的非自我性、非主体化和非人格化,因为骄的资本是所逞之能之欲,骄的方

式是以己之所有去比对他人之所无,自然居高自傲、无礼,既无坦然安泰之姿,更无日常守恒之心。与此不

同,泰表现从容自在、舒心安定、不矜夸骄肆,体现人的自我存在性、生活主体化,心理取向的自我人格化。不

仅如此,泰也是一种平和的生活方式和谦卑的行为方式,因为君子之能泰,是领悟到了存在的天道和生活的

天理:存在的天道,可表述为存在的自在性,顺应相向自存在的天道而存在,自然安泰、舒泰;生活的天理,可
表述为有限性,首先是存在的有限性,然后是生存的有限性,最后是日常庸行的生活的有限性,最后合生成为

人的有限性。人在有限中觉解有限性,必然滋生谦卑、谦恭,还有善待、尊重、敬畏。合言之,本真的自己,就
是泰,泰然、安泰;本真的生活,就是有独立人格,有成己成人的尊严。

三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2471)。在孔子看来,探求为己之知,实是不

断地觉解并获得心存他人的知识、智慧和德性,而行有疆界。心存他人,就是心怀其德,即凡是想到别人,既
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2502),也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2479)。行有疆界,就
是行怀其刑。人要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地做好一个人,必须既有德也守法,这就是怀德怀刑而做人,要求具备

两个方面的品质和能力:一是关心社会、心系他人,二是具备中正仁道。在人的日常庸行的生活中,凡事怀德

怀刑,就是凡事持有中正仁道,成为中正仁道的人。心系德刑,首要表现是表率德行,赏罚公正;其次是德刑

并举于为人处世之中,礼法共运于日常庸行的生活细节里。
四是“学而时习之”(《学而》,2457)。其重心不在学,而在习,即将所学到的东西不失时机地予以内化体

认并消化为自己的思维、认知、思想或方法内容,然后践履以指导自己的生活或学习。所以,孔子之“学而时

习”既包括了学、思、行三者,也展开求知的三个步骤。其中,学是起步,行是根本,思则是灵魂。孔子“学而时

习”思想既集中表述了求知之学、思、行的完整思想,也揭示人要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做好一个人的终身知己之

法和根本依据。探求为己之知,必是将“学而时习”贯穿于生活始终,并在“学而时习”的生活过程中学会思

考,学会“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2522)。一旦

学会“九思”,既学会了做人,也学会了怎样不断地做一个更好的人。因为“九思”训练思想,而思想永远是最

好的知,也是更好的知己,更是最好的人生引导和生活导师。
五是有过必改。人生而有欲,欲之不当或无度,则会生过。不仅如此,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知的有限性往

往会带来生活和行为、为人与处世的遮蔽性,同样可能生过。由此,人要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地做一个更好的

人,首先应做到“不迁怒,不贰过”(《雍也》,2477),这必须通过“好学”来实现,因为只有“好学”才可以使人知,
才能催发人不断地新知,而知和新知之于人始终是警醒、警觉、警示。其次是不要隐过,因为“苟有过,人必知

之”(《述而》,2483),而隐过之侥幸心理往往是导致“贰过”的前提条件。所以,人要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做好一

个人,必须直面“观过,斯知仁矣”(《里仁》,2471)。孔子以否定性方式指出:“已矣乎! 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

自讼者也”(《公冶长》,2475)。孔子发现形成“己过不易见”这一普遍现象,既有认知方面的原因,也有人性方

面的原因。就前者言,人的思维是向外的,发现自己的过错,需要思维向内做自我反观,这需要人自我提升认

知,形成不断攀越的思想境界,才可自为地建构起“己过易见”的品质和能力。就后者论,人之自利多于利人、
自爱多于爱人的本性往往会遮蔽人的自知心智,造成“己过不易见”和“推诿所知己过”这样两种对待过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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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由此突出通过内省认知而“观过”的重要和根本,在于观过可自在自为地内生改过之勇而自行改过,使
过不再贰。孔子指出,观过,是人修仁、为仁、成仁的不二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观过知仁。客观地看,观过知仁

的方法,是反面修仁、为仁、成仁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就是发现、探析自己(或别人)的过失、过错,以此为借

鉴,避免犯同类或相似的过失或错误,使“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2471)的修炼

与作为始终沿着仁的大道前行。
六是“克己复礼为仁”(《颜渊》,2502)之节制。节制的本质是克己,克己的本质是约束自己的身心、言行,

心无旁骛地遵守礼法而成为具有仁性、仁心、仁情、仁爱的人。孔子借应答颜渊问“仁”说:“一日克己复礼,天
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2502)这是要告诉颜渊:每个人都是他自己,也只是他自己,所
以成人由己。但是,人要不断地成为心怀仁性、仁心、仁情、仁爱的好人,必须在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要在日常

庸行中做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2502);二是以求知为日常方式,尤其是从不

间断地求知己,日新为己之知;三是始终站立地生活,既脚踏实地又仰望天空地求知不息,自我养成远见卓

识,心存“远虑”,以避免“近忧”(《卫灵公》,2517)。
“远”与“近”,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空间上的远与近,讲的是所处距离,揭示视野的空阔或狭窄;时

间上的远与近,讲的是经历的深度,揭示认知的深浅。从空间言,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谋划,则形成对长远利益

的忽视,必然产生因追求当前实利所产生的负面因素,以层累性生成的方式影响到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明
天”,因为每个明天都与今天最近。从时间论,人如果缺乏高远的思虑,必然造成连绵不绝的近忧,这是因为

正确的、有远见的谋划、决策和行为,都是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和方法基础上的,而正确的思想和方法,始终得

益于不断地求知层累性生成的高远认知。任何高远的认知都是有深度意义的,并且,任何高远的认知都涵摄

了历史和传统对现实的要求、未来对现实的召唤和当下对未来的指向,从而形成整体把握和深度领悟,必然

会超脱当下实利的阻碍而指向悠远的未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2517)的正面表述,是“人有远虑,方杜近忧”,这既是个人生存的法则,

也是家邦治理的根本法则。仅个人言,“人有远虑,方杜近忧”,是前人的生存经验;反之,“人无远虑,必有近

忧”,是前人的生存教训。这一正反的经验和教训从两个方面揭示个人要不断地成为心怀仁性、仁心、仁情、
仁爱的好人,就必须求知三个方面的生存知识。一是对历史的知识,只能通过求知之学得来。所以,“人有远

虑,方杜近忧”的前提,是从不间断地求知之学,向前人学、向古人学、向历史学。二是对未来的期待,它的核

心内容和本质诉求是真正明白最需要什么,自己的未来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就需要在学的基础上深入地

思,因为思既需要以经验为基础,更需要理性的方式和反省的能力,唯有这三个方面形成合力,才会面向未来

形成明确的理想、正确的期待和可行的目标设计。三是对现实的清醒,才可能形成客观的判断、理性的选择

和正确的方法。就家邦治理言,“人有远虑,方杜近忧”是治理家邦的历史经验,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治

理家邦的历史教训。这一正反的经验或教训也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家邦治理的三个原则:一是以史为镜,
二是以事为镜,三是以人为镜。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已经发生的史事为镜,可以正善恶;以前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

四 成人之知的基本方法

人的生存之知必须从求知己起步,是因为在所有的求知对象中,知己最难。一个人可以倾其努力学会并

学好许多事情,但一个人终其一生努力都不可能把自己全部学懂、全部学会、全部学好。客观地看,人具有一

种辨别事物、挑剔对象的天赋本性,人运用和开发这种本性,就能学会如何认知事物和怎样知道别人。反之,
人的知己之难,难在人具有美誉己长并遮掩己短的天性。然而,人成为人并不断成为更好的人,虽然必然地

要求独立和自由,却始终不能独享一个世界,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者性的存在者,并且,每个人都实际地以一体

两面的方式存在。由此形成人求知己不仅要以历史为参照,更要以人为镜。人要真正地知己,必须知人。
“人不知而不愠”(《学而》,2457)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2458-2459),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针对天赋“相近”而“习相远”的人性弱点而教弟子“人不知而不愠”,意在引导弟子如何学习善待自

己。人如何善待自己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认知自己和他人,尤其在他人不理解、不知道、不举荐自己的情境

下,必须要真正地知道:你认识理解自己,是你的责任;他人认识、理解或举荐你,只属于义务,他人不认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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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解你、不举荐你,是他人的权利。你有要求自己的全部责任和权利,却没有权利要求他人,也没有权利责

备他人。一个人,唯有真正地认知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范围,才可真实地善待自己;但要真正地认知自己的

权利和权责范围,则必须认识他人。所以,学而求知己,最终要走向知他人。比较而言,知己,是求知的最终

目的;而知他人,是求知的根本方法和手段。从实践理性看,知他人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知己。客观地讲,
“人不知而不愠”是孔子从认知的目的角度论人的生存之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是孔子从手段、途
径角度论人的生存之知。由于知人是达到知己的必须途径和方法,不知人的危害往往要超过不己知。“人不

己知,己无所失,无可患也。己不知人,则于人之贤者不能亲之用之,人之不贤者不能远之退之,所失甚巨,故
当患”①。既然知人之知是根本的、重要的,那么如何知人呢? 孔子认为,求知他人即是成人之知,主要方法

有三。
首先,成人之知,必须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2517)的客观姿态和宽和胸襟。“躬自厚”是“躬

自厚责”的省言,指严于律己甚于责人,孔子认为这是任何人成己成人的基本准则。严于律己的准则,是躬自

厚责,凡事多检查自己,凡事自我检讨,凡事“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2504)。知人,必须心存善念、善
意,这需要从两个紧要处做好。一是不放纵自己,要严于克己,其根本功夫就是以客观的姿态努力消解本能

性、放大自己的优势或长处的习惯,并采取苛刻的方式审查自己的缺点。二是善待他人,以宽广的胸怀包容

别人的缺点和过失,“赦小过”就是“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的具体方法,因为任何人,只有权利且更有责任要求

自己成为好人、成为善人、成为品德高尚的人,但却没有权利和责任强求他人如此。宽以待人的准则是薄责

于人,其内在动力也与“躬自厚责”一样,是崇德。无论是严于律己的准则,还是宽以待人的准则,都有其人性

的依据。严于律己,是基于人性“习相远”,唯有躬自厚责,才可能使“习相远”的人性更“相近”些,因为人性的

“习相远”源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利欲或本能的放纵,躬自厚责是自我收敛放纵的利欲和本能,就可做到“性相

近”。孔子深知,要使“习相远”的人性回归于“相近”的状态,不是靠外力促进或强迫,哪怕是教化,也不过是

一种催化剂,只能催化人内生克己的意识、能力,这是孔子提出“躬自厚责”而“薄责于人”的人性理由。与此

相反,“薄责于人”的人性论依据是人“性相近”。孔子坚信,天赋相近的人性,总是会使人在成己的学而修德

或成人的教化过程中,实现人性的觉悟而获得“躬自厚责”的意识与能力。这是孔子反复讲述两个基本观点

的理由。第一个基本理念是学而成己,其核心任务是知而修德,包括“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第二个基本

理念是为政育民,目的是使民知其德归厚,其实质努力是利欲有度,这即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
伯》,2487)。

其次,成人之知,必须多闻多见,即“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2483)。多

闻,是多间接了解人;多见,是多直接了解人。唯有直接了解和间接了解很好地结合,才能更客观地和较为全

面地了解他人,达于对他人的“大知”,然后才“择其善者而从之”并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2483)。更

重要的是,多闻和多见,能够真正地将他人作为真实的镜子而警示或引导自己“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

2462),同时帮助自己提升辨别君子和小人的能力,建立慎交的准则,做到“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

2518)。
再次,成人之知,应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为政》,2462)。这是使其无所逃匿、

无所隐藏的识真人的方法,孔子将其归纳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视其所以”。这是识人的行为观察法,通过观察他人日常的所作所为来识别其人的真伪。因

为,一个人可以在某种情境中一时作秀、一时表演,但不可能时时、事事表演。所以,为善者总是在行为上本

能地行善,作恶者总在是行为上本能地行恶。
第二步是“观其所由”。这是“动机-目的”观察法,即观察人的所作所为,不仅观察其行为本身,更要进

一步考察其行为展开之由来,这就既涉及到其发动该行为的动机和由此动机为导向的目的,更涉及到由动机

到目的的行为手段的选择性。杨伯峻将“观其所由”的“由”理解为“由此行”②,其表意更准确,即由此(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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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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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意)动机导向(有意或无意)目的的方向而展开行动。
第三步是“察其所安”。其“所安”有两层含义:一是可理解为“所乐”,即“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

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①;二是可理解为“所止”,即本性所主定止之处。比较而言,在识真人的观察

法体系里,“视其所以”是行为观察法,“观其所由”是由动机导向目的的(行为)手段选择观察法,“察其所安”
恰恰是结果观察法。行为观察法,是辨别所作所为体现出来的做人的大小;“动机-目的”观察法,是从其行

为的萌生到展开全过程来辨别其做人的大小;结果观察法,则是从对其行为产生的结果角度来辨别其做人的

大小,它不仅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还透过本质看本性。整体观之,孔子之“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三
大识真人的方法,其实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论方法。孔子告诉弟子,辨别人的(真伪或好恶)的真正方法,
就是将人置于从“行为动机”到“行为及手段选择”再到“行为结果及内在心理反应”这一全过程来考察,才可

真正辨别出其人的大小、好坏,有德还是无德。孔子这一整体性的过程识人方法展开为三个环节,并形成三

个步骤,然后表彰为三种具体方法。从这三个环节着手,充分运用这三种具体方法,任何人都无可逃遁地暴

露其原形。
 

五 结语

桑代克(E.L.Thorndike)通过人的心理生成及其认知机制研究表明:人有完全控制自己命运的可能,如
果他失败了定是因为无知或愚蠢②。桑代克的这一基本认知,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孔子予以生存之知的系

统性省思,并由此建构起以经验为导向、以理性为规范的生存之知的认知论和知识论体系,它虽然至今未被

后世真正关注,但却仍然以超越时空的魅力焕发出普遍性的思想智慧和认知价值,期待着当世的抉发和

开新。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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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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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
张 卉

  摘要:契嵩以释为本、以儒为用对《中庸》的核心范畴进行了解读。他指出,《中庸》之“性”是真如、清净;“喜怒

哀乐”之“情”是绝情之权,“修道之教”是圣人以清净之性教人制情;“中庸”是“不为”(空);“诚”为真如、为空,贯穿

于万物的始终;《中庸》执中之道、孝道与佛之“中道”、孝道契合,主张将佛之“中道”、孝道纳入王道思想中。契嵩通

过对《中庸》核心范畴的佛学阐释,指出儒释本来一贯,同时又指出佛家性命之学是道德性命之源,佛学既可以资

政,又是根本性的学问。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不但推动了佛学的儒学化,而且有利于士大夫对佛教的接受,也
给士大夫建设新儒学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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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先秦子思学派心性哲学的重要代表作,在汉代被编入《礼记》。在汉学视域下,儒生关注的是

《中庸》圣人之教、圣人之礼,中唐李翱重新发现了《中庸》的心性价值,并将其作为对抗佛学的理论武器。有

意思的是,佛教徒则利用《中庸》来融合儒释、创新佛学。北宋初天台宗高僧释智圆、云门宗高僧释契嵩是以

《中庸》来融通儒释的先驱。与智圆儒学倾向的《中庸》学不同,契嵩以释为本、以儒为用,对《中庸》进行了解

读。契嵩抓住《中庸》性命之学、“教”、“中庸”、“诚”、王道思想这些重要命题和核心范畴进行佛学诠释。通过

对这些命题、范畴的佛学诠释表明佛学,不但可以资政,而且在理论上也比儒学更为细致,并且佛学才涉及到

了根本性的学问,这也是契嵩《中庸》诠释的根本目的。目前学界主要关注契嵩通过“中庸”论、性情论来论证

儒释一贯①,鲜有学者全面地考察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本文力图从契嵩的学术立场出发,深入、细致地

分析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以补学界未及、未尽之处。
一 《中庸》性命之学的“佛学性”
何谓儒家性命之学? 《周易·亁卦·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②乾道即天道,天道变化而成人、物

之性。《乐记》讲到人、物因“类”、“群”不同而“性命不同”。《中庸》说“天命之谓性”,郑玄注:“天所命生人者

也,是谓性命。”③简言之,性就是人、物对天(命)的禀受。“情”是与性命密切相关的范畴,《中庸》、《乐记》讨
论了情性问题,子思学派《性自命出》篇对“天”、“性”、“情”之间的关系有精练的表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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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代玉民指出,契嵩援佛入儒,用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来诠释“中庸”范畴,消解了儒释间的矛盾(参见:代玉民《范式转换背景下的中庸观新

形态———北宋明教契嵩的<中庸>新范式探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张培高主要从性情论的角度来分析契嵩《中庸》诠释

中儒释之异、同(参见:张培高《契嵩的<中庸>诠释》,《宗教学研究》2016第3期)。两文颇有见地,对本文亦有启发。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3319、3527页。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①也就是说,天是性之本,性是情之本。可见,儒家性命之学的核心是天人问题,重点

讨论的是人性的来源、本质以及性情问题。
人的本性问题、性情问题是儒、释两家性命之学的共同论题。自李翱认为《中庸》是孔子的“性命之

书”②,《中庸》性命之学的价值便开始被儒释学者关注,李觏说儒家性命之学“不出吾《易·系辞》、《乐记》、
《中庸》数句间”③。契嵩更是借《中庸》性命之学来阐发佛家性命之学,他通过《中庸》与《乐记》、《易》性命之

论的互通、互释推论出儒释人性论、性情论有相同处,同时又指出佛教性命之学具有根本性。契嵩立足儒家

经典,又不一味以释格儒,甚至以儒证释。这既有利于儒释融合,建设新的佛学理论,又利于士大夫对佛教的

接受。
首先,契嵩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中庸》之“性”是真如、清净④。《中庸》之“性”是就人的本质、本性而

论。契嵩认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系辞》“寂然不动”,“是岂非人之性唯

寂唯静,何尝有善有恶有其品乎”⑤,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寂静,与善恶无涉。“夫清净谓其性之妙”⑥,“夫
性也,为真,为如,为至,为无邪,为清,为静”⑦。“真如”是说“性”是万有之本体,“清净”说自性清净、本来清

净,“至”是说“性”是最、极,“无邪”是说“性”是实。由此,他批评了郑玄、孔颖达以自然感生、“五行神”⑧释

“天命之性”,《中庸解》云:“夫所谓‘天命之谓性’者,天命则天地之数也,性则性灵也。盖谓人以天地之数而

生,合之性灵者也。”⑨“天命”指“天地之数”,“天地之数”与道德无涉,故人秉“天命”而生之“性”也与道德

(“五常”)无涉;人有感知,金、木、水、火、土无感知,人与五行不能感应彼此,故“性”又不是感生的。孔子言

“性相近”,子思也没有直接以善恶来注解人性,契嵩正是抓住此点指出,《中庸》“天命之性”、“诚明之性”与佛

家真如、清净之“性”是“圣人同其性”。在儒家经典中,论人多指向德,如《论语》讲到为人要孝、悌、忠,言人

而不仁,不可行礼乐,《孟子》直言“性善”,《易》言大人与天地合德。即便《中庸》讲“天命之性”、“诚明之性”具
有形上性,但子思也赋予了其道德性,此“性”之德即“中”。绝大部分儒生承认人有善的潜在性或倾向,故儒

生将道德属性视为人的本性。人性论是儒学的根基,关系到人的修身、培植、伦理、圣人教化、治国等问题。
契嵩佛学立场的《中庸》人性论否定了儒学的立论根基。

其次,契嵩从权的角度指出,《中庸》之“情”是“绝情”之权。他分析道,《中庸》“喜怒哀乐”之发,《乐记》
“感物而动”,《系辞》“感而遂通”,“岂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恶之情耶”? 也就是说,人接于外物产生了善恶

之“情”,“情”才关涉道德,他说:“善恶,情也,非性也。”儒生所谓的道德之“性”不是真“性”而是“人情之

善”。由此,契嵩批评孟子以善为性,韩愈以善恶品级论性是将“情”误作“性”,他指出,“彼二子之所言者情

也”。契嵩对“情”有所肯定,可佛家绝情,他从权的角度解决了此矛盾。他指出,《中庸》所谓发而中节之情

是“行情”,“行情”是绝情之权。“情而为之,而其势近权;不情而为之,而其势近理”。而且佛家绝情“非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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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顽寂死灭之谓”,而是绝灭“情感之累”①,这与孔子“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②)“其因似是”③,契嵩

将情感之“情”赋予了善恶的道德内涵,契嵩“行情而不有情”④的主张不但巧妙地化解了儒释在“情”问题上

的矛盾,也是对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斥佛家绝情的反驳。不过,其所谓的“行情”(善情)实为儒家之“性”。
儒家经典中的“情”有两大内涵。一指情状,如《易》讲“万物之情”、“天地之情”、“鬼神之情状”⑤,指事物

的状态、样子;二指情感,如《礼记》言“七情”、“人情”等,此“情”有正、不正之分,要注意的是,正之情的确与性

(德)相关涉,但正情本身不是德。儒家还指出,“情”是圣人之道、圣人之治的出发点。《性自命出》篇云“道始

于情”、“礼作于情”⑥,《礼运》亦言:“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⑦儒家以情状、情感论“情”,但一般

不以道德论“情”。契嵩将《中庸》“中节之情”释读为“善情”,将儒家德之“性”置于“情”系统之下,其目的是保

证真如之“性”的形上性、绝对性,以建构佛学内涵的性情说。
最后,契嵩指出“性”、“情”的关系是:“情出乎性”。他分析道,《中庸》“未发”是静,静即净,谓之“性”;“已

发”是“动”,动而感之,谓之“情”。两者的关系是:“情出乎性,性隐乎情”⑧。这似乎与子思学派“情生于性”
的观点一致,但契嵩所谓“性”是真如、清净,他称之为“素有之理”⑨,“情”才关涉道德,所谓“情有善恶而性无

善恶者”。既然“情”根于“性”,“情”就应顺“性”而行。契嵩“情出乎性”观点的矛盾是:既然承认“性”无关

道德,那么无德之“性”何以能生道德之“情”? 这便出现了“性”、“情”相生又分离的逻辑困境。儒家承认“性”
是本体的同时,又赋予“性”以道德内涵,指出“性”生之“情”有正、邪之分,这样便可规避“性”、“情”分离的

问题。
契嵩指出,《中庸》性命之学固然与佛教性命之学一贯,但《中庸》有未尽之处,《中庸》是“圣人与性命之造

端”,即圣人教人“知性命”,佛教是“圣人与性命尽其圆极”,即圣人教人“究其性命”,佛学才是“道德性命之

本源”。也就是说,只有领悟佛家性命之学,才能真知万物之根本。
契嵩通过《中庸》、《乐记》、《易》性命之论的互通、互释实现了“性”、“情”内涵的佛学解读,起到了融合儒

释,消解儒释性命之学相矛盾的作用。但《中庸》、《乐记》、《易》非经典之全貌。从整个儒家经典来看,以善论

人性,以情状、情感论情才是主流。契嵩实际是改变了儒家“性”、“情”范畴的本义来成就佛学内涵的性命

之学。
二 《中庸》之教的“佛学性”
教即圣人之教,郑玄注“修道之谓教”,“修,治也。治而广之,人仿效之,是曰教”。孔颖达疏云:“圣人修

行仁、义、礼、知、信以为教化。”汉唐儒家所谓的“修道之教”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仁、义、礼、智、信
是圣人修身的要求;第二,圣人用仁、义、礼、智、信教人是治人、治国的要求。契嵩释“修道之谓教”为:

 

人失于中,性接于物,而喜、怒、哀、惧、爱、恶生焉,嗜欲发焉。有圣人者,惧其天理将灭而人伦

不纪也,故为之礼、乐、刑、政,以节其喜、怒、哀、惧、爱、恶、嗜欲也;为之仁、义、智、信,以广其教

道也。

契嵩所谓的“修道之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儒之尧、舜、周、孔,佛之释迦牟尼、目犍连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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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他们都致力于教化民众;第二,人不中正,情欲盛而绝天理,为了节情控欲,需要圣人教而善之;第三,圣
人之教的重点是治人和化人。

从治人的角度来看,治人是圣人用外在的礼、乐、刑、政节人之情。“礼”使喜、怒不苟亲疏,“乐”使喜、欲
不淫泆,“刑”使怒、恶不相凌,“政”使哀、惧得告劝,由此使“情不乱其性”而“性理正”①。契嵩说礼、乐、刑、政
是“天下之大节”,是圣人“中庸之道”的体现②,这样来解读似乎与儒家无异。但契嵩所谓“情不乱其性”之
“情”、“性”是佛学范畴的。他说“性”是至、如、本,“情”是变、识、异。变、识、异之“情”是众生不得其“性”,轮
回流转的原因:“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则有爱,有爱则有嗜欲,有嗜欲则男女万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则善

恶以类变,始之终之,循死生而未始休。”③“性”“情”是人的根本问题,也是圣人之教的核心。契嵩说:“夫人

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万物之生,情大故能蔽圣人之心……情与性相制则乱。”④圣人教人“以
性制情”⑤,即教人明晓自性清净,这才能从根本上制情、灭情,最终获得解脱。他说:“夫清净寂灭者,正谓导

人齐死生解外谬妄情著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⑥儒释二教皆言以性制情,契嵩站在佛教的立场指

出,《中庸》之教不是儒生所谓的圣人教人明“五常”之性,而是教人知真如、清净,他说圣人“以性为教”,教人

“复于至”,最终“出乎死生之外”⑦。
从化人的角度来看,化人是圣人修行内己的仁、义、智、信使人效之以达到教人为善的目的。契嵩说:“圣

人之教,善而已矣。”⑧“仁”教人宽厚,“义”教人合宜,“智”教人通变,“信”教人诚实。圣人将仁、义、智、信推

之于人,使“人伦有其纪”⑨。契嵩说仁、义、智、信是“天下之大教”,是圣人“导人以返中庸者也”,这样来解

读似乎也与儒家无异,但契嵩所谓的仁、义、智、信是比“性”更低层级的善情,仁、义、智、信与佛之“五戒十善”
一样,属于世间法,圣人用之来“劝善而沮恶”。契嵩又指出,仁、义、智、信只是小善,佛之“五戒十善”是大

善,通过“五戒十善”的修持,可以通达最奥妙的道。
《中庸》之教能照应、沟通、契合佛教之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家圣人之教的本义。对此,我们应一分

为二地来看。一方面,《中庸》“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言圣人顺天道,以性为教、以善为教,性教、善教的确是

儒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儒家以礼、乐、刑、政治人是指圣人教民言行以礼制为准则,以仁、义、智、信化人

是指圣人教民复其善性,究其根本是教人修身治国之道以及正确地处理人伦关系。契嵩借用郑玄、孔颖达之

说,指出以礼、乐、刑、政治人是圣人教人以性节情,以仁、义、智、信化人是圣人以善来化民,归根结底是圣人

教人明晓人本来的清净之性。契嵩从《中庸》圣人之教出发,又站在佛教立场来格义圣人之教,最后指出佛家

圣人之教才是纯粹的、彻底的。
三 《中庸》之“中庸”的“佛学性”
《论语》讲“中庸”是至德,《中庸》详细记载了孔子的“中庸”之道。智圆将“中庸”纳入到佛家视域中来考

察,指出“中庸”即佛之“中道”,云:“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也。”《中论》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

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其不执念于空有、生灭、常断、一异、来出,在方法

论上,“中庸”与“中道”都强调不偏不执、不入极端。智圆说:“荡空也过,胶有也不及……过犹不及也,唯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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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良。”①契嵩不仅认可“中庸”作为方法论上的“佛学性”,他还从本体、心性、修身治国的角度来分析“中庸”
的“佛学性”,并得出了“中庸几于吾道”②的结论。

首先,“中庸”作为本体范畴具有“佛学性”。此处所谓的本体是就世界的本质而论。《中庸》讲到,中是天

下的大本。契嵩指出,“中庸”之所以为大本在其“不为”,他说:“夫中庸也者,不为也,不器也,明于日月而不

可睹也,幽于鬼神而不可测也。”③“中庸”之“不为”、“不器”言世界的本质是空,这与佛之“中道”意同。他说:
“中庸,道也。道也者,出万物也,入万物也,故以道为中也。”④在儒学视域下,“中庸”显然是有为。契嵩从本

体的角度将“中庸”与“中道”类通起来,“中庸”作为“不为”(空)的佛学内涵是被赋予的。
其次,“中庸”作为心性范畴具有“佛学性”。《中庸》讲择守“中庸”而不失。契嵩指出,择守“中庸”可治

心。“中庸”是“不为”,“无为者以治心”⑤。具体说来,就是心不接外物,无善恶执念,明心以见性,所谓“离念

清净,纯真一如”⑥。契嵩将“中庸”佛学化的同时,又将其心性化,并指出治心乃释家专属。契嵩还讲到了治

心的功用:治心是修身之要,心治则性情正,性情正才可通神明、达彼岸。他指出:“其心既治,谓之情性真正

……心也者,彻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闻见,故语神明者,必谕以出世。”⑦治心还能使人不被物役,由此

以正人道、悟全理,“治心以全理……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纷,不治则汩理而役物。物胜理,则
人其殆哉”⑧。

最后,“中庸”作为修身、政治范畴具有“佛学性”。前文讲到,圣人以礼、乐、刑、政治人,以仁、义、智、信化

人。契嵩指出,“中庸”是礼、乐、刑、政之极致,是仁、义、智、信的根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方

法。也就是说,圣人之治以“中庸”为最高。
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

 

……
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后举也。饮食可绝也,富贵崇

高之势可让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诚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国者,其明德于天

下者,舍中庸其何以为也?⑨

以上引述说明契嵩承认作为修身、政治范畴的“中庸”是“有为”,但这只是基于儒家的立场而不是他作为

佛教徒的立场。他明确指出,“有为”是心识所变,虚而不实,“夫群生心识之所以变,乃生此诸有为之相

耳”。所以,不应执着在“有为”之事上,“视有为之事不足固,何必徇? 是故大宁矣,至正矣,胜德可得而圣

道可成也”。在其看来,“有为”之“中庸”只是俗世中圣人修身、治国的原则,“不为”之“中庸”才是治国的最

高境界,其能治民、化民于无形。他说:“圣人大有为而无累也,大无为而化淳也。”

契嵩对“中庸”的“佛学性”考察,既有本体的论证,又有心性的体悟,还有修身治国的考量。就《中庸》文
本而言,契嵩基于佛教立场“说全”了“中庸”各层面的价值,这对后来理学家有重要的启示,理学家基于儒家

立场,也从本体、心性、修身治国方面来阐发“中庸”的理学内涵。
四 《中庸》之“诚”的“佛学性”
《中庸》“诚”论是儒家天人之道的经典叙述。契嵩一方面借《中庸》之“诚”来论证儒释在天人问题上的一

贯,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庸》之“诚”还有未尽之处,需“待佛教而发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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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契嵩从天道(本体)的角度对“诚”进行了佛学的界说。《中庸》说“诚者,天之道”。契嵩指出,“诚”
作为天道,其贯穿于天地万物之始终:“既始之而又终之,是之谓诚也。天地以诚终始,所以博厚而高明;圣人

以诚终始,所以垂法于万世。”①郑玄、李翱以“天性”②、“圣人之性”③来解读天道之“诚”。契嵩除了以“性”论
天道之“诚”,还以“大”、“中庸”来论天道之“诚”。他指出:“夫诚也者,所谓大诚也,中庸之道也。静与天地同

其理,动与四时合其运。”④“诚”为“性”,是说其真如、清净,此就人的本质而论。“诚”为“大”,是说其囊括天

地,“诚”为“中庸”是说其“不为”(空),“大”、“中庸”是就世界的本质而论。“诚”的本体内涵统合了世界的本

质与人的本质两方面内容。
在契嵩看来,《中庸》之“诚”尽管已经讲到了本体、实相,但“其意尚谦”⑤,未讲明、讲透,需待佛教之发挥

才完备。他分析道,《中庸》“至诚无息”与佛“法界常住,不增不减”意似,“诚明之性”、“明诚之教”与佛教“实
性一相”意似,但《中庸》只“道其诚,未始尽其所以诚”,佛则“演其所以诚”⑥。也就是说,佛教讲明了“诚”为
何是本体,即“诚”是实性,为真如、为空。他又讲道,《中庸》“至诚尽性”与佛教“万物同一真性”意似,但《中
庸》只说了圣人“至诚尽性”的过程,未言“至诚尽性”何以可能,佛教则讲明了圣人之所以能“至诚尽性”在于

万物同其性,《中庸》“未发其所以同”,佛教则“推其所以同”⑦。“同”是指“万物其本皆一清净”⑧,万物有相

通的清净自性,故人心能识人、物之性。契嵩还强调,成人、成物不过是人心之变识,都是“妙明真心中物”⑨,
只有明心见性,才能觉悟。

其次,契嵩从人道的角度对“诚”进行了佛学阐释。《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契嵩指出,天道之“诚”
推而及之于人为“公”,此是人道之“诚”。“诚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圣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
诚者,不见也;公者,见也”。“公”(“诚”)主要有三方面的内涵。第一是无私之意,即“不以天下苟亲疏,不
以忠孝要势利”,“亲者亲之,可疏者疏之”。第二是中正之意,“诚也者,至正之谓”,无私、中正是为人的

原则。第三,“诚”贯穿于人道之始终。人之始,“修身事亲,而乡人效之”;人之中,“仕于朝廷,守大节不变,而
天子擢之”;人之老,“以礼而退,表师乎士大夫,而天下仪之”。这其实就是《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之道。以上三个方面与儒家对人道的论述看似一致,但契嵩的落脚点不在儒家关心的人道而在天道上。
他指出,人道终是虚幻,只有通过见著于外的人道去领悟隐微不见的天道,才能获得真正的道。他说:“由所

见而审所不见,则圣人之道明矣。”

最后,契嵩从修身的角度对“诚”进行了佛学的发挥。《中庸》讲君子修身以“诚之为贵”。契嵩指出,《中
庸》之“诚”与佛教“三学”相互包含、相辅相成:僧人行“诚明”之工夫,就能修戒、定、慧,士人修戒、定、慧之学,
方能“诚明”。“夫僧也者,出于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于诚明者也。僧非诚明,孰能诚戒、诚定、诚慧

也? 不诚乎戒定慧,则吾不知其所以为正也”。他还认为,修“诚”能越“死生终始”而“通于鬼神变化”,最
终到达彼岸世界。契嵩批评儒生论《中庸》之“诚”局限在天地之间,“未逾其天地者也”。他指出,“诚”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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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地相配,还“包裹乎十方者也”①。在其看来,儒学不及佛学的视界广、格局大。
“诚”是天道、本体,其本质是性空;“诚”又是人道之公,乃俗世的原则,应超越俗世去见性之空;“诚”还是

修身之法,蕴含了佛教“三学”的智慧。契嵩对《中庸》之“诚”的佛学阐释和升华,加深了儒释在本体论、天人

论、修身论等方面的沟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释在天人问题上的隔阂,这为佛教徒援儒入佛、儒家援佛入儒

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 《中庸》“王道”思想的“佛学性”
王道即儒家先王之道,《中庸》包含着重要的王道思想,如圣王执中思想、孝道思想、治国九经、祭丧之礼

等。王道思想的核心是治国、安民。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批评佛教乱圣人之教,提出要“修其本以胜

之”②,“本”即是儒家先王之道。为了缓和矛盾,契嵩据《中庸》提出了“佛之道与王道合”③的论断,并对《中
庸》王道思想进行了“佛学性”的阐释。

首先,契嵩指出,《中庸》执中思想合佛之“中道”。《中庸》讲圣人“执中”、“从容中道”,《尚书》讲圣人之

“皇极”,佛讲“中与正,不偏不邪”,亦“教人行乎中道”④。“执中”、“皇极”、“中道”都是圣人大中至正之道,
“夫王道者皇极也,皇极者中道之谓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岂不然哉”⑤,故佛之“中道”也能助君安民。
契嵩甚至还将佛之“中道”看作是王道的核心精神,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子思、孟轲“皆以中

道、皇极相募而相承”⑥。既然儒家文化的源头就包含着中道精神,则说明释儒二教在根源处是契合的。不

过契嵩又指出,佛之“中道”“推物理而穷神极妙”⑦,是对世界真实不虚的认识,比儒之“中庸”、“皇极”更能助

君安民。就方法论看,“执中”、“皇极”与“中道”皆强调不偏执,但就内容而言,儒之“中庸”、“皇极”是现世中

圣人修身治国的原则,佛之“中道”不执于有无、生灭,追求的是彼岸世界,两者有根本的不同。
其次,契嵩指出,《中庸》孝道合佛之孝道。《中庸》讲舜“大孝”,武王、周公“达孝”,言孝是王天下之道。

契嵩指出,释迦牟尼早就提出孝是至道之法,佛孝与儒孝一贯。其一,儒释都认为父母之亲是生之本。儒家

讲孝是天地之经,德、教之本。佛教也讲父母是“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⑧。佛教也同样主张,“重其

大本,报其大恩”⑨。释迦牟尼、目犍连居父母之丧,或“心丧”,或“哀慕”,高僧法云、慧约哀悼父母情不能已,
贤人元德秀、闻人李观绘佛像、书佛经以资父母之冥,佛也能“以福吾亲,以资吾君之康天下也”。其二,儒
之“五常”与佛之“五戒”同为孝亲、显亲的途径。契嵩以“五戒”对应“五常”:不杀为仁、不盗为义、不邪淫为

礼、不饮酒为智、不妄言为信,他指出不修“五常”、“五戒”则辱亲,修则显亲,“五戒”亦能助圣人之治。他认

为:“夫五戒有孝之蕴,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谅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劝也。”

不过,契嵩认为,在广度与深度上佛之孝是超越儒之孝的。从广度上看,世人言孝以儒为宗,是因为“见
儒而未见佛”。儒孝“局一世而暗玄览,求于人而不求于神”。儒之孝关注的是己之父母,佛之孝是广泛

地爱。“夫佛之为道也,视人之亲犹己之亲也,卫物之生犹己之生也。故其为善则昆虫悉怀,为孝则鬼神皆

劝。资其孝而处世,则与世和平而亡忿争也;资其善而出世,则与世大慈而劝其世也”。从深度上看,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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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比儒之孝更深刻。契嵩说:“子亦闻吾先圣人其始振也,为大戒,即曰‘孝名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

也。”①释迦牟尼以孝为戒之端,但“孝戒”不是儒家的祭丧之礼,而是以清净守之。契嵩认为,“今夫天下欲

福,不若笃孝;笃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圣人之正胜法也,以清净意守之,其福若取诸左右也”②。契嵩称

儒之孝是“小者”、“浅者”,佛之孝是“大善”、“奥道”,指出“君子必志其大者奥者焉”③。佛之孝才能成就无上

正真之道,从根本上助君化民。
契嵩将《中庸》的执中、孝道思想与佛教的中道、孝道思想类通起来,一方面是对士大夫驳斥佛教不能资

政的回应;另一方面是佛教徒主动靠近、笼络儒家,参与世俗生活,发挥佛学资政辅教功用的体现。契嵩在

《孝论》、《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就多次提出应将佛之中道、孝道纳入到王道思想中。
六 结语

《中庸》被儒释二教共同关注的主因是其在性命之学上的价值。北宋初,儒生用《中庸》性命之学来对抗

佛学,指出儒学亦有精致的哲学理论;佛教徒则用《中庸》性命之学来融合儒释,指出释也可以辅教。基于儒

家立场的对抗源于儒释世界观的根本不同,基于佛家立场的融合则是出于佛教发展、佛学理论创新的需要。
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虽然没有太深刻的佛学理论,但有两大重要意义。

第一,他通过对《中庸》性命之学、“教”、“中庸”、“诚”、王道思想的阐释,搭建了儒释在本体论、心性论、修
身论、治国论等方面的桥梁,推动了佛学的儒学化。契嵩之后,佛教徒的《中庸》诠释多受其影响,如明代名僧

释德清、释智旭(两人皆著《中庸直指》,现存)的《中庸》诠释以佛教为根本立场,又统合儒释,促进了儒释二教

的进一步融合。可以说,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为宋明时期形成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范本,即以经典为依据,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去寻找儒释二教的契合点,扩大各自的生存与学术空间。
第二,契嵩对《中庸》性命之学的推崇,促使士大夫主动关注儒家性命之学。契嵩就儒释性命之学以及佛

学资政的问题与士大夫进行过辩论,其融合儒学的佛学思想得到了部分士大夫的认同与接受④,士大夫还

“选择、摄取其有价值的部分”⑤为己所用。这催促着士大夫积极思考新儒学的建设方向:通过对儒家经典的

重新审查来建设可与佛家性命之学相抗衡的儒家性命之学,由此,《易》、《中庸》、《乐记》等经典中的性命之学

被重视与发掘。与契嵩同时代的李觏、周敦颐、张载以及稍后的二程皆以《易》、《中庸》、《乐记》来阐发儒家性

命之学。可见,北宋佛教徒对新儒学的兴起与建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余英时指出:“北宋佛教的儒学化,与
僧徒的士大夫化互为表里……北宋不少佛教大师不但是重建人间秩序的有力推动者,而且也是儒学复兴的

功臣。”⑥

佛教徒以前身在方外,志在彼岸,转而成为身在方内,志在辅教。佛教徒主动向儒家靠拢,积极发挥佛教

的辅教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放弃自身独立性为代价的,这是顺应时代的选择,也是佛教发展的需要。值

得注意的是,儒释在理论上的界限和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并不意味着儒释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它们

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仍未改变。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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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0页。
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5页。
释契嵩《孝论》,林仲湘、邱小毛校注《镡津文集校注》,第55页。
释契嵩的《辅教编》(包括《原教》、《广原教》、《劝书》、《孝论》、《坛经赞》、《真谛无圣论》等)在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韩琦、张端明、田况、
曾公亮、赵概等人对此书颇为赞赏,欧阳修读后,更是叹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当一识之。”[傅璇琮、祝尚书《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前期

卷),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页。]两人见面之后,终日相谈。不仅如此,契嵩两次上书仁宗,仁宗读到“臣固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
处,“叹爱久之”(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第四《镡津文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1页)。嘉祐七年(1062)三月,仁宗下诏将《辅教编》付
传法院编次,并赐号契嵩“明教大师”。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5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297页。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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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
“我-你”关系

帅 巍

  摘要: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我-你”关系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效果历史意识的体现,而效果

历史意识则是其哲学解释学的灵魂。伽达默尔的这种“我-你”关系颠覆了传统认识论与解释学中的主客关系,恢
复了理解的历史性,将单向的主客关系以及以恢复文本原意为中心的理解活动扭转为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进行互

动的“我-你”关系。这种“我-你”关系贯穿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所有重要维度,并突出体现了其哲学解释学

的伦理性和实践性。而列维纳斯则认为,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与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一样,都不能完

全体现
 

“你”或他者的不可理论化与同一化特征,但列维纳斯却忽视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本身一定是具有历史性

的。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不仅对于解释学自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反映了在德法现象学运动中,有着强烈的关

系哲学与伦理性实践哲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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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我-你”关系思想作为理解或对话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作为效果历史意识的体现,
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概念。而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思想是如何从传统的解释学思想中发展起

来的? 这种“我-你”关系在伽达默尔解释学思想中有何独特内涵与重要意义? 它与在“关系本体论”或对话

哲学背景下的其他的关系哲学,或他者①思想又有什么重要的联系与异同? 它在近现代哲学发展中,尤其是

在德法现象学运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与意义? 这些是本文要探讨的具体问题。
 

一 从解释学循环中萌芽的“我-你”关系

(一)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循环中理解者与被理解之间的关系

解释学起初是关于文本解释的理论,即一种“以处理文本作为对象的规则或法规汇集”②。而使用这些

解释的规则的目的是恢复文本的原始意义或作者的原意。此时,文本被当作了需要恢复文本的原始意义或

作者的原意的客观对象。因此,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看作一门关于正确理解或避免误解的艺术③,并将解释

学由一种解释方法提升为一种作为方法论的普遍解释学。而作为解释学对象的文本开始触及到人的心理、
历史-社会生活,而且在解释学发展中,文本概念的外延一直在不断扩展,以致人类历史本身最终也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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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中无特别说明的“他者”指在“我”之外的其他存在者,因而他者既可指“我-你”关系中的“你”,也可指列维纳斯的“他者”。当然,列维纳

斯的“他者”还意味着通过他人之脸显现出来的他异性、无限的理念———善的诫命或上帝。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I》,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88页。
参见: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cs
 

and
 

Criticism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and
 

ed 
 

Andrew
 

Bow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7页。



个有待理解和解释的“文本”。
在解释学中,对于历史文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解释学循环来实现的,而解释学循环的方式涉及理解者与

被理解者之间的关系。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关系又涉及对真实的历史的理解,涉及解释学由方法论向

本体论的转向。最终,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历史以及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都涉及解释学循

环。这两种层次的循环涉及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问题,用马丁·布伯的方式说,即它们之

间是“我-它”还是“我-你”关系的问题①。
在古典解释学中,理解文本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理解来实现,这

种解释学的循环方法首先是由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提出的,他指出,“一切理解和认识的基

本原则就是在个别中发现整体精神,和通过整体领悟个别……这两者只是通过彼此结合和互为依赖而被设

立”②。
施莱尔马赫使解释学由作为方法的局部解释学上升为作为方法论的一般解释学,即解释学从此不再以

各类文本为研究对象,而以理解和解释活动本身为研究对象,这样,解释学也就成了一种认识论或方法论的

哲学。
 

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模式是“在我你关系中实现的同质性的理解(das
 

Kongeniale
 

Verstehen)。理解

文本与理解你一样,都具有达到完全正确性的同样可能性。作者的意思可以直接地由文本中看出”③。可

见,在施莱尔马赫这里,就已经具有了将文本看作“你”的倾向。但他认为,作为“你”的文本可以通过心理学

的循环方法完全正确地理解,而且“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Gesinnung)而进

入作者的意识”④。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其中还带有启蒙运动中“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⑤。此

外,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学是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因此需要以正确的解释学方法来保证理解或解释的

正确性,而解释学循环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他继承了整体与部分的解释学循环的思想,并将其应用

在语法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之中。在施莱尔马赫这里,语法解释的循环是指,对于句子整体意义的把握有

赖于对句子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把握,而对句子之间关系的把握则又依赖于对句子整体的意义的把握;心理学

的解释循环意味着,“要真正理解一个文本,必须将文本中的每一个观点都视为生活/生命瞬间的体现,都要

回溯到作者的生活/生命联系当中去”⑥。可见,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循环只是在被理解的文本中进行的内

在循环,而且这种循环可以通过理解者与作者之间具有的普遍主体性,以及自身对于文本整体意义的顿悟而

中止对该文本进行的解释学循环,因此,在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循环中,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还是一种主

客关系或“我-它”关系。
(二)狄尔泰的解释学循环中“我”与“你”的关系

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循环由语法循环推进到心理解释与生命解释。在伽达默尔看来,狄尔泰则进一步

把“诠释学转用于历史研究”,具体说是“把这样一条诠释学原则———我们只能从文本的整体去理解其个别,
以及我们只能从文本的个别去理解其整体———应用于历史世界”⑦。而这种应用于历史的解释学循环主要

是指心理学解释中的循环。狄尔泰已经意识到,“理解是对于‘你’中之‘我’的再发现,精神在关联体的更高

层次上重新发现自己”⑧。他提出了以移情、再体验、再创造的解释学方法来把握历史,把握作为“你”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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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区分了人与世界的两种关系:一种是源始的“我-你”关系,一种是“我-它”关系。“我-你”关系是一种互动的、
对话性的源始实践关系,而“我-它”关系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主客关系,或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参见:Martin

 

B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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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Du Dit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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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
 

Reclam
 

jun 
 

GmH
 

&
 

Co  
 

1995  
 

3-4;中文版参见: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第5-6页。
阿斯特《诠释学(1808)》,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343页。
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1805-1810)》,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23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383页。
参见:

 

何卫平《历史意识与解释学循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33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285页。按:Hermeneutik,洪汉鼎先生翻译为“诠释学”。本文除引文外都采用“解释学”这个译法和术

语。
狄尔泰《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建构》,安延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本,但他还未完全摆脱自然科学认识论中主客关系的影响,仍然试图完全客观地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意,仍
然还将理解者当作进行客观认识的前见的主体,因而忽视了理解者作为人的历史性。这是由于狄尔泰受自

然科学认识论与启蒙主义“排除主观前见”思想的影响,因此在狄尔泰这里,理解者与被理解者或历史之间关

系还尚未脱离主客二分的“我-它”关系。狄尔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并试图通过历史理性批

判①将解释学作为精神科学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基础。对狄尔泰来说,精神科学与历史密切相连,“一切精神

科学都依赖于历史研究”②,并且历史世界就是在精神科学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对精神科学的反思的任务

也就是“历史理性批判”。在此可见,解释学与精神科学、历史学密切相关,伽达默尔指出,“诠释学问题……
最终是从历史科学发展起来的”③。狄尔泰深受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影响,因此,要为精神

科学奠定具有科学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基础。由于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以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的认识

论为基础的,在这种主客二分认识论中,自我与他者(他人或他物)是一种静态的主客关系,因此,尽管在狄尔

泰那里,精神科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不同的,但他的解释学难免受到这种主客关系的认识论态度的

影响。从而在狄尔泰那里,历史作为一种文本也是一种被考察的需要恢复“原意”的客观对象,作为历史的理

解者或解释者也还只是如认知主体一般,需要排除其主观前见及其历史性影响。
狄尔泰没能摆脱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态度影响,在他那里,历史仍然处于一种认识论态度的统治之下。因

此,狄尔泰与施莱尔马赫、阿斯特一样将解释学循环限制在文本或过去的历史联系之内,而忽视了理解者自

身与历史之间的循环关系(即忽视了理解者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方法论的解释学循环中,历史只是

被当作一个理解或认识的固定对象,因而理解者与历史文本之间仍然还处于一种“我-它”关系之中,远远没

有注意到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以及解释学循环,即理解活动的无限性。
(三)本体论的解释学循环与“我-你”关系

在海德格尔那里,理解(或领会)成了人的生存方式,人在进行理解的时候总是已经带着他的理解前结构

(Vor-stuktur),即带着前有、前见、前把握。因此,理解也就是对于已经理解的东西的再理解,也就是前理解

与理解之间不断进行着循环。这种循环不是一种恶性的循环而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理解活动本身的

存在方式。所以人在理解的时候不是要如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一般去否定掉他的前结构,而是进入前理解与

理解之间、现在与过去的循环之中。所以,在海德格尔这里,对历史性文本进行理解的整体与部分的解释学

循环方法,成了生存理解中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即理解者自身的前理解与理解之间的循环,是人的理

解活动的源始形式,也是人的存在方式,因此是一种本体论的循环。而传统解释学中的方法论循环则还只是

人的本体论的解释学循环的衍生方式。
以往的解释学或历史学对理解者或历史研究者自身的历史性、有限性有所忽视。伽达默尔继承和发展

了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理论,并突出了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伽达默尔指出,“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

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④。理解者是带着自己的历史性进入理解活动之中的。解释学循环也不再是对

被理解者(历史或历史文本)进行客观理解(认识)的方法论循环,而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进行着互动的

本体论循环。即,不仅作为被理解者的历史或历史文本具有历史性,而且理解者同样处于历史中,并具有历

史性。这样,理解活动就是“传承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Ineinanderspiel)”⑤。因此

理解活动用黑格尔的方式说就是历史对于自身的理解,历史在自身之内进行的循环。“历史意识本身只是类

似于某种对某个持续发生作用的传统进行叠加的过程(Überlagerung),因此它把彼此相区别的东西同时又

结合起来,以便在它如此取得的历史视域的统一体中与自己本身再度相统一”⑥。由此,伽达默尔在海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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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解释学的循环由在此在之中的循环上升为了历史自身的循环。同时,真正的历史意识

并不是把历史当作客观对象来认识,而是要意识到自身正处于历史之中,并与历史处于一种互动的对话关系

之中,而历史正是以这种活生生的、互动的对话的方式存在着。而且,“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
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可见,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和他者的统一体或关系,伽达默尔后来将这种关系

称作“我-你”关系,它表现在人的理解活动之中,而真正的历史———效果历史①,就体现在作为人的交往实

践的理解活动之中。
通过解释学循环的几次变革,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关系逐渐由主客关系向“我-你”关系过渡。同

时,历史本身(或历史性的文本)也由被考察的对象转变为了以“我-你”关系的对话或交往实践的形式发生

着的持续不断的理解事件或效果历史,因而解释学也由方法论的解释学上升为了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
二 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概念的内涵

(一)“我”对具有历史性、人格性的“你”的态度及理解的可能性

由于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理解或解释活动是一种效果历史意识活动,作为被理解者的“传承物是一个

真正的交往伙伴(Kommunikation),我们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
 

‘我’和‘你’的伙伴关系”②,并且“效果历史

意识具有对传统的开放性”,所以效果历史意识“与对‘你’的经验具有一种真正的符合关系”③。效果历史意

识体现在一种“我”与“你”的交往关系之中,在这种交往关系中,“我”和“你”是一对统一体,它就是一种互动

的“我-你”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我”“把‘你’作为‘你’来经验,也就是说,不要忽视他的要求,
并听取他对我们所说的东西”④。即要像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把被理解者(文本)当作具有人格性

的“你”来进行对话或交往实践⑤,而不是当作固定的对象来进行概念化的把握。因为文本一方面是人类的

精神创造物,另一方面它的意义不像自然物的属性一样是固定的,而是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一般,其意

义是不断生成发展的。历史本身也是如此,历史的意义也体现在作为理解的效果历史事件中,并且是不断发

展变化的。可见,对于被理解者,不能像对待自然物一样进行一种独断的说明或概念化的把握,而应像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一样要倾听他(她)的要求,并且作出回应。这种循环的倾听与回应显然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
这种互动关系本身也就是一种对话关系。因此“我-你”关系本就是一种对话关系,而“我-你”关系的对话

作为理解或解释的过程,在伽达默尔那里,本身也是一种游戏的过程,一种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听与回应的过程是一种广义的对话,它不限于人与人之间谈话,因为在伽达默尔

那里,不管是艺术欣赏,还是文本阅读过程都是这样一种倾听与回应的对话的过程。倾听“总是关系到理

解”,而且“倾听与理解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没有理解的纯粹倾听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某种没有倾听

的理解”⑥,“单纯的观看,单纯的闻听,都是独断论的抽象”⑦。因而在伽达默尔那里,理解本身也只有作为

一种关系性的对话才是可能的。
(二)“我-你”关系的运作机制及其历史性、本体性与对话实践性

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与历史(或历史性文本)进行着的对话。
可以说,只要人生存于世,他就无时无刻不处在与历史的对话关系之中,而这种对话正是以人的交往实践的

形式进行的。对伽达默尔来说,对于历史文本的理解,也就是与他人之间进行的交往实践。因此,“我-你”
关系,即“我”与作为“你”的历史性的他者进行的对话交往实践关系,是人的源始存在方式,“我”不可能独立

于这种关系或先于这种关系而单独存在。马丁·布伯指出,(万物)“开端即有关系”⑧,最初的关系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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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先于“我”①,“我”与“你”只能在关系之中相遇。同样,在伽达默尔那里,对话(本
身是一种对话游戏)本是优先于“我”、“你”的,即对话游戏或对话关系是优先于对话游戏的参与者的。“游戏

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就是使游戏者卷入到游戏中的东西,就是束缚游戏者于

游戏中的东西”②。并且,“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不是按谈话者的任何一方的意愿进行”,因此,真正

的谈话不是那种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的对话,而准确地说,是“我们陷入了一场谈话……被卷入了一场谈

话”③。相反,代表“我-它”关系的主客关系在布伯看来就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互动,因
此就根本没有产生相互关联。

在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思想中,“我”与“你”首先是历史性的带着各自视域的存在者,是处于历史或

传统中的存在者,并且“我”与“你”处于统一的“我-你”关系的对话之中,二者作为非独立存在的理解者始终

以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处于历史之中。理解者和作为被理解者的历史始终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之中。伽达默尔

指出,“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而且“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自己

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理解按其本性

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④。这也符合布伯的“我-你”关系先于“我”、“你”的思想,并且个人与历史的对话

关系与人的理解活动本身一样都是人的存在方式。
因此,真正的历史是一种效果历史,是一种关系,是具有历史性的理解者与作为被理解者的历史(历史文

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理解者的角度看,理解者自身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者并处于历史中,历史或历史性

文本现在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需要被认识的对象,而是一个自己与历史或历史性文本的关系性的统一体。
这种关系性的统一形式实际上就是作为“我“与“你”的关系性的对话的理解活动,而这种“我-你”关系的对

话就是历史本身的存在形式,因此,作为对话的理解不只是人的生存方式,也是历史本身的存在方式。由此,
历史既不是一个被认识、被理解的客体,也不单单是具有人格性的“你”,而是连续不断的人与人之间的“我-
你”关系对话,是一种效果历史。

同时,“我-你”关系作为人的源始存在方式,以及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也显示了伽达默尔解释学

中的“关系本体论”立场。那么,这种关系本体论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其他重要范畴(如效果历史、时间距离、
视域融合)又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三 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与其解释学中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我-你”关系体现了效果历史的本质

前文已述,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进行的“我-你”关系的对话式理解是一种本体论的解释学循环,是历

史在自身之中进行的循环,这种循环表明,真正的、活生生的历史是一种效果历史。
在伽达默尔那里,

 

效果历史意识“与对‘你’的经验具有一种真正的符合关系”,这种对“你”的经验就是

一种互动的“我-你”关系的表现。并且,历史对象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自我与他者的一种关系,历史的

实在性与历史理解的实在性就处于这种关系中,理解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⑤。这种作为自我与

他者的统一体或关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我-你”互动关系的对话。它体现了历史是处于

历史之中的理解者与历史自身进行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我-你”关系与视域融合和时间距离

理解作为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是以理解者的效果历史意识为基础的。效果历史意识是一种解释学处境

(Situation)的意识,这种处境是一种“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总是与我们所要理解的传承物处于相关联的这样一

种处境”⑥。这种处境意味着作为理解者的“我”与作为被理解者的“你”处于一种前反思、前认识(理解)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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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我”与“你”是一个关联的整体,不可分割,其中当然也没有主客二分之说。这种前

反思的“我-你”关系的处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

于处境概念。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Gesichtskreise)”,这个区域就是“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

切”①。由此,也可以说理解活动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即“我”与“你”之间进行的两种视域之间的融合。
由于文本或被理解者属于历史,当下的理解者属于现在,因而双方具有视域差异,作为被理解者的“你”

与作为理解者的“我”之间本就是具有历史距离或时间距离的。正是这种由时间距离产生的视域差异,才使

得理解或解释成为必要。对传统解释学来说,它要努力消除这种距离,以便获得对文本原意的理解。但从伽

达默尔的角度看,时间距离是理解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因为理解就发生在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熟悉性

和陌生性之间,由此,它也使得视域之间的融合成为必要。这种融合就是效果历史的体现,因为“效果”就是

视域融合后产生的“作用”。最终,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几个核心范畴———时间距离、视域融合、效果历史

通过“我-你”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
 

由此可见,“我-你”关系对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具有纲领

性的意义。
 

实际上,伽达默尔这种解释学的“我-你”关系还与其解释学其他重要维度,如“语言游戏”、
 

“解释学的

真理”和“教化”等有着本质的联系,即都可以通过“我-你”关系从本质上得到理解和解释。同时,也就可以

说,这种“我-你”关系贯穿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所有重要的维度。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详述。
四 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与列维纳斯的他者现象学

(一)“你”或他者的不可概念化、同一化特征

列维纳斯与伽达默尔尽管在生活中很少有交集,但二者的思想来源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首先,他们的

思想都和布伯的“我-你”关系有极深的联系,列维纳斯的他者现象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布伯的“我-你”关
系的发展。其次,伽达默尔继承、发挥了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而列维纳斯也深受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

与生存论等思想的影响。最后,胡塞尔的思想对他们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二人也是德法现象学运动中的重

要人物。那么,作为列维纳斯思想核心的他者现象学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想中的“我-你”关系会有

怎样的联系与分歧呢? 为此,对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与列维纳斯的他者现象学的内在联系与差异进行

分析,并以此对伽达默尔“我-你”关系进行一种批判性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中的“你”首先是不可被概念化认识的对象,即不可被意识主体进行理论化、同

一化把握的对象,而是能够与其进行互动的人格性的“你”。“你”是外在于“意识之我”(意识主体)的,是与

“生存之我”或“实践之我”处于“我-你”关系中的“你”,因此“你”与“意识之我”或理性主体是异质的东西,是
与“实践之我”②处于统一关系之中的。从布伯和伽达默尔的角度看,“我”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的存

在,而意识主体则是单独的、封闭的、整体性的。因此,“实践之我”与“你”首先是处于“我-你”关系之中的,
是处于“我”与“你”之间的交往实践关系之中的,没有独自存在的“实践之我”,只有处于“我-你”关系之中的

“实践之我”。只有认知主体、意识主体才能将“你”当作与自身无关的认识对象。最终,作为交往实践对象的

“你”是不可能被认知主体认识到的,它只能通过与之处于交往、对话关系中的“实践之我”才能理解,但理解

非认识,理解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交往实践,而认识是一种理论活动。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也是这样一

种关系,只是它是具有历史性、教化性的“我-你”关系,而不仅仅是布伯的哲学人类学或生存论意义上的“我

-你”关系。
与布伯和伽达默尔在“我-你”关系中强调不可被理论、同一化的“你”相应,列维纳斯也强调完全与“自

我”(包括“实践之我”与“意识之我”)异质的、不可被理论、同一化的他者———在此,如果将外在于“我”的意识

的一切(他人或他物)都称作他者的话,那么布伯与伽达默尔的“你”也是一种他者,但列维纳斯的他者仅仅指

外在于“我”的无限的善的理念或上帝,他通过他人之脸向“我”显现———“他者朝向我的脸不再被纳入一种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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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427页。
在此,我们所用的“意识之我”指的是布伯的“我—它”关系之“我”,而“实践之我”则指处于“我-你”关系之中的“我”。两种“我”的内涵是不

同的:“我-它”之
 

“我”是一种意识主体、经验主体或利用“它”(对象)的主体。(参见:Martin
 

Buber 
 

Ich
 

und
 

Du 
 

12-13;马丁·布伯《我与

你》,第15页。)而“我-你”之“我”则是一种人格自我,他依存于与人格性的“你”的相互关系。



的表象之中”①,而“我”则和他进行“面对面”的相遇或对话。
由此,“你”和他者外在于“意识之我”或理性主体、认知主体的特征决定了“你”和他者不是我的理论认识

的对象,“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具有在所有关系中能找到的形式逻辑的结构”②。实际上,它们是与“实践

之我”处于一种“实践关系”中的关系项,“实践之我”只能在这种“实践关系”中理解(领会)“你”或他者。
(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相互的还是单向的?
然而从列维纳斯角度来看,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是一种互动性的,即对称性的实践关系,它“不能区

分我和他者,不能认真对待差异”③,因此它还不能真正体现“你”或他者对于“我”的外在性、异质性、优先性,
即不可被理论同化的性质,因而尽管“你”不能被认知主体所理论化、同一化,但却仍然与“实践之我”处于不

可分割的“我-你”关系整体之中。这在列维纳斯看来,并没有突出他者的他异性,仍然存在着对他者实施同

一化、整体化的“暴力”的可能性。对列维纳斯来说,传统哲学中的存在论、认识论都是一种同一哲学、自我

学,是一种暴力的形而上学,而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是伦理学,在其中一种作为无限观念的他者或超

越(transcendence)是存在论、认识论所无法进行理论上的同一化、整体化的异质性存在。
因此,自我与他者之间首先是一种单向的不可逆的伦理实践关系,这种伦理实践关系首先以一种语言的

形式、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与他者的关系,或者对话……是一种伦理关系”,“在对话中接近他者就是要欢

迎他的表达”④。这种在对话中接近他者的表达所使用的“语言建构了一种不能还原为主-客关系的关系:
他者的显现”,并且,这种“语言关系暗示了超越,彻底的分离,对话者的陌生性,他者对我的显现”,由此,“对
话是某种绝对陌生东西的经验,一种纯粹的

 

‘知识’或‘经验’”⑤。它完全不是对他者进行概念上的同一化

的把握或占有,“在他者的脸上表达出来的他者与我之间的关系……不表现为概念”⑥。他者仍是无限超越

的,永远不可被概念化地把握的。因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真正关系应该是一种“面对面的———不可逆的关

系”⑦,即不是由自我自身发起的关系,而是由他者通过其脸发出善的命令而建立的,
 

“他者朝向我的脸不被

吸收进一种脸的表象之中”。这种发出命令与回应的语言
 

“不是在能够衍生出自我的同一性与他者的他异

性的相互关系面前发生的”⑧。
在“你”或他者的不可被概念化、理论化认识或把握的基本思想下,列维纳斯与伽达默尔一样,也认为自

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只是这种对话关系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不对称关系,而从前文可知,
伽达默尔的具有互动性的“我-你”的对话关系却是双向的、可逆的、对称的关系。更为根本的是,列维纳斯

通过他者的不可同一性建立了一种具有强烈伦理性的对话关系。与此相似,伽达默尔也在“你”的不可概念

化、理论化把握的基础上得出了具有强烈伦理性的“我-你”关系。
(三)两种关系的强伦理性及二者对于“善”的不同理解

众所周知,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体现在解释学的经验中,而解释学的经验即理解的经验,也就是对

话的经验。在这种经验中,“经验对象本身在这里具有人的特征,所以这种经验乃是一种道德现象,并且通过

这种经验而获得的知识和他人的理解也同样是道德现象”⑨。因此被理解者(或历史性文本)具有人的特征,
即具有“你”的特征,因而理解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现象。而且在理解活动中,“我们不应该把他人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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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来使用,而应当经常承认他们本身就是目的”①。可见,在理解的经验中,与被理解者———“你”之间的关

系本身就是一种伦理性的实践关系。其中,作为被理解者的“你”既不是认识对象,也不是实现理解者目的的

手段,而是一个交往伙伴,一个对话者。
在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的对话中,对话双方都具有一种承认对方的“善良意志”。正是通过这种以

“善良意志”为基础的,平等的、相互开放、相互倾听的“我-你”关系的对话,对话双方的共同视域不断扩大,
以致达成团结,增进友谊。伽达默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广义的,具有博爱性的友谊与团结的概念,并且认

为友谊本身是一种善,“人类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实现真正的理性,并最终导致团结、一致(共识)和友谊”②,也
才能达成善。伽达默尔自己也有通过对话建立一个团结和充满友谊的共同体的理想③。由此,团结和友谊

可以说是以“我-你”关系的对话或交往实践为前提的,而团结和友谊也是“我-你”关系的对话或交往实践

的发展趋势和目标。进一步说,“我-你”关系的对话与交往实践是以善为目的和动力的。
早在柏拉图那里,善的理念也只有通过对话的方式才能接近。由于善是外在于存在的最高理念,因此它

是不可知的。所以通过对话只能无限地接近善,而不能完全认识善。与此类似,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对

话也只是一种不断加强团结、增进友谊(善)的无限过程,更重要的是伽达默尔的这种对话是世界经验和生活

实践,不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有意为之的对话。
同样,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柏拉图“‘置善于存在(être)之彼岸’的准则”④是他的他者现象学的“一般准

则”。在列维纳斯他者现象学中,善的理念是显现于他者脸上的,并且是永远不可概念化地把握的,因而自我

与他者之间单向的、不可逆的伦理关系可以永远继续下去,自我只能无限地接近善,而不能把握善。
(四)两种关系在运作机制和历史性、现实性方面差异

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与列维纳斯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体现在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与同一

性问题上。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体现了“我”与“你”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因为“我”和“你”都
隶属于同一历史传统,但“我”和“你”之间又具有视域差异与时间距离。也正是这种差异与距离成了理解或

对话的前提与必要条件,在“我-你”关系的对话之中,“我”与“你”又是相互关联而无法独立存在的(因为

“我”不可脱离历史性的“你”而存在,而“我”作为人格性的“我”也只能存在于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之中),且
二者构成了互动的统一体。这种“我-你”关系体现了“你”的不可理论化把握的特征,体现了我与你之间的

源始的实践关系,体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惠的关系。而列维纳斯认为这种互惠的关系未能体现自我对

他者的服务性与被动性,以及由这种被动性而产生的对于他者无条件的形而上学爱欲。
列维纳斯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严格建立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性基础之上。正是由于这种严格

的差异才导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源始的伦理关系,即自我为他者服务的爱之欲,以及自我在这种关系中的被

动性和单方面对他者负责的特征。
对列维纳斯来说,自我与他者之间也存在着伦理性的对话,即他者通过其脸向我发出善的诫命,我不得

不用行动(爱欲)回应,因此这与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一样也是一种伦理性的实践。只不过前者是一种

非历史性的、被动的单向的伦理实践,而后者是一种历史性的、互动的伦理实践。前者是自我与他者,即与善

的理念或上帝之间的关系(布伯的“我-你”中的“你”也是作为“永恒之你”的上帝的当下显现,因此,布伯的

“我-你”关系本质上是我与上帝的关系),而后者是有限的、历史性的此在与历史文本,即历史自身之间的关

系,因为真正的历史即效果历史就体现在这种现时的、活生生的“我-你”关系的对话之中。
由上,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克服了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对于解释学的影响,理解或解释活动的对

象不再限于历史文本,而且处于生活实践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身就是一种理解或对话。由于伽达默尔

的“我-你”关系是在历史性的生活实践中进行着的对话或交往实践的“我-你”关系,是历史与自身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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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I》,第507页。
何卫平《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参见:何卫平《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第169页。
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



循环关系。因此,从列维纳斯的角度看,这种关系是一种互动性的、对称性的,甚至还有可能将他者纳入自身

之内的“我-你”关系,它还不能真正体现他者(“你”)的不可整体化或不可同一化特征。列维纳斯创立了自

己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同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对话一样,也具有对话性和强烈的伦理

实践性。但列维纳斯的对话是一种对于他者的命令的单向回应,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与善的理念、
与正义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最终是具有历史性与有限性的、现实的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并且人与人之间通过“我-你”关系的对话本身也是一种视域融合,一种向“善的共同体”的发展过

程,由此,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显得更具现实性。
虽然伽达默尔与列维纳斯身处不同的国家,却有着极为相似的思想来源,并且二人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

伦理性与实践哲学特征。由二人的思想特征可以看出,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的德国与法国的现象学运

动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连续性,而“我-你”关系就对德法现象学运动的连续性起到了桥梁作用。
五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我-你”关系的意义

综上,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是从解释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使

解释学对话关系彻底摆脱了自然科学认识论中的主客关系的束缚,从而使精神科学最终具有了自身的合法

性,并作为具有本体性质的结构或方法在所有精神科学范围内都有效。通过前文可见,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

的“我-你”关系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第一,它体现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现实关系,由此也真正体现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建

立在这种“我-你”关系基础之上的理解活动并非以主客关系为基础的、静态的、单向的认识活动,而是理解

者与被理解者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其中,被理解者不再是一种需要被还原其原意的客观对象,而是一种和

“我”一样具有人格性的“你”,能够与“我”进行互动的“你”,并且“你”有着自身的要求与述说。伽达默尔这种

具有历史性的“我-你”关系结束了传统解释学中的方法论循环,将解释学的循环由对于被理解者或文本的

意义进行理解的循环以及囿于理解者自身生命中的循环,上升为一种历史性的、本体论的解释学循环,使解

释学由一种方法论上升为了一种本体论。同时,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反映了真正的历史关系,这种历史

就是效果历史,它不再是传统解释学中需要被还原的历史事件,而是正在发生着的理解或对话事件。正是通

过这种理解或对话事件,历史与自身进行着循环,并作为连续不断的活生生的理解事件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真正的历史正体现在连续的“我-你”关系的理解事件(对话或交往实践)中,而“我-你”关系的理

解(对话或交往实践活动)又是以善良意志为基础的,并且也是以善的共同体为发展方向的,因而真正的历史

本身也是以善为动力和目的的。
第三,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充分体现了理解活动的关系性与伦理实践性,可以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

是以一种关系本体论为基础的哲学。
第四,列维纳斯与伽达默尔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胡塞尔、海德格尔与布伯的思想,尽管他们几乎

没有交集,但他们有关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思想却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如“我”与“你”或他者的关系都具

有强烈的对话性、语言性与伦理实践性等,这充分反映了德法现象学运动的连续性与一致性的一面。但二人

思想本身却也存在严重分歧。尽管从列维纳斯的角度看,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和布伯的“我-你”关系

一样未能完全体现“你”的他在性、不可同一化特征,并且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最大化地防止了“你”或他者被

理论化、同一化,但从伽达默尔的角度来看,列维纳斯这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显得过于脱离历史、脱离人

的实际生活,反而不能反映人与人之间源始的或现实的关系。
第五,通观全文可见,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不仅对于哲学解释学本身,以及解释学发展具有核心意

义,同时也在德法现象学运动的连续性中具有桥梁意义。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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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文本与刑法文本统一
———基于法律修改技术的分析

孔德王

  摘要:为保证刑法文本统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后,《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首次公布刑法修正文本,将1997年至今有效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

刑法修正案一并编入刑法。尽管刑法修正文本具有实用性优势,但其未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不是唯一确定的标

准文本,实际上仅仅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辑形成的文本,因而存在合法性瑕疵。审视现有的刑

法修改方式,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三种方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缺陷。统一刑法文本可以考

虑首先由全国人大适时将现有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修正案整合纳入刑法典,终结目前刑法文本不统

一的局面,然后选择恰当的刑法修改方式并加以改进,确保后续修改刑法典不会妨碍刑法典的文本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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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刑法修正文本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以下简称《常委会公报》)不仅公布了最新的刑法修正

案,而且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以下简称《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刑法修正

文本在实践中十分常见,如出版社于历次刑法修正案通过后往往会编辑出版最新的刑法修正文本,但由《常
委会公报》刊登刑法修正案通过后的最新刑法修正文本尚属首次。在我国,“常委会公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刊登法律的法定刊物”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明确要求,不管是新制定的法律还

是修改后的法律,都应当以《常委会公报》刊登的方式公布。但具体到刑法修正案,以往形成的惯例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后只在公报上刊登最新的刑法修正案,此前从未公布过根据刑法修正案修改后

形成的刑法修正文本。此次打破常规的目的是保证刑法文本的统一,这一做法是常委会采纳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建议的结果,后者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提出:“1997
年修订刑法以后,对刑法的修改主要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修正案通过后,以主席令形式公布的是修正案文

本,没有将修正案内容放入刑法作重新公布。为了保证刑法文本的统一,便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刑法,参
照以往有关做法,建议本次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后,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改的决定等,对刑法作相应的修正,并编辑公布1997年修订的刑法原文、全国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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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关刑法修改的决定、历次刑法修正案和修正后的刑法文本,并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①

通过公布刑法修正文本的方式“保证刑法文本的统一”是为了解决刑法修正案造成的文本难题。自

1997年修订刑法后,刑法修正案尽管不是唯一的刑法修改方式,却是最常用也最重要的刑法修改方式。学

界认为,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依附于刑法,能够在不修改1997年刑法原文的同时达到具体规定与时俱进的效

果②。但刑法修正案也带来了不便,由于其形式上独立于刑法,在涉及内容时必须将刑法修正案放入刑法才

能明确现行有效的刑法规定,于是根据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正后的刑法修正文本应运而生,并成为更为实用的

刑法文本。这就导致了1997年刑法原文及其历次修正案与刑法修正文本在实践中并存的局面。更麻烦的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刑法的频率较高,而且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改的刑法条文各有不

同,导致刑法修正文本也不得不随着刑法修正案的出台而不断更新,使得刑法文本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再加

上采用刑法修正案之前和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分别通过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改刑法,导致

刑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更加棘手。目前刑法文本不统一的局面显然有损刑法典的统一。
但遗憾的是,《常委会公报》同时公布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文本不仅难以起到预想的统一刑法文本的

效果,而且适得其反,恰恰固化了刑法文本以两副面孔示人的分裂局面:一面是1997年刑法原文及其历次修

正案、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改决定共同组成的刑法文本;一面则是根据历次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改

决定修改后的刑法修正文本。因此,应当重新审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法修正文本的做法是否妥当,而与

此密切相关的刑法文本统一问题也需要认真对待。令人困惑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二)》通过后,《常委会公

报》并未公布相应的刑法修正文本。在颁布《民法典》开启我国的法典时代后,如何在修改法典的同时保证法

典文本的统一就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课题,而且是摆在立法机关面前的现实问题。
二 刑法修正文本构成与刑法修改方式

从立法背景资料来看,公布刑法修正文本主要是解决刑法修正案带来的文本统一问题。具体而言,“修
正案通过后,以主席令的形式公布的是修正案文本,没有将修正案内容放入刑法作重新公布”③。但《刑法

(2020年修正文本)》的内容并不只是“将修正案内容放入刑法作重新公布”,而是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截至

2020年通过的十一个刑法修正案;其二,一个单行刑法,即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

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其三,一个修改决定,即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这就意味着,1997年修订刑法至今,尽管运用频率、修改程度等差异

极大,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改决定都属于我国刑法修改方式。
(一)刑法修正案:有待改进的刑法修改方式

目前,除了刑法之外,我国仅有宪法的修改采用了修正案的方式,而且对于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是否公

布修正文本这一问题,也经历了从不公布到公布的转变。因此,考察宪法修正案以及相关的宪法文本统一问

题能够为解决刑法修正案的不足提供参照。
自1982年至今,全国人大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通过了五个宪法修正案,而

是否公布宪法修正文本则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1988年宪法修正案和1993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
全国人大并未公布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修正文本;1999年修改宪法时,尽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正式提出“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④,但在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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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12月22日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1号,第137
页。
陈兴良《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考察》,《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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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1999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2号,第100页。



未公布宪法修正文本;直到2004年修改宪法,《常委会公报》才第一次公布宪法修正文本;2018年修改宪法

则延续了2004年的做法,继续在《常委会公报》上公布宪法修正文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人大看来,
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公布宪法修正文本关系到宪法文本的统一问题。例如,200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专门强调:“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文本的统一,同时有利于学习和

实施宪法,建议本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由大会秘书处根据宪法修正案对宪法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
将一九八二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同时公布。”①

以宪法的修改为参照可以发现,维护文本的统一是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公布相应的修正文本的最主要目

的。这是因为立法技术的瑕疵导致我国的宪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在实践中都遭遇了“不实用”的尴尬。正

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旦通过便很少有人问津,鲜有机会被阅读和引用”②。具体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修

正案不是由独立可引用的法条构成,表述方式更像是修改说明,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无法直接

引用③。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刑法修正案不可以单独引用,法院引用经刑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刑法

条文应当表述为“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条”④。也就是说,法官必须根据刑法修正案的指引修改刑法原文之后才可以得出现行有效的、可以直接引

用的刑法条文。因此,尽管“刑法修正案内容并不独立于刑法典而存在”⑤,但刑法修正案和刑法典是两个独

立的法律文件,文本不统一的问题由此而生。
(二)单行刑法:被放弃的刑法修改方式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是我国唯一有效的单行刑法,自1999年放弃单

行刑法转而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刑法后,“单行刑法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⑥。此次刑法修正文本将唯一

的单行刑法与历次刑法修正案一并纳入其中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是因为既有认识只关注到了单行刑法与

刑法修正案的差异,但忽略了二者的相似点。根据主流观点,放弃单行刑法转而采用修正案是因为后者相对

于前者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刑法典来说,由于单行刑法具有独立性,是与刑法典并列的法律形式,因此其内

容除非是对刑法典进行全面修订,否则不能进入刑法典之中。司法机关在引用条文时都要援引单行刑法的

条文,因为在条文序号上单行刑法与刑法典是两套不同的体系。”⑦也就是说,单行刑法独立于刑法典并单独

适用,成为存在于刑法之外的特别刑法。
但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单行刑法与刑法修正案之间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类似的地方。从内容上看,单行

刑法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新增类,旨在刑法之外增设新的刑法规范,如《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

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一条增设了刑法原文没有的骗购外汇罪,尽管其是以汉字数字而非法条序号开

头,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采用了直接规定的方式,对此无法将其纳入刑法典的条文体系中”⑧。其二是

修改类,旨在修改既有的刑法条款,如《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对刑法的修改,
其内容如下:

三、将刑法第一百九十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境

外,或者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数额较大的,对单位判处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

十以下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单位判处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罚金,并对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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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特刊,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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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法释〔2012〕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
期,第3页。
黄京平、彭辅顺《刑法修正案的若干思考》,《政法论丛》2004年第3期,第51页。
高铭暄、郭玮《我国刑法修正模式辨正》,《法学杂志》2018年第12期,第4页。
陈兴良《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考察》,《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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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①

就具体的文字表述而言,与其说它是法律条文,不如说它是修改刑法的操作指南,与刑法修正案的修改

类条款无异②。单行刑法中的修改类条款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表明位置的汉字序号,如“一”、“二”;第
二,指引性用语,如“将刑法第一百九十条修改为”;第三,因更改而生效的规定。可见,单行刑法中的修改类

条款只有与刑法典的相应条文结合起来才能得出能够适用的法条。《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第一百九十

条正是根据《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上述内容的指引修改后形成的,这或许

就是刑法修正文本纳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相关内容的缘由。已经有刑

法学者主张,全国人大应当将这唯一的单行刑法“尽早纳入刑法典”③。由此可见,单行刑法中的修改类条款

并非独立于刑法,而是与刑法修正案类似,内容上依附于刑法而形式上独立于刑法。
(三)刑法修改决定:被忽略的刑法修改方式

刑法学界的主流认识是,自1999年采用修正案修改刑法后,刑法修正案是我国刑法修改的唯一方式④。
但根据《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的题注⑤以及上述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说明,2009

 

年8月27日

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也是刑法修正文本的构成之一。与此同

时,上述修改决定也与历次刑法修正案一道刊登于《常委会公报》刑法特刊之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指出,我国立法实践形成了修订、修正和修正案三种法律修改方式,其中的修正,即“以修正的方式对

法律的部分条文予以修改,并以修改决定的形式公布”,“是我国法律修改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⑥。据此可

以认为,修改决定也是我国刑法的修改方式之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修改决定早在2009年已经

生效,但或许是因为此次修改是“依据宪法修正案有关征收、征用规定对有关法律的修改”⑦,修改的内容仅

限于文字,修改的幅度比较小,刑法学界并不认为其属于刑法修改⑧。因此可以说,修改决定是被学界忽略

的刑法修改方式。
 

但与一般的法律修正不同,此次以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正刑法并未公布刑法修正文本。根据立法惯例,全
国人大修正法律需公布法律修正文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解释是:“由于修改决定仅规定修

改的条文,对于未修改的条文,也需要公布供社会公众知悉,具体形式是修改决定之后附修正本,将原法律根

据这一修改决定作相应的修改以重新公布。”⑨换言之,修正法律应当同时公布修改决定和根据修改决定修

改后的修正文本,而且在实践当中,修正文本才是法院援引的正式法律文本。因此,以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正

了刑法但又不公布刑法修正文本并不符合常规。这就导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

律的决定》游离在刑法典之外,直至《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才将其融入刑法典。
三 刑法修正文本的实用性优势与合法性疑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刑法修正文本之后,我国刑法文本呈现出两种形态并存的局面:其一是1997
年《刑法》以及随后施行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共同组成的刑法文本;其二是根据单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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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报》2021年特刊,第215页。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的如下内容:“二、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修改为:‘国有公司、

 

企业的工作人员,
 

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

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

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189页。
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183页。
《立法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法律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经过修改的法律,应当依次载明修改机关、修改日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84页。
李适时《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9年第6号,562页。
刑法学界通说是,自从放弃单行刑法转而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后,刑法修正案是唯一的刑法修改方式。参见:高铭暄、郭玮《我国刑法修

正模式辨正》,《法学杂志》2018年第12期,第6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84页。



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修正后形成的刑法修正文本。相较于1997年《刑法》以及随后施行的单行刑

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共同组成的刑法文本,刑法修正文本有其优势,但对于“保证刑法文本统一”
的目标而言,尚需解决其面临的正当性问题。

(一)刑法修正文本的实用性优势

刑法修正文本的最大优势在于实用性。目前来看,由于刑法修改方式的局限,现有的单行刑法、刑法修

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都不同程度地游离于刑法典之外,对于想要了解和引用刑法的普通读者、法学研究者乃

至专业法官来说,必须将现有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的相关内容纳入刑法之中方能知晓现

行有效的刑法条文,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以下两个因素更是增加了犯错的概率:一方面,我国刑法修改的

频率较高,1997年至今,我国已通过一部单行刑法、十二个刑法修正案和一个刑法修改决定;另一方面,我国

还存在修改刑法修正案的刑法修正案,也即一个刑法条文被两个以上刑法修正案先后修改,据学者统计,“经
历过三次修正的有两条,经历过两次修正的有十一条”①,高频率的修改刑法和针对同一条文的反复修改使

得引用现行有效刑法条文的难度大大增加,进而增加了阅读和引用的难度。
相比之下,刑法修正文本都是由现行有效的条文组成,无需经过复杂的组合即可知晓和引用,犯错的概

率大大降低。正因为实用性更高,在法律实践中刑法修正文本的出镜率更高,使用率也更高,不仅得到专家

学者和出版社的青睐,也一度成为法院直接援引的文本。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引

用刑法修正案的批复》就顺应当时大多数法院的意见,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适用刑法修正案的

规定时,应当直接引用修正后的刑法条文,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的规定’,或者‘《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之×的规定’。”②当然,刑法修正文本也并非尽善尽美,因为不管修改条文数量

的多寡,只要修改刑法就要重新公布新的刑法修正文本,同样会增加阅读和引用的不便。
(二)刑法修正文本的合法性疑问

如前所述,公布刑法修正文本旨在“保证刑法文本的统一”。《立法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作为法律生效程

序的公布由签署和刊登两个环节组成,而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文本不统一乃至文本错误等问题,其第三款专

门规定,“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权威

解释,“所谓标准文本,就是各种法律文本之间出现不一致时,均以常委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③。
由此来看,目前公布的刑法修正文本能否作为标准文本,进而能否发挥统一刑法文本的功效是有疑问的。

第一,《常委会公报》不仅刊登了《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而且刊登了包括《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内

的历次刑法修正案等法律文本。随之而来的问题是,1997年《刑法》以及随后施行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

和刑法修改决定共同组成的刑法文本是标准刑法文本,还是《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才是标准刑法文本?
因为标准法律文本要想发挥统一法律文本的功效必须是唯一且确定的。

第二,《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尽管刊登于《常委会公报》之上,但并未经过国家主席签署,不符合法律

公布的要件,因此不应当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本。反观历次刑法修正案,都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国家主席签署后才刊登在《常委会公报》上。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国家

主席习近平签署了第六十六号主席令,其内容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
年3月1日起施行。”④

第三,根据前述立法背景资料可以发现,《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并非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而是“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改的决定等,对刑法作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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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何帆编著《刑法注释书(第2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一版导言》第14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引用刑法修正案的批复》(法释〔2007〕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5期,第

17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8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六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1号,第123页。



的修正”而来①。因此,《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辑而来的。实际

上宪法修正文本也面临类似的合法性困境,其是由全国人大秘书处整理而来的,也未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综合以上分析,此次公布的刑法修正文本并不具有合法性,不仅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表决通

过,也没有经国家主席签署,而且不是唯一确定的标准文本。再加上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也并未修改,将其

确立为法院引用的正式法律文本,对刑法修正文本能否实现“保证刑法文本的统一”的初衷不得不存疑虑。
四 统一刑法文本的具体方案

法律的统一首先是文本的统一。自1997年提出“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②以来,虽然我

国刑法一直采用“统一刑法典”或“一元刑法典”的立法模式③,但由于刑法、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

修正案长期并存,加之近年来正式公布的刑法修正文本,刑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愈发复杂。纵观我国刑法修

改方式及其衍生出的刑法文本问题,在笔者看来,统一刑法文本需要解决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将现有

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修正案整合纳入刑法,终结目前刑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其二,选择恰当的

刑法修改方式并加以改进,确保后续修改刑法不会妨碍其文本的统一。
一方面,全国人大可以考虑采用修订刑法的方式解决目前刑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即一次性将现有的单

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修正案相关内容直接汇编纳入刑法,形成新的且统一的刑法文本。修订不同于

修正,“以修订的方式对法律条文进行全面修改,重新公布法律文本以替代原法律文本”④。具体而言,法定

提案主体应当将《刑法(2020年修正文本)》和最新的《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内容转化为《刑法(修订草案)》
提交全国人大,由后者按照立法程序审议并表决后刊载在《常委会公报》上对外公布。换言之,立法机关直接

以修订后的统一的刑法文本取代1997年《刑法》、一个单行刑法、一个刑法修改决定和十二个刑法修正案。
这样一来,刑法修正文本即获得了法律效力,成为刑法的标准法律文本。此举不仅能够化解刑法修正文本的

正当性危机,而且立法成本相对较低。
今后出台新的刑法修正案则可以作为统一刑法文本的立法契机。全国人大可以借鉴1997年修订刑法

的经验,以整合和更新并举的方式再次修订刑法,通过并公布最新的统一的刑法文本:整合是指将1997年

《刑法》实施至今为修改刑法而通过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修正案编入刑法;更新则是指将准备制

定的新的刑法修正案的内容编入刑法。实际上,已经有刑法学者主张“适时通过修订方式将刑法修正案的内

容整合、融入到1997年刑法中”⑤,而刑法再法典化的学术主张也日益增多⑥。
另一方面,通过修订刑法的方式解决目前刑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之后,全国人大未来修改刑法应当将确

保文本统一作为重要立法目标,避免再次出现文本不统一的问题。这就需要重新审视目前已经采用过的三

种刑法修改方式。
首先,现有的唯一一个单行刑法增加类条款独立于刑法,但修改类条款在内容上依附于刑法而在形式上

独立于刑法。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全国人大统一刑法文本后不应当再采用单行刑法修改刑法的方式。
其次,现有的唯一一个刑法修改决定虽然修改了刑法,但并未按照立法惯例公布根据刑法修改决定修改

后的刑法修正文本。考察我国修改法律的实践,全国人大以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改法律时,不仅对外公布修改

决定,而且一道公布根据修改决定修改后的法律修正文本。此外,以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改法律后,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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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光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12月22日在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1号,第137
页。
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6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7年第2号,第220页。
周光权《我国应当坚持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4期,第57页;刘艳红《我国刑法的再法典化:模式选择与方案改革》,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第65-71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82页。
周光权《法典化时代的刑法典修订》,《中国法学》2021年第5期,第42页。
刘艳红《我国刑法的再法典化:模式选择与方案改革》,《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3期,第60-80页;姜涛《刑法再法典化的法理与蓝图》,
《中国法学》2023年第5期,第27-48页。



法院、学界引用的都是法律修正文本而非修改决定。例如,202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通过后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常委会公报》同时刊登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和根据该决定修改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此的解释是:“以修正的方式对法律的部

分条文予以修改,并以修改决定的形式公布,由于修改决定仅规定修改的条文,对于未修改的条文,也需要公

布供社会公众知悉,具体形式是修改决定之后附修正本,将原法律根据这一决定作相应的修改以重新公

布。”②因此,前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了刑法但并未重新公布刑

法文本的做法属于例外情形,与立法惯例不合。倘若全国人大以修改决定的方式修改刑法也按照立法惯例

重新公布刑法文本,那么刑法修改决定就能够在修改刑法的同时不妨碍刑法文本的统一。
最后,刑法修正案是目前最为重要的刑法修改方式,也是刑法学界主张的最佳刑法修改方式③。但为保

证刑法文本统一,以下两种改进方案可供选择。其一,将刑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由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调

整为常规法条的表述方式,使之成为独立可引用的法条。在此情况下,刑法原文和刑法修正案共同构成刑法

文本,由于改进后的刑法修正案可以独立引用,因此在修改刑法的时候无需改动刑法原文,进而无需公布刑

法修正文本。其二,借鉴修改决定的做法,全国人大同时公布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文本,并在刑法修正案

中明确规定,“《刑法》应当根据修正案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在此情况下,刑法

修正文本获得标准法律文本地位。实际上,在我国法律修改实践中,修改决定与修正案的区别并不大,不仅

名称容易混淆,而且都采用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④。
五 余论:认真对待法律修改

自2000年全国人大修改法律的数量首次超过制定法律数量之后,修改法律的数量在立法中所占的比重

不断增加⑤。为应对立法形势的变化,全国人大反复强调法律修改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性。早在2002年,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就强调:“把修改法律放在与制定法律同等重要的位置上。”⑥2011年,时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要“更加注重

法律的修改完善工作”⑦。进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后,习近平也多次强调,我国的立法应当“坚持立改废

释并举”⑧。但与修改法律已经成为“最为主要的立法形式”⑨相比,学界对法律修改的重视程度并不够,即
便谈到法律修改也仅仅探讨如何修改具体条款,包括本文探讨的修改法律后的文本统一等往往被归为细节

问题而遭到忽视。刑法的修改方式与文本统一问题提示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法律修改,现有的法律修改技术

还远未成熟。在《民法典》颁布开启了我国法典化时代后,《民法典》以及今后制定的法典都将不可避免地面

临修改,挑战只会更加艰巨。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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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
年第6号,第635-63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年第6号,第640-
671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82页。
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189页;张明楷《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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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构造
谭嘉玲 林彦

  摘要:当前的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存在授权主体范围扩张的问题。以往位阶理论的研究路径无法解释纵向立法

授权行为的性质和规范要求。纵向立法授权本质上是立法权配置的例外方式,其实质依据是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

制定权,形式依据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兜底性职权条款,主观正当性支持则源于“两个积极性”原则。权限基础、
民主要求和宪法惯例表明,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但是,2023年《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将授权主体扩张至全国

人大常委会,这与宪法原旨不符。《立法法》应当遵循纵向立法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的合宪性要求,并根据规

范化、体系化要求完善当前第八十四条的内容设计和结构安排。
关键词:纵向立法授权;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法》;基本法律;央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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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学界开始使用“立法授权”概念来专指立法权的授予行为①。不过,我国立法体制中的立法授权仍

然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立法授权而言,它既包括全国人大授予其常委会立

法权,也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国务院立法权,还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个别地方权力机关的“一揽

子”概括授权②。本文所讨论的立法授权是上述第三种类型,即由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针对特定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概括授权,并称其为“纵向立法授权”。
我国的纵向立法授权实践既包括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经济特区的授权,也包括2021年关于浦东新区

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授权,且上述授权均规定于2023年修订的《立法法》当中③。当前,这种立法授权制度

已显现出明显的制度扩张倾向:一方面,实践中的授权主体已由全国人大扩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另一方面,
实务界和理论界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张论”主张。例如,部分政协委员和地方人大工作人员认为,纵向立

法授权制度应当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容④。也有观点提出,应当授予天津滨海新区立法权和浙江省共同

富裕示范区法规制定权⑤。然而,即便是专门讨论授权方案的研究,在论及授权主体时也只是“应当由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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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松山《人大组织与行使职权若干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166-167页。
参见: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321页。
《立法法》(2023年)第八十四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

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

东新区实施。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实施。”
参见:林克庆《加快完善民生融合政策

 

推动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政协报》2023年8月30日,第2版;张琼辉《专家建议修

改立法法适度扩大地方立法权》,中国人大网,2024年1月7日访问,http   www npc gov cn zgrdw npc lfzt 2014 2014-08 22 content_

187501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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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决定”①,并未详述对授权主体的规范要求。不仅如此,关于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分析

也更关注如何防范授权立法可能的失范风险②,这些研究均对处于前端的授权行为尤其是对授权主体已扩

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现象有所忽视。自1954年《宪法》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来,我国就一直实行全国

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大会常设机关的宪制结构。然而,正如韩大元所指出的,在全

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行权实践中,两者的关系存在文本与现实的明显冲突③。那么,有权作出纵向立法授权

的主体究竟应当是全国人大还是它的常委会? 这不仅涉及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合宪性,还关系到如何理解

并维护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为此,本文依循宪法解释学方法,首先明确纵向立法授权行为

在宪法上的性质和依据,进而得出纵向立法授权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的结论,并且就《立法法》如何维护全

国人大的授权主体地位提出完善方案。
一 纵向立法授权的性质和依据

(一)纵向立法授权的属性:立法权的例外配置

由于学界长期将立法授权行为作为“授权立法”的类型之一④,近年来,有研究关注到廓清授权立法范围

的重要性,并提出“授权立法是指拥有立法职权的主体将其职权范围内的某一特定事项的创制性规定权转移

给本身不具有此项权力的主体来实施的行为”⑤。既有研究对立法授权行为性质的关注主要依附于对授权

立法位阶效力的讨论。主要有“委托代理说”、“立法权转移说”和“新型立法权创设说”三种观点。“委托代理

说”认为,授权对象根据授权代行了授权主体的立法权,因而依授权所立之法与授权主体自行制定的法规范

位阶相同⑥。据此,授权立法本质上仍然为授权主体所享有。“立法权转移说”则认为,因为“授权立法是立

法权或法文件制定权转移的结果”,所以授权立法与授权对象依职权制定的法规范位阶相同⑦。但是,持“新
型立法权创设说”的论者提出,授权立法属于改革开放背景下依授权创设的“特殊类型立法权”,其效力位阶

需要结合具体的立法内容尤其是变通情况来判断⑧。
上述三种理论对纵向立法授权的解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首先,就“委托代理说”而言,法学领域中

的“委托代理”通常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依被代理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单方法律行为⑨,代理关系中的主体

平等性、被代理人的单方解除权等要件难以适用于中央对地方的立法授权行为。其次,“立法权转移说”也很

难揭示“中央-地方”视角下权力分配与互动的复杂性。因为“转移”侧重对事实状态的描述,法学领域中

的“所有权转移”、“管辖权转移”等概念通常蕴含着一经转移则转出方权限即告终止的逻辑。若按照“立法权

转移说”来理解,将得出授权机关就授权范围内的事项不再享有立法权的结论,而这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立法权限和授权立法向中央输送立法经验的功能设定显然不符。最后,“新型立法权创设说”虽然指出了

授权行为的创设性和特殊性,但该说就“何为创设、如何创设”的规范分析未作进一步展开,亦不足以回应授

权行为本身应满足的规范要求。
笔者遵循“新型立法权创设说”的思路,依据国家机构的理论路径认为,纵向立法授权本质上是地方立法

权配置的一种例外方式。例外是相较于常规而言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统一规定了各地、各级地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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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学、张明《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的方案与路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7页。
参见:陈伯礼《论权力机关对授权立法的监督控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第80-85页;姚建龙、俞海涛《论浦东新区法规:以变通权为

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91-98页。
参见: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3-17页。
学界将授予立法权的行为、授权对象依授权立法的行为和授权对象根据授权所制定的法规范都统称为“授权立法”。参见:黄曙海、朱维究

《试论授权立法》,《法学研究》1986年第1期,第8页;万其刚《当代中国的授权立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40-48页。
俞祺《授权立法范围的合理界定》,《法学》2024年第2期,第55页。
参见:黎拯民、杜忠《深圳立法权的性质及其法律冲突》,《特区法制》1993年第3期,转引自:陈伯礼《授权立法的位阶探讨》,《现代法学》1999
年第6期,第51页。
参见:袁明圣《授权立法的位阶探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75页。
参见:邓世豹《论授权立法的位阶》,《河北法学》2000年第5期,第11-14页。
参见:佟柔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民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参见:夏征龙、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0页。



家机关的职权①,这是一种常规性的制度设计。但是,纵向立法授权却为特殊地方的国家机关创设了例外职

权,授权行为本身也成为了调整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的例外方式。这种例外性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纵向立法授权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之外创设了新的立法主体。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针对深圳、厦门、汕头、珠海的授权中,四个城市的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获得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市人民

政府则获得特区规章制定权。尽管当时几个经济特区所在市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人民政府都还不是《宪
法》和《地方组织法》所规定的立法主体,但经由授权行为,上述国家机关立即获得立法主体资格。

其二,纵向立法授权为已具备立法权的主体增设了额外的立法权限。根据1979年《地方组织法》,省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已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但是,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授权广

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
年授权决议》),授予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各自所属经济特区制定单行经济法规的权力。全国人大1988
年授予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授予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浦

东新区法规制定权和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都是为已具备地方性法规制定权

的立法主体创设了额外的立法权限。
其三,纵向立法授权也创设了新的规范类型。《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地方立法类型仅包括地方

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若干纵向立法授权行为先后创设了单行经济法规、
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以及特区规章等新的规范类型。

(二)纵向立法授权的合宪性依据:“两阶层式”判断方法

针对《宪法》文本没有直接规定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情况,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应当通过宪法解释学方法

来明确相应依据。不过,在以哪一具体条文为解释基础这个问题上却存在分歧,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路径。
一是以《宪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的“两个积极性原则”作为解释依据。有观点主张,“充分发挥央地两个积极

性原则为授权机制提供了充足的规范基础”,《宪法》第三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

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便是《宪法》文本提供的直接依据②。然而,“两个积极性”条款是我国处理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一般性原则③。《宪法》第三条第四款的调整对象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此处“划
分”的权威英译为division④,指涉的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中的一般性问题。因此,对于纵向立法授权这一

职权调整的例外方式,“两个积极性”原则能否独立提供充分的规范支持仍有待商榷。二是以《宪法》第三章

“国家机构”中的规定作为授权依据。不过,在这一理论方案内部,对具体条文的选择亦有所不同。一种观点

认为,依授权制定的法规属于“特殊的地方性法规”,因而《宪法》第一百条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条款可间接提

供“部分宪法依据”⑤。但是,该观点并未指出直接、全部的宪法依据应如何理解。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立
法法》中“相对法律保留事项”可以授权的设定,我国所有的立法授权存在一个“共通逻辑”: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只是原则性规定,在特定例外情形下,部分国家立法权可有限授予其他国家机关行

使⑥。该说揭示了应当以特定例外情形作为授权的规范要求,但仍未明确授权行为应当满足的实质合宪性

标准。可见,目前学界对纵向立法授权的研究已逐步转入国家机构教义学领域,并且将宪法依据作为重点讨

论的问题之一。毋庸置疑,这一研究路径对纵向授权立法体系的规范化具有推进作用。但也应当看到,目前

以宪法解释学为方法的推进在理论化和体系化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空间。
在探讨具体的宪法依据之前,首先应当明确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属于制宪者有意通过法律进行探索的内

容,不属于宪法保留事项。在1982年修宪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一直是重难点,按彭真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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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3、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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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好原则些。现搞了一点,但还不很清楚”,因而宪法文本层面只作相对保守的原则性规定①。彭真的意

见能够解释为何在与1982年《宪法》几乎同时通过的《地方组织法》修正案中,地方立法权的范围比《宪法》规
定的要更广②。可见,现行《宪法》允许在法律层面继续探索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因此,纵向立

法授权的合宪性依据不必由《宪法》作明文规定,而是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学方法加以明确,具体来说,依次从

客观权限基础和主观积极性的角度作“两阶层式”的判断。
第一阶层:授权行为的权限基础

现行《宪法》为纵向立法授权制度提供了实质与形式的宪法依据。实质依据在于全国人大对于国家机构

事项的基本法律制定权。在现行《宪法》第六十二条所列举的全国人大诸项职权中,第三项的规定是“制定和

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上述范围是综合考虑全国人大的最高地位、立法效率、立
法权运行制度史等诸多客观因素后的规定③。对于何为国家机构方面的基本法律,较权威的解释是其以国

家机构的选举产生、组织、职权为调整对象,如《选举法》、《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
等④。纵向立法授权本质上是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例外职权的创设,且同时涉及国家机关之间立法权的

调整与处分,因而与制定国家机构方面的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逻辑基础。不过,制定基本法律具有基本的形

式要求,例如名称上体现为某某法、程序上需要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等。当全国人大以决定方式而不是制

定法律的方式来行使该项职权时,则需要寻找另外的形式依据。对此,第六十二条第十六项中“应当由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可以提供形式方面的规范支持。
第二阶层:“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判断

“两个积极性”原则作为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般性原则,是判断纵向立法授权行为主观条件是否充

分的重要标准。具体来说,这既需要中央和地方在地方国家机关常规职权范围以外的领域存在现实需求,又
应当以地方表示充分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前提。作为授权对象的地方应当主动提出授权申请,并对授权的目

的、必要性、权力行使规划、立法能力等情况作翔实说明。之所以要强调地方应具备充分的积极表示,是为了

确保授权作出后权力能够规范行使,使授权立法能真正发挥效用。在纵向立法授权史上,全国人大针对珠

海、汕头的授权就未以地方表示充分的主动性为前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厦门经济特区立法权的

过程中,提前对还未提出授权申请的汕头、珠海形成了予以授权的肯定性意见⑤。后来,关于汕头、珠海的授

权不是通过广东省代表团或广东省人大代表行使提案权启动,而是“根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要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⑥。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实践表明,仅就特区法规的数量而

言,汕头、珠海与其他经济特区的差距已达数百件之多⑦。可见,将地方是否具备充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作

为判断“两个积极性”的内容确有必要。
二 纵向立法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

(一)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制定权是纵向立法授权的依据

纵向立法授权的权限依据只能是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制定权,而不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

改权。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对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规定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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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424页。
《地方组织法》在《宪法》基础上的扩张包括规定省会市和较大市的人大常委会具有法规草案拟订权,也包括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参见:《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第
五、第八项。
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61、145-146、149-150页。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参见:阚珂《授权厦门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还是制定经济特区法规? ———授予厦门市立法权的一段往事》,《中国人大》2019年第20期,第54-
55页。
参见:曹志《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草案的书

面说明———1996年3月1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3
号,第90-91页。
参见:刘怡达《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则检讨与实践检验》,《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第52页。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据此,基本法律修

改权受到时间、幅度和内容的三重限制。就纵向立法授权而言,作出新的授权不能被认定为对既有决定的部

分修改,否则将超出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范围。一方面,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

触。立法授权应当遵循授权主体法定原则,授权主体必须是依据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享有立法权的机关①。
因此,有权作出纵向立法授权的主体应当是享有基本法律制定权的机关,而不能是享有基本法律修改权的机

关。另一方面,基本法律修改权存在一定的形式要求。其以明确的法律文本为修改对象,修改前后的法律通

常为同一部法律②。然而,针对不同地方作出的授权文本通常是互为独立的关系,各自的对象、内容并不相

同。最后,基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基本法律修改权存在严格的功能限定。在

1982年《宪法》的设计中,保证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是基本法律修改权制度的重要前提③。但

是,纵向立法授权行为同时扩张了立法主体、立法权限和规范类型,若将其理解为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将导

致基本法律修改权的不当扩张。因此,纵向立法授权的权限依据只能是基本法律制定权而不能是基本法律

修改权。
(二)全国人大作为纵向立法授权主体符合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要求

《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该款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规定,是人民主权原则在宪法文本层面的具体体现④。由

于纵向立法授权行为对民主性存在更高要求,其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
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特殊立法权的配置是影响地区平等的重要因素⑤,这类具有优先性的地方授权立法

与其他地区的机会平等权之间存在张力⑥。但真正的难题在于,这种授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又是必

需的,授权必要性与地区平等原则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在国务院关于授予深圳立法权的议案说明中,曾对

此有过详尽描述:“国外一些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适应商品经济

需要的法律体系,都要大胆地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某些经济法规和管理体制。我们有必要吸取这一成功

的经验,但这项工作十分复杂,关系重大,为稳妥起见,必须选择适当的地区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

推广。”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授权必要性与地区平等原则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只能通过增强授权决策

的民主性来加以缓和。一方面,全国人大是民意的最高代表机关,在民主代议功能方面更具优势⑧,在例外

决策上也更能发挥稳定制度的效果⑨,由全国人大作出授权能提供最坚实的民主基础。另一方面,全国人大

常委会在委员产生、选民联系、行业构成方面又面临代表性不足的质疑。因此,纵向立法授权作为针对个

别地方例外职权和优先权益的创设,应当由全国人大提供更为充分的民主性支持。
(三)全国人大作为纵向立法授权主体是宪法惯例

自1982年《宪法》实施至2021年之间,全国人大是纵向立法授权的唯一授权主体,并且已经形成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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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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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徐向华主编《立法学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
-263页。
参见:韩大元《“全国人大修改选举法”与基本法律的修改权》,《法学杂志》2010年第7期,第19页;林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
《法学》2002年第7期,第22-23页。
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页。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第484页。
参见:胡健《地区平等问题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60页。
参见:王建学《改革型地方立法变通机制的反思与重构》,《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43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
页。
参见:林彦《维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功能———兼评<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法学评论》2020年第6期,第15-16页。
参见:林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定型权力机关》,《中外法学》2023年第3期,第635-640页。
参见:刘松山《论立法中民主原则的落实》,《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第19-20页;蒋劲松《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探讨》,《政法论坛》

2004年第6期,第25-28页。



定的宪法惯例。海南、厦门、汕头和珠海的授权立法权都是由全国人大直接授出①。虽然深圳获得经济特区

立法权的直接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但该授权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的授权作出,实际上的授权主体仍然是全国人大②。2000年《立法法》在确认经济特区立法权时,也明确

经济特区立法权的依据只能是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③。1985年全国人大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

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的过程也表明,由全国人大作为授权主体更具规

范性。彭真曾特别提到,当时对于以何种方式作出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曾提出过口头通知、常委会决

定和大会决定三种方案,但最终确定由大会作出授权,因为这个方案“比较完备,它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定程

序的,又能够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工作的实际需要”④。既然对国务院的授权都作如此考虑,那么

在涉及地方平等原则的纵向立法授权中,更应当由全国人大作为授权主体。
此外,有必要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1981年授权决议》的授权主体的情况作特别说明,1978年《宪法》

(1980年修改)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根据刘松山在

八二宪法修宪史料中的发现,当时胡乔木曾明确提到,法律与法令的区别在于效力期限的长短,内容上并不

严格区分⑤。这一观点得到了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印证,该草案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除了法律以外的决定、决议统称法令,法令具有法律同等的约束力。”⑥因此,
在法令的内容与法律并无严格区分的背景下,对于《1981年授权决议》这样授予个别地方特殊立法权,并且

具有试验性特征的事项,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通过法令作出规定。
三 《立法法》规定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不足及规范重构

《立法法》以1982年《宪法》为制定依据,其对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规定应当要符合《宪法》所设定的规范

要求。然而,2023年《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将授权主体扩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显然与全国人大才是唯一授

权主体的要求不符。为此,有必要对现行《立法法》在纵向立法授权制度设计上的不足进行反思,并从规范

化、体系化的角度探讨可行的改进方案。
(一)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存在合宪性与体系化不足的缺陷

2023年《立法法》将浦东新区法规制定权和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法定化,二者与原来的经济特区法规

制定权条款共同组成现在的第八十四条。但是,该条内部对授权主体的规定却不一致。第一款的授权主体

是全国人大,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授权主体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以规范类型

为中心的立法逻辑是导致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一逻辑源于当初2000年《立法法》规定经济特区

授权立法权的方式,但当纵向立法授权制度扩容之后,授权主体面临的合宪性争议也相应放大。
《立法法》以《宪法》为制定依据。对于为何以及如何以《宪法》为制定根据,《立法法》起草工作的早期阶

段就形成了相当明确的意见:“1982年制定的宪法对立法权限只作了大致的划分。《立法法》就是要根据宪

法的原则和精神,总结立法工作的实践经验,把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对诸如立法权限如何具体划分……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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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授权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4年3月22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

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89年,国务院向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在议案审议过程中,由于有代表提出深圳市尚未产生市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此,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市依法选举产生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后,对国务院所提

议案进行审议,作出相应决定。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再次审议该议案,并最终作出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决

定。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国务院提请审议授权深圳市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的议案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
《立法法》(2000年)第六十五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

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彭真《关于立法工作》(1985年1月23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

年)》,第504页。
参见:刘松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与决定的应然界分》,《法学》2021年第2期,第46页。
转引自: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第145-146页。



题作出明确的规定。”①可见,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以《宪法》为根据是《立法法》的初衷。然而,纵向立法授权制

度的授权主体扩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显然偏离了《宪法》所设定的规范要求。目前以规范类型为中心的制度

设计需要以既有规范类型为前提,更接近于从“是”到“应当”的事实归纳逻辑,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

范演绎逻辑并不相同。
不仅是合宪性方面,以规范类型为中心的立法模式在规范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针对性和体系化方面也

存在明显不足。明确立法权限固然是《立法法》的目标之一,但根据《立法法》第一条中立法宗旨的表述,“规
范立法活动”应当是其首要目的②。然而,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后两款虽然确认了两种最新的授权立法

权,却忽视了授权立法行为本身的规范性。
值得注意的是,从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贸港法规写入《立法法》的过程来看,该法第八十四条更多是对

既有授权实践的追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立法法(修正草案)》及此

前的草案版本中,并无关于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的规定。在草案审议过程中,有代表临时

提出两类授权立法“作为新时代地方立法的新实践新发展,有必要在立法法中予以体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才建议增加两类法规制定权的相关规定③。这种临时性的追认与2000年《立法法》对待授权立法的谨慎、规
范立场有很大不同。在2000年《立法法》制定过程中,立法者十分重视依法授权、授权立法依法行使、避免授

权无序等相关问题④。对于《立法法》是否规定以及如何规定经济特区立法权的问题,不仅曾组织多次论

证⑤,而且也听取了其他地方的意见⑥。相较而言,现行《立法法》虽然十分高效地将浦东新区法规制定权和

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法定化,但在纵向立法授权行为规范化和体系化方面仍有完善空间。这不仅影响《立
法法》本身的体系价值,也未就今后如何规范类似授权提供明确的标准。

(二)《立法法》对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探索

在起草2000年《立法法》的过程中,立法者曾考虑过将纵向立法授权制度作为专属立法权制度的例外情

形之一。在1994年5月召开的《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上,针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就有观

点提出,对于专属立法权范围内的事项,“非经特别授权,地方不能涉及”⑦;也有观点主张,地方性法规的具

体调整范围应当包括“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事项”⑧。
在草案起草阶段,曾有7个版本的草案或专家建议稿都规定了纵向立法授权的一般制度,具体为《立法

法》(1995年5月1日试拟稿·一稿)第十五条第二款、《立法基本法》(1995年8月1日试拟稿·二稿)第十

七条第二款、《立法法》(1996年10月20日专家建议稿)第十二条、《立法法》(1997年3月18日法工委国家

行政法室内部试拟稿四稿)第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立法法(征求意见稿)》(1997年6月5日稿)第十四

条第二款和第十五条、《立法法(草案)》(1999年8月6日稿)第五十条、《立法法(草案)》(1999年10月18日

稿)第十一条⑨。尽管这些规定的具体内容和条文位置存在个别差异,但都规定必要时可将全国人大及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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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乔晓阳《立法工作迫切需要制定立法法》,《人大工作通讯》1994年第18期,第16页。

2000年《立法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3年3月8日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年第3号,第242页。
参见:山野《关于立法监督———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观点综述之二》,《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44-45页。
参见:乔晓阳《立法工作迫切需要制定立法法》,《人大工作通讯》1994年第18期,第17页;许安标《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法起草工

作研讨会观点综述之一》,《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43页;乔晓阳《完善我国立法体制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人大工作通讯》1998
年第21期,第15-16页。
《各地和中央有关部门对立法法(草案)关于立法权限问题的意见》,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

329页。
山野《制定立法法

 

完善立法制度———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第124页。
许安标《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观点综述之一》,《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42页。

2019年5月20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主任陈斯喜在接受刘王芳访谈的邮件中提到,《立法法》制定过程中的相关

草案不便公开。就笔者所及资料亦未见官方发布相关草案版本,因此,此处引用内容参见:刘王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创制研究》附录

“立法法稿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98-299、317、335、360、372、386、395-396页;刘松山《中国立法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

版社2016年版,第62、76页。



委会立法权限范围内的事项授权相应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尤为关键的是,《立法法(草案)》
(1999年8月6日稿)第五十一条和《立法法(草案)》(1999年10月18日稿)第十二条特别规定:“凡允许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作出变通规定的授权,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也就

是说,《立法法》草案不仅曾经尝试规定纵向立法授权的一般制度,而且还规定有权作出变通型授权立法决定

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
然而,自2000年1月25日的草案修改稿开始,直至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正式

通过《立法法》,均未在条文中对纵向立法授权制度作一般性规定,仅仅是对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加以确认。
根据《立法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的说明,《立法法(草案)》只对授权立法制度“作了必要的规定”,并
且提出“今后,随着法律的日渐完善,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授权立法的范围自然逐渐缩小”①。因

此,基于这种“授权立法收缩论”的预设,《立法法》没有从建构一般制度的角度规定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只对

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加以明确。可是,近年来授权实践中的扩张倾向表明,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发展方向与

2000年《立法法》制定时“授权立法收缩论”的预判完全不同。因此,如何规范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应当是今后

《立法法》必须要加以回应和解决的问题。
(三)《立法法》完善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具体方案

不论是出于对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的完善,还是为了规范后续制度发展,《立法法》都应当根据纵向

立法授权的宪法要求进行调整。调整的关键在于,根据纵向立法授权行为的性质对其作一般性规定,并且明

确纵向立法授权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具体而言,立法者可以考虑在第二章“法律”的“立法权限”这一节

增加一条内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在特定范围内实施。”如此规定

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其一,《立法法》应将目前第八十四条中的三种授权类型作为一个整体作系统性规定。现行《立法法》第

八十四条所规定的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贸港法规都是基于“中央-地方”维度的授权,这是

三者的共通逻辑。同时,将调整对象明确为授权行为而非授权立法的规范类型,既能突出规范立法授权活动

的目的,亦能规避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潜藏的由事实导向规范的问题。
其二,《立法法》应该明确全国人大是唯一的授权主体。这是对《宪法》中规范要求和民主原则的落实,也

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立法授权宪法惯例的遵循。如此规定,不仅有助于避免当前授权实践中削弱全国人

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情况,亦可为后续授权实践提供明确的标准。
其三,确定该条的位置。由于纵向立法授权条款规定的是全国人大的权限,在第二章“法律”的“立法权

限”这一节当中作出规定是更为合宜的,具体位置可紧接国务院授权立法权条款之后。如此调整主要是基于

以下两点考虑:一是纵向立法授权条款的调整对象应是全国人大授予立法权的行为,应当在全国人大的立法

权限部分作出规定,而不是位于“地方性法规”章节;二是纵向立法授权是我国授权立法体制的内容之一,《立
法法》对授权制度的规定应当体现体系融贯的价值。纵向立法授权是针对地方作出,将该条置于国务院授权

立法条款之后,这样可以与《立法法》体例内容上先中央、后地方的逻辑保持一致。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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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2000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报》2000年第2号,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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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
和运用模式

钱宁峰

  摘要:随着宪法权威的强化,“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原则”等概念在立法中逐渐普及,进而成为合宪性审查或

者司法适用的依据。之所以宪法领域存在泛化使用原则的倾向,原因在于存在着原理论、地位论和解释论的不同

认知视角。宪法原则和政策、价值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宪法原则是指具有公认的、普遍性的宪

法观念,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在内涵上是稳定的,可以视其为一种独立的宪法解释依据。宪法原则可以通过显性和

隐性两种方式进行识别,表现为宪法母原则与宪法子原则、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等不同原则类型,从而形成一张

彼此影响制约的宪法原则网络。借鉴原则理论对原则与规则之间关系的结构认识,宪法原则的运用存在权衡方

式、选择方式、协调方式和填补方式等四种模式。
关键词:宪法原则;宪法渊源;合宪性审查;宪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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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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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原则是宪法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宪法原则作为一个概念在立法

上已经实现从“宪法基本原则”向“宪法原则”的转变。2023年修改的《立法法》第五条“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

规定、原则和精神”,替代了2015年《立法法》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2015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提出,要“恪守宪法原则”。2023年12月4日,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到

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宪法规定、宪法原则、
宪法精神全面贯彻”①。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
进一步将是否符合宪法原则作为合宪性审查的内容②。这就意味着宪法原则已经成为宪法实施、宪法解释

和宪法监督的重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原则的运用已经成为宪法实践的重要课题。正如有研究指出,
“有些学者开始注重国外违宪审查的实践,探讨在违宪审查实践中和宪法判断的具体运用中如何运用宪法原

则解决一些重要的法律问题”③。这种研究范式将宪法原则作为法律渊源,成为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的依

据。从我国宪法实践来看,虽然法院很少直接适用宪法原则,但是在司法过程中依然存在引用宪法原则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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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
 

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

用》,《人民日报》2023年12月5日,第1版。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通过)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4年第1号,第98页。
莫纪宏《宪法原则在宪法学理论研究体系中的地位及发展》,《法学论坛》2012年第6期,第39页。



的情况。有学者统计,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援引了五次①。也有学者统计了

1995年至2015年宪法规范进入民事裁判的援引情况,“居于第三位的是宪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公民平等权

和人权’的规定,合计有40次”,“居于第五位的是宪法第五条关于‘依法治国原则’的规定,合计有32次”②。
这些裁判文书统计情况表明,法治原则和人权原则等这些公认的宪法原则已经成为法院裁判的重要理由。
可以预料,随着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展开,宪法原则的运用将会更加频繁。宪法原则在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中

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 现有研究对宪法原则虽然有所涉猎,但是尚未系统展开。有学者初步论证了宪法原

则的层级结构和释宪功能,对宪法原则在宪法个案裁判中的定位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③。然而,目前依

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宪法原则和宪法基本原则是否可以等同看待? 宪法原则是否有公认的、确定的

数量?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识别和运用宪法原则? 这些问题不仅是我国宪法原则研究关注的问题,也是

国际比较宪法学研究关注的课题。“在宪法裁判中,作为司法解释的法定的法律渊源,原则的地位是一个激

烈而且长久争论的问题”④。本文试图对宪法原则进行系统研究,希冀能澄清宪法原则理论研究的诸多

问题。
一 原则抑或原理:宪法原则的认知误区

在宪法原则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原则”等概念。通常来说,研究者很少辨别

两者的异同。从历史来看,宪法学对待宪法原则经历了从宪法基本原则到宪法原则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彼

此混同使用的发展过程。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试图从逻辑角度对宪法原则概念进行澄清,认为宪法原则与宪

法解释的原则等概念存在差别⑤。虽然这有助于宪法原则的正当性论证,但是也可能造成宪法原则在脱离

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语境中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之所以会形成宪法领域众多与原则有关的词汇和术语,原
因就在于对宪法原则的认知视角存在差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德沃金原则理论的提出和传播,宪法原

则研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宪法原则游离于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之外的困境。如果坚持传统

宪法原则体系,那么必然和域外原则理论存在一定的隔阂,从而难以吸收原则理论的合理内容。而如果完全

套用域外原则理论的研究范式,那么宪法原则理论必然需要构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从根源上说,这种认知

差异来自于国内外法学对原则的认知立场存在本质差异。正如陈金钊所指出的:“德沃金所说的原则与我国

法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原则具有不同的含义。”⑥这就需要首先解决对宪法原则的认识论问题。
(一)原理论视角

所谓原理论,就是从宪法学体系角度来认识宪法原则,认为宪法具有若干基本原则,并赋予宪法基本原

则在构建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这种认知视角属于宪法学的传统视角。其通常将宪法基本原则

作为宪法学的独立组成部分来对待。虽然随着宪法原则研究的深化,其研究空间已经得到拓展,但是研究者

在认知思维上仍然保留着传统宪法学学科的视角。例如,在界定宪法原则概念时有研究认为:“宪法原则是

体现宪法应然价值取向、统合宪法规则并指导全部行宪过程的依据和准则。”⑦这里所说的“宪法原则”和“宪
法基本原则”没有本质的差异。由于宪法基本原则始终是围绕宪法文本展开的,因此其服务于宪法的制定和

修改,在本质上属于立法论。所谓宪法基本原则,准确地来说,在本质上属于宪法的基本原理。正因为如此,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宪法学著作也会结合本国宪法对宪法基本原理进行阐述。例如,德国学者黑塞认为:“基
本法在其序言中,并且在其正文的第一条、第二十条与第二十八条中明确指出了这些原则。”⑧这些原则包括

人的尊严、民主制、社会法治国家、联邦国家。而我国宪法学著作通常将宪法原则归纳为人民主权原则、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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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①。这些著作所讨论的宪法基本原则主要是根据一国宪法体制分类确定

的,基本上反映了宪法基本原理。这种认知框架意味着宪法原则获得了超越宪法规则的地位,从而具备了指

导宪法体系的资格。实际上,从各国宪法文本结构来看,虽然在中译本宪法文本章节中大量使用“原则”术
语,但是其在本质上属于对宪法原理的认同。宪法文本所使用的“原则”更多地表达了对宪法整体乃至各个

部分的不同宪法原理,体现了通常意义上的宪法原则的来源。
(二)地位论视角

严格意义上说,地位论并不是一种认识宪法原则的视角,而是一种价值定位。自从德沃金提出规则与原

则之间的差异以来,原则的法律地位受到了高度重视。特别是随着阿列克西原则理论的体系化构建,原则体

系更是蔚为壮观,似乎达到了和规则体系相提并论的高度。运用德沃金和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来论证法律

原则的适用成为常见的论证方式。但是,德沃金和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具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对原则理解

存在本质差异。在德沃金看来,原则就是和道德、价值等相等同的普通概念,是不同于规则的独立存在,他认

为:“原则社会认为立法来自社会当时政治道德的隐蔽体系所呈现的义务。”②显然,立法体现规则,而原则彰

显道德体系。而在阿列克西理论中,原则始终伴随着规则,没有离开规则。其所阐述的原则其实并不是宪法

本身宣示的具有原理性地位的原则,而是基本权利背后所体现的原则。所以有学者认为:“阿列克西所使用

的‘原则’一词与一般意义上的作为总的指导方针的原则的语义不同。”③尽管德沃金和阿列克西在原则和规

则的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都将原则和权利相联系,特别是和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结合起来认识。“在
他(指阿列克西)的理论体系中,原则与权利总是存在对应性。这一点或许是受到了德沃金的启发。德沃金

所讲的权利(即‘王牌’)具有绝对的正当性,能够运用权利理论来最佳证成的答案就是唯一正解;而原则在其

理论中具有决定意义,是能够作为论据为个人权利提供服务的”④。这种认知思维也影响到国内原则理论的

研究。在这种认知视角下,宪法原则理论认为,规定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则背后均存在一定的原则,原则本身

支撑着宪法规则,在宪法规则适用过程中需要考虑其背后所体现的基本权利,并对不同基本权利进行利益衡

量。最为典型的做法就是在基本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必须揭示基本权利规定背后的宪法原则,再根据基本

原则衡量结果决定基本权利的保障。此时,基本权利具有宪法原则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此处的宪法原则实

际上并不是国内宪法学通常所讨论的宪法基本原则,而是基本权利的适用方式。虽然基本权利是宪法基本

原则的具体化,但是两者在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此种原则理论没有考虑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原则的

适用问题。
(三)解释论视角

解释论是在宪法解释或者宪法审查过程中对宪法原则的适用。这种认知视角虽然为部门法学者所关

注,但是宪法原则的司法适用仍然是相对陌生的领域。前述德沃金和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也是结合个案展

开论述的,特别是阿列克西原则理论与德国宪法法院基本权利解释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其所讨论的

宪法原则通常是隐藏在基本权利规则背后的价值立场,因此,对于诸如民主原则、法治原则等宪法明确承认

的原则的司法适用则讨论不多。正因为如此,“并非所有的宪法学者都赞成在实证的宪法法规之外,还有基

本原则的存在”⑤。不过,在违宪审查个案探讨中,却存在将基本权利背后的原则和宪法原则予以等同的做

法。例如,法国宪法委员会1971年7月16日“结社自由案”被视为运用宪法原则解决宪法问题的典型案

例⑥。从该案来看,法国宪法委员会肯定了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序言所确定的原则的效力,在具

体引用宪法原则时只是将结社自由视为宪法原则来认识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审查。在这里,结社自由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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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原则的地位,但是结社自由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宪法原则,充其量反映了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原理。
其实,在宪法解释中运用宪法原则并不是个别现象。特别是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实践中,宪法原则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这就需要关注真正的宪法原则在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中的运用方式。
二 原则、政策和价值:宪法原则的概念辨析

宪法原则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宪法原则概念的确定性。宪法原则和宪法基本原则之间的混同表明人

们对宪法原则的概念缺乏准确的界定。针对宪法原则未能获得逻辑上的精确定义现象,有学者提出,在解释

以价值形态存在的宪法原则时,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宪法原则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宪法原则是什么”①。问

题在于,若宪法原则概念无法界定的话,那么宪法原则体系亦难以构建。无论是从实然角度还是从应然角

度,宪法原则概念始终与宪法价值、宪法政策相混淆,甚至在界定时以价值、政策等概念展开。如果宪法原则

在不同理论体系中各有不同的界定方式,那么其最终有可能消解宪法原则本身的地位。这恐怕是宪法原则

研究始料未及的。为了辨析宪法原则概念本身,必须从其与政策、价值等概念之间的异同来展开。
(一)宪法原则不同于宪法政策

宪法政策是现代各国宪法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指国家规定的未来实现的目标。虽然并不是所

有国家宪法均规定国家政策,但是仍然有不少国家在宪法中予以详细列举。这些政策性条款有时会使用“政
策原则”(如巴基斯坦宪法)、“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如孟加拉国宪法、斯里兰卡宪法、泰国宪法、印度宪法、
埃塞俄比亚宪法)、“社会政策指导原则”(如爱尔兰宪法)②。虽然名称各异,但是都体现了对国家目标的确

认。同时,虽然将政策和原则相联系,但是这里所说的政策原则或者政策指导原则显然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

宪法原则。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对这些政策所体现的原则的实现方式作了专门规定。不过,在立法技术上

有三种规定方式。一是单独规定政策性原则指导所有组织和个人。如巴基斯坦宪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加
纳宪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利比里亚宪法第四条、南苏丹过渡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尼日利亚宪法第十三

条、乌干达宪法“总则”部分等。在这种方式下,政策性原则是否具有可诉性则不予规定。二是既规定政策性

原则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所遵守,又明确规定不具有司法强制力。在表述上有“不具有司法强制性”、“对任何

法院不具有强制力”、“不得在任何法院提出”、“不可由宪法实施”、“不得将其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无权授

予法定权利,亦不能由法院适用”、“在任何法院或法庭均不具有效力”、“不由法院强制执行”、“不能执行本章

本节的规定”、“不具有可诉性”、“不可诉”等,如孟加拉国宪法第八条第二款、缅甸宪法第四百五十一条、尼泊

尔临时宪法第三十六条、印度宪法第三十七条、爱尔兰宪法第四十五条、莱索托宪法第二十五条、塞拉利昂宪

法第四条、斯威士兰宪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苏丹临时宪法第二十二条、坦桑尼亚宪法第七条、赞比亚宪法第

一百一十一条、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第二十五条等。在这种方式下,法院不能直接适用政策性指导原则。三

是单独规定司法适用性问题。这种立法方式较少。例如,斯里兰卡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本章的规定并不赋

予或产生法律权利或义务,不得在任何法院或法庭施行。与本章规定不一致的问题,亦不得诉诸任何法院或

法庭③。
从上述规定来看,宪法原则显然不同于宪法政策,因为宪法原则是所有国家机关和任何个人都应该遵循

的,因而不能否定其司法适用性,而宪法政策的可司法性往往受到否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适用时不

用考虑政策所体现的原则。例如,冈比亚共和国宪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本章规定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应当成为冈比亚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建立一个公正、自由、民主的国家。这些原则不应当成为法律权利

或者在法庭上适用,但是:(1)根据冈比亚国家经济发展能力及其限制,执行机关、立法机关及其他国家机构

在作出政策决定、制定法律和冈比亚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应该根据各自的职能通过立法或者其他形式实现

这些原则;(2)法院应重视这些原则并将其作为解释法律的依据④。因此,法院在宪法裁判过程中关注宪法

政策,但是不能从中推演出新的法律权利,不能予以适用。之所以宪法政策的可司法性难以得到认同,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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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独特性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宪法政策与宪法原则之间的差异。宪法原则是一国宪法的基础,而宪

法政策则是国家目标的呈现,两者地位具有很大的不同。比较宪法学通常认为,政策制定在传统上被认为是

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政治家们所从事的一项活动,并受到选举问责制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原则的适用确认

为一项明显的司法任务,它就可能提升司法机构的合法性,因为其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人们认为它对

公正司法的承诺①。从本源来说,政策制定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原则适用在本质上是法律性的。所以,
宪法政策不能和宪法原则相等同,而必须予以区别,才能使宪法原则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得到认可。

(二)宪法原则不同于宪法价值

国内学界对宪法原则概念的界定通常采用了价值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原则是一种价值准则。“宪
法原则应该是决定‘形式宪法’形式和内容的基本价值准则”②。另一种观点将指导思想、基本精神等作为界

定宪法原则的术语。当然,也有从普遍性角度来界定宪法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为那些作为宪法规范

存在之基础,尤其是宪法制度构造的根据或本源的原理和准则。”③通常来说,宪法所认同的价值既有普遍性

的价值,也有特殊性的价值。如果宪法原则体现了普遍性的价值,那么,宪法原则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宪法

价值。如果宪法原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价值,那么,宪法原则可能因国家文化传统的认识而呈现出

不同的形式。问题在于宪法原则之所以被视为“原则”,恰恰在于其具有稳定性,不因国家、传统而表现出

差异。
实际上,宪法本身对原则和价值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各国宪法对宪法价值的规定方式来看,其

有两种形式:一种宪法价值是指价值和传统,如民族文化传统、历史习惯;另一种宪法价值更多具有普遍意

义,如民主价值、公平正义。后一种价值用法在一些宪法原则中广泛使用,如民主原则、社会正义原则④。在

立法技术上,宪法原则通常更为凝练,如民有、民治、民享等,而宪法价值则较为宽泛。例如,多哥宪法第二条

第三款规定,共和国之原则:民有、民治、民享;第四款规定,共和国之信条:劳动、自由、祖国⑤。这就将原则

和价值明确予以区分。又如,巴西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巴西联邦共和国,作为由州、市以及联邦特区组成

的不可分割的联合体,是建立在如下原则之上的民主法治国家;(1)主权;(2)公民;(3)人性尊严;(4)劳动和

自由竞争的社会价值;(5)政治多元主义⑥。其虽然将上述所列举的五项视为原则,在本质上却代表着宪法

价值。所以,宪法价值和宪法原则在宪法文本中并没有严格界限,存在相通之处,如民主原则或者民主价值。
从法院解释和审查角度来说,宪法原则和宪法价值的区别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不同原则之间或者不同价

值之间的关系既相互独立,也可能相互融合,关键在于法院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原则或者价值的权重,并
作出一定的取舍。

从上述对宪法原则、宪法政策和宪法价值的辨析来看,虽然在使用时彼此之间存在相通之处,但是宪法

原则更多地表达了对宪法理念的民族认同。例如,印度尼西亚宪法要求遵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统一国家

的原则。俄罗斯宪法则提出俄罗斯联邦宪法秩序的基本原则。在委内瑞拉,则是指委内瑞拉人认同的原

则⑦。如果说宪法政策和宪法价值的表述方式是宽泛的,那么宪法原则应该是固定的、有限的。正因如此,
在成文宪法文本统计分析中,宪法原则通常只选择人民主权原则、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四个

种类来进行⑧。因此,宪法原则在各国宪法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笔者认为,宪法原则是指具有公认的、普
遍性的宪法观念。之所以用“观念”而不用“价值”来界定,是因为价值更多地体现了历史传统,具有固有性、
本土性。而观念则更多地体现了现代性,具有开放性。价值可以不同,但是原则必须认同。很难想象,在缺

乏原则的前提下如何表达宪法观念。只有在共同认同宪法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有效的宪法研究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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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文渊源还是不成文渊源:宪法原则的渊源属性

宪法原则虽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要实现宪法原则的司法适用必须首先解决宪法原则

在法律适用中的定位问题。由于宪法原则是法律原则之一,因此,个案裁判中的宪法原则在本质上属于法伦

理原则。正如拉伦茨在解释法伦理性原则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功能时指出:“作为原则,它不是可直接适用

于具体个案的规则,而是一种指导思想。”①宪法原则在宪法解释或者裁判中并不是一种法技术性原则,而是

一种法伦理性原则,具有指导思想的地位。那么,宪法原则能否被视为一种宪法渊源或者解释渊源? 我国宪

法渊源分类通常并不将宪法原则纳入其中。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宪法原则具有宪法既定规范的地位②。这

种做法肯定了宪法原则的宪法渊源或者解释渊源地位。从国外宪法解释实践来看,在对待宪法原则的态度

上似乎存在一定的差异。
德国基本法在规定宪法原则时根据条款表述方式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没有明确提及“原则”,基本法第

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民主的和社会的联邦国家,是通过“民主”、“社会”、“联邦”修饰语表

达宪法原则;二是明确提及“原则”,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欧洲联盟承认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国家

和联邦制的各项原则以及辅助性原则,保障实施与本基本法实质内容类似的基本权利保护制度。为实现统

一的欧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与欧洲联盟的发展,其不仅提出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国家与联邦制四项原

则,而且提出辅助性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均是对欧盟的要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立宪者对宪法

原则的认识。同时,基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各州的合宪性秩序必须与基本法意义上的共和国、民主

以及社会法治国原则相符。由此可见,基本法明确承认的宪法原则是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社会原则和联

邦原则。虽然存在所谓“辅助性原则”等表述,但是其显然不具备宪法原则的地位。除了上述宪法成文原则

之外,德国宪法在实践中也承认不成文原则。根据学者分析,诸如基本法的整体性、客观价值维度、私法宪法

化以及宪法的整合功能等原则和理论被赋予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实质解释权威③。从德国学者对不成文

原则的看法来看,这些原则是在司法实践中由解释者创造出来的。虽然这些不成文原则在宪法审查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宪法原则,而是在基本法所规定的宪法原则基础上通过宪法

解释推导出来的。其虽然也可以被视为宪法的解释渊源,但是属于不成文的解释渊源,不能被视为宪法原则

本身。
与德国做法相反,加拿大法院则没有将不成文宪法原则作为解释渊源,而是作为解释模式来认识。根据

学者分析,法院对不成文宪法原则的发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造法秩序。“不成文”是指空白的认知,“原则”意
味着不能在成文宪法文本中发现,也不能通过通常的解释过程从文本中推导出来。这并不能说加拿大宪法

是由不成文的基本原则所构成,后者既深刻影响了文本的制定,而且继续影响着宪法解释。而民主、责任政

府、法治、司法独立、保护公民自由和联邦主义属于这些原则。任何对加拿大宪法的刻板描述都要规范地运

用这些思想④。从加拿大宪法实践对不成文宪法原则的认识来看,不成文宪法原则是司法造法的常态。这

些所谓的不成文宪法原则实际上就是公认的宪法原则,其确认是通过法院,而不是宪法规定的。这些宪法原

则对宪法制定和解释产生了深刻影响。
尽管上述两国学者在分析不成文宪法原则时要么将其归属于解释渊源,要么归属于解释模式,但是其相

同之处在于,承认宪法原则在宪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不论在成文法中出现还是在不成文法中认可,宪法原

则在司法适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会出现对宪法原则的不同承认方式,原因在于大陆法系和英美

法系的司法方法不同。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宪法原则通常规定在成文宪法之中,因此,宪法原则对于宪

法适用者而言可以从成文宪法中获得直接依据。而对于英美法系国家来说,判例法始终发挥着决定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宪法原则最初是通过总结判例实践在宪法学说之中归纳出来的。随着许多英美法系国家也

拥有成文宪法,宪法原则也可能体现在成文宪法之中。从法律渊源角度来看,宪法原则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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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渊源形式。
四 显性和隐性之间:宪法原则的识别方式

宪法原则的识别问题主要是在合宪性审查和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适用者必须能够确定个案裁

判所需要的宪法原则。由于宪法通常并不明确规定哪些原则属于宪法原则,给审查实践或者司法实践带来

一定的困难,因此,一旦需要宪法原则为司法裁判提供帮助,就必须要先由法律适用者选择宪法原则并对宪

法原则进行解释。正因为如此,宪法原则的识别在本质上和法律原则的识别没有差异。对此,许多学者提出

了法律原则的识别标准①。不过,他们不仅提供了一些识别法律原则的方式,而且更多地描述了法律原则的

特征。实际上,不同部门法领域法律原则在识别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根本

法地位,因此,宪法原则的识别更为特殊。
(一)宪法原则的显性识别

宪法原则的显性识别是指在宪法适用时能够在实在法中确定宪法原则的选择方式。因为在现行实在法

体系中能够确定宪法原则,所以,这种选择方式为宪法适用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1.宪法文本的承认

若宪法本身明确规定了宪法原则,并且明确了宪法原则的具体适用要求,那么宪法原则能够得到充分考

虑。这就需要宪法不仅概括地规定宪法原则条款,而且在具体规定中明确提到相应的宪法原则。这种做法

在德国基本法中最为明显。其不仅明确了德意志共和国所具备的宪法原则,而且在具体条款中经常明确相

应的宪法原则。实际上,宪法文本对宪法原则的承认也体现在宪法文本结构上。例如,葡萄牙宪法在宪法正

文之前规定“基本原则”,同时,在第一编基本权利义务、第二编经济组织、第三编政治权力组织各编第一章均

规定了“一般原则”。又如,安哥拉宪法第一章为“基本原则”,同时,在第二章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经济、
金融和财政组织,第四章国家政权组织,第五章公共管理,第六章地方政府各章中第一节均规定了“一般原

则”,此外,第七章宪法保障与修改部分也规定了宪法修改的“一般原则”。尽管并不是各国宪法结构均如此

安排,但是上述国家宪法结构安排使人们能够了解一国的基本原则以及宪法各部分的一般原则,构成一个原

则体系,从而为宪法原则的司法适用提供了准绳。

2.部门法原则的转化

如果宪法本身没有规定宪法原则或者宪法相关条款没有提及宪法原则,又需要适用宪法原则,那么,可
以考虑将部门法原则确认为宪法原则的具体化,从而赋予部门法原则宪法地位。从历史来看,许多部门法原

则既在部门法中予以规定,也在宪法中予以规定,从而赋予部门法原则双重身份。例如,罪刑法定原则、刑法

适用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三大刑法基本原则有时也会规定在宪法之中,在宪法适用中就可以根据这

些基本原则来处理刑事领域的相关宪法问题。又如,通常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在处理与民事

案件相关的宪法问题时就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来裁判。由于部门法原则本身与各部门法领域紧密相关,
因此,通过将部门法原则予以宪法转化就能为宪法适用者所利用。

(二)宪法原则的隐性识别

宪法原则的隐性识别是在非实体法领域中确认宪法原则的选择方式。这种选择方式通常是在实体法没

有规定宪法原则情况下出现,或者是宪法原则本身过于抽象难以为个案裁判所用,需要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

识别。虽然宪法原则的隐性识别可以在社会事实、道德伦理等非法律领域中去寻找,但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

最为典型的做法是对宪法判例的认可。在法学方法论上,法伦理原则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法律的续造有关。
“当某一此类法伦理性原则或其新的适用领域首次被发现,并且以具有说服力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就会进入

基于对此项原则的考量而进行的超越制定法的法续造”②。也有学者认为,“宪法的抽象概念不可避免会留

下空白和歧义,这就必须通过宪法本身并未出现的实施原则来具体化”③。正因为如此,宪法实践出现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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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宪法原则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隐性识别方式产生的,如法律保留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等。这一

点在德国宪法法院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为了能够找到更为适合的裁判基准,德国宪法法院逐渐形成了一系

列不成文原则。这些不成文原则在后续个案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效应,宪法适用者在处理类似个案时就可

以直接采用这些新发展出来的宪法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律适用中,宪法原则通过不断的识别可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原则体系。这种原则体

系既可能体现在显性识别的宪法条文、文本结构之中,也可能体现在根据宪法原则所隐性识别的子原则之

中,从而可能表现为宪法母原则与宪法子原则、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等不同原则类型,在宪法原则之下形

成一张彼此影响制约的宪法原则网络。通过这一网络体系,就能够在宪法规则适用过程中得到宪法原则的

有效帮助。因此,宪法原则是有限的,而宪法原则体系可能是扩张的,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衍生。
五 原则和规则的关系处理:宪法原则的运用模式

宪法原则在法律适用中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 “拉兹认为,法律原则担任的角色包括:(1)法律解释的基

础;(2)变更法律的基础;(3)法律中特殊例外规定的基础;(4)制定新法的基础;(5)特例案件中行动的基础。
其中,前四项虽然同样可以指向其他法律原则,但是这些功能的实现更主要依赖于规则的中介作用;最后一

项功能只有在仅受原则约束的领域内才会产生”①。上述法律原则的功能亦适用于宪法原则。因此,宪法原

则在司法实践中是宪法解释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宪法原则的适用必须在个案裁判中才能得到考量。那么,
宪法原则的适用会以何种方式出现? 对此,宪法学尚未深入探讨。法理学界在这方面探讨较多。有学者认

为:“从理论上讲,原则的适用会以两种方式展现:或者在与其他原则相关时作用于个案,或者在与规则相关

时作用于个案。”②也有学者偏重于法律原则间的权衡③。其说明宪法原则的适用也不能脱离原则和规则之

间关系的考量。同时,原则裁判通常认为是在法律漏洞存在时才可能出现的适用方式。例如,在民法领域,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现行法无明文规定时,应以民法原则补充法律漏洞④。然而从宪法实践来看,即使不

存在法律漏洞,宪法原则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宪法原则的适用始终伴随着释宪各个环节。例如,葡
萄牙宪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法院在进行审判时,不得适用与宪法规定或宪法原则相抵触的规则⑤。宪法原

则的司法适用离不开宪法解释过程,宪法原则已经成为释宪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借鉴原则理论对原则与

规则之间关系的结构认识⑥,将宪法原则可能发挥作用的场合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宪法原则在原则冲突时的权衡方式

在宪法适用中,原则冲突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部门法原则之间的冲突。在法律个案中,如果出现了部

门法原则冲突,宪法原则能够为部门法原则冲突的解决提供衡量依据。如果冲突的某一方原则同宪法原则

具有更强的契合度,那么该部门法原则就能获得支持,从而成为解决个案的法律原则。如果冲突的某一方原

则同宪法原则难以保持一致,那么该部门法原则就可能得不到支持,从而丧失成为个案解决的法律原则。因

为通常来说,宪法原则的分量大于部门法原则的分量,其他原则应该服从于宪法原则的考量。二是宪法原则

网络中子原则之间的冲突。如果不同宪法子原则之间发生冲突,那么需要寻找更高位阶的宪法原则来提供

相应的衡量依据。通过更高位阶的宪法原则,不同宪法子原则之间就能够找到彼此的适用范围和领域,从而

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边界。三是部门法原则与宪法原则之间的冲突。严格意义上来说,部门法原则和宪法原

则均属于法律原则,分别适用于不同法律领域,不可能出现冲突。如果在个案中出现彼此之间的冲突,通常

需要根据个案情况来选择部门法原则或者宪法原则来处理,而不是简单地按照部门法原则服从宪法原则来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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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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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陈景辉《原则、自由裁量与依法裁判》,《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30-131页。
陈景辉《原则、自由裁量与依法裁判》,《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30页。
参见:陈林林《基于法律原则的裁判》,《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9页。
参见:王涌《论民法中的原则的识别与适用———对德沃金原则理论的几点疑问与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49页。
参见:《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世界各国宪法(欧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496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德沃金和阿列克西原则理论是对基本权利适用的理论认识,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原则冲突、规则冲突、原则和规则冲突均

是建立在不同宪法原则司法适用基础之上,而不是基本权利司法适用之上。当然,宪法原则适用与基本权利适用紧密相关,但并不能完全等

同。



(二)宪法原则在规则冲突中的选择方式

在宪法解释过程中,规则冲突既可能表现为部门法规则之间的冲突,也可能表现为宪法规则之间的冲

突。如果出现了部门法规则之间的冲突,通常来说其可以通过部门法原则进行部门法规则的选择。此时,宪
法原则并不需要介入其中。而在宪法规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就需要借助宪法原则进行选择。如果某一方宪

法规则所体现的精神能够得到宪法原则的补强,那么,该宪法规则就能够得到认可,从而成为宪法解释和裁

决的依据。如果某一方宪法规则无法得到宪法原则的支持,那么在规则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在规则

选择时最终被淘汰出局。此外,如果出现部门法规则和宪法规则相互冲突的情况,通常应该按照法律位阶体

系来处理,即部门法规则不得同宪法规则相抵触。
(三)宪法原则在原则与规则冲突时的协调方式

严格意义上来说,原则与规则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正如有学者认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与法律原则之间一般只成立不一致关系,不成立抵触关系。但是,当法律原则属于不可挑战的‘绝
对原则’时,抵触关系仍可成立”①。不过,在宪法规则与宪法原则不一致时,通常来说,先要以宪法规则为

准,只有宪法规则在解释过程中无法得出合乎正义的结果时才可能考虑宪法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单

独考虑宪法原则,并以此作为解释依据。
(四)宪法原则在出现法律漏洞时的填补方式

法律漏洞根据部门法和宪法的差异可以分为部门法漏洞和宪法漏洞两种类型。在存在部门法漏洞情况

下,通常需要根据部门法原则进行法律续造。只有在部门法原则无法发挥作用情况下才可能借助宪法原则

来解决。而在宪法漏洞情况下,只能根据宪法原则来进行法律续造。其首先应该考虑与宪法个案关系最为

密切的宪法子原则。只有在该宪法原则不能有效解决宪法漏洞时才能寻找更高位阶的宪法原则,因为更高

位阶的宪法原则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为法官续造规则提供依据。

宪法原则从表面上看是宪法领域的问题,但是其牵涉面颇广。在研究中既要考虑到宪法原则本身的具

体化过程,也要充分注意到部门法原则在解决宪法问题时的特殊表现方式。同时,既要考虑到法律原则,也
要关注到法律规则,厘清原则与原则之间的关系、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只有通

过构建宪法原则体系,包括宪法母原则与宪法子原则、成文宪法原则和不成文宪法原则,才能真正理解宪法

原则在宪法解释和宪法审查中的运用模式。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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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辉《法律规范抵触的标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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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价值指向与路径方向

徐政 张姣玉

  摘要:新发展格局所倡导的国内外双循环与新质生产力所具备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改革为先导和市场需

求为导向的复合型特征,形成了互为促进、互为支撑的必然联系。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合理回

应,是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必要调整,以及对现有经济发展理论的完善深化。新质生产力的多维涵义包括

科技驱动的新经济形态、生产关系适应性的改进、经济系统的创新驱动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价值指向在于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以保障国内经济安全运行,推动异质要素流动融合以确保国民经济循环

畅通,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循环吸引力。为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当扩大内

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创新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加强不同经济体的多边合作,以及加快建立国际联合研

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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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趋势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体系的交融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

以及后新冠疫情影响,对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国面临着由外向型发

展向内外平衡式发展转型的历史性机遇与挑战。2020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格局的构建旨在减少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增强经济发展韧性,通过

内需引擎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

产力”,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

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

产力②。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深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保障中国经济长效稳定向好的根本举措。当前,新质

生产力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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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新突破》,《求是》2023年第8期,第16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第1版。



生产力源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范畴的延伸和发展,是生产力构成要素质量提升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趋势①;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方面超越了传统生产力,由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创

新驱动②,以数字化、绿色化为特征。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方面,生产力发展经历了传统生产力与

新质生产力两个阶段,现在正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迈进,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科

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劳动者素质、基础设施、体制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支撑④。在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有效路径方面,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强科技创新驱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高劳动者素

质、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国际合作和开放创新等⑤。由此可见,目前新质生产力

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内涵、特征、形成条件、发展路径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然而,当前

的研究多停留在新质生产力本身内涵与发展路径上,缺乏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与国际环境的结合。
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经

济转型升级、促进创新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新发展格局与新质生产力

(一)新发展格局提出的三重维度

1.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历史维度

20世纪初,中国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未能形成自主的工业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百年积弊提供了全新道路,中国大力推进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

化,并在若干工业领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体系。然而,长期闭关自守的政策使我国内外经济联系较为薄弱。

1978年,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

经济体系,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型为“世界工厂”。这一时期的发展重心是吸引外资、扩大出口,促使经济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一方面是发展模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是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全球贸易局势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新冠疫情产生

的公共安全挑战,都对我国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构成了一定的挑战⑥。总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需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在开放中发展,在挑战中寻求新机遇。

2.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现实维度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内在和外在条件的综合考量⑦。在国内层面,
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构成了其发展的客观要求,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然而,我国不同区

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是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瓶颈。上海

一直是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领头羊,2013-2023年上海市场化指数⑧从10.275稳步提升至12.97;中部地

区的安徽和江西市场化指数的增长比较稳健,2013-2023年安徽市场化指数从8.273升至10.606,江西市

场化指数从7.167升至10.619,表明中部省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西部地区的新疆,

2013-2023年市场化指数从3.58增长至6.923⑨。由此可见,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普遍高于中西部

地区,且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位于东部和西部之间;西部地区虽然增长速度较慢,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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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姣玉、徐政《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审视、逻辑透析与实践路径》,《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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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

6期,第30页。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6期,第12
页。
舒成利、赵安格、黄东等《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战略框架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3年第12期,第

 

62页。
荣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世界历史意蕴》,《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161页。
市场化指数包括经济自由度、金融市场化、行政干预程度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四个方面,用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

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衡量。
数据来源于众鲤数据网“各省地区市场化指数及分项指数”,https   zldatas com 4036 html。



省份如云南和新疆的增长势头较好,呈现出逐步缩小与东中部地区差距的趋势。在国际层面,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持续上升。然而,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一系列

挑战。在发展过程中,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多变等因素,
对我国外贸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一定挑战。确保国内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是对这种外部不确定

性的有效应对和自我保护①。通过优化国内循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加强

发展的主动性和自主权。

3.新发展格局提出的理论维度

宏观经济理论强调内需驱动与外需拉动共同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决策者不仅需要考虑外需,
也需要重视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促使我

国更加注重内部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强化内部循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而形成更为坚实的经济基

础。产业组织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为新发展格局的市场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提供了理论支持。从产业内部

来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技术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
打破地域限制,加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市场与资源的互联互通,有助于形

成一体化的国内大市场,促进经济资源在国内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③。另外,信息不对称理论对新发展格

局中的信息流通与市场机制构建提供了分析视角。在新发展格局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效市场机制,
需要大幅度改善信息流通与透明度。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风险,可以有效促进市场主体间

的合理互动,进而提升整体经济的协调性和效率。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放弃国际合

作与交流,而是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健发展的同时,优化国际经济合作,根据比较优势调整对外开放结构和模

式。综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可以发挥国内循环的主导作用,又可以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资

源优势,实现互补共赢。
(二)新质生产力的涵义及特征

1.新质生产力的涵义

新质生产力的涵义是多元综合的,它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更是引领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进步的

核心力量。明确这一涵义的多维内容,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首先,从知识

和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代表着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这些新

经济形态建立在高度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基础上,特点是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在提高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

优化经济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次,新质生产力的特质还体现在它的高效性、互联性、智能化和可持续

性方面。这些特质不仅仅改变生产方式,也为经济和社会的多层次发展提供可能④,如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优化能源结构和搭建共享经济平台等。再次,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成为传统生产要素以

外的助推器。当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效应有限时,技术创新和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尤为重要,可以进一步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新质生产力还促成了生产关系的调整。这既包括劳动者对新技

能的掌握和适应,也涉及企业组织的革新以及市场规则的更新,使得新质生产力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

配。最后,新质生产力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和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这意味着社会发展不再单一依赖某项或

某些生产要素的增加,而是需要全方位的系统创新和结构优化,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提升。因

此,新质生产力具有多维涵义:科技驱动的新经济形态⑤,高效、互联、智能、可持续的生产力特性⑥,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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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提升来源①,生产关系适应性的改进②,经济系统的创新驱动③。确切地说,新质生产力不单是具体

技术或者产业升级,它更是系统性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

2.新质生产力的特征

首先,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这不仅体现在生产工艺和技术手段的进步,更在于它对整个经济

结构和社会进步的引领作用。科技创新能够不断推动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从而实现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

的提升。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过程和生产模式的创新,不断调整优化生产关系,助力

推动体制机制变革。其次,新质生产力以改革为先导。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植根于深化改革的土壤之中。
改革不仅仅指的是制度层面的调整,更包括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新质生产力可

以更好地释放和发挥内在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保障和活力源泉。这种改革先导性体现为对不

断优化的政策法规环境的适应以及激发市场活力和推动社会创造力。最后,新质生产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紧扣市场动态,响应消费升级以及用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新质生产力通过以市场为

基础的调控机制,灵活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实现资源配置优化④。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进程中,新
质生产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着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革,形成更为广泛的经济发展新动能。这些特

征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适应,进而形成更加高效、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体系。
(三)新发展格局与新质生产力的共生关系

新发展格局所倡导的内外双循环以及新质生产力内含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特征,推动了我国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新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体、外循环为补充,强调国内市场的深度挖掘与利用,激发经济

增长潜力,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提升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而新质生产力则集中体现

在技术创新及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突破,通过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增长方式

的优化⑤。
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进步与创新,推动产业变革,为实现新发展格局提供根本的动力源泉。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技术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崛起,推动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形成更

加多元、高效、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对国内而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

化水平,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无阻;对国外而言,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与知识的辐射和扩散,增强我国在国

际分工中的地位,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同时,新发展格局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有利于其发展

的宏观背景与市场环境。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新质生产力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环境,加快科

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步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得到加

强,新质生产力推动治理体系的创新和优化,实现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 新发展格局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指向

新发展格局下新质生产力发展旨在构建具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促进异质要素流动与融合,提升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一)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以保障国内经济安全运行

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直接关系到国内经济安全稳定⑥,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

于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保障国内经济安全运行具有关键性作用。新质生产力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

式和生产关系,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内部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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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从根源上增强其面对内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与快速恢复能力。当前,数字化、网
络化和智能化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这种趋势使得传统的供应链管理模式面临转型

升级的需求,而新型信息技术的应用则恰能满足这一需求,通过更为高效的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实现产业

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智能化,提升其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和对风险的预防能力。以这种新型技术为支撑,产
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保障国内经济在面临外部冲击和挑战时的稳健运行。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体现为对产业链条本身结构优化的推动。通过科技创新,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突破,可以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降低对外部关键技术和资源的依赖,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

可控程度。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在维护国内经济安全的同时,对外部风险有更高的免疫力和应

对策略,起到稳固国内经济的效果。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助推了跨地域、跨行业的合作,有助于形成更

为均衡和稳固的经济地理布局。这不但加强了国内大循环的效能,也提高了我国产业在全球发展的话语权

和国际影响力,为国内经济的安全运行提供了战略支撑。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智能化管理、构筑产业关键环节的竞争优势以

及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体系,不断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确保了国内经济的安全稳定运行,成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二)推动异质要素流动融合以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在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中,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

通的必要性尤为重要。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科技进步与创新引领下的生产力发展,其内涵不仅涉及产业升

级与转型中的技术革新,还包括制度创新,促使异质要素流动和深度融合,以此打破传统生产力的局限,开启

经济循环的新动能。异质要素流动的优化是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①。传统的要素流动往往受固有行业

界限、区域壁垒、政策限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经济运行的局部阻滞。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通过科技革新和制度改良,为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和更为畅通的

流动渠道,使得信息成本大幅下降,人才和资本能更加迅速地响应市场变化,实现高效配置。
此外,新质生产力所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突破传统行业间的壁垒,使得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之间的

联系更加紧密。跨行业的合作和融合逐步常态化,有助于构建一个复杂而又协调的经济体系,其中的各个要

素能够快速响应彼此需求,有效提高整体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抗风险能力,进而确保国民经济的顺畅循环。同

时,新质生产力蕴含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经济向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方向转变,加速生产要素间

的流动和融合,增强经济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优化能力,使国民经济实现更加健康、持续的循环发展。
(三)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循环吸引力

在当代经济体系中,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因。生产力作为经济增长

的决定性因素,其质的提升意味着对经济活动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根本性增强。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分工逐

渐深化的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国内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国际舞台上提升

竞争力、增强吸引力的关键。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重要标志,全球价值链直接影响

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国际影响力②。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层级,将更多高附加值的环节留在国内,从而更有

利于提升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这种提升不仅需要靠传统的生产要素规模扩张来实现,更需依托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际循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增强产

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提升出口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竞争力,吸引外资和国际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产业升

级与经济结构的优化重组。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推动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塑造与创新,形成以规则为

引领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有效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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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决定着新发展格局的实效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发展新质

生产力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循环吸引力的重要途径。
三 新发展格局下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新发展格局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它们既包含微观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的内在挑战,
也涉及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关系的动态因素。

(一)国内产能相对过剩与供给需求结构错配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传统生产力结构的不适应性,即国内产能的相对

过剩①以及供给需求结构的错配。这不仅表明了传统生产力在满足多样化和高端化需求方面的局限性,而
且突显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一方面,国内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工业化阶段大

规模扩张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使得现有的生产规模无法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导
致了过剩供给。如我国钢铁行业在持续经历产能扩张之后,尽管“去产能”政策一直在实施,2023年中国钢

铁行业的总产能超过实际需求量1亿吨左右②。钢铁行业等重工业部门的产能超越了市场需求的增长范

围,供需不匹配造成了产能的严重过剩。近年来,尽管我国持续推动“去产能”工作,但仍然面临市场需求增

速下降以及环保减排新标准等挑战,使传统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出现下降趋势。
在供给需求结构的错配问题上,消费市场发展的快速变化对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③。随着

人们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对高品质产品需求的显著增长,传统生产系统未能适时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
导致了供给能力未能与消费者需求同步④。举例来说,5G技术的普及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增长展现了市场

对于新兴技术和服务的强烈需求,而单一的产品结构和有限的创新能力致使新兴技术和服务供给与市场需

求不能有效适配。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9%⑤,但在市场需求快速增加的背景

下,这一领域仍然面临产品结构单一和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供应侧制约。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软件创新

和高端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和产出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欧盟委员会2022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排

行榜,我国上榜企业678家,利润为4420亿欧元,而美国上榜企业为822家,利润高达9219亿欧元⑥,我国

上榜企业利润不及美国企业的一半。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解决传统生产力在结构调

整和升级改造方面的不足。新质生产力不仅有助于优化产能结构,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还能够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解决过剩产能和供

需错配问题,新质生产力发展显得尤为关键。
(二)人才培养体系与新兴产业发展不匹配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正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这一转型不仅推动了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如人

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科技和绿色能源等,也对人才结构提出更新、更高层次的需求。新兴产业的发展依赖

于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支撑。然而,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与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尚未形成有效对接,
高质量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明显失衡。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增加了大学毕业生数量并提升了

社会整体学术水平,然而,这与新兴产业中的人才需求还存在明显差距。过去我国的教育体系倾向于理论教

育,缺少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创新驱动型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缺陷⑦。在新兴技术领域尤为明显,如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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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业近年持续遭遇的技术人才供需不平衡问题。《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白皮书》显示,截止到2021年,
人工智能行业人才缺口高达500万①。而且,在高度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标准下,人才短缺将会长期存在。
创新性技能和高技术人才方面的缺口,已经成为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微观层面,高等院校的教育模式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现象也较突出。我国高校在传统的知识传授上拥

有优势,在提供与产业紧密相连的实践机会和培育创新精神方面仍显不足。此外,学术与产业界之间交流合

作的不足,导致了研究成果向产业转化的困难以及高校教育内容与行业新兴技术需求之间的错位。新质生

产力包括数字化和智能化产业、深层次的生物技术研究以及可持续能源技术等,这些都是当前及未来我国乃

至全球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②。这些领域需要的不只是掌握理论的人才,更需要能够实际参与到新兴产业

实践中,推动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的高素质人才③。为了解决人才培养体系与新兴产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
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④,构建行业需求和教育培养更为紧密的连接机制,同时需要强化产学研用的结

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养和供给更加符合需求的人才。
(三)全球治理体系不健全与国际规则的不确定性

在全球化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日趋依赖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及国际规则的确定性。然而,全球治

理体系的不健全和国际规则的不确定性,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

在于规则的制定常常更有利于强国的利益,而不是遵循公平原则。此外,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不公正使得

全球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营造新质生产力在国际发展的良好环境。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

易国之一,且其资本输出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中国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仍与

其经济实力不匹配。这导致了我国在公平竞争、技术转移、市场准入等领域经常受到限制,制约了新质生产

力的健康发展。在国际规则不确定性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复杂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导
致国际贸易规则频繁变动且不可预测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我国出口导向

型经济模式对国际规则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较高的依赖度。美国针对我国的贸易限制和技术壁垒在很大程

度上破坏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布局,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同时也威胁到全球经济的稳定。
面对这些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国际规则的确定性便显得尤其重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

建包容性和公正性更高的全球治理体系,并形成确定的国际规则,以确保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

时能享有平等的机会。只有打造出所有经济体都能参与、透明且公正的国际治理环境,新质生产力才能带动

全球经济发展。
(四)国际技术转移和知识共建共享尚存障碍

在全球化浪潮中,新质生产力代表了新一轮工业变革的核心力量,包括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技术以及

生物工程、新能源等前沿科技。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尤其对于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而言,新质生产力是赶超发达国家和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国际技术转移和知识共建共享对于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能够使得这些国家弯道超车,实现产业升级和创新跃进。然

而,在新发展格局下,国际技术交流和知识共享却面临着多重阻碍。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技术转移受制

于诸多障碍,包括高昂的知识产权成本、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措施等,这些因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先进

技术,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内化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如我国半导体行业面临着

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的限制,严重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布局。
与此同时,知识共建共享是支撑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另一基石,决定着全球创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共享同样面临障碍,包括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波动以及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的局限。如国际科研合作被政治因素干扰以及日益严苛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全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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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共享趋于困难。我国在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全球治理,但在知识

共享和科研合作上,面临来自某些国家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阻碍。纵观全局,国际技术转移和知识共建共

享的障碍不仅限制了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升级和

产业转型的步伐,影响了全球创新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利用。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在全球层面上推

动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的便利化,打破现有的壁垒,以实现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四 新发展格局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方向

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须采取系统化战略路径,其中包括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以创新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改革,加强不同经济体的多边合作,加快和建立国际联合研发

平台。
(一)结构优化: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应对国内产能过剩与供需结构错配的问题,需要系统地推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内需扩大与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内需扩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孤立的策略,而是相辅相成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两

者提供了新方向。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内市场的潜力显得尤为重要①。扩大

内需不单纯是数量的增长,也应注重质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这意味着要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如信息化、数
字化、个性化及绿色消费,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以技术和创新为驱动力的投资,从而拓展内需空间②。同时,
政府应增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完善基础设施,创造条件以激发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进而增强内需的

综合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融入来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减少无效和

过剩供给,同时拓展高质量和高技术含量的供给③。这需要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传统

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并推动农业现代化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改进。此外,通过深化制度性改革,打破

行政性垄断,消除市场壁垒,可以促进更高效、更公平的资源配置。总之,结合新质生产力的特性,在扩展内

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综合运用科技创新、改革机制、政策支持等多重手段,以确保两者相协调,
从而有效提升整体生产力,应对产能过剩和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二)动能激活:构建创新为核心的教育体系

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解决就业问题,教育体系的改革必须以创新为核心动能。当前国家战略将创新放

在突出位置,而教育正是支撑这一战略的基石。因此,教育改革重点应着眼于培育创新能力和精神,包括改

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提高教育体系的整体适应性和灵活性。首先,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强调实

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传统教育的知识灌输模式需要转变为更加注重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的模

式,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课程设置要与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相匹配,不断更新

科技教育内容,整合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的教学,并且推广跨学科学习,以培养具有综合素养和多

元技能的人才。其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质量提升也是教育体系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④。必须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分配教学资源,实施教育公平,确保所有人都能接受到优质教育。推动教育资源的均

衡发展,不仅能够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长远进步。最后,教育体系应更加开放和灵活,减
少行政干预,赋予高等教育机构更大的自主权。通过促进高校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交流,确
保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匹配,为创新性人才培养提供直接而有效的途径。此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教育领

域,支持创新项目孵化,从而为教育创新提供更多资源,推进教育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为国家战略发展

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三)秩序推行:加强不同经济体的多边合作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应注重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不同经济体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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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合作,更好地促进生态、数字和智能等新质生产要素的快速集聚及转换,解决跨国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和

挑战。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在全球层面的有效培育与发展,首先须确保国际多边合作基于公正、透明的国际规

则。这包含共同制定和遵循国际贸易和投资法规,确保多边贸易体系的平衡发展。同时,在知识产权的保护

和技术转移过程中加强合作,确保创新的公平性和合作的高效性,从而激发更大的创新动力。此外,强化区

域经济合作框架,包括传统的贸易互换和新兴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通过统一技术和服务标准,在环境保

护、能源利用、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跨界协作,可显著提升相关地区的生产力和整体经济实力。在信息共享与

数据互通方面,必须推进全球数据流动的便利性,并确立健全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这要求在开放和

监管之间找到平衡点,保证数据共享的同时又不忽视数据保护的重要性。最后,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亦不容

忽视。不同经济体应通过政策对话和协商,共同化解贸易壁垒、市场波动、汇率风险等全球性经济挑战。这

些措施将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进而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繁荣。通过全方位多边

合作,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架构支撑:加快建立国际联合研发平台

要在新发展格局下有效利用新质生产力,必须通过国际联合研发平台实现技术创新和快速普及。这要

求打破传统单一国家或机构的研发模式,转向更为全球化、合作性的研究架构。首先,国际联合研发平台的

构建需基于国家间的政策对话,为科技合作与发展营造国际共识。通过制定相关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明确合

作方向、资金投入、知识产权管理以及成果分配等关键要素,确保各参与国和地区能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共

同进步。与此同时,必须建立稳定的资金合作体系,以支持长期且持续的研发活动。这一资金合作体系应该

鼓励和促进国际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创建多级别、跨领域的合作网络,便于世界各地的科研人

员结合各自的专业优势和创新能力,实施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建立虚拟研发环境是扩展国际合作的有效途

径,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构建云平台,能够极大地提高不同地理位置间的协作效率,促进信息共享和团

队协作。最后,确立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是国际联合研发平台成功的关键。合理的知识产权体系

不仅保护创新成果,促进技术应用和转移,还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及研发主体加入国际合作,从而形成自我增

强的创新生态系统。有效的知识产权规则将为国际合作提供稳定的预期,激发更多资源投入到新质生产力

相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中,从而使国际联合研发平台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前沿的重要支撑。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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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
机理、困境与路径

项松林 孙悦

  摘要:新质生产力在要素结构、支撑载体、功能机制、形态模式上具有高科技、高水平、高效能、高质量、高阶性

等内涵与特质。城市是承载人口的重要空间、创新活动的重要策源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高质量发展是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新质生产力通过高科技赋能,引领城市新型要素集聚;通过高水平支撑,引领城市

产业结构优化;通过高效能变革,引领城市动能转换;通过高阶性跃迁,引领城市形态升级。当前我国城市高质量

发展还面临动力变革、产业支撑、品质提升、形态跃迁等现实困境。在全面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要
坚持创新驱动,形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推动产业升级,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健全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推动“四化”协同,创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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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习近平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①。在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②2024年1月,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

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发展大势,作出了“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④的重大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⑤。城市是承载人口的重要空间、创新活动的重要策源地、经济发

18

①
②
③
④

⑤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1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第1版。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

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页。



展的重要引擎,城市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和规

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GDP至上”的发展理念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

环境污染问题,城市发展质量不高,亟须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能变革。因而,如何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是

当前重要而紧迫的现实任务,需要下功夫研究城市建设与治理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在人口红利、土地财政

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何培育城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如何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以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求;如何为人民群众提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以提升人民高品质生活;
如何防范和化解房屋老化、管网老旧等带来的安全风险,有效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挑战,健全高水平安全保

障①。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与应对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当前,新质生产力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论题,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要素与结构、生成逻辑与

重大意义等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当前研究更多是政策性的诠释与解读,有关新质生产力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路径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尤其是结合不同场域深化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理与实证研究还有不

足。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城市这一重要空间场域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阐释新质

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探讨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以期进一步

丰富和深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路。
一 新质生产力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要求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界定。一是要素新型论,即认为新质生产力由

“高素质”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料和“新质料”劳动对象三个主要要素组成②。二是“新质”内涵论,即从

“新”与“质”的角度界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如有的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之“新”在于新阶段、新产业、新要素、
新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之“质”在于创新高水平、产品高品质、发展高质量③。三是发展跃迁论,即从发展与

动态的视角,强调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力(工业生产力),是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先导,蕴含新动能、新
产业,具备高质量、高效能,代表先进发展水平的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次质的跃迁④。本文认为,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以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支撑,以数

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的新质态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赋能、高水平支撑、高效能变革、高质

量目标、高阶性跃迁等特征。
一是高科技赋能。科技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推动

生产力颠覆性、突破性、裂变式的跃迁和提升。新质生产力汇聚了数据、知识、算法、技术等创新要素,通过赋

能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能不断提升劳动者知识储备和创新能力,推动劳动资料向高端化和智能化

迭代升级,拓展劳动对象的价值、种类和形态,尤其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成为重要劳动对象,势必使传统

的生产力三要素呈现新景象与新样态。
二是高水平支撑。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科学技术的不断变革,推动

产业形态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产业结构日益高端化和精细化,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持续迭代升级造就了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⑤,具有创新活跃、
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优势,二者高速发展会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优化。同时,新质生产力以

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为支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主导力量。
三是高效能变革。新质生产力以新型要素构成及其优化组合为基底,以关键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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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1期,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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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勇《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与实践指向》,《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23页。
翟青、曹守新《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第19页。



力源,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标志,是能催生经济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高能级、新水准的生产力①。
历史地看,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数次变革,从人力、畜力到机械力(蒸汽机),从机械力、电力到网力(互联网),
从网力到算力(智能化),每一次的飞跃都是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都推动了生产力质的飞跃,都
可以称为新质的生产力②。新一轮以“算力”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信息

等数字信息技术的自主性研发与创新性应用,强调开辟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领域新赛道,促进

科学技术体系、产业组织模式、经济发展形态等发生质的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与广泛。
四是高质量目标。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并已经在实践中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强劲的推动

力与支撑力。新质生产力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统一为原则,是摒弃粗放式增长方式、符合高质发展目标的生产力③。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
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生态属性④,兼顾开放与保护,注重生态与平衡,破解了传统生产方式带来的高污染困

局,以清洁低碳的生产方式促进绿色节能环保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是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绿色生

产力。
五是高阶性跃迁。生产力不仅有“量”的差异,还有“质”的根本不同,新质生产力是高阶性的生产力⑤。

其一,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看,新质

生产力是以创新为发展动力、以协调为发展目标、以绿色为发展底色、以开放为发展要求、以共享为发展归宿

的生产力。其二,相较于传统生产力乃至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更高端的生产力。在发展方向与

模式形态上主要表征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生产力将数据要素作为第一生产要素,将数字技术

作为关键性生产技术,将数字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赋能其他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生产技术数字化升级、生产

方式数字化变革。智能化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力要素的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正成为知识创造和科学技术创

新的主要工具,将人类从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动生产方式智能化、生产过程灵活化、生产结果高效

化。绿色化生产力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运用绿色低碳技术化生态资源为生产要素,化生态优势为生产优

势,促使经济和生态效益双向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⑥;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是一个

丰富而广泛的概念,是一个能够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解读的多层次概念⑦。相应地,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与要求也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来理解。
从宏观层面看,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包括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通过转变发展方式,重塑发展环境,深化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协同推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此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通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可及性,提升城市空间的宜居品质、生态品质、智慧品质,打造城市

人文气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此提升城市高品质生活;通过推动科学治理与创新发展相结合,不
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着力破解制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构建遵循经济社会发展

规律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以此促进城市高效能治理;通过统筹发展与安全,协调城市安全各类要素、各方资

源、各种手段,防范和化解各类系统风险、灾害挑战,加强经济、社会、生态等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以此促

进城市高水平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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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观层面看,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一

方面,城市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城市各系统协调、各要素匹配、各板块衔

接、各功能发挥,以高起点城市规划科学布局城市发展空间;立足城市发展定位,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优化城

市空间结构,通过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以高质量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加强城市管理水

平,用“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增强市民生活的舒适感和幸福感,以高水平城市管理赋能

城市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城市高质量发展更体现为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新型城市的建设,即
建设设施便利、生产高效、居住舒适、生活便捷、环境优美的宜居城市;建设能够有效应对和缓解各类风险挑

战,具有社会韧性、经济韧性、组织韧性、环境韧性的韧性城市;建设运用数字信息技术促进技术融合、业务融

合、数据融合、治理融合,实现全景全程全域智治的智慧城市;建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形成开放、包容、多元

的创新城市;建设以清洁低碳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变革,从粗放外延式转向内涵提升式的

绿色城市;建设“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文城市①。
从微观层面看,城市高质量发展是指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较传统、较狭义的理解高质量发展,即

强调要从“增长”导向转向“发展”导向,从注重量的速度转向注重质量、品质、效益。因而,实现城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就要持续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布局、变革增长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追求量的合理增长基础

上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观。
无论是宏观(广义)的城市高质量发展,还是狭义的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抑或中观层面聚焦城市空间

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核心要旨都是致力于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聚力于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形成新动能,
着力于实现城市形态、功能、模式迭代升级。这些目标任务归根结底是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与内在要求。
二 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新质生产力是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②,是
要素、结构、动力、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城市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也离不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基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紧扣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赋能、高
水平支撑、高效能变革、高阶性跃迁等内涵与特征,本文具体分析与阐释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作用机理。
(一)高科技赋能: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新型要素集聚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赋能传统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引领新型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推动城

市高质量发展。首先,新质生产力引领技术要素向城市集聚。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推进下,以互联

网、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支撑的前沿科学技术被应用在城市建设和治理中,大大提高了城

市经济、生产、运输、医疗、基建等领域的数字化水平,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次,新质生

产力引领资本要素向城市集聚。在互联网时代,资本要素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进行融资,并基于人工智能分析

科学投资城市发展领域,提高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再次,新质生产力引领高层次人才向城市集聚。城市高

质量发展需要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等研究型人才,还需要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而新质生产力能够加快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这些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能够利用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促进传统加工制造业技术向高

精尖、高附加值技术转变,能够将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城市建设供应链管理、网络安全管理、数字治理

等,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最后,新质生产力引领数据要素向城市集聚。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高

流动性、高渗透性、高外溢性等特征,能够突破空间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进行跨时空传播。通过构建城市

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城市数据大脑,健全公共数据资源体系,推进数据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汇集融合③,释
放数据红利,支撑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运营一体化,实现城市发展数智化、智慧化、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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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水平支撑: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

一般来说,城市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等,其中产业结构是基础与基石。建

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

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①,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使命。首先,新质生产力推进城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方面,传统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柱,是稳就业的主力军,其地位与作用依然重要。另一方面,我国传统产业仍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加

工制造业为主,创新能力不强,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同质化严重。在资源约束趋紧、要素成本上升、国内外竞

争加剧等大背景下,要大力推动城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发

展趋势。其次,新质生产力推进城市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要结合城市资源禀赋与科技优势,大力培育新材

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引擎。
再次,新质生产力推进城市未来产业超前布局。要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面向未来制造、未来信

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产业发展方向,从技术创新、产品突破、企业培育、场景开拓、
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系统谋划城市发展的新赛道、新未来。

(三)高效能变革: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动能转换

新旧动能转换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主导,以提

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能够推动城市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传统的“高污染、
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方式向“低污染、低消耗、低投入、高质量”方式转变,形成数字化、绿色化、创新型的

高质量发展新模式,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首先,新质生产力推动城市数字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城市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领域应用数字化,通过推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交通、数字政务、数字休

闲,建设数字社区、数字小区,缓解城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设施管护滞后、儿童托育困难等问题;通过打造

数字化养老产品、养老方案、养老平台,加快医养结合数字发展模式,提高老年人养老质量;通过全面提升城

市的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促使城市居民可以充分享受数字生活红利。其次,新质生产力推动城市绿色化发

展。借助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降低城市生产和消费碳排放量,提高城市水污染、土地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

染治理效率,提升城市治理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加强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绿色

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促使城市治理含绿量更高、含碳量更低。再次,新质生产力推动城市创新型发展。新

质生产力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摆在突出的位置,通过推进科教融合、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促进政府、企业、
人才、科研、金融、资本、科技服务深入融合,联合科技研发中心、科技服务平台、高科技产业等推动创新要素

向城市集中,使城市成为重要的创新高地,打造城市创新创业创意共同体,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保障。
(四)高阶性跃迁: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形态升级

城市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在城市形态的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高阶性跃迁,是引领和实现

城市形态变迁的决定性力量。纵观城市的发展历程,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性质决定了城市不同的功能

与形态。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农业生产,城市发展缓慢,城市依附于

农村,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务或政治控制。随着生产力发展,剩余农产品数量和种类逐渐丰富,推动手

工业和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商品在城市内频繁交易和流动,使得城市成为手工业中心和商品交

易中心,城市的集市功能日益显现。在工业社会,随着机械力、电力取代了人力和畜力,专业化的社会大生产

改变了分散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人口与资源越来越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进

程不断推进,这一时期的城市更加偏向经济功能。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智能技术将生产力推进到“算力”阶段,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算力城市等

新型城市形态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市能否实现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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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对标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客观地看,当前

城市高质量发展还普遍面临动力变革、产业支撑、品质提升、形态跃迁等现实困境。
(一)动力变革的困境:创新驱动不足

习近平强调指出:“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
能、可持续性。”①发展动能转换的本质在于发展动力机制的变革。迈克尔·波特根据动力机制的不同,将经

济社会发展分成要素导向发展、投资导向发展、创新导向发展和富裕导向发展四个阶段②。总体来看,当前

我国城市发展处于从投资驱动后期向创新驱动转换的阶段③,存在路径依赖与路径创新的双重困境。

1.城市发展对传统发展路径依赖严重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主要得益于土地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与投

资红利,对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发展路径依赖严重。从国内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源约

束不断收紧、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原有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城镇化道路不可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问题

日益加剧,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

共服务差距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

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④。从国际来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展开,依靠外向型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快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此,走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城

市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势之必然。

2.城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径任重道远

制约发展动能转换的重要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进入21世纪,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
局性的重大变化:在科技重点领域加速赶超,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引领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

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技领域仍然有较大差距,很
多领域都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其一,对城市领域而言,城市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囿于资金、
人才、平台等科研条件以及利益分配、产业化运作、经济效益等原因,在探索式创新与开发式创新两种模式

上,各级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偏向后者,在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基础软硬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方面研

发投入明显不够,不可避免地导致原始创新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较少。其二,城市组织与管理创新能

力不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等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但由于资源禀赋、专业背景、利益偏好不

同,科技创新主体在创新目标、创新投入、创新绩效等方面存在分歧与矛盾,这对城市组织与管理创新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没有很好理顺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主体的积极性,创新体制机制不畅,引领行业创新发展的科技企业数量较少,企业创新主体性地位不显著;
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程度较低,产业链创新链向价值链转化效率不高;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动较为薄

弱,企业与高校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与合作互动。其三,城市科技创新氛围不浓。城市作为创新的重要

场域,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环境等都会对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如城市所拥有的创新稀缺资源、财
政支持、创新政策,以及对创新所持有的包容性不同,都会对创新氛围产生较大影响。

(二)产业支撑的困境:产业转型不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最为基础性的支撑。如果说创新驱动不足是影响城市高质

量发展之“根”,那么产业的结构层次与发展水平则是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之“本”。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

的高水平产业支撑相比,当前城市产业转型还存在“慢”、“低”、“难”等困境。
 

1.城市产业高端化转型较慢

尽管当前城市发展劳动密集型、粗放型产业逐渐减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集约型产业规模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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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但受制于产业升级所需的人力、技术、财力等巨大成本,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进展较慢。一些资源型城

市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交通条件等诸多因素限制,城市产业依旧以煤炭、电力、石化、矿产等重化工

业为主,传统产业、重工业在城市产业中占比仍然很高,其中传统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超过6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比例达到九成①。虽然近年来许多资源型城市开始注重产业的转型升级,引
进了大批高新技术项目,但高新技术与项目并未充分融合,出现了“一业独大”、产业链条短、可持续发展能力

弱等问题。

2.城市产业融合转型较低

新质生产力具有开放融合性,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

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通过打破产业边界,促进相互嵌入、衍生、转化、合成和赋能,不断形成新业态、新模

式,不仅有助于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还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尽管城市在资源、平台、技术、市场、机制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总体来说,无论是产业内部的重组融

合,还是产业渗透与交叉,城市产业融合度均不高,是亟须突破的一大难点,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渗透融合。例

如,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的融合可以打造城市人文经济,以文化为支点创造新需求,依托城市文化产业转型

升级,通过数字媒介与数字传播实现经济的能级跃迁,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美好城市生活②,但当前很

多城市的产业融合转型未得到重视与发展。

3.城市产业绿色转型较难

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但很多企业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

大化,对生态效益仍重视不够,加大了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难度。同时,由于关键性绿色低碳技术尚未完全

突破,产业绿色化技术水平不高,城市产业绿色化转型遭遇技术瓶颈。此外,城市生态产品核算难度大、难抵

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尚未破解,城市产业绿色转型遭遇市场瓶颈。
(三)品质提升的困境:发展质量不优

在高速城镇化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经济本位的发展模式忽视了城市居民多样化

的需求,使得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城市功能不完善、城市生活品质不高,导致城市发展质量不优。

1.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

教育、医疗、住房、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滞后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农村转移人口

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其进城后既难以享有原户籍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又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同质的

基本公共服务,易陷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夹缝地带③,造成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均衡。测算结

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覆盖率为73%。分领域看,文体服务实现了全部项目的常住人

口全覆盖,九成以上的“劳有所得”领域服务项目对外来常住人口同等提供,常住地政府在“弱有所扶”领域基

本公共服务政策开放度最低。不同类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对非户籍人口的开放程度差异显著④。

2.城市功能不完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功能不断变化,但长期“GDP主义至上”的发展取向使得

城市功能偏向经济发展,忽视了城市的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文化是一个城市自信力、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是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构成。但当前城市发展缺少人文气息,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遗产、景观等逐渐消

失,城市文化服务欠缺,城市面貌呈现“千城一面”的怪圈,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难以维持持续发展的动

力。同时,一些城市在强化经济功能的同时,造成了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绿地减少等一

系列生态问题,忽视了城市的生态功能。

3.城市生活品质不高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安居乐业是城市居民的普遍向往。当前城市就业供需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

存,就业环境严峻、竞争压力大等导致城市宜业性不强。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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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楼房改造、管道改造等工程进展缓慢,城市宜居性不强。
(四)形态跃迁的困境: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不高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城市发

展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1.城市发展数字化水平不高

我国城市层面的数据开放阻力大、顾虑多,存在“不愿开放、不敢开放、不会开放”难题,城市数据共享水

平较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关于数据市场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数据确权

难,大数据交易面临“用不起来”、“长不大”等困境,难以有效释放数据红利,导致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

足①。有关研究显示,与北上深相比,我国其他城市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制度供给和城市支

撑不足,要素供给和主体活跃度较低②。

2.城市发展智能化水平不高

当前我国还未建立一套完善的智慧城市管理平台体系,各城市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智慧城市发展

规划还局限在技术应用层面,尚未实现全局统筹和长远谋划,影响智慧城市稳定、高效运转。同时,部分城市

的智慧化建设往往注重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基础设施,却忽略了如何将这些先进设备、技术和基础设施与城

市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导致城市智慧化建设投入与实际效果不匹配。狭隘的技术至上理念与商业资本的利

益追逐使得智慧城市建设犹如一个个信息化GDP工程,大数据云平台、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城市大脑”工程

纷纷出现在各城市建设项目清单中,企图通过更大的数据、更快的电脑、更优的模型解决交通、生态、环境和

人口集聚等问题。然而,在投入数千亿的资金后,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③。

3.城市发展绿色化水平不高

城市是人口最密集、污染排放最集中的地方,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当前,城市绿色发展理念还

不够深入,绿色发展规划重视不够,绿色治理体系不够完善,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占据了大量的自然生态空间,
导致城市空间结构失衡,城市发展“含绿量”不高。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城市地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量的

比例在75%左右,中国城市地区占比在80%左右,主要来源于城市经济、城市建筑和城市交通等领域的人类

活动④。2023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57.2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5.3%,天
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26.4%⑤。

四 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提升路径

城市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场域和重要引擎。在全面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

的新征程上,要坚持创新驱动,形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推进产业升级,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基

础;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推动“四化”协同,创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一)坚持创新驱动,形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在新发展阶段,要坚持创新驱动,把城市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高城市科技创新的能力和

水平,不断塑造城市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其一,加强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将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

术作为攻关重点,对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科技等先进技术以及前瞻性、颠覆性技术进行长远规

划和战略布局,充分利用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

和合作,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心⑥,持续深化对关键共性技术的认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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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建立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围绕重点行业与关键技术,推动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协调

机制形成,提高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性,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的一体化创新平台。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进行有效合作,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平台,
相互分享信息资源,探索共同研发与合作共享机制,促使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实际发展需求相契合。

其三,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通过发挥政府的指导性作用,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政策,鼓励高校、科研机

构和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同时,通过吸引国内外创新人才,提供与之相应的薪酬体系,拓宽创新资金融资渠

道,消解融资结构失衡,更新和维护基础设备和平台,保障科技创新的硬件条件,以此支撑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原始创新所需的资金、人才、基础设施等要素资源。
(二)推进产业升级,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均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在新

发展阶段,应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产业融合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面促进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也是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过程。在智能

化方面,着力推动数字产业,促进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与传统产业结合,利用数据、算力等新兴生产要素

推进智能化生产控制和数据平台,实现产业链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在绿色化方面,加快绿色低碳技

术的实现和应用,革新传统产业的技术底色;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进产业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形成

绿色产业链。
二是加大产业融合力度。要加强实体经济与新科技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进

一步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要强化不同产业跨界创新、自主创新,打破不同产业融合创

新壁垒,构建产业融合创新示范平台,规划好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等不同产业类型的顶层设计,因
地制宜、优势互补,加快形成优势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水平。

三是重点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方面,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合理规划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时空

布局,并随市场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动态调整产业发展①。东部地区的城市可以凭借丰富的科教资源和厚实

的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核心技术,积极布局半导体、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具有颠覆性影

响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以传统产业为基点,结合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符合自身

特色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突破大数据、6G、类脑智能等关键技术,开辟新能源、新材料、高端产

业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开发新产品,延伸产业链,不断开创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三)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建立健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体制机制。
其一,建立健全新型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可及性。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落户门槛,各城市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落户举措,
优化落户流程和审批,促使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农业人口能够进城落户,并可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

福利。同时,要完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提高城市基本公共服

务覆盖的均等化与可及性。
其二,建立健全城市“规建治”体制机制,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夯实城市规划建设治

理的法治基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难题,充分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
提高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加强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科学指导,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树立科学的治理理念,
形成科学完善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推动城市治理向现代化治理转变;要筑牢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智能保

障,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让信息技术充分赋能城市治理,实现城市治理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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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建立健全城市安全发展体制机制,提升城市韧性与品质。城市不仅有“繁忙”的发展,还提供“安
全”的保障①,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健全城市安全体制机制。公共安全是城市发展、建设、投资、生活的基本保

障,要充分了解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合理规划城市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大力建设“新基建”,提高韧

性城市建设水平,以便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重大风险与灾害。
(四)推动“四化”协同,创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探索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新道路,创新城市发展新模式,是新阶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使命。促

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着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与城市现代化交融共生、协同共进,以此建设绿

色智慧的数字城市。
第一,更新发展理念,从“单向度”到“多维复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立足点,更新

城市发展理念,改变过往一味追求“快”和“量”的发展模式,从单向度的城市经济本位主义转向注重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综合发展,不断推动城市发展动能升级、产业升级、消费升级,
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第二,革新发展思路,从“+”(和)思维转向“✕”(积)思维。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质态的新跃升,伴随着

要素配置模式、产业组织形式、科学技术范式等革命性变革,具有融合贯通的特点。因此,在发展思路上,要
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和)思维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积)
思维跃升,推进城市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融合,协同推进城市现代化。

第三,创新发展方式,从“串联式”到“并联式”。在发展进程上,与西方“串联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

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并联式”的现代化意味着发展时空的高度浓缩性、发展目标的高度叠

加性、发展方式的高度协调性。为此,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最为关键之处就是发展道路与模

式要坚持两个“并联式”、两个“四化协同”。一是外在的“并联式”,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四化协同”;二是内在的“并联式”,即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与城市现代化“四化协同”。因而要不断提高

城市数据资源开放程度,促进各部门数据共享,完善数据对外开放的制度规范,充分释放数据红利,推进城市

数字化发展;不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规划和建设、城市管理和服务、城市基础设施上的应用,推进城市

智能化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建筑“含绿量”,拓展城市绿地和公共空间,加速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
行低碳交通,发展循环经济,加快生态修复,推进城市绿色化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驱动城市现代化

发展。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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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邮融合”何以成为国家行动?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张贵群 张旭

  摘要:作为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创新模式,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交邮融合)对满足农村居

民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发现,交邮融合的政策演进是问题源

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经历了理念形成到制度建设再到国家行动的过程。农村客运的低载客

率、农村物流的滞后发展、原有对策的低效表现构成问题源流,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国民情绪的变化构成政

治源流,专家学者的建议方案、政府部门的积极探索构成政策源流。上述三大源流的汇聚,推动了交邮融合“政策

之窗”的开启。交邮融合的政策调整与完善,应聚焦问题源流,运用政治源流,优化政策源流,把握“政策之窗”,进

一步释放交邮融合对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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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①。近年来,
随着网络购物、电子商务、直播卖货等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推广,掀起了广大群众的消费热潮。线上交易模式

成为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的重要方式,但农村物流的滞后发展却难以满足“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的
双向流通需求。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邮快合作”已累计覆盖全国23.9万个建制村,但3000多个抵

边自然村中仍有三分之二尚未实现直接通邮②。可见,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仍然是制约农产品出

村进城、工业品出城下乡的瓶颈问题所在,解决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已成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当务之急。作为农村物流建设的可能路径和创新模式,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交邮融合)开始由中央

政府谋划设计、各地政府探索推进。2019年8月12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印

发了《关于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推动网络节点共建共享,支
持运力资源互用互补,推进融合规范运作,推动多方协作联动③。作为回应,各级地方政府立足于本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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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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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31页。
吉蕾蕾《完善农村快递物流体系》,《经济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6版。
《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关于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交运发〔2019〕10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2019年8月19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   xxgk mot gov cn 2020 jigou ysfws 202006 
t20200623_3315964 html。



农村物流实际,相继出台了促进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创建了众多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促进交邮融合的创新举措,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由于交邮融合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对于交邮融合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仅有少数学者对相关主题进行

了初步的探讨。如钟桂英论述了交邮融合对于实现农村物流质量变革、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农民生活质

量等方面的重要意义①;田帅辉等构建了交通运输业和邮政业融合发展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在稳定共生

条件下两产业间的推动力②;戴小廷、陈娅楠通过分析农村物流配送发展情况以及交通运输和邮政快递深度

融合对农村物流配送的影响,提出了县乡村三级中转的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模式构想③;王桂花、郑贤康针对

安徽省交邮融合存在的问题,从推动网络节点共建、促进运力资源共享、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创新交邮融合服

务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④。已有研究着眼于促进农村物流降本增效,对部分地区交邮融合发展的现

状和困境展开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但这些研究更多地是根据交邮融合的发展物象进行直接分

析,缺乏适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对交邮融合政策的生成逻辑和学理价值关注较少。交邮融合政策是如

何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并成为自上而下的国家行动? 其政策演进逻辑和主要推动因素是什么? 为解答上述问

题,本文尝试以多源流理论为基础构建交邮融合政策的分析框架,解析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为后续政

策的调整与完善提供镜鉴和参考。
一 多源流理论模型:理论阐释及适切性分析

多源流理论模型是美国学者金登(John
 

Kingdon)在科恩的“垃圾桶模型”基础上发展而来,旨在通过非

理性主义视角构建影响政策过程的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说明政策问题是如何引起政策制定者的

注意并进入政策议程环节。该理论认为,政策系统中存在着三条不同的源流,即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

源流。其中,问题源流是人们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认知和界定的过程,政治源流是政治系统对客观存在的社会

公共问题的立场、态度及其变化过程,政策源流是政策建议产生、讨论、受到重视的过程。三条源流均有各自

的运行规则,通常情况下是相互独立的,在特定条件下三者汇合到一起实现耦合时,就会开启“政策之窗”,形
成政策合力,作用于政策问题,促使政策方案的出台或政策变迁的产生⑤。

多源流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打开了政治系统的“黑箱”,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提出了新的逻辑解释并重

构了互动模型,提供了政策过程参与者的全景分析图。作为对政策议程设置的解释性分析框架,多源流理论

被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政策分析过程。Paul
 

Cairney和 Michael
 

D.
 

Jones指出,尽管金登提出的多源流模型

是对特定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具体领域政策的分析,但其理念是普遍适用的,因为它们已经被证明是足够灵

活的,几乎可以应用于所有的政策领域⑥。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交邮融合政策能够更系统地阐释交邮融合

成为国家行动的影响因素及运行逻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交邮融合政策演进的动力要素和变迁路径,
具有较强的理论适用性。交邮融合政策议程的设置和具体政策的演进是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共同

作用的结果。其中,破解农村物流的发展难题是交邮融合的问题指向,政策共同体的政策主张构成交邮融合

的政策来源,党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构成交邮融合的政治考量。上述三条源流的耦合,推动了

交邮融合“政策之窗”的开启,进而使交邮融合逐步演化为一场国家行动。
罗伯特·达尔认为,基于特定国家行政环境概括出来的理论,不能不加辨别地应用于其他国家的行政管

理实践之中。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场景,需要对该场景具体分析之后才能作出判断⑦。多源流理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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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桂英《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
 

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商展经济》2022年第22期,第96页。
田帅辉、徐瞳、王旭《基于Logistic模型的交通运输业与邮政业融合发展研究———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
期,第14页。
戴小廷、陈娅楠《交通运输和邮政快递深度融合的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模式与利益分配模型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2年第4
期,第65页。
王桂花、郑贤康《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邮融合推进策略———以安徽省为例》,《经济研究导刊》2022年第35期,第5页。
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丁煌、方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Paul
 

Cairney 
 

Michael
 

D 
 

Jones 
 

Kingdons
 

Multiple
 

Streams
 

Approach 
 

What
 

Is
 

the
 

Empirical
 

Impact
 

of
 

this
 

Universal
 

Theory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4 
 

no 1
 

 February
 

2016  38 
Robert

 

A 
 

Dahl 
 

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ree
 

Proble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 
 

no 1
 

 Winter
 

1947  11 



为源于西方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应用于分析中国特有国情下出现的具体问题时,应与我国政治体制、管理

体制等特点相结合,才能更为准确、科学地分析中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

领导以及党政相互“嵌入”的独特结构①,决定了在我国的政策情境中,三大源流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在西方国

家那样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二 交邮融合的政策演进

交邮融合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村居民等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在政府部门规划引导、
企业主体积极响应、社会组织主动接应、农村居民自觉参与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交邮融合取得了较大进展,农
村物流滞后发展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全国范围内已初步形成助力交邮融合发展的相应机制。

(一)交邮融合的理念形成阶段(2012-2015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购物的兴起和普及驱动着快递行业的迅速发展,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开始涉及交

邮融合发展。与前期政策中的蕴藉、零散论及不同,2014年9月12日,国务院印发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14-2020年)》,着眼于提升物流企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支持快递业整合资源,与民航、铁路、公路

等运输行业联动发展②。该文件引发了关于农村物流发展的讨论,交邮融合发展的蓝图由此从国家层面开

始构建。2015年9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

见》提出,引导电子商务企业与农村邮政、快递、供销、“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交通运输等既有网络和优势资源

对接合作,对农村传统商业网点升级改造,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服务网络③。交邮融合发展的构想开

始步入到实践阶段,强调通过资源整合加以实现。2015年10月23日,《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在交通运输领域稳妥推进公路客运班车代运快件试点和快件甩挂运输方式④。2015年10月31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交通运输、商贸流通、农业、供
销、邮政等部门和单位及电商、快递企业对相关农村物流服务网络和设施的共享衔接”⑤。

这一阶段,推进交通运输、邮政快递行业融合发展的表述开始出现在政策话语体系中,对交邮融合建设

进行宏观指导并对交邮融合发展的未来路向进行了初步规划,政策理念逐渐被相关部门所接受,推进交邮融

合发展的思路基本形成,但专门探讨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以交邮融合为主题的文件尚未出现。
(二)交邮融合的制度建设阶段(2016-2021年)

2016年以来,关于推进交邮融合建设形成了诸多政策文件,既对镇、村物流网点建设进行了指导,也从

全局谋划了智慧物流的整体布局。2016年6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改委营造良好市场环

境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促进交通与物流融合发展,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总体成本,
进一步提升综合效率效益”⑥。2016年9月13日,《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2016-2018年)》明确要

求,“推动现代物流与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综合效率效益和服务水平”⑦。从国务院统筹推进到具

体部门履职落实,交邮融合发展的制度建设和机制构建日益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2019年8月12日,交通

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对交邮融合建设的网络节点共建共享、运力资源互用互补、标准规范统一、企业融合发展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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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64页。
《国务院关于印发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4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4年10月4
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   www gov cn govweb zhengce content 2014-10 04 content_9120 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5〕7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
年第29号,第24页。
《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31号,第17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32号,第119
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43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公报》2016年第19号,第15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2016-2018年)的通知》(国办发〔2016〕6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公报》2016年第29号,第19页。



了部署①。2021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合理配置城乡

交通资源,完善农村客运班车代运邮件快件合作机制,宣传推广农村物流服务品牌”②。
这一阶段,依托农村客运班车的闲置资源寄递邮政货物成为配置城乡交通资源的有效方式日益受到重

视。有关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文件日益增多,内容逐渐丰富,政策话语从宏观指导转向具体实践,交邮融合

政策步入制度建设阶段。一方面,国家政策的相继出台为交邮融合建设提供了合法性支持。这种合法性不

仅局限于法律制度的作用,还包括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③。另一方

面,中央层面的政策导向要求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等政策执行主体作出积极回应,使得交

邮融合发展的组织设置、权责关系、资金保障等日渐完善,表现出明显的制度化倾向。
(三)交邮融合的国家行动阶段(2022年至今)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实施“快递进村”工程,鼓励发展“多站合一”的乡镇客货邮综合服务站、“一点

多能”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推进县乡村物流共同配送,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④。2022年5月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推动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发展,
加快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宣传推广,促进交通、邮政、快递、商贸、供销、电商等农村物流资源融合和集约利用,
打造一批公用型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完善站点服务功能”⑤。2023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送、即时零售等新模式”⑥。2023年11月29日,国家邮

政局等七部门办公厅(室)印发《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明确村级寄递物流

综合服务站是打通快递下乡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先一公里”的重要依托,鼓励村级寄递

物流综合服务站提供邮政、快递、供销社、电商、便民服务、公益服务等综合服务⑦,其目的在于探索农村物流

共同配送模式的可行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优化物流网络。2023年12月23日,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

出了具体要求:“打造因地制宜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形式”,“建设‘一点多能’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站

点”,“推广安全可靠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装备”,“健全规范有序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服务体系”,“完善

合作共享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机制”,“构建支撑有力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保障体系”⑧。2024年中央

一号文件强调“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送”⑨,以推动农村流

通高质量发展。
这一阶段,在前期政策的指引下,伴随着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创建工作以及农村物流三级服务体系融合

发展示范创建工作的开展,交邮融合作为推动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取得了积极进展,并逐渐从试

点探索走向全面推进。交邮融合发展成为一场自上而下部署落实与自下而上探索反馈相结合的打破农村物

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国家行动。相关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得以检验并加以优化,在推动交邮融合实践工作

的同时,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表现为对交邮融合工作更系统的思考和更细致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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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交通运输部
 

国家邮政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关于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交运发〔2019〕107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2019年8月19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   xxgk mot gov cn 2020 jigou ysfws 202006 
t20200623_3315964 html。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21〕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25号,第17页。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2年1月4日),《人民日报》2022年2月23日,第1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22〕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年第1号,第55页。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3年1月2日),《人民日报》2023年2月14日,第1版。
《国家邮政局办公室等七部门办公厅(室)关于印发<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国邮办发〔2023〕2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网站,2024年1月31日发布,2024年2月10日访问,https   www spb gov cn gjyzj c200026 202401 
40cfbd3295ad4f7a9303fe3e108fdeaa shtml。此为投稿后增补材料,特此说明。
《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23〕17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3年12月23日发布,2024
年2月10日访问,https   www gov cn zhengce zhengceku 202401 content_6924350 htm。此为投稿后增补材料,特此说明。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1月1日),《人民日报》2024
年2月4日,第1版。此为投稿后增补材料,特此说明。



三 交邮融合成为国家行动的多源流分析

多源流理论模型是对政策议程设置的理论阐释,可以有效解释新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发展为政策议题并

推动政策方案出台的过程。我国交邮融合政策经历了理念形成、制度建设、国家行动阶段,其政策演进过程

不仅是农村物流发展的革新,更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有益尝试。通过对问题、政治、政策三大源流

及“政策之窗”加以分析,可以进一步透析交邮融合政策的发展逻辑和内在机理。
(一)问题源流:交邮融合问题何以得到决策者关注

问题源流是政策过程的起始环节,大多与社会事件的发生、关键指标的变化、政策信息的反馈相关。社

会事件的产生往往会引起公众对特定问题的讨论和关注,部分问题会引起政府重视并采取行动,其中重要的

考量因素是政策切入的时机和问题本身的敏感程度。在多源流模型中,问题识别与界定对于政策议程的设

置至关重要,构成政策议程设置的合理性基础。交邮融合政策的问题源流主要由农村客运的低载客率、农村

物流的滞后发展和原有对策的低效表现构成。
第一,农村客运的低载客率。得益于中央层面的政策倾斜,我国农村客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全

国具备条件的3.1万余个乡镇和54.3万余个建制村全部实现通客车,一个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纵横交错的

农村客运网络正在逐步形成①。然而,在农村客运基本网络日渐完善的同时,部分农村客运线路面临逐渐

“瘫痪”的窘境。农村客运出行具有时间分散、空间不均、客流错落的特点,营运过程中结构性失衡现象突出:
集镇周边线路靠近城镇,路网便捷、客流稳定、效益较好;山村偏远线路远离城镇,路网稀疏、客流分散、效益

较差。在影响农村客运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载客率低、营运效益差是导致客运线路难以维系的主要原因,但
农村客运的空载、闲置现象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农村地区大量劳动人口在外务工,留守家

里的老弱妇孺出行需求较低,使得农村客运的常规服务群体较少。另一方面,随着家庭收入的显著提高,农
村居民拥有的机动车数量增多,加剧了农村客运市场的萎缩。农村客运需求的下降要求客运公司主动适应

市场的变化,寻求发展的转型,进而为利用闲置客运资源运载邮政快递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使交邮融合成为

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可能路径。
第二,农村物流的滞后发展。农村物流作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足农村群众生产生活需

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在国家大力推进物流业发展的背景下,农村

物流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物流体系建设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方面,农村

物流设施网点少。相较于城市完备的物流设施网络,农村物流设施网点建设明显滞后,尤其是村级网点覆盖

率低,导致快递下乡后如何进村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另一方面,农村物流配送成本高。由于我国农村地

域广阔、物流需求分散,导致农村地区物流配送成本偏高,难以获得规模效应。中国行业研究网数据显示,我
国农村物流成本比发达国家高6%左右,在农产品运输损耗方面,肉类、果蔬类的腐损率分别约为12%、

18%,均高于发达国家不到10%的农产品腐损率②。农村物流的滞后发展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因素。如何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保证农村物流的畅通运转,成为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当务之急
 

。
第三,原有对策的低效表现。针对农村客运需求萎缩导致客车载客率严重不足以及农村物流滞后发展

导致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困难的问题,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应措施加以应对,如通过减少乡村客车数量、
降低乡村客车发车频次、改用小型客车载客等方式解决因载客率不足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但执行效果并

不理想。减少乡村客车数量、降低乡村客车发车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客运公司的运营成本,但给农

村居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改用小型客车开展乡村客运业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车辆的载客率,但购置

小型车辆需要新的投入,而且购置小型车辆会进一步加剧原有车辆的闲置问题。在推进农村物流发展方面,
尽管交通、邮政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畅通农村物流渠道,加快农村物流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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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志强《补齐农村客运发展短板》,《人民日报》2022年9月20日,第5版。
《农村物流发展调研报告

 

2021年农村物流现状分析及市场主体》,中研网,2021年5月27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   www 
chinairn com hyzx 20210527 115331849 shtml。



但由于缺乏有效统筹,尚未形成合力。因此,亟须以系统思维和创新方式实现对现有运力资源及服务网络的

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进而破除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改变农村物流滞后发展的局面。
(二)政治源流:交邮融合的政策议题何以得到重视

政治源流在我国政策情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源流的嵌入可以为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注

入强大的政策势能,进而为“政策之窗”的开启提供政治性保障。交邮融合发展是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基层付

诸执行的行动过程。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和国民情绪的变化构成了该政策议程的政治源流,使交邮融

合议题优先受到关注和重视,进而进入政策议程。
第一,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导向是构成政治源流的核心要素。中国共

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政策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带领亿万农民走出了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发展之路。从2004年到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21年聚焦“三
农”问题,充分彰显了农村工作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出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交邮融合作为破解农

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促进农村物流创新发展的可能路径,有助于促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

流动,对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政策议程因此得到党

中央的优先关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交邮融合发展在相关战略部署和政策议程中出现的频率

日渐增多,所占的地位日趋重要。
第二,国民情绪的变化。在议行合一的决策情境下,国民情绪成为政治源流中最活跃的元素①。政策制

定者需要针对国民情绪的变化作出回应,将特定社会问题优先纳入政策议程。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不仅刺

激着农村居民购物消费的需求,也增加了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但现有的农村物流条件难以实现农村与

城市之间全面的货物流通。一方面,农村物流滞后发展导致农产品难以及时运输,或因运输成本过高影响农

民增收,制约着农村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存在,农村居民线上购买或出

售生产生活物品大多只能寄送到乡镇层级,村民需要自行前往寄取,不利于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改善,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农村寄递服务落后作为农村物流的痛点难点问题,日益受到广大

农民群众和整个社会的关注,进而产生了改变农村物流落后状况的国民情绪。当今社会高度发达的信息技

术为这种国民情绪的表达提供了便利。农民群体和社会公众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表达对农村物流难题的关

切,相关问题及诉求得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要求决策者作出回应,从而推动农村物流难题实现从公众议程

向政府议程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解决农村物流难题可行方案的交邮融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并因自身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而得到认可和支持。
(三)政策源流:交邮融合的政策建议方案如何形成

政策源流是政策共同体围绕社会公共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②。当某一政策问题引起社会成

员的广泛讨论时,政府部门和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会针对相关问题提出重塑共识、化解压力的政策建议和方案

形成政策源流。对于交邮融合政策,当农村地区的物流发展难题被社会成员察觉和确认之后引起了广泛的

讨论与关注,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等政策共同体会以相关问题为导向进行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民意咨询、专家

论证等方式搜集影响政策问题变化的相关信息,确立恰当的政策切入时机,并形成可供选择的可行性方案。
第一,专家学者的建议方案。作为非官方参与者,专家学者一般不直接介入政策制定,而是凭借其专业

优势,以个人知识活动的形式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置,其主要通过著作、课题、论文、资政报告等方式聚焦政策

问题并提出政策意见,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或理论指导。如钟桂英认为,应通过加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农村物流网络化进程、创新农村物流运营模式、提升农村物流信息化水平等方式深化交通运输与

邮政快递融合,实现农村物流质量变革③;沈宁宁等指出,为提升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上游度,提升其在

产业链中的位置,需加强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关联度,不断推动各个产业实现转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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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魏淑艳、孙峰《“多源流理论”视阈下网络社会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以出租车改革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2期,第5页。
卫志民、胡浩《多源流理论视阈下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议程分析———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为例》,《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5期,第

58页。
钟桂英《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

 

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商展经济》2022年第22期,第96页。



优化①;周洁等应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交邮合作模式下的精准扶贫绩效,提出加快交邮合作模式和电商的融合

发展,打造交邮合作模式的服务品牌效应②。尽管目前形成的学术成果尚不丰富,但对于增强社会公众对交

邮融合政策的认识具有积极的影响,为凝聚政策共识、解决政策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政策方案。
第二,政府部门的积极探索。政策源流中政策方案的产生是渐进式的,此过程是“柔软上升”③的。我国

农村物流建设相对滞后,突出表现为发展基础薄弱、配套设施不足、管理水平低下、网络资源分散、物流服务

覆盖面窄。为解决上述问题,形成农村物流协调发展的推进合力,2015年2月16日,交通运输部、农业部、
供销合作总社、邮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协同推进农村物流健康发展

 

加快服务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要
求“加强交通运输、农业、供销、邮政快递等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规划衔接”④。在此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

进一步提出了“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的命题,明确了交通物流与邮政快递协调发展的清晰构想⑤。2020年4
月9日,国家邮政局发布的《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2年底,县、乡、村快递物流体系逐步建立,
城乡之间流通渠道基本畅通,农村综合物流服务供给力度明显加大,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

递”⑥。农产品进城与工业品下乡日益成为交通运输、邮政服务等部门的重点关注领域,交邮融合的政策思

路逐渐清晰,相关工作也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推进,为交邮融合发展演进为国家行动奠定了政策基础。
(四)“政策之窗”:三条源流汇聚的政策时机

当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发育成熟时,特定的时机和焦点事件的产生能够促进三流汇聚,进而

打开“政策之窗”,使相关议题上升至政策议程。“政策之窗”的开启促使政策制定者在符合政治限度的情况

下,推动有可能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备选方案进入决策议程。交邮融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正是政策共同体

在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交汇之时有效开启“政策之窗”的过程(见图1)。

图1 交邮融合政策的多源流分析框架

在问题源流方面,农村物流的滞后发展不仅是制约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限制因素,也是抑制农村消

费潜力、阻碍乡村振兴的不利条件。尽管国家层面提出了推动物流服务节点向农村延伸,但受到农村居住地

点分散、配套设施不健全、经济效益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物流方面的短板并未得到有效补齐。在政治源

流方面,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要求各级政府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消解农村物流滞后发展对农村居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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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宁宁、曾杰杰《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的产业地位研究———基于投入产出表》,《物流科技》2022年第11期,第34页。
周洁、傅海威、张洪玉《“交邮合作”搭建物流平台模式的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中国商论》2019年第18期,第9页。
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3页。
《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供销合作总社
 

邮政局关于协同推进农村物流健康发展加快服务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交运发〔2015〕25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16号,第85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43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公报》2016年第19号,第15页。
《国家邮政局发布<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网站,2020年4月9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   
www spb gov cn gjyzj c100015 c100016 202004 302422550b3d4642a37de6a3c930ea03 shtml。



生活的不利影响,凸显了加强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的价值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促进了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议

程设立。在政策源流方面,在政策共同体的共同推动下,农村物流体系建设逐渐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并连续多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农村物流体

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促进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构想和实施方案在农村物流体系建设过程中得以形成并不断

完善。在上述三条源流的交互作用下,随着《关于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的印发,交邮融合的“政策之窗”被正式开启,并逐渐演化为旨在“加快构建集约高效可持续的农村运输

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农村居民出行、货运物流、寄递服务需求”的国家行动。
四 结论及建议

作为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创新探索,交邮融合政策的形成并非偶然,其是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村客运的低载客率、农村物流

的滞后发展和原有对策的低效表现为交邮融合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

重视、国民情绪的变化为交邮融合政策出台提供了政治性保障;专家学者的建议方案、政府部门的积极探索

为交邮融合政策落地提供了可行性方案。特定时机的政策催化促进三大源流更加成熟并得以汇聚,进而推

动交邮融合“政策之窗”开启,使交邮融合成为一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国家行动。交邮融合政策

的演进过程并不局限于政策议程的设置,而是包含政策问题确立、政策目标设定、政策方案形成与发展等一

系列环节和过程,具有多维层次性和动态复杂性。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交邮融合政策的议程设置过程,可以

更好地把握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实质,并为后续交邮融合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提供镜鉴。
其一,聚焦问题源流,找准交邮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当前,国家层面提出了诸多创新举措来推进农村

物流建设、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交邮融合发展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举措,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

的。要发挥交邮融合在推进农村物流发展方面的实际效用,关键在于促进物流服务网点向农村末梢延伸,加
强农村物流配套设施建设。在设置农村物流服务网点时,不能只关注经济效益,还需要重视公共效益的实

现;重点加强农村农产品仓库、冷冻集配中心、物流信息平台等建设,提高农村物流体系的信息化水平。
其二,运用政治源流,突出交邮融合发展的公共导向。交邮融合发展是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要、释

放农村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推动其有序发展应重点突出公共

导向。一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对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工作的调研,以准确把握农村居民物

流需求情况及其变化规律,及时回应现实关切。二是将交邮融合发展置于乡村振兴战略之中,明确其重要地

位和现实价值,引发社会公众对交邮融合发展问题的关注,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交邮融合发展。
其三,优化政策源流,健全交邮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作为促进农村物流创新发展的有益尝试,交邮融

合的有序推进亟须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一是加快形成统一的交邮融合管理规范。由交管和

邮政部门牵头制定交邮融合的具体管理办法,细化规划布局、运输仓储、收寄支付等服务规范,明确搭载物品

的数量、种类限制等,打造交邮融合统一标准,规范作业流程,强化安全管理,提升服务质量。二是完善交邮

融合的政策体系。交邮融合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针对交邮融合面临的现实障碍,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相

关政策。
其四,把握“政策之窗”,推动交邮融合工作落实落细。交邮融合发展涉及中央、地方多层次的要素整合,

也涉及交通、农业、邮政等多部门的协同推进,需要准确把握政策时机,因时、因势利导。一是积极主动融入

国家战略。当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正在紧密实施中,为
交邮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需要充分利用上述有利条件,加速推进交通运输和邮政快递行业的

协作与配合。二是做好试点探索及其经验总结、推广工作。交邮融合作为一项创新性的工作,需要在探索中

不断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好试点工作的同时,要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将行之有效的做法与经验以制

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更大范围加以推广应用。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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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
———基于湘东Q镇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个案分析

罗 敏

  摘要:公共事物治理是一项普遍性的社会难题。公共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是公共事物治理的重要方面,公共资

源中“搭便车”行为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又往往造成“公地悲剧”。基于湘东 Q镇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

个案,从产权、管理、秩序及利益四个方面探寻造成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根源及其治理困境。以“信任-合作-
共生”为分析框架,以产权共有、水源共治、秩序共守、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的农田灌溉共生模式是有效治理“公地

悲剧”的一条可行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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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作为公共事物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
志上发表的文章阐述了“公地悲剧”,认为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佳利益。为

避免“公地悲剧”的产生,他提出了产权确定和政府干预两种可能的解决途径①。后来,迈克尔·黑勒提出了

著名的“反公地悲剧”理论:“当太多个人拥有使用稀缺资源的特权时,就会发生公地悲剧。而悲剧就在于,理
性的个人单独行动,可能集体过度消耗稀缺资源。”②类似于这样的“公地悲剧”或“反公地悲剧”实质上都是

公共资源产权的问题,产权的模糊性造成公共资源分配与使用不合理,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很明显,公共资

源(公共林地、池塘、水资源等)的分配与使用既具有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也具有市场经济的可竞争性。那

么,如何才能有效治理“公地悲剧”? 基于对公共资源分配与使用的认知与思考,课题组成员于2017年12月

至2018年2月,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对湘东Q镇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分配与使用进行调研,并于2019
年6月、2021年11月进行了补充调研。经过长期的田野跟踪调查,结合深度访谈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资料,
本文试图揭示农田灌溉水资源分配与使用的有效途径,探寻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可行性路径,为其他地方

性农田灌溉水资源的有效分配与使用提供借鉴,对实现公共资源的“适度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③。水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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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在分配和使用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公地悲剧”。那么,公共资源的治理是服从于国家的制度安排,还是顺从于

市场的自我调节,抑或是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另一种治理逻辑? 围绕这一议题学界展开了大量的讨

论与研究。
一是从产权归属的视角探讨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产权制度是新时代水资源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

制度基础①,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信任程度决定着水资源共生治理的程度。水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
它的产权归属是水资源能够被有效利用的关键,这是因为产权归属决定了利益归属②。农户既是灌溉用水

的最终用户和受益人,又是田间灌溉系统的直接管理人,无论灌溉系统的产权如何分配,他们都是使用权的

实际行使者③。但在很多时候,由于公共灌溉水资源产权归属不明晰,导致灌溉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产

权途径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制度安排,明晰流域初始水权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途径

和技术支撑④。基于“准市场”机制,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权转换发展出一种“以水生财、
以财治水”的区域水资源问题治理模式⑤。对于地域性共有资源的利用而言,“共”的管理方式比“公”或“私”
的管理方式更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⑥。可见,这种“共”的管理方式实质上与“共生”的理念是一

脉相承的,是通过有效地实现公有产权的整合,实现对公共资源的治理。
二是从制度供给的视角探讨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中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由乡镇政府

负责,而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和使用主要由村民自治组织负责。相比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进场”而言,市
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退场”更应注重在农田灌溉实践中的制度供给,政府强权干预模式对“公地悲剧”现象

的治理具有较强优势⑦。其中,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中国水利改革实践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更是

一个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的过程⑧。从目标来看,水资源长期供求均衡的目标需要借助有效的制度供给来

实现⑨。在水资源分配与使用的冲突中,中央政府的介入与管制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必由之路,可单纯的政

府大包大揽,或以农民主体为依托,抑或期望社会市场性投入,均非制度供给的替代“良方”。从制度生态看,
公共管理制度生态“共生”样态呈现出和谐均衡、人与制度共存的生态情境。“公地悲剧”的本质是人在行

为上的失范和社会制度的失语。农村争水纠纷内生于农村复杂的矛盾网络体系,分水和争水的制度供给、治
理实践与矛盾冲突一直韧性存在,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因而需要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和非正式制

度的调节。相较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表现出在地化、灵活性和非正式的特征。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

正式制度,其建立和提升需要秩序来提供保障,依靠制度的有效供给进一步规范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

行为。
三是从集体行动的视角探讨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在缺乏信任与合作的情况

下,行动者在集体行动中会减少对集体的“贡献”,导致不负责任和“搭便车”现象的发生,而高水平的信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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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农户在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激励农户集体行动的达成①。合作问题的核心是公共资源配置问

题,即如何在集体行动中有序协商,避免产生互害模式,达成有效配置②。水资源的公众共用物属性决定必

须重塑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权力与权利的配置③,其实质是共同维护水资源作为公众共用物属性的分配秩

序,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与使用。换言之,基于共识或利益互补达成的承诺协议,不仅需要具体行动方案和

规则对协同主体权责明确界定,还需要完善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通过建立信任与合作观念,以互利共生的

方式,促进并维持农户集体行动,避免机会主义行为④。
四是从利益关联的视角探讨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在一个群体里,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体会自愿地

为促进他们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而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促成了公私合作管理水资源的诞生。基于“经济

人”理论假设,流域内地区在面对“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时,为实现自身良性发展,会产生与利益相关地区协同

治理的动机⑤。然而,不同利益主体地位的非对称性和公共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公共资源开发多利益主体的

合作博弈可能导致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害,形成合作博弈“陷阱”⑥。在水资源使用权益的转换过程中,由于

农民的用水权益经常被忽视,灌溉水资源权益的转换可能导致农民利益的损害,使其陷入生计困境,并造成

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对立,引发水事纠纷⑦。在水事纠纷中,水资源初始分配存在利益固化、调整难度和阻力

大的障碍⑧。以水利益共享代替分水的理念有利于充分发挥水资源效益和减少区域矛盾冲突⑨,各方利益

主体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调、积极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公共资源的浪费。
在产权归属、制度供给、集体行动以及利益关联方面,学者们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通过明确公共资源

的产权归属,强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最大限度地均衡各方主体利益,促成公共资源使用者

之间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有效治理“公地悲剧”,最终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一方面,已有研究遵循“公
地悲剧”的有效治理要以信任为基础,通过构建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实现公共资源合理分配与使用。另

一方面,已有研究过于“碎片化”地关注产权、制度、行动、利益的单一视角对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重要性,
即使意识到了以信任为基础构建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推动公共资源有效治理的重要性,但缺乏基于产

权、制度、行动、利益综合分析视角的理论关怀,分析框架的理论延展性受限。本研究试图将产权、制度、行
动、利益纳入整体性的研究场域中,并引入共生理论,构建基于“信任-合作-共生”的分析框架,从农田灌溉

水资源产权、管理、秩序及利益的维度建立关联性分析,旨在回应如何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现实困境。
二 “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源及治理的现实困境:来自湘东Q镇R村的田野观察

湘东Q镇R村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村庄,该村由7个村民小组组成,村庄内仅有一条小河穿村而

过,其水量远远满足不了R村农作物的灌溉需求,尤其是在农忙的“双抢”季节,为争夺农田灌溉水资源,村
与村(主要与 M村)、小组与小组、村民与村民之间经常产生矛盾纠纷。田野调查发现,R村农田灌溉矛盾

纠纷问题主要涉及产权、管理、秩序、利益四个方面,这是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根源及治理的现实

困境。
(一)产权模糊衍生“关系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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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村位于R村的上游,同属于Q镇管辖。受地理区位的影响,如果按照传统自上向下的“灌溉秩序”,M村占据着水资源分配与使用的绝对

优势。



农村集体资产是在具体的制度和实践下形成的一种不断变迁的产权形态①。河流灌溉水资源作为一种

天然形成的由全体村民共同所有的集体资产,它的产权具有模糊性,而在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过程

中,这种模糊性的产权往往会衍生出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关系产权”,其“关系产权”中的“关系”包括村

民与村民之间的合作博弈、利益交换关系以及村干部对某些村民的庇护关系。诚如费孝通所言,“在西洋社

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②。从基层社会的现实情形来看,在公共资源产权不明晰的

情况下,这种“关系产权”的运作可以使村民获得非市场化的公共资源和“圈内人”的身份信号,通过强化“关
系圈”的内部关系,而排斥“圈外人”的公共资源获取,造成公共资源分配和使用的不平衡,进而引发村民之间

的矛盾纠纷。可见,模糊性的公共水资源产权衍生出的“关系产权”不仅激化了村民之间的矛盾,还打破了传

统自上而下的“自然灌溉”秩序,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村村民LX说:“村里的王某整天游

手好闲,在他周围有一种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村民们不敢与他直接对抗,连村干部都对他敬畏三分。每年

农忙时节,他们家的农田灌溉总享有优先权,村民们多次向村委会和镇政府反映情况,但王某强大的社会关

系总会把事情压下来。”(访谈记录:011607)随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开展,尽管“村霸”的行为被遏制,
但在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过程中,依然存在以血缘、亲缘、友缘等为基础的“关系产权”,造成公共水

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浪费。概言之,由产权模糊衍生“关系产权”的运作逻辑,既是引发村民各类矛盾纠纷的关

键诱因,又是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难点。
(二)管理无序造成“无人管理”
田野调查发现,R村通过修建河流拦水坝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民争夺灌溉水资源的矛盾,但村民们为

赶在最佳时间完成播种,“抢夺”水源的情形依然存在。针对R村农田灌溉的问题,县政府、县水利部门和Q
镇政府曾多次在R村开展现场办公会,但事实上由Q镇政府牵头和R村村委会负责日常管理的农田灌溉

模式,并不能很好地处理村民之间的争端。R村村民 WXY回忆说:“对于这种天然的灌溉水资源的管理,镇
政府一般是放权给村委会,而村委会很多时候都是任由村民们自行协调,各村小组轮值负责管理,等到矛盾

纠纷升级时,镇政府和村委会才会介入,管理非常混乱。”(访谈记录:011709)这种管理无序的现实造成了当

地政府部门的管理和协调成本很高,使得Q镇政府对解决R村农田灌溉问题力不从心。自河流拦水坝项目

完工以来,由于管理方面的问题,已经发生过两起水淹农田的事件,导致村民们对河流拦水坝的管理非常不

满。R村村干部LHW介绍:“经村委会讨论决定由R村7个小组轮值负责河流拦水坝的管理,但由于轮值

负责人的流动性较大,一些经验不足且责任心不强的村民也会轮值上岗,导致出现无人管理的‘真空’时段。
目前为止,R村已经发生了两起因操作不当导致水淹农田的事件,不但激化了村民之间的矛盾,还引发了村

民对Q镇政府和R村村民委员会共同管理河流拦水坝的不信任,一度造成河流拦水坝的‘无人管理’。”(访
谈记录:011703)可见,无论是以往R村对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还是当前对河流拦水坝的轮值负

责管理模式,都存在诸多的弊端与不足,而这些弊端与不足恰恰是导致“公地悲剧”产生的重要因素。
(三)制度缺乏导致“秩序混乱”
公民的规则意识即公民意识到人的社会存在的规则约束性,并遵从规则的要求而行动③。农田灌溉秩

序需要这种规则意识,它是一种政府权力和村民道德互动形成的水资源分配和使用的形态,即正式制度和非

正式制度的有效互动的形态,这种农田灌溉秩序对全体村民有较强的约束性。可是,在农田灌溉的过程中,
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加之正式制度的“缺位”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较弱,往往会出现试图打破原有“灌溉秩

序”的“理性占有者”,即产生上游“截水”、下游“偷水”、全民“抢水”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产生为争夺农田灌

溉水资源而引发的矛盾纠纷。R村退休老干部LSP说:“村里以家族关系、私交关系等方式合谋‘霸占’灌溉

水资源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经常不遵守规则,引发了许多邻里纠纷。在‘双抢’时节,上游村小组的村民们

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截留水源,下游的村民经常顾不上吃饭,蹲守在田间以免水被截留或被‘抢走’,要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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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到上游巡查水源是否被截留,为了这个事情上下游的村民经常发生口角。”(访谈记录:012311)事实上,
对于农田灌溉“约定俗成”的秩序,镇政府及村委会很难强行介入,主要依靠村民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关系和

道德约束,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自然灌溉”秩序,而这种“自然灌溉”秩序却往往经不起人们自利的本性及机

会主义的考验,造成农田灌溉秩序的混乱,成为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痛点。
(四)利益关联形成“多重博弈”
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农村既是产生利益博弈、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源头,也是利益关系调适、社会

纠纷调解的核心场域。非合作博弈理论认为,假设行动者在没有可能的联合协议之下行动,他们通常会追求

自身的个人利益最大化①。田野调查发现,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存在着复杂且多重非合作利益博弈关

系。如R村与Q镇政府之间的博弈、R村与 M 村之间的博弈、R村各小组之间的博弈、村民之间的博弈以

及其他各类利益相关者(亲缘、族缘等)之间的博弈等。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配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R
村与 M村都隶属于Q镇,两个村庄为争取农田灌溉资源必然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博弈关系,无论是进一步巩

固村委会在Q镇的权威,还是最大化维护村民的利益,这种博弈关系都是现实存在的。在R村内部,不断

“原子化”的村民个体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与其他村民形成一种无形的博弈关系,且大部分以各类关系

联结的“组织化”形式出现,构成了强大的组织之间的博弈关系,加剧了农田灌溉水资源的争夺。M 村村民

LSK说,“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去争抢农田灌溉水资源在我们这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访谈记录:

012326)。在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社会,村民的思想和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思想和认识上的差异

性也在不断增大,自我的理性意识更强,村庄的集体观念却逐渐减弱,村民个体间的信任相对不足,造成村庄

各类矛盾纠纷频发。R村一位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ZY补充说:“如果没有一种平衡各方利益的灌溉模

式,再要好的邻里都会产生矛盾。平衡各方利益是核心,这也是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问

题,避免引发各类矛盾纠纷的关键。”(访谈记录:020613)利益关联形成的多重博弈关系不仅是引发村民争夺

农田灌溉水资源的深层原因,也是有效治理“公地悲剧”首当其冲要克服的困境。
三 有效治理“公地悲剧”:基于“信任-合作-共生”的实现路径

农田灌溉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农田灌溉主要按照灌溉的需要,农民依次

轮流取水,通常的次序是从渠道口到渠道尾,并且是由宗族、家族等自行管理村级水利设施,这种管理方式可

以理解为宗族管理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公社介入农田灌溉事务,以“公社化”
管理的模式呈现②。20世纪80年代初至农业税费改革之前,农村村民委员会承担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

理责任,实行自治管理。2000年之后,许多大型灌区逐渐建立了农民水协会,由农民自愿组织、自我管理、自
我负责,形成了农民水协会治理的模式。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问题是在农田灌溉管理模式演变的过程

中形成的,在管理上依然是通过“自组织”③治理农田灌溉水资源。
传统的农田灌溉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动,在缺少信任、监督和激励的机制下,行动者在集体行动中

会尽量增加对集体的索取,而减少对集体的回报,这会导致不负责任和“搭便车”现象的发生④。如何才能把

村民组织起来并进行自治,使所有人在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

共同利益,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军事同

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⑤。
不难看出,信任作为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的产物,可以促进交易、合作,走出囚徒困境和避免公共品投资中的

“搭便车”问题。在传统乡土社会里,这种信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村民由彼此熟悉的过程获得信任的基础,
达成某些合作关系,从而避免矛盾和冲突。

为化解村民在农田灌溉水资源分配和使用中产生的矛盾纠纷,R村以互信合作、平等对话、集体协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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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Q镇政府、M村在日常互动(如打招呼、拉家常、逛集市等)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关

系,为多方共同管理农田灌溉水资源奠定了合作基础,并通过产权共有、水源共治、秩序共守、利益共享的方

式,构建了一种基于“信任-合作-共生”的农田灌溉共生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村民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话题

交流、互动交往、物质交换等维持了彼此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依靠法律法规、村规民约等形成了广泛的社会信

任,为乡村治理达成合作协议奠定了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基于村民主体间的合作、管理方式上的合作、灌
溉秩序下的合作、利益分配中的合作,最终形成农田灌溉的主体共生、治理共生、秩序共生以及利益共生。

(一)产权共有:农田灌溉水资源由村民共同所有

“公地悲剧”的产生往往是因产权的不明确引发的,这是造成“公地悲剧”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的难点。在

农田灌溉水资源市场化背景下,私人承包是有效治理“公地悲剧”的一种尝试,但过分强调“私人主义”势必会

损害公共利益,即农田灌溉水资源的集体利益与私人承包的个人利益矛盾难以调和。主要原因在于,产权为

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从而保证了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①。如果产权私有,人们缺少利

益相关性,难以形成利益共生关系;如果产权共有,占有者之间就会形成很强的利益共生关系,容易达成一种

稳定的农田灌溉利益共同体。产权共有的核心是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即农田灌溉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属

国家,全体村民共同拥有农田灌溉水资源的使用权。不同于以往农田灌溉水资源的使用和水量的分配由国

家统一规划和部署,产权共有实现了村民自行统筹分配和有序使用农田灌溉水资源。一方面,产权共有意味

着每个村民都拥有使用和保护农田灌溉水资源的权利和职责,可以有效规避多级代理和管理者的机会主义

行为;另一方面,产权共有既是村民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也是达成集体行动的重要动力。对于农田

灌溉水资源而言,产权共有方式不同于私有产权的方式,它是某个区域内村民共同拥有的权利,任何私人不

可独自占有,并且区域以外的人不能享有,使村民之间形成一种“隐形契约”,形成主体共生,从而确保农田灌

溉的良好秩序。总之,通过产权共有的方式,根据灌溉需求的现实情况,动态合理安排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

配、使用以及监管等环节,不但可以解决水资源产权模糊的现实,还可以通过全民共同监督的方式,有效破解

由亲缘、业缘、友缘、学缘等为基础衍生的“关系产权”,真正实现农田灌溉水资源的自主治理,从而有效治理

“公地悲剧”。
(二)水源共治:农田灌溉水资源由村民共同管理

共治是指公民、社会组织、自组织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公正、平等、协商和共赢,它离不开公众的有

效参与,而公众参与是提高治理绩效的重要措施和必然要求。农田灌溉水资源共同管理是一种以自治为基

础的共治模式,由村委会、农田灌溉水协会、村民三者共同参与,并以相互信任、平等对话、协同合作为共治原

则,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是农田灌溉水资源实现“善治”的重要治理模式。水源共治

格局的形成需要全体村民达成一种集体行动的协议,即由村委会牵头、村民共同参与组建农田灌溉水协会,
每个小组推荐一名“公道”的村民以“半志愿”②的形式加入农田灌溉水协会,村委会和村民委托农田灌溉水

协会统一管理农田灌溉水资源,包括河流拦水坝的日常管理、设备维护以及协调村民们因农田水资源灌溉问

题引发的各类纠纷。如果村民们发现农田灌溉水协会成员的不负责、不担责、不履职的行为,可以通过全体

村民大会表决将其辞退,并在五年内不再接受其加入农田灌溉水协会。另外,水源共治离不开基层政府的

“场外”指导,如在农忙时节,镇政府通过派驻干部进村,能够有效地规范村民的“集体抢水”行为,确保基层社

会的秩序稳定。在基层政府指导下,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共同管理是由村委会、村民和农田灌溉水协会等多元

主体组成的一个互惠、开放、复杂的共治系统,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以村民共同利益为价值取

向,以信任、对话、合作为前提的共治机制。
(三)秩序共守:农田灌溉自然秩序由村民共同遵守

在既有农田灌溉秩序的基础上,如何构建一种由村民共同遵守、行之有效的新型农田灌溉秩序,需要根

据现实情形动态优化。由村民共同遵守的良好灌溉秩序的维系需要一定的社会土壤,即基于信任为基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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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的合作环境。在传统“熟人社会”的乡村治理场域中,村民知根知底,彼此熟知,具有较高的熟悉度和信

任度,很容易达成合作。村民之间的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合作本身也会带来信任。从农

田灌溉的实际情况看,除了构建一种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关系外,还需要一些其他非正式制度的安排。

R村通过制定“村民公约”约束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保证了农田灌溉秩序的稳定;通过推行“自然灌溉”和“交
替灌溉”相结合的灌溉方式,即在非农忙时节实行自上游而下的“自然灌溉”秩序,而在“双抢”农忙时节,实行

“交替灌溉”的方式(如上游农田单数日灌溉、中下游农田双数日灌溉),保障了农田灌溉秩序的时效性。“村
民公约”式农田灌溉非正式制度可以有效推动农田灌溉水资源实现善治,达成农田灌溉秩序共守的愿景。秩

序共守作为村民之间达成的一种集体行动,走出“集体行动困境”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对遵守灌溉秩

序的村民进行合理的激励。如通过开展“评先进”、“树典型”、“选优秀”等活动,从精神上给予激励,通过奖

金、生活物品、参与福利等从物质上给予奖励。二是要对打破灌溉秩序的村民进行相应的惩罚。在农田灌溉

水资源分配和使用的过程中,水协会依据“村民公约”对违背农田灌溉秩序的村民进行口头批评教育、罚款和

其他实物处罚,进而形成一种“人人遵守、人人监督、人人有责”的秩序。
(四)利益共享:农田灌溉治理效能由村民共同分享

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和内在反映,是人类个别地或者在集体社会中谋求满足的一种

欲望或要求。利益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①。作为水资源治理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共生治理同

样由利益决定,每个利益关联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是有效实现水资源共生治理的基础,即利益由村民共同分享

是解决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关键。换言之,公共利益的实现以利益相关者协商对话、平等沟通为基础条

件,对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不断地整合、协调、均衡各种利益博弈关系,推动多重博弈关系之间“互”与“利”的
有效共生,最终形成利益“共生圈”。要解决好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问题,必须厘清村民之间复杂且多层次

的利益博弈关系,除了尽可能地满足村民对于农田灌溉水资源的需求以外,还应注重村民的其他利益诉求,
如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环境等。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在解决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问题上,农田灌溉水资源

的有效分配和可持续使用需要一种良性的集体行动,而这种集体行动必然产生集体成本和利益。在共享集

体利益的同时,也需要村民共同分摊集体成本,包括村民纠纷协调成本、设备维护成本以及其他治理成本。
如在农田灌溉设备维护与管理、渠道疏浚与修复等集体工程中,通过在场“出力”、在线“出钱”的方式,农田灌

溉治理成本由村民共同分担,既实现了成本的共担和利益的共享,又稳固了农田灌溉的利益共生模式。
四 结论与启示

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需要深刻认识和理解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地方性

叙事”。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跟踪了湘东Q镇R村农田灌溉水资源争夺的发展过程,
提出了“信任-合作-共生”的农田灌溉共生模式是有效治理“公共悲剧”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理论的延

展性与实践的延续性,本研究可以为其他类似问题的“适度治理”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路和方向。
第一,在国家权力“退出”的社会转型实践中,农田灌溉水资源的稀缺性和村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传

统“自然灌溉”秩序经常被打破,并引发一系列争夺农田灌溉水资源的社会纠纷。为解决这类纠纷,乡村治理

要注重自治、德治、法治的“三治融合”。一是要让乡村真正回归自治。在现实中,乡村过度行政化和自治功

能的不足,限制和压缩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大多数村民缺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条件及渠道,这是

乡村社会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既要厘清基层政府、自治组织、乡村社会的权责边界,让“政府的归政

府、组织的归组织、社会的归社会”,也要防止政府向村(社区)转嫁责任,压缩村(社区)的自治空间,加重村

(社区)的工作负担。二是要让乡村真正实现德治。在乡村治理场域中,村民的日常行为主要依靠充盈于整

个社会中的道德性约束而实现②,因此要进一步强化乡村治理的道德涵养,发挥道德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导

向作用。通过深入挖掘乡村社会中蕴含的道德元素,大力提倡乡村文明风尚,广泛宣传乡村“好人好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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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传播乡村最美能量,不断增强乡村德治的内驱力。三是要让乡村真正迈向法治。农田灌溉秩序需要规则

意识,它是一种国家权威和社会道德互动形成的水资源分配和使用的制度形态,即正式制度(“硬法”)和非正

式制度(“软法”)有效互动的形态。在乡村治理场域中,既需要正式制度的“刚性”,保障乡村治理秩序,也需

要非正式制度的“弹性”,让乡村治理更有“温度”。
第二,在公共资源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衍生出的“关系产权”使村民获得非市场化的公共资源和“圈内

人”的身份信号,通过强化“关系圈”内部关系,排斥“圈外人”的公共资源获取,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平衡。
对于区域性公共的农田灌溉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而言,农田灌溉水资源“共有”方式能够促进水资源的科学

分配和合理使用,有效地防止“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形成一种良性的、可持续的农田灌溉

秩序。一是要改善和创新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
以全民参与、共同监督的方式,有效破解由亲缘、业缘、友缘、学缘等为基础衍生的“关系产权”,有效遏制以往

依赖“关系”获取公共资源的行为,推动形成平等、公正、互助的社会氛围,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二是要建立健全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的合作机制。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村民集

体行动的强弱。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利益的共享和责任的共担是集体行动有效的核心,需要构建镇与镇、镇
与村、村与村等多主体间共益共责的复合治理机制,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三是要建立激

励与惩罚双轮驱动的乡村治理共生秩序。坚持正向激励和负向惩处问责并举的原则,建立村民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发起与响应机制,确保乡村治理秩序的稳定、健康、可持续。
第三,在原子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往往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与其他村民形成一种无形的博弈关

系,且大多数都是以亲缘、业缘、友缘、学缘等关系联结的“组织化”形式出现,构成了强大的组织与组织之间

的多重博弈关系。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村委会、自组织等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防止

村里的事镇里插手、市场的事行政替代、群众的事政府包办,让党建引领乡村回归自治。尤其是在类似于农

田灌溉这类“小型”公共事物治理实践中,更要发挥好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寓党建于治理之中,通过发挥基

层党组织引领的功能优势,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协调乡村各方利益的能力,引导村民合理使用农田灌溉水资

源,最大限度地减少村民为了争夺水资源而引发的纠纷,让村民既共同分享治理效能,又共同分担治理风险

和成本。以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的自主权和自主性,避免乡村自组织被行政吸纳(即村级组织行政化、村
级干部科层化),要全面激发农村自组织的活力,建立组织与组织、组织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信合作、
平等对话和集体协商为前提的共治机制,最终达成高效率的集体行动。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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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刘庆昌

  摘要:如果教学是天然的教育行为,“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就不能成立,反过来说,这一问题的成立就

意味着教学并非天然的教育行为。要让教学成为教育,教师必须满足以下期待:一是能深刻体会教育之于人和社

会发展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自己“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身份;二是能自觉实现课程教学的全面育人功能;三是

能接受和践行教育精神性原则和教育技术性规则。从学理上讲,“教学成为教育”的逻辑内涵可以作如下的表达:

知识的掌握促进学习者发展的可能性是“教学成为教育”的客观前提,教师对自身“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身份确认是

“教学成为教育”的主观前提,教师对教育精神性原则和教育技术性规则的接受和践行是“教学成为教育”的中介变

量,成为教育的教学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教育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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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W.杰克森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特别区分了教学的“告知”与“塑造”两种目标。这一区分一

方面可以明示不同类型的教学,暗示现实的教师责任,另一方面也可能涉及教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而从他

认为自己对杜威、卢梭等大哲著作的阅读“确实不仅仅是告知了我,而且塑造了我”①中,则使人很容易联想

到教学与教育的联系和不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教育必然起源于教学,但若是把任何一种现实的教学均视

为教育,这肯定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鲁莽,大概既不符合教育的理论界定,也不完全符合所有教学者关于教

育的模糊形象。或可说,一个不在意概念严谨性的普通人也不会把任意一种告知或训练视为教育,他们即使

未能拥有某种教育的理论界定,也能够判断出某些很像教育的行为(比如教学)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行为。只

要这样的情形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无论它是否具有普遍性,都足以说明教学和教育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回

事。进而言之,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教学却没有产生它是否是真正的教育这种怀疑时,一定是因为它符合了什

么或是具备了什么,以致它自身在人的意识中实际上已成为教育。那么,现实的教学究竟是如何成为教育

的? 应该说,这样的问题即便在教学理论研究中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使得我们很有必要对“教学如

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的性质以及关注它的价值首先作出说明,并进一步揭示教学成为教育的事理与学理。
一 问题的提出

尽管我们已经初步设定了思考的目标,但仍然不能回避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教学如何成为教育”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被人们普遍地视为问题。在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众多不专事于赫尔巴特教育

理论研究的人们,仅粗放地依据赫尔巴特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的观点,就能简单地否决“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论题的必要性。而在教育实践领域,如果有人告知教师,说他们所进行的教学并不一定是教育,他们一定会

大惑不解,同时还会怀疑告知者的理智是否健全。以上两种情形实际上折射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两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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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所存在的问题。具体到教育理论领域,真正具有纯粹理论兴趣的研究者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么把

心力花费在了文献研读和实践关怀上了,要么就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放弃了纯粹理性的努力,甚至会觉得

教育学的研究不宜纠结于概念的辨析。然而,这也恰恰是教育学术研究既难有高度又难有深度的主要原因。
具体到教育实践领域,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在政策话语的熏陶下,觉得立德树人是自己的本职,自然不会去

关注自己所从事或管理的教学是不是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教学如何成为教育”,想必实践者多半

会认为这纯属多此一举。然而,在这些看似合理的认识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我们的教育

理论和实践均未达至理想的高度和深度,局部的精细化探究多在文本的细微之处或是行动的技术领域,真正

面对“教育”本身的思考和探究是少而又少的。殊不知只有通过面对“教育”本身的思考,教育从业者才能超

越具体的行为操作意会到教育的精神意蕴,从业者自己也才有条件自觉地走向教育家的境界。即便是在赫

尔巴特的教育理论语境中,我们也能意会到他在概念的层面对教学与教育的区别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

重价值。后来的人们显然更重视他所说的“教育性教学”,而他自己却更关注“教学性教育”。正如他所说,
“在这里,我得立刻承认,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正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
样,至少在这本书中如此”①。若是仅仅依据这一段文字,好像“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还是不能成立,因为不存

在“无教育的教学”。其实不然。须知这段文字并不具有理性的纯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表达一种诉求,毕
竟现实中既存在“无教学的教育”,也存在“无教育的教学”。应是自觉到这一点,赫尔巴特又明确地指出,“但
远非一切教学都是教育性的,在这里有必要加以区别。例如,为了收益,为了生计或出于业余爱好而学习,这
时将不关心通过这种学习一个人会变好还是会变坏。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管他的目的是好是坏,或
不好不坏,只要他有学习这些或学习那些的意图,对于他来说,那种能准确地、迅速地和吸引人地教给他需要

的技巧的教书匠便是一个合适的教师”②。由此想到我们时常建议学校教师要做教育家而非教书匠,岂非暗

含着教书匠之所为属于教学,而教育家之所为才是教育吗? 理论的价值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提醒对于教师的

成长和教育的进步也功不可没。深入到赫尔巴特的思考中,我们就能发现,教育和教学的关系绝不只是一个

简单的概念辨析问题,在他的思想中,教育是一个具有目的性质的概念,而教学不过是实现教育这种目的性

的手段。他明确地解释过为什么在系统思考教育措施时将教学放在第一位,而把训育放在第二位,从中即可

知教学和训育在他那里是被界定为教育措施的。什么是教育措施呢? 其实就是服从和服务于教育目的的具

体手段。不过,赫尔巴特还是为后人留下了理论想象和发展的空间,那就是教学固然可以客观上服从和服务

于教育而其自身的性质并不发生改变,但如果教师能把教育这种目的性自觉地渗透到原本中性的教学过程

之中,那教学自身岂不就成为教育了吗? 在此意义上,赫尔巴特的“教育性教学”的意涵就不只是具有教育性

的教学,也可以是成为教育的教学。
如果我们不愿意把教育理解为一种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目的,而是反过来愿意把教育理解为现实的某

一类或某一群行为和行动,那么,“教学如何成为教育”就是一个格外重要的和基础性的问题。教学哲学以至

教育哲学就应该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从性质上讲,这一问题的答案无论是否彻底和完美,都必然会成为最

高层级的教育实践方法论。由此出发也可以相信,“教学如何成为教育”也必将成为未来教育理论和教育实

践双边均会关注的问题。而就目前的实际来看,这种情形的确尚未形成,但教育领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期

待,已使得这一问题的出场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惊异。这种显然具有积极性质的情况,应该归因于教育理论的

变化和教育实践的诉求。
教育理论的变化,尤其是教学理论的变化,在赫尔巴特之后,最值得重视的应是赞科夫,他提出了可以与

“教育性教学”相媲美的“发展性教学”。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是因为社会发展对人的智力发展的需求终于在

教育理论中得以反映,二是因为新确定的教学的发展性连同已确定的教学的教育性,虽非由一个人在理论上

系统地提出,但客观上使人类对教学功能的认识暗合了所谓人才素养的基本成分。具体而言,赫尔巴特的教

育性实为狭义的道德教育性,而赞科夫的发展性,虽然不单指智力发展,却是以智力发展为其核心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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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力无疑是教学追求的基本领域和方向,而“仁与智”、“德与才”、“红与专”则是人类关于人才素养结构的

基本认识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表达。可以看出,对这种素养结构的认识自觉已经天长日久,但在如何

使受教育的人借助教学过程获得整体素养的提升,至少在赞科夫的时代之前是没有将智力发展的一面在教

育理论上进行系统化的。如果深入到细节处,还会发现:即使是专业的教育学家也没有在理论上把教学与发

展的关系做理想的处理。且不说由来已久的主张发展学生认识能力的“形式教育”与主张传授给学生实用知

识的“实质教育”之论争,即便是与赞科夫同时代的教育学家凯洛夫,也“只看到传授知识的教学与智力发展

的一致,忽视教学与发展之间常常表现着不完全一致的情况,甚至是两码事”①。他至少未能明确地表达出

“知识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能力,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智力,需要的倒是在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有计

划、有步骤地组织和安排发展智力和培养能力的活动”②。而赞科夫就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把社会对人的

智力发展的需求转化为学校教学的自觉、系统追求,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实验。实际上,赞科夫教育实

验的具体结果如何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确主张的发展性教学和赫尔巴特明确主张的狭义的“教育

性教学”一样,让教学向教育迈出了历史性的又一步。从此以后,无论是学生的德行还是他们的智慧,理论上

不再是知识和技能教学的副产品,从而也使教学在理论上不再是教育的一种措施和手段,而成为教育自身。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教育根底上是一种目的性的观念,那么从此之后,教育就成为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体,进一

步讲,就成为作为目的的教育观念和作为手段的教育行为的统一体。不过也需要清楚,“教学如何成为教育”
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以解决。

再说教育实践的诉求,其集中表现为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相关主体对“教学如何成为教育”的
追求正逐渐由潜意识转成为显意识。首先,源自中小学校的“课程德育”经验,经过高等学校的“课程思政”的
加工,又进一步成为全部教育系统的一种导向型追求。把这一现象置入社会学的视域,可以透视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把这一现象置入教育历史的视域,则可以视之为“教育性教学”在现时代中国的新的发

展。立足于实践的立场,我们当然可以说“课程思政”的推行是针对教学技术主义实践的一种纠偏行动,是为

了解决教师在教学中悬置教育意识的问题。但用理论的话语表达,不就是要让教师在课程实施的全过程中

始终具有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广义德育或价值教育意识吗? 不就是要让学校的课程教学具有赫尔巴特

所说的教育性吗? 由于具体的教育者个人总是具有自己的思想追求和价值哲学,因而他的教学不可能毫无

价值教育的色彩。但应注意到,那种效果多数情况下是教育者个人在教学中的“夹带”,他们的教学并不会因

此而成为“教育性教学”,他们的教学同样不会因此而成为教育。相对而言,有组织、有设计的“课程思政”或
“课程德育”,事实上就使得教学不再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和接受渠道,而成为渗透了思政和德育意识的一种

教育行为。也只有在此意义上,一个教师才有理由说他是“搞教育”的,否则,他就只能说自己是“搞教学”的,
只是他的教学可能会对学生产生教育影响。其次,我们可以从主体性教学、对话教学、探究性教学、跨学科教

学、大单元教学、项目化教学等理念和实践中,透视出当下中国教育领域对“发展性教学”的历史性重现。这

种重现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把迄今为止一切有利于学生主体性、理智性和创造性发展的思想和方法,
在学校课程实施中进行着科学的组合。与赞科夫那一代的教育家相较,今天中国的教育者对于学生全面、和
谐发展的渴望要更加热烈,他们早已经不满足于教学只是关注知识的传授,与此同时,以人的发展而非以知

识与技能的传授为目的的教学理念已经普遍地深入人心。尽管改革总在进行之中,但可以预见到,学校的课

程教学在新的教育思维作用下,不再能轻易地与教育目的分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驱动和课程育人的新

教育思维影响,使得学校课程教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具体的教育行动。而学校的教师无论是出于个人专业发

展的动机,还是为了尽教育之职责,都应对“教学如何成为教育”的答案有所期待。
二 问题的关键

仅从问题的语言表达形式上看,“教学如何成为教育”更像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类方法问题,但解决问题的

尝试一旦开始,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其第一位的原因是问题解决的目的状态,若依据通常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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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难以明确。换言之,教学要成为的“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难解之谜。虽然我们已经确立

了“教育性”这一概念,但教学的教育性如何在现实中实现,仍然未被触及。在抽象的意义上,尽管可以说具

有了教育性的教学就自然成为教育,可问题是教学具有了教育性的操作性内涵又是什么? 在关于教育性的

基本理论言说中,教学活动的主体始终没有正式出场,以致教学实际上只是我们理论思维运演中的一个抽象

概念,并无具体的经验事实与之对应。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一范围,那么,“教学如何成为教育”的讨论终了也

只是一次语言的游戏,并不能对教师及其教学的积极跃升发挥切实的作用,甚至对于纯粹理论的进步影响也

微乎其微。鉴于此,一个必要的选择就是须把教学在我们的意识中由主体缺席转换为主体在场的概念,即当

我们言说教学时实际上就是在言说教师的教学。这是一个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概念转换,其实质性的价值在

于:此种转换使得“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的焦点实际上转移到了教师那里。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是

属于人的和为了人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教学如何成为教育”问题的解决,至少其关键之

处在于教师能从一个纯粹的“教者”转变成为一个“教育者”。
(一)教学并非天然的教育行为

如果教学是天然的教育行为,“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就不能成立,反过来说,这一问题的成立就

意味着教学并非天然的教育行为。也许这样的道理并不难被人们接受,但经验世界的实际却是包括学校教

师在内的人们,至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在教育学研究者那里似乎也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否
则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宗旨的教师教育绝不至于把几乎所有的资源投入到更为技术性的工作之中,而对

于教师的教育精神素养塑造总体上看并无章法。细究起来,这种状况的形成当然要直接归因于一线的教师

教育工作者,但其根源却在教育的基本理论之中。时至今日,教育学研究者也许并不具体认同哪一种关于教

育起源的学说,但他们整体上对任何一种学说都缺乏质疑的兴趣。其实,当人们对类似教育起源的生物学、
心理学解释保持中立态度时,他们至少对教育的本质没有去认真追究,结果即是使“教学与教育的关系”这一

类问题长期处于似明非明的状态。
然而,面对“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个问题,我们对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就再也无法回避,因为活跃在经验

世界的日常教育思维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无能为力的。要知道在经验世界中,类似教学、训育和管理与教

育的联系的确具有天然的性质。熟练运用日常教育思维的人们完全有理由反问:如果教学、训育和管理都不

是教育,那它们又是什么? 还有什么能是教育? 他们的反问完全可能理直气壮,那是因为他们在完成现实教

育任务的过程中并无必要弄清楚教育的本质。他们自然也没有机会认识到“人们之所以容易把这些行为不

假思索地视为教育,还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在形式上接近某种教育行为,而是因为它们较多出现在被文化共同

体界定的教育时空之中。分析到动机和目的的层次,我们也许会发现虽然这些行为最利于教育意图的实现,
但它们自身仍然不是天然的教育行为”①。仅说教学,它之所以最多出现在被文化共同体界定的教育时空之

中,应是因为人超越自然的实质性改变,只有借助于人自己创造的精神产品的作用才能实现,而教学则是这

种精神产品被人占有的最佳方式。但必须指出,如果人超越自然的实质性改变只是教学在其主体不自觉前

提下获得的副产品,那教学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教育。
教学并非天然的教育行为,意味着它与教育的关联只具有现象层面的必然性。严格地讲,仅当教师意识

到教学的功能与学生的某种特殊发展需求相契合时,教学才获得了成为教育的可能性机会。在此之前,教学

就只是教学,它可以服从和服务于包括教育目的在内的任何一种目的。比如,教唆者可以运用教学的方式传

授和训练某些对他人有害的知识和技能,谁会认为这里的教学是教育呢? 而像驾校教练这样的纯粹技术指

导者,不管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采取了怎样的教学方法,恐怕连同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在对学员进行教育。
关于教学与教育的这种关系情形,也存在于训育、管理等行为与教育的关系之中,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思

考。康德说:“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造物。也就是说,我们把教育理解为照管(供养、抚养)、训诫(管教)和
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人必须受的“教育”并不是一个单数的行为,而是由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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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管、训诫和塑造等构成的集合。而照管、训诫和塑造又显然不仅可以服从和服务于教育的目的。更值得

思考的是,照管、训诫和塑造难道分有了某种被称为“教育”的共相吗? 如果不是,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

似性”就可以被借鉴来说明这种现象。依据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像照管、训诫和塑造,“这些活动之间只是有

着复杂的相似和亲缘关系,亦即‘家族相似性’,却不存在‘共相’”①。就教育而言,如果我们视之为动词,则
不可能指代单个的行为;而当我们把教学、训育和管理或者康德的照管、训诫和塑造都看作是教育时,实际上

只是说它们均属于教育。它们之所以能够共享“教育”的名称,并不是因为相互之间在行为的意义上分有了

共相,而是因为相互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相互之间具有了家族相似性呢? 只能

是外在于它们的共同目的和内在于它们的主体的实现共同目的的动机。
(二)教育根底上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

无论是共同的目的,还是不同主体的实现共同目的的动机,都不包含表达行为的动词意义。虽然可以

说,没有了目的和动机,也就无所谓教育,换言之,动机和目的离开了具体的行为毫无意义,但还是需要承认,
是目的和动机而不是具体行为的特征使一种行为本身成为教育。因而,只有在日常经验世界中,我们才可以

较为粗放地把具有教育者身份的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劳动称为教育;若是在理论的意义上严格地讲,教育根底

上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它与任何一种人类一般行为的结合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而且这种结合是作

为“一”的“教育”观念与作为“一”的各种人类一般行为之间的结合。只有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接受

感觉上完全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宣示自己正在进行教育这一客观的事实。形象地

说,比如我们有一天走进一所学校,依次看到课堂里有老师在讲授课程,办公室有老师在训斥学生,操场上有

老师与学生一同游戏,等等。从表面来看,每一个老师的行为是不同类型的,但每一个老师的行为又完全可

以都属于教育。那么,使各种不同的行为都属于教育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当然只能是各种行为指向的共同

目的和内在于不同主体的共同动机。在今天,这个共同目的和共同动机,简而言之,就是立德树人。
立什么样的德和树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各种共享“教育”名称的行为的共同目的,它显然不是由教

师决定,而是由具体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决定的。正是这一原因,杜威才会认为教育没有目的。杜威说:
“教育本身并无目的。只是人,即家长和教师等才有目的;教育这个抽象概念并无目的。”②若追问家长和教

师的目的来自哪里,最终一定会追溯到社会的需要。社会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实为所有个人构成的价

值和命运共同体,因而社会的需要说到底还是社会成员的需要,只是我们不能把这种需要简单地理解为所有

成员个人的需要。因为,能够最终转化为教育目的的社会需要,一定是关乎共同体根本利益并基于最先进价

值理性的。当教学成为教育的时候,一种局部的中性行为就开始与社会的根本利益和先进理性联系起来,进
而成为社会制度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讲,解决“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绝不简单是教育

理性主义者的一种执着,它与教育领域的意识水平提升和教育从业者的社会化程度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时

常听到学校的教师说自己只是一门课程的教师,这当然是客观的事实,但如果教师不能超越自己的学科教师

的角色,并进一步在教育者的层面思考问题,一是他的教学注定会与教育若即若离,二是他自身的专业发展

最终只能走向教书匠而非教育家。
如果教师能够接受如上超越学科教师角色的建议,他们进一步需要做的,并不是去默念任何教育目的的

陈述,而是要把来自社会的教育目的转化成自己实现教育目的的教育动机。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动机,那教

学则无缘成为教育。但还是应该说明,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不能只满足于具有教育动机的水平,而是

应努力使自己的教育动机水平更高更强。不具有相当强度的教育动机,只能保证教师的教学不至于偏离教

育太远,却无法保证使教师的教学真正成为教育。心理学认为,“‘对一件事的动机作用很强’可以被理解为:
行为主体为达到某一目的动用其全部的精力,排除一切干扰,将其全部注意力聚焦在这一目标上,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③。对照这一描述,反观现实中的学校教师,我们是不是能够初步意会到学校教育问题丛生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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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所在呢? 谁也不能说学校的教师普遍缺乏教育的动机。应该说,目前在教育改革话语和教育传统文化的

双重熏陶下,教师对于教育事业的价值认知无疑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吊

诡的现象:较以往更高水平的教育事业价值认知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教育质感,充斥于我们耳目的,反而多是

对教育人文性的呼唤和对教育技术偏执的批评。但我们好像也没有理由因此而反过来批评教育政策和教育

改革,客观而言,过去任何时期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就教育哲学和科学的含量而言,都不尽理想。既然这

样,问题只能出在明确而专业的教育目的规定并没有转换为教师个人强烈的教育动机。
(三)教师须把社会的教育目的转化为个人的教育动机

要让教学成为教师的教育动机,不能是存在于教师头脑中的不确定、不稳定的教育意识,而是具有相当

强度的几近于强大情感、意志力量的动机作用。“从行为主体自身体验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状态就相当于被

一件事吸引着,即狂热、渴望、意愿、敦促、紧张、活跃和躁动的状态”①。具体到本文的论域,教师的这种状态

内含着一个必要且必然的操作,即是教师被社会的教育目的所深深地吸引。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也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社会的教育目的最终总会体现为折射社会需求的人的素养结构和人才的培养规格。
其中,人的素养结构和人才的培养规格更接近于教育思维的语境,而它所折射的社会需求则会更接近于社会

政治实践的语境。习近平在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
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②这一段文字把社会的需求明确地表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

说,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素养结构和培养规格则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完全可以说,社会的教育目的是明确的和先进的,进一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将其转化为教师个人的教育

动机。这种转化任务的完成当然最终是教师个人的责任,但必要的和适宜的外部环境也必须发挥助力作用,
因而从这个角度讲,这种转换的实现也是全社会的事情。对于教师个人来说,显然需要对自身的社会角色有

足够全面和自觉的认知,具体是指他们需要把自己的岗位工作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行和发展联系起来。品

味“人民教师”这一称谓,其直接的意涵指向教师工作的人民性,而人民性则是具有社会主义政治价值意蕴的

社会性。教师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这也就是说教师的劳动虽然是职业的甚至是专业的,但却不是孤立的

存在。由于教师劳动的任务、规则均来自主流的社会文化,因而无论其风格如何,总会既体现社会文化的规

定性,又创造与社会文化共同体期待相一致的教育产品和服务。我们现在急需的是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

意蕴的教育自觉,换言之,就是急需教师个人把自己的职业劳动自觉融入社会生活的运行和发展,以使自己

成为以教育工作者形象存在的社会建设者。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一方面,教师个人的认知与情感修炼必不可

少,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强烈期待和支持同样重要。实际上,教师个人的正确努力既渴望“被需要”,也渴望

“被支持”,这两种因素的缺位和强度不足都会影响到教师将社会的教育目的转化为个人的教育动机。
教师个人的教育动机具体是怎样的? 回答这种问题的自然方式一定是教师个人内省式的自我陈述,但

依据历史积淀下来的经验和方法也可以让我们作出基本的判断。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具有教育动机,意味

着教师能把“立德树人”而非“传道授业”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意味着教师深刻地认识到“传道授业”是为了

“立德树人”;第二,具有教育动机,意味着教师情感上高度认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社会规定,意
味着教师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进行努力不只是在履行一种职责、执行一种指令,而且是在实现

自我的教育价值选择;第三,具有教育动机,意味着教师为了履行职责、执行指令和实现自我价值选择,能够

发自内心、少有顾忌地对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加工,对学生进行建设性的干预,并为此愿意接受人类优秀的教

育精神原则的规约;第四,具有教育动机,意味着教师为了教育目的的实现,为了受教育者和社会的进步和发

展甘愿自新,改变自己。用如上看似理想实则务实的判断来衡量现实,我们的学校教师在普遍的意义上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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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些方面尚有太多的提升空间吗? 以此观照我们的教师教育,真的到了需要像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一

样重视教师的职业情怀的时候了。真正的教育者以至真正的教育家,从来就不仅仅是教育劳动操作上的行

家里手,他们同时就是具有成人之心和干预之志的人文楷模。这样的教师才是教育者而不再是狭隘、局促的

教者,他们的教学则因他们自身的转变而最终成为教育。
三 问题背后的事理与学理

“教学如何成为教育”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其中必有事理有待我们探明;“教学如何成为教育”又是一个

很理论的问题,因而也需要我们进行学理的建构。探明事理,是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好;建构学理,则是为了使

做事的智慧凝结为足够抽象的理性逻辑,以便更新的理论进步能够基于其上。“人类教育认识的成果归根结

底就是教育事理和教育学理,其中,教育事理无疑更为实质,教育学理只是对教育事理的一种逻辑学处理。
再进一步讲,教育学理所含的仍然是教育事理,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中的事理是最抽象意义上的事理,它
以概念为构成的元素,远离了具体情境中的经验规定性,进而显现教育世界整体和局部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

逻辑关系”①。如果有学校的教师问询“教学如何成为教育”,我们最应向他们提供此事之事理,他们更容易

把事理与自己的实际相结合,决策出符合自己的方略进路;如果有教育理论的同行问询“教学如何成为教

育”,我们恐怕就得向他们言明基于此事之事理的学理,以便他们作必要的理性批判或是进行可能的思想

创造。
(一)“教学成为教育”的实践理路

就“教学如何成为教育”之事理而言,由于此事远非技术之事,因而其事理也就不会是对某种事情运行的

客观机制的反映,而是如何成就“教学成为教育”之事的道理。依据日常的思维,这种事理的内容主要有两个

部分:一是如何能让这件事情做起来的道理;二是如何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和做好的道理。必须说明,以上的

认识受到了叶澜的启示。“教育的基本使命是成就教育之事,为成就教育之事而进行的研究就是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也就是一种‘事理研究’”②,在叶澜看来,即“探究人所做事情的行事依据和有效性、合理性的研

究”③。那么,事理显然就是关于人做事的行事依据和有效性、合理性的陈述。考虑到事理陈述的内在秩序,
以下拟依从叶澜的认识,对“教学成为教育”的事理加以说明。

1.让“教学成为教育”的依据

对于技术性的事件来说,要做成和做好,其所依据的主要是与事件有关的科学知识,当然还可以加上美

学的标准,而对“让教学成为教育”来说,它一方面需要某种类知识的依据,以使事情本身远离“想当然”的指

摘,另一方面则需要重点陈述之所以做这件事的充分理由。首先,让教学成为教育已不仅是具有可能性的问

题,教育的历史已经表明,最具有基础性和主导性的教育过程和方式就是教学的过程和方式。而这一历史的

事实好像并没有建立在多么有强度的计划之上,回观历史的过程,一切在表面上都显得那么自然而然。但理

性地分析,在这一比较自然的过程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科学知识的支持。简而言之,一种知识是从人类

把教学作为实现它之外的目的的手段开始,教学就不再具有纯粹性,而是被挥之不去的功利性追求征用。在

这样的征用中,如果出现了作为征用者的个人和社会进步发展的追求,教学便无法规避成为教育的可能。除

此之外,教学总是有内容的。而当教学的内容开始超出满足个体生存和安全需要的时候,即展开了教学与人

的尊严、爱、自我实现以及审美等更高级需要之间关系的历史。不管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教者有无强烈的

“成人”意识,教学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所谓的“教育性”。其次,目前提出“让教学成为教育”这个问题,主要是

因为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现实的教育并未因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而更加具有教育精神的意蕴,反倒是呈

现出教学与训练凸显、教育被悬置和边缘化的情况。至少在基础教育领域,正是这种积重难返的状况促生了

几十年来不断进行的追求素质教育、核心素养教育的学校课程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习近平对“教育家精神”
的倡导,既是对已经涌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师的褒赞,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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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精神的呼唤。不可忽视至今仍未消退的应试教育之风,也不可忽视教育信息化、智能化对教育传统的挑

战。总之是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学校教师越来越容易成为教学的技术型专家,进而使他们的教学与教育

的关系越来越不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这显然不能满足学生发展、社会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需

要。现在我们讲教育强国,讲高质量发展,自然会触及教学领域,在新的需求引领下,教学固然需要获得专业

化方向的进化,但同时也必须最终成为真正的体现教育精神的方式。

2.“教学成为教育”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按照叶澜的认识,“作为依据的研究,可称作基本理论研究;作为有效性和合理性改进的研究,可称作应

用研究”①。那么,我们紧接着需要进行的就是探明让教学成为教育的操作性原理,教师因掌握此原理即便

不能有效实现使教学成为教育的目标,也能够清楚其基本的理路。我们把注意力直接指向教师,是因为任何

非理性的、非具身的指令都无法使目标实现,从而站在实践论的立场上,说让教学成为教育,落到实处还是让

教师的教学成为教育。实事求是地说,“让教学成为教育”作为一种理念早已经存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

“教书匠”的否定和对“教育家”的追求。教育领域为此也作出过实际的努力,较为熟悉的举措是对教师的培

训目标基本上定位为“经师”和“人师”的统一。但从有效性和合理性上来衡量,其原则上的合理性还算差强

人意,但其有效性却远远不足。究其缘由,现在看来主要是教师教育者尚未充分和自觉地认识到:能使教学

成为教育的,只能是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教师自己。任何形式和强度的外在积极影响,充其量也只能起到提

醒、提示和督促、支持的作用。因而,对“教学成为教育”的事理性说明,必须落实到事件的主体即教师身上才

具有彻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进而言之,要让教学成为教育,教师需要在自己的教育思考和行动中满足以下的期待。其一,教师须深

刻体会教育之于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自己“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身份。这并不是一种新

的身份,只是它长期以来被隐藏在“教育工作者”这一社会赋予的角色之中。不可小觑词语的力量,像“工作”
一词,在不做深入阐释的情况下,总是容易与具体的劳动行为和过程联结,至于劳动的价值通常是被遮蔽的。
我们知道,法官实际承担的工作是围绕着案件审判所产生的劳动,但其使命却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

值。同样的道理,教师实际承担的是学校课程的教学劳动,但其使命却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规定素养结

构的人才,并竭力帮助学生实现全面的和个性的发展。其二,教师须自觉实现课程教学的全面育人功能。实

际上,一旦教师确认了自己作为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角色身份,也就具有了超越纯粹知识教学者局限的先决条

件,原因是教育的价值是通过学生的发展及其社会效用的发挥而实现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教师具

有实现课程全面育人功能的自觉。应该指出,教师要满足人们这一方面的期待,仅仅具有笼统的自觉意识还

是不够的,他们尤其需要通过学习,真正地知悉课程教学究竟具有哪些育人的功能。比如在现时代,教师就

需要同时认识到教学的价值教育功能和促进学生一般发展的功能。为此,教师需要形成把教学内容、方法与

育人目标相联系的习惯。只有到了这样的境界,实现课程教学的全面育人功能才能成为教师的自觉。其三,
教师须接受和践行教育精神性原则和教育技术性规则。教学理论内含不同维度的规定性,大致可分为精神

性的原则和技术性的规则两类,它们具有使教师把教学做成和做好的潜在效能。这种潜在的效能需要借助

教师的接受和践行才能最终变为现实的效益。但因精神性的原则作用于思想,技术性的规则作用于行为,所
以在现实的意义上,技术性的规则在被教师接手之后更容易实际地实现,而精神性的原则或因其具有柔性特

征从而更容易被悬置。然而,对于“让教学成为教育”来说,恰恰是精神性的原则践行显得更为根本,因为技

术性的规则主要使教学的效能提升,并不能改变教学的本性。既然这样,教师在使教学成为教育这件事情

上,尤为关键的当然是对教育精神性原则的践行。最后做一必要的提示:教育的精神性原则通常表达具体文

化背景下的教育道义,类似主体性原则、对话性原则等就属于这一类;教育的技术性规则通常表达教育的高

明,像赞科夫的高难度、高速度、理论知识的主导作用以及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等教学原则②,就属于这一

类。当然,还有一些教育原则兼有道义和高明双重意义,类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原则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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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成为教育”的理论逻辑

如果仅把教育研究视为事理研究,也就没有必要思考“教学成为教育”的学理问题,历来主流的教育思想

大致如此。但如果从人类教育智慧的积淀和有序传承角度讲,学理的建构就很有必要。教育学虽然尚未像

许多学科那样形成元理论上的高度共识,但大多数研究者还是接受理论教育学和实践教育学两分的思路。
教育事理研究总体上是通向实践教育学的。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事理和学理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教育学理,
论其根源也是教育这件事情,但它呈示的是承接教育历史的每一个当下中的人们对教育这件事情的最纯粹、
最具有逻辑可靠性的理论建构”①。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对于“教学成为教育”的学理建构,即是要从其事理

中抽象概括出一种相对纯粹的逻辑。要言之,对“教学成为教育”的逻辑内涵可以作如下的表述。
其一,知识的掌握促进学习者发展的可能性是“教学成为教育”的客观前提。如果知识被学习者掌握之

后,并不能带来“掌握”之外的任何附加值,那么教学就只能是它自身,而不可能成为它之外的任何事情。
其二,教师对自身“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身份确认是“教学成为教育”的主观前提。教师是教学活动的设

计者和主导性的参与者,如果他们不具有强烈的实现教育价值的主观意志,知识教学的任何教育附加值的实

现也只能听天由命。在这种情况下,教学只能与教育产生局部的和片段的联系,却无法彻底成为教育。
其三,教师对教育精神性原则和教育技术性规则的接受和践行是“教学成为教育”的中介变量。即使教

师确认了自己“教育价值实现者”的身份,并能具有强烈的实现教育价值的主观意志,但如果不能接受和践行

教育的精神性原则和教育的技术性规则,则仍然无法实现其让“教学成为教育”的主观意志。
其四,成为教育的教学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教育性教学。完整意义上的教育性教学是指兼有价值导向

功能和促进学生一般发展功能的教学。教育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一种观念,因而成了教育的教学也不会是

教育操作的全部,它在形式上还是教学,只是具有了“教育”的实质。在成了教育的教学之外,还有成了教育

的训诫、训练和管理。
贯通思考“教学如何成为教育”这一问题,其立意看似教育主义者的主观情结体现,其实是教育历史发展

辩证过程的一个必然的环节,而且可以预见这样的环节在未来仍然会不断地重现。归根结底,这是纯粹的或

说理想的教育精神与具体历史阶段教育应环境之需而产生合情偏离之间的相互制约现象。教育系统若对环

境的变化没有及时的应答,就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但如果理想的教育精神就此而被搁置,教育

又会偏离自身在历史中生成的价值方向。因而,现实的利益与理想的追求之间总会存在着相互博弈的情形,
但从整体的教育和社会运动来看,两者之间动态的平衡应是符合教育历史运动规律的。中国社会自进入改

革开放的时代以来,经历了高速发展到转型提升的历史跃进阶段,在此过程中,利于急需的生产效率与促生

境界的人文价值必然会由效率优先、兼顾价值向效率和价值全面提升过渡。在此意义上,我们对“教学如何

成为教育”的关注,正是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背景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回应。这种回应不只是教育理论

研究者的一种合理姿态,也是教育理论与实践健康互动中的应然举措。无论怎样,高质量的社会发展最终需

要的是高质量的教育支持,而高质量的教育则首先应是真正的教育。“让教学成为教育”的思考,无疑就是教

育理论研究者为此而作出的一种重要的努力。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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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方向、政府举措和工作要求①,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

化提供了根本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础是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在教师,教师教育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对中国式

教师教育现代化进行历史溯源并明晰其时代内涵是推进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
一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溯源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经了长期的探索。在此过程中,坚守传统文化本色并融通外来经验,追求符

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师范教育理论与培养模式,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师范教育成为鲜明的历史印迹。
(一)坚守传统文化本色并融通外来经验:近现代师范教育的“基因”
虽然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师范教育始于借鉴国外经验,但从源头上始终坚持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根本,以

舶来品的科学技术等内容为辅助,这种中国化的追求贯穿于旧中国从西方引进师范教育的过程。1896年,梁启超

在《论师范》一文中着重介绍了日本的师范教育内容,提出借鉴日本师范课程设置,但同时强调日本的做法并不完

全适用于我国,主张以修身为第一科目、辅以诸国言语等内容,在全国推广师范学堂建设,培育熟悉中华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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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兼通西学的师范人才①。同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强调中华文化经历五千年传承,政教昌

明,不能完全参考日本的做法,舍弃中华文化而拥抱西学;并主张开办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②,强调师范教育的根基在于研习传统文化,以其为根本,兼采西学。这些主张从理论上明确

了我国师范教育应坚守传统文化本色,融通外来经验。

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南洋公学设置师范院,将中体西用的思想应用于实践,由中文总教习指导学生自主研

修“经史子集”等传统文化典籍,砥砺学生成长为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立身根本,又熟悉西学科学技术的经世致

用之才。同一时期的张之洞、张謇也在各自建立的师范学校实践“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办学思想。张之洞在武

昌师范学堂(1902年成立)中设置修身、读经、中文等科目,兼用外语、教育、体育等新课程。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

(1902年成立)中设置国文、修身等科目,配以数学、教育等课程。尽管这一时期的师范教育主张和实践不乏保守

和改良的浓厚色彩,但坚守传统文化本色并融通外来经验的思想,已经渗透进师范教育的血液,成为我国教师教

育孕育与发展不可忽视的“基因”。
(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师范教育理论与培养模式:师范教育发展的主线

在开展师范教育过程中,尽管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是我国师范教育的内容之一,但有识之士从未放弃

对本土化师范教育的追求,并在不断地探索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理论。1917年,陶行知学

成归国,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先后发表《教学合一》和《第一流的教育家》等文章,阐发具有中国色彩的教育

理论主张。1926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乡村教育联合研究会上,他正式提出“生活教育”主张,随后创建南京市试

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实践其“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培育扎根中国乡土、服务乡村教育的师资队

伍,成为倡导并实践本土化师范教育理论的先行者。1940年,陈鹤琴筹建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提出并实

践“活教育”思想,培养适应我国国情的幼儿教育人才。在苏区、边区、解放区,以徐特立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以

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开展师范教育,努力建设面向人民群众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培育了一批

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人民教师队伍。
创设适用于中国本土发展的教师培养模式,也是我国师范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20世纪20年代,面对中国

大而贫穷、地区差异巨大、乡村教师短缺的现实问题,陶行知就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作出了有益探索。他提出“艺友

制师范教育”,将实习与理论学习有机统一起来,让师范生与好老师做朋友,在与有经验老师的交流、观摩体验和

实践中提升育人能力,加快培养适应农村教育需求的师资队伍。苏区时期,为短时间内培育红色教师队伍,中国

共产党人探索建立了短期师范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教育方式,培育附属小学和成人补习学校所需师

资,进而服务苏区人民的教育基本需求。边区时期,创建了集体学习、政治学习和学校教育相统一的师范人才培

养模式,注重校内校外相结合,有效促进了边区教师队伍建设,满足了边区人民提高文化素养的基本需求。苏区、
边区的师范教育实践彰显了为人民大众开展师范教育,服务人民群众的师资需求,是共产党人开展师范教育的初

心使命。
(三)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师范教育:新中国师范教育中国化的追求

以人民为中心、培育人民教师、办人民满意的师范教育是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师范教育的追求,构成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师范教育发展特征,成为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不断迈向现代化的有益探索。新中国成立以后,为
了满足人民大众对于教育的需求,党和国家建立了大量师范学校。1951年,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确定了每个

大行政区设立至少一所师范院校,培育高中教师;每个省和大城市设立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教师;恢复和重建

中等师范学校等,培养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从1949年至1957年的短短8年,高等师范院校就从12所增至58
所,增长了3.8倍,而到1960年更是锐增到227所,增幅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近17.9倍;中等师范院校则从1949
年的610所增长至1960年的1964所,增长2.2倍;同时大部分省市顺利建成完整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③。各类

师范院校的迅速发展为培养大量人民教师、满足人民群众对师资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初步有效地建立了以人民

为中心、服务人民需求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式师范教育三级体系。同时对于在职教师采用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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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进修学校开展职后培训,形成职前教师、职后教师分轨培养培训的模式,这为教师的终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充分吸收苏区、边区、解放区师范人才培养经验,进一步明确师范人才为人民服务

的培养目标,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师范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1952年院系调整后,师
范院校全部改为独立设置,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文化,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教育引导。1960年后,为克服苏

联教育模式弊端,师范院校增加毛泽东思想、党的教育方针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课程,服务人民大众的中

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步入建设“好师范”教育阶段。1978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

进一步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为破解“文革”动乱造成的师资质量参差不齐难题,快速补充大量优秀教师,
满足人民对好教师的诉求。198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再次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发展任务,
鼓励优先发展中等师范院校,选拔最优秀初中学生进入中等师范院校学习,以优秀生源确保培养优秀教师,努力

满足人民对“好教育”、“好师范”的要求。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至1988年,全国中等师范院校达到1065
所①,培育了一批优秀教师队伍,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对“好师范”的需求。随着师资队伍的有效补充,进一步

提高教师学历水平成为人民对“好师范”的高期待。为应对这一需求,一批中等师范院校、教育学院通过多种形式

升格或重组为师范院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采用保送生制度,保证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进入师范院校深造,造
就了优秀人才从教的“好师范”局面。同时,党和国家充分发挥主导师范教育变革的作用,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强
化思政教育和师德养成,培育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师范人才,更好满足人民对“好师范”的需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职前本科以下师资培养与职后教师培训的双轨模式,已不能

满足人民对优秀教师队伍的需求。为此,从1997年起,我国开设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拉开了面向在职教师提升学

历的序幕;2010年,开始面向本科生招收教育硕士,并从2009年开始设置教育博士,进一步提高在职教师的学历

层次。这些举措打破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分割的局面,塑造了以教师教育一体化培养为特征的师范教育新形

式。2001年,在《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以“教师教育”命名了这一新形式,自此“教师教育”一
词在实践领域和理论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迈进教师教育发展新阶段,并形成了专门

化的师范教育模式与专业化教师教育并存的模式②。在育人模式转变的同时,开放性的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地方教育学院并入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3+1”、“2+2”等教师教育模式层出不穷③。与此同时,关注

教师个体专业发展与教师群体进步的有机统一,成为党和国家教师教育政策关注的重心。加强薄弱地区教师队

伍建设,推进公费师范生培养,注重对连片贫困地区教师的培训提升,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成为我国教师教育鲜明的时代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教师教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教育发展的需

求,建强教师教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在党的强力领导下,《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教育师范生招生工作的通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得以有效贯彻落实,解决了一些区域或部分

学科师资匮乏的问题,为我国基础教育从“基本均衡”过渡到“优质均衡”奠定了师资基础。强国必先强师,为了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促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2018年以来,党和国家又密集颁布实施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新时代基

础教育强师计划》、《教育部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这些政策为加快建

设教育强国、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正在且将持续发挥重要基础作用。此外,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技

术在教师队伍培养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较早在国际上开展人工智能助力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颁布教师数字素

养国家标准,推进教师教育弯道超车。2018年、2021年教育部先后颁布实施《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

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推荐遴

选工作的通知》,2022年颁布实施《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人工智能应用于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以及颁布教师数字

素养,意味着我国数字技术和教师教育的融合,已经走在世界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前列。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81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793页。
王鉴《中国特色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逻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7期,第34页。
梅兵、唐玉光、荀渊《世界教师教育发展模式的演变及我国的选择》,《教师教育研究》2021年第5期,第5页。



兴的筑梦人,塑造教育强国之师,将办强教师教育作为基础工程,满足办好人民群众身边每一所好学校以及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的需求,高质量践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成为新时代教师教育中国化的使命担当。概言之,从
建立数量先导的师范教育到建好师范教育,再到建强教师教育,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是新中

国师范教育一以贯之的追求。
我国教师教育一直以来都强调将舶来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传统为我国教师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并赋予了其独特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师教育更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融入

其中,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望。这正是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与西方注重物质特征式现代化的根本区

别。随着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教育

“两个相结合”的经验和理念,即舶来经验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舶来经验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为
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揭示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一方面,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应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

统基础上,不断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国内外教育改革发展的历程,
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另一方面,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需注重与广大

人民群众价值观的结合。教育是民生之本,教师教育更是关乎国家未来的重要领域。因此,在推进教师教育现代

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关注人民群众需求,满足他们对优质教育的期待。同时,将人民群众的共

同价值观融入教师教育,使之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相

结合”,既是对我国教师教育历史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思想。
二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时代内涵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不同学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有学

者从目标-手段的视角将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确定为理念、内容、制度、手段和治理体系相统一的现代化①,有学者

从理论演绎视角将其分解为教师队伍、理论体系和实践自洽的现代化②,这为学界深入理解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提

供了有益参考。而中国教师教育百年溯源的“两个相结合”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提供了历史视角。
(一)根本保证: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史表明,注重舶来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尊重中国国情实际、充分发挥

共产党的引领作用不可或缺。追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师范教育构成了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模仿借

鉴国外师范教育经验,加速现代化发展是我国教师教育的特点之一,但这种教师教育现代化不是单纯模仿学习西

方的现代化经验,而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培育解决中国教育需求的人民教师队伍,创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人才培养模式。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理论、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陈宝泉的“师范独立”
思想、徐特立的新民主主义师范教育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立足国情的教育探索。在教师教育发展历程中,中
国共产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引领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育大批的人民教师成为当时教育发展主

要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边区、解放区通过领导建立列宁师范学校、列宁暑期学校、鲁迅师范学校等不同

师范学校,将培养师范人才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满足了红色根据地教育发展的师资要求,同时为新民

主主义国家师范教育发展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毛泽东强调“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

的教育家和教师……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③,将培养人民教师视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推进教育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改变落后的经济与科学文化局

面,并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加速实现现代化,教育、科技、教师被党和国家赋予了更为重大的目标和期

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

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

家”④。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党领导人民在师范教育领域开展了系列改造、改革,完成了师范教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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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李森《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价值及举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4-24页;龙宝新、李莎莎《中国式教

师教育现代化:逻辑、特征与路径》,《高校教育管理》2023年第5期,第1-10页。
孙杰远《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7期,第226-233页。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82页。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改造,推进师范院校建设和调整工作,先后成立了一批初等师范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调整组建了

华东师范大学,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和在职教师培训机构,为教育普及奠定了人才基础①。进入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对师范教育的领导,注重提高教师专业水平,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
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②,这进一步促进了师范教育的转型升级。党和国家将师范教育视为发展教育事业

的战略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文件,先后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旨在保障师范教育和在职培训的优先地位,
师范教育质量和数量得到长足发展③。2001年,随着《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颁布,“教师教

育”一词取代师范教育,教师教育走向开放、融合、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

基础工作来抓,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⑤,更加重视教师教育的“工作母机”作用,出台了《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推动教师教育在坚守人民教育

本色的同时,也为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并由此开启了教师教育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实现现代化

的新阶段。师范教育和教师教育发展历程,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教师教育事业的根本保证,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国式教师教育事业才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加速实现人民满意的教师教育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进而实现教育强国的伟大目标。
(二)根本问题: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是做好“培养什么样的教师、怎么培养教师、为谁培养教师”答卷的现

代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师教育,注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相结合、培育优秀教师队伍,这是历史

留给当代的重要财富。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揭示出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优秀教师是发展

的必由之路。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不能脱离我国师范教育的优秀传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坚持开放包

容、不断追求创新是我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基因”,这也构成了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基因”。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离

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拥抱创新发展的教师队伍。换言之,
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必须回答怎样建设教师队伍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党的教育方针

百年薪火相传,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教育聚焦“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⑥,努力培养熟悉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又胸怀世界、不断创新的教师队伍。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更需要深刻回答“培养什么样的教师、怎么

培养教师、为谁培养教师”的时代之问。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是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需要建设什么样的

教师队伍的应然回答,其中师德师风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底线标准,师德师风在我国是建设高素质教师的首要标

准,也是教师能够以德施教、行为世范并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保障。从教师职业视角看,习近平关

于“四有好老师”、“新时代大先生”的重要论述,为教师教育塑造什么素质的教师指明了具体方向,为中国式教师

教育现代化目标拟定提供了思想引领。从师生关系视角看,习近平关于“四个引路人”、“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的
重要论述,为教师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师生关系的教师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中国式教师教育师生关系内容注入了深

刻内涵。从教师专业化视角看,习近平关于“四个引路人”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新时代解锁教师教育塑造什么样的

专业化教师提供了密钥,使得跳出教师教育,塑造能够成为“四个引路人”专业化教师,成为中国式教师教育新的

使命担当。从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要求视角来看,习近平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特别将求是创

02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侯怀银、李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师范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教师教育学报》2021年第4期,第1-9页。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55页。
曲铁华、于萍《改革开放40年教师教育改革与未来展望》,《教育研究》2018年第9期,第36-44页。
管培俊《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成就与基本经验》,《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2期,第3-11页。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编写组编《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216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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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为教师教育家精神的内核之一,为教师怎样躬耕教坛,为中国式教师教育塑造什么样的创新型教师注入了时

代内涵,也成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战略的基础保障。培养拥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初

心,立志躬耕教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强国有我”伟大抱负的新时代教师,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伟业,是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
(三)根本主线: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是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注重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相结合,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推进人

的现代化,是历史留给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启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史彰显推进人的现

代化、教师现代化是主线任务。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培育人民教育家是师范教育发展的主

线,也是教师教育不断迈向现代化的主线。尽管在1933年《申报月刊》曾组织过中国现代化的探讨①,但此时的探

讨仍局限于工业化等物质层面,对于人的现代化的探讨尚未涉及。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国民性改造”,1949
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

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②,这里的人民已经被赋予了现代

人的属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强调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建设现代化师资已成为

党和国家的共识。从世界范围看,德国、美国等国家教师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教师教育

的根本任务,才有可能促进国家教育、科技、人才的全面提质,提升国家教育竞争力乃至全球竞争力。从现实需要

看,新时代迫切需要建设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培育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这成为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同时也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战略的内在要

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建成教育强国,要求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立高水平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完善教师管理和发展政策体系,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③。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鲜明指出,“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

尚”④,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强化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必要内容。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离不开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育技术等系统要素的高质量发展。

课程体系需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跨学科课程以及前沿课程,夯实教师成长发展的课

程基础。教学方式需要进一步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结合国内典型经验,融合基于情境、问题导向的互动式、启发

式、探究式、体验式教学方式,培育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群体。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着眼世界前沿

和国家重大需求,革新教师教育内容、技术、方法、体系,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的“大先生”和教育家,成为

贯穿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根本主线。

历史长河为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脉和“本来”依据,赋予其独特的底色,并昭示了

其前进的方向。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时代的创新。在中国共产

党的全面领导下,通过持续推进督导、督政,深化落实教师教育政策,将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高素质师

资基础。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坚定领导,更是实现教育强国、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继续坚守正道、勇于创新,不断推动教师教育

的现代化进程,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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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月刊》1933年第7号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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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支持
———来自我国古代教育的智慧

王艺桥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挖掘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的审美元素与美学思想,既是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以教育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建设幸福美好现代社会的应然要求。我国古代教育之美体现为社会美和人之美的有机统一,通过创造审美教育情境,赋

予个体积极的情感体验,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教育中的对象化,是自然和情感的人化。我国古代教育之美从教育目的、内

容、方法、师生关系和教育环境五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教育审美的经验智慧,为新时代学校美育提供了丰厚的理论

资源,对强化学校美育建设,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关键词:教育审美;中国式现代化;“诗礼乐”教育;教育现代化;古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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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与底座,“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①。教育现代化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领域与重点环节,在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充分挖掘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的

审美元素与美学思想,既是“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②的时代要求,也是滋养美好心灵,追求美好生活,让个体在教育中获得精

神引领、情感陶冶和价值认同,推动个人文化素养与社会文明双向提升,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应然追求。据此,可将我国古代教育的审美底蕴纳为观察人的现代化、助力教育现代化

的重要视域。回归我国传统历史文化情景,找寻我国古代教育美的内在蕴含和基本逻辑,则成为“改进学校美育,
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③的源头活水,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持。

一 我国古代教育审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现代化”④。在审美化的教育活动中,美育元素以直接或间接的

形式赋予个体积极和美好的情感体验,构成影响个体成长发展的基本背景,在人的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协调发

展中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保质。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的中国式审美教育必须发

挥支撑性作用,这意味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是传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结合。
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的审美智慧是教育现代化重要思想资源与理论来源。我国古代教育之美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

221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2023年第19期,第6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求是》2023年第17期,第5页。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2018年

9月11日,第1版。
王学俭、赵文瑞《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4期,第62页。



展的双向契合,是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人之美与社会美的统一,是理性

与感性的统一。这四个方面的协调统一决定了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着积极的政治引导和育人为本宗旨。我国古代

教育之美对时代变革、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与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相契合。二者的契

合性主要体现在价值层面、功能层面和实践层面三个向度。
(一)价值层面的契合:人之美与社会美相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生物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相互协调,人的个性、能力以及素质健康发展的现代

化”①,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元素。我国古代教育以伦理美表现其客观存在,并通过社会文化的浸润和教育活动得以

彰显和传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审美和情感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科学把握审美逻辑和“美的规律”
对于在价值层面实现人之美与社会美的和谐统一极为关键。

“诗礼乐”教育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之美的核心,对个体成长发挥着重要影响。人之美是“诗礼乐”教育的灵

魂,“诗礼乐”教育汇集为人之美。“诗礼乐”教育通过伦理文化的力量,弥合外在秩序与内在天性、自然规律与教育

目的间的张力。通过“诗礼乐”教育,将社会之美或人类之美内化为个体之美,转化为个体的内在修养,使得个体具

有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最终展现出健康、和谐、充满生机、积极向上的生命姿态。
“诗礼乐”教育同时也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所谓社会美,不简单是指个人的行

为、活动、事功、业绩等等,而首先是指整个人类的生长前进的过程、动力和成果”②。社会美是人类按照客观规律和

自身特征进行自由创造的力量。“诗礼乐”是人类文化的积淀,是古人在自由创造的活动中对智慧和才能的积淀,
在教育活动中所显示的情感和素养,都是一种为自由创造的人类所具备的力量,是一种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

的积极性力量。
“诗礼乐”教育是联结社会美和个人美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美和个人美有机统一的本质反映。“诗礼乐”教育并

非只是给予大量破碎的相关审美知识,而是能够唤起个体身体感官与周围生活的相遇,让个体在这一审美活动中

获取基本经验。换言之,“诗礼乐”教育是将外部客观世界转化为内在心理感受或情感体验,是实现社会美与人之

美相统一的有效路径。
(二)功能层面的契合:合目的与合规律性相统一

教育之美的根源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文化性和社会性的体现。就内涵而言,教育美是

人的本质力量在教育中的对象化,是自然的人化和情感的人化,它通过创造审美化的教育情境,让个体对自身生命

和周围事物产生美好的情感体验,在潜移默化中让受教育者形成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是教育之美的结果,教
育目标、内容、方法、环境之美则为个体生命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和养分。以历时性视角审视,我国古代文化是以儒

家伦理文化为主线,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浸润逻辑和实践样态,反映在社会主体和教育者的意识

中,则通过教育活动来表达和表现,并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之美的具体形态。作为伦理美,我国古代教育之美既不

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也不是一个直接的结果,而是一个个鲜活的过程,是人类文化成果的内化和外显的实践过程,
突出表现为教育活动的审美化,是教育规律与教育目的的辩证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伦理色彩。古代教育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教育之美集中体现为将社会约定俗

成的外在伦理道德内化至个体生命成长的全过程。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诗礼乐”教育自此成为中国古代教

育的重要内容。自孔子始,儒家思想就十分重视“诗礼乐”教育。“诗礼乐”不仅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

载体,也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教育之美是“诗礼乐”教育,是教育活动的审美化,是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相统一、真善相统

一的实践过程。“诗礼乐”教育是为了培养中国古代社会所需的“人”,即具有社会伦理道德和健全人格的人,这符

合善的教育目的,即为合目的性。“诗礼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通过创造审美化情

景,让人的知情意行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发展,即为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不合规律性不是美,合规律性不合目的性也

不符合教育之美,故中国古代教育之美是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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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层面的契合:社会制度与情感认同相统一

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古代教育之美深刻体现了社会制度与情感认同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不仅满足了中国古

代伦理美的内在追求,也展现了知行合一、理性与感性相互交织的外在表现。“诗礼乐”教育将社会美与人之美相

统一的过程,也是联结人之美和社会美的有效路径。“诗礼乐”教育能够为个体提供身心愉悦的教育情境,使个人

成长与社会秩序保持内在一致,达成个人成长与社会需求的恰适性联结,这为个体进入社会、服务社会奠定了相应

的基础。“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①。忠信、博爱、敦厚和好礼,是社会美和

个人美相统一的外在表现,因此,中国古代教育之美在于它既遵循了外在的伦理规范,又注重了内化的情感教育,
实现了两者的完美统一。

“兴于诗”,将“诗”作为古代教育的起点。“诗”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能够调动个体兴趣和创造审美化的情景。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②“诗”还可以用于激发情志,观察社会,交往朋友,怨刺不平。“乐由中出,礼
自外作”③。“礼”是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乐”则强调个体的情感需求。“礼”和“乐”是外在的行为与内在的情感统

一,以实现善民心和移风易俗的目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④。中国古代的“乐”具有

情感陶冶的作用,有助于培养人内在的情感认同,也有助于接受外在的伦理道德。“诗礼乐”教育完美诠释了中国

古代教育之美的内容与基本特质。
“礼乐”既是社会制度,又是伦理规范,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⑤,足可见礼乐

对古代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孔子重视“诗礼乐”营造的审美化情景,认为“诗礼乐”对个体具有情感陶冶

的重要价值,力求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
《乐》咏德,故长于风”⑥。“诗”可以言志,“礼”可以约束行为,“乐”可以表达情感。后来的汉代经学也延续了这种伦

理美,以“诗礼乐”实现内在规律与外在目的相统一、个体与社会相统一、情与理相统一。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根基

教育具有传递人类社会成果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古代教育与古代社会的发展是

同频共振的关系,教育审美同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能动促进作用。西周时期,教育活动开始从

社会活动中分离,逐渐形成的学校教育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专门性和系统性。我国古代教育之美就蕴含在相应

的教育活动中,具体表现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师生关系和教育环境五个方面。它们构成了我国古代

教育之美发展的自觉遵循,也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审美根基。
(一)君子:教育目的之美

古代之“君子”与如今“全面发展的人”具有内在一致性。古代君子体现了健全人格之美,是我国古代教育目的

之美的缩影。“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⑦。唯有文和质同时满足,才能达到文质彬彬的君

子标准,君子具备真善统一的人格美,是内在人格健全和外在行为表现的统一。“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

不惑,勇者不惧”⑧。仁、智、勇成为君子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三者统一于个体即文质彬彬,构成了教育目的之美。
在我国古代社会,通晓“诗礼乐”是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孔子对《诗》、礼、乐的教化功能与意义展开了许多

富于启发意义的论述,并将‘成于乐’作为君子修养的最高境界”⑨。孟子则以“性善论”为起点,提出“大丈夫”的君

子人格,进而把审美推向自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的人格是仁、义、礼的有机统一。此外,大丈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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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有修养定力的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①。超越功利的审美境界是孟子所言的大丈夫人格的本

质特征,也是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愉悦的情感对人性修养的内需与“诗礼乐”的审美外显均具有内在的规定性。
由于人心是先天内在的,伦理道德是后天外在的,要实现先天和后天统一,就需要运用“诗礼乐”来实现个体对外在

伦理道德的内化,才能养成文质彬彬的君子。于是,“诗礼乐”教育是外在和内在相统一,也是培育君子的有效

途径。
(二)诗礼乐:教育内容之美

在古代,“诗礼乐”不仅传递了审美知识技能,还反映了美好的文化心理。就其内涵而言,“诗礼乐”教育是指

“诗教、礼教和乐教”。孔子尤其重视“乐教”,孔子及其学生都会唱歌和弹奏乐器。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三百

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②即便在困厄之际,如孔门师生被围陈蔡、断粮病困之时,孔
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③,坚持用音乐与诗歌鼓舞人心。随着历史的演进,“诗礼乐”的教育内容逐渐丰富与深化。
两汉时期,太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而鸿都门学则侧重诗赋与书画。唐朝教育内容以书诗词歌赋为主要内容,涌现了

大量的诗词作品。宋朝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开始出现,其继承儒家的教育内容。“诗乐”是美的形式与内容的

统一,通过“礼”的外在约束实现伦理道德的目标。“诗礼乐”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和人类文

明智慧的积淀。
“诗礼乐”教育具有连续性,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动态发展过程。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④,“诗

礼乐”作为教育内容,三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其中,“诗”是起点,“礼”是过程,“乐”是最终结果。“诗”强调对人内

在的情感启蒙,“礼”强调外在社会规范对人的制约,“诗”与“礼”是通过对人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影响,最终达到

“乐”的情感目标。“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诗礼乐”都是以情

感教育为核心,孔子对“乐教”的重视也是源于“乐”具有的情感属性。他对《关雎》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

伤”⑤。乐可以表达人内心情感,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重要表现形式。
(三)善喻:教育方法之美

善喻是我国古代教育方法之美的重要体现。“故君子之教喻也”⑥。“喻”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其意为晓喻,具
有启发诱导的意思。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⑦,意思是老师应善于启发和

引导学生,利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和认知特点,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善喻不仅是教育的手段和教学艺

术,更重要的是善喻具有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重要意涵。《学记》深入阐释了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道而弗

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⑧君子教学,要做

到引导而不牵制,激励而不压制,启发而不直接告知,不是直接灌输知识,而是创设情境,言此而意彼,让学生感悟、
体验,乐问、乐学、乐思,才能到达“和易以思”的境界。和、易、思构成了“善喻”的三大核心原则。孔子在其教学实践

中采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法,最终使学生达到欲罢不能的学习效果。孟子主张引而不发,意思是教人就像是教射箭,
做出射的姿势,而不把箭发出去,教师不能越俎代庖,要重视怀疑精神,不疑则不思,通过怀疑、思考获取知识。宋

代朱熹强调从疑问下手,要求教师引导学生,他在书院的教学中形成了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即“学、问、思、辨和行”
的教学过程,做到理性与感性统一、知行合一。

在我国古代教育实践中,教育家们不仅重视“学”与“思”的结合,更进一步将其与“行”相统一,强调在教学中要

妥善平衡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善喻”的教育方法把启发诱导发展到实践指导,认为学生有了学习主动性就是“乐
学”的精神,情感上的认同和美好体验,会不断激发学习激情,产生学习的能动性。“乐学”是以情感特点作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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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实现以情育人,以情感人的教育过程。“乐学”最早的倡导者是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①这是最早对

“乐学”的阐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②。知之是基础知识的掌握,好之是对学习的喜爱的情

感,乐之能让学生对学习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产生学习主动性和能动性,并付诸行动。乐之就是学习的最高境

界,是知之和好之的统一,即“知情意”的统一。
(四)亲其师,信其道:师生关系之美

教师之美能够激励个体内在心灵对真善美的追求,唤醒生命的活力,激发自我成长的内在动力和自由创造的

能力,教师之美在于高尚的师德修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

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③。这是学生颜渊评价老师孔子的言论。孔子高尚的师德修养是通过表情、动作、言语等

形式得以表现,孔子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积淀,是由内到外地显现于一言一行,其学生受孔子言传身教的影响,
不断地被激励和唤醒对真善美的追求。

一位好老师,会让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喜爱和亲近之情,同时深信其所传授的学问与道理。孔子便是这样的

教师,他通过构建和谐亲密的师生关系,创造出自由、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和环境,让学生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

获得成长,这种教师之美的行为背后,是满满的爱与情怀在支撑。教师只有运用恰当的方式把自己对教育的热爱

和情怀蕴含在教育活动中,这个教育活动过程才会有灵魂,因为爱和情怀是人内心深处的心理体验的唤醒,具有润

物细无声、如沐春风的美好体验。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对美好事物的需求成为可能的条件和基础,实现这

种可能不能仅仅依靠灌输和说教,而需依托循循善诱和启发诱导的方式进行激励和唤醒。在教育活动中,情感是

通向审美境界的必经之路,教学者具备艺术的心灵,才能唤醒彼此的想象力和情感。
好的教师是滋养个体生命成长的沃土。“老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师也者,教之

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

所持的价值观”④。任何实践活动在把握规律和运用技巧中达到熟练自如的状态,就能进入艺术的境界。美的教

育是以技惊人,也是以情动人,越是精湛和熟练,越能充分体现教师的教育智慧、情感体验和道德修养。教师在教

育教学中表现出高超的教学能力,是教师持久创造性和教学之美的体现,持久的创造性活动让教师积累的经验日

益积淀为审美直觉。教学技术和艺术的相统一是美学智慧在教育活动中的显现,在教育活动中通过合规律性和合

目的性的统一,教师能够实现自由创造的境界,也就是审美的境界。在长期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具备一定的审

美意识,这种意识内在地推动教师追求美的境界,在教育活动能够不断地自我提升和内化为审美素养,最终积淀为

审美心理结构,进而进行美的教育。我国古代的师生关系之美表现为亲其师,信其道,这为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教师

发展提出了内在要求。
(五)比德:教育环境之美

我国古代教育的环境之美是比德。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并不纯粹是个体自然属性的需求,也是文化行为的自

觉遵循。我国古人喜欢用山、水、风、草、花等赋予人的思想,实现自然的人化,通过将自然景物的特征与人的伦理

道德加以比附,追求天人合一、情境合一、真善合一的境界。
我国古代教育注重环境育人的功能,通过环境场所,营造心理愉悦的环境。自然环境能够陶冶人的情怀,营造

良好的心理氛围,引导人向美向善。孔子杏坛弦歌讲学,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在大树下弹琴,就是营造良好的心理

氛围,这种氛围是人的直接感受,使人能够愉快地接受教育。曾点曾描绘过这样一幅春日郊游图景:“莫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⑤孔子赞同曾点的想法。
客观环境背后反映了主观心理所感受到的美。

我国古代教育强调营造美的心理场所,创造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育人环境。古代书院就是环境育人的体现。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教学实践场所,是讲学、藏书、修书和议事的学术机构。书院位于环境优美的风景名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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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水而居或依山而建,亲近自然,远离闹市喧嚣。这种书院的选址显然是受到了佛教在山林名胜之地潜心修炼的

影响,以南宋书院为典型代表。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下,有林泉之胜。象山书院位于信州贵溪(今属江

西),山高林茂水清,陆九渊在此讲学期间,带领学生游览山川美景,陶养性情。一些书院还产生了名师如朱熹、陆
九渊等,这些蕴含美的环境和氛围为教育现代化如何实现社会环境和物质层面的保障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审美路向

我国古代教育深藏着丰富的审美智慧,这一宝贵遗产对于推动教育现代化,特别是为促进学校教育质量提升、
增强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提供了重要支持。教育现代化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学习全

人类优秀文化与经验的同时,立足我国的现实教育问题,充分挖掘和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前,教育实践活动

因缺乏美的元素使得功利主义、读书无用等观点滋生和弥散,引发道德失范现象,这是受教育者情感教育匮乏、人
文素养差的表现。我国古代教育的审美智慧对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对建设教育强

国、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育人效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目的之美为教育现代化提供精神内核

中国式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教育,教育现代化则为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致力于培养的现代人,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

育人目标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同时,我国古代教育蕴含的目的之美,为教育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我国古代教育目的之美体现为育人目标和治国安民的紧密相连,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要培育的不是原

子化、碎片化、割裂的信仰“个人主义”的个体,而是能够与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同频共振的、有深厚情谊的“社会

人”,个体之间不仅能够产生情感共鸣,还能够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只有培养出具备家国情怀,能够践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国梦,能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①,才是合格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古代“诗礼乐”教育将培养人格健全的“君子”作为教育目的,通过“诗礼乐”教育达到育人目标,发挥纯化

人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功能,这对于深刻理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提供了方向、依据和参照。人的发展是通过“他律”进而到“自律”的过程,受教育者需要经历由外在行为规制

到自身内在行为准则建立的过程,而道德教育的抽象性和潜在性使教育难度增加,教育效果甚微。高质量的教育

是将审美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对个体而言,教育能够让受教育者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而美的情感体验能够引导

学生心灵达到和谐和有序的状态,从而使学生不由自主地接受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由此,将外在约束转换为

内在自觉遵循是学生自发形成的积极自由的选择,是从盲目冲动走向理性自觉的过程。理性意味着不得不去做的

意愿被淡化,是积淀着理性的感性,是蕴含着感性的理性,这也是教育现代化落实立德树人任务要遵循的原则。
(二)教育内容和方法之美为教育现代化提供着力点位

社会要实现向更高级文明形态的演进,就需要将积极的审美观念传承下去。“诗礼乐”教育蕴含的方式之美与

内容之美对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适用性,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诗礼乐”教育具有美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引导社会向美向善。中国古诗词涵盖多重美的要素,使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逐渐具备欣赏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这里的美不仅是美景、美文,更是美德、美行。学生背诵这些经

典诗歌不仅在于理解其内涵,还在于体验其中的音律、节奏和意境之美,在体验美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生命的成长。
教育美不是知识的复制和记忆,而是创造一种情境,通过情境让学生的情感与社会相联结,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

知识萌生于学生的意识中,引导学生进入愉悦的状态。以学生整体性的发展规律为基础,在个人与社会的碰撞中

为审美创造条件,这是“以美启真”的关键所在。学生的审美素养启发学生获取知识,这是受教育者获取知识的规

律之一。
教育活动能够让学生体验到生命成长的愉悦,这种愉悦在教育活动中表现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教师乐

教即善于运用情感力量感化学生,而不是灌输式或者填鸭式的教学,是能够自由创造地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学生

乐学是从审美和教育心理层面上讲的,即学生受老师情感的熏陶和感染,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学生就会全身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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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全神贯注地参与教学活动。学生一旦产生了学习能动性,就会积极主动地学习,学习的过程就会变得轻松和享

受。总之,教育的魅力就是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领悟道理,体验到、分辨出善的品德和美的特质。
(三)师生关系之美为教育现代化提供内在要求

教育现代化需以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塑造美的体验,这要求推动教师队伍现代化,增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文化

自信。教师与学生间愉悦的交流是一种美的体验,良好的学习体验能够促进学生德育和美育的协同发展,能够培

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教师对教育和学生的爱以及对美的体验,是唤醒学生自身与周围世界的联系的有效通道。教

育大家孔子被誉为“万世师表”,一生游说和践行自己的教学主张和教育理想,孔子与学生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更
是新时代师生关系的参照标准。孔子善于创造轻松、愉悦的心理场,让学生感受到美的学习氛围。新时代教师尤

其需要加强自身学养,真正做到“学无止境,教无厌倦”,言行一致,喜爱学生,热爱教学,享受师生教育教学的过程,
以实现“学生亲近老师,信奉老师所传之道”的效果。

教师要善于在和谐互动的师生关系中,培育具有“生命”的完整个体,而激活个体感知世界、体验美好事物和创

建心灵和谐是有效的教育路径。每个人存在于世界之中,就是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获得过程。构建美的师生关

系或者美的心理场是对新时代教师的基本要求。在和谐互动的教育情景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愉悦的环境氛

围,一切的感知活动都可以上升为美的情感体验,这种互动将具有超越性和超功利性。在教学的具体情境中,面对

学生片面发展的境况,教师以调动学生的情感为基础,以促进心理机能的协调塑造完整的心理环境或者完美人格

为保障。总之,师生之间构成美的心理场,学生在与教师或者周围环境的互动中感受愉悦、舒适和自由,使其身心

处于和谐状态,实现情感与理性、自由与规则、真善美等交融对于实现教育现代化尤为重要。
(四)教育环境之美为教育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

教育现代化需要营造学校、家庭和社会融合育人的格局与氛围,通过全社会育人意识的增强,形成良好的育人

环境。美的环境能够唤醒人的情感、心灵及精神状态,超越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功利主义取向,挣脱分数束缚,使受

教育者获得更为深刻的情感体验,从而进行自由的创造活动。我国古代“诗礼乐”教育中的仪式为当下校园文化建

设提供了基本思路。仪式化活动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它凝聚了文化精髓,具有沟通交流、文化认同、情感教育的功

能。中国古代的礼仪活动,不仅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还是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的有效途径。孔子喜欢弦歌,运用音

乐来调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自由轻松、和谐的教育环境,促进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进而影响学生心

智的发展。
任何教育活动的完成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上。教育现代化意味着教师应善于调

动周围的环境去构建美的学习氛围,通过美的教育空间的营造,引导学生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使他们更具活力、
创造力和行动力。教育现代化还意味着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通过开展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活

动,做到客观的环境与主观的审美心理相统一,创造轻松愉悦、劳逸结合的学习氛围,使学生由外部客观的环境转

化为内在的心理感受,达到环境育人的目的。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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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
内在要求与实践进路

曹曦颖

  摘要:进入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承载着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的时代使命。与此同时,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也呈现出了新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这对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即厘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理念,完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厘清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原则。立

足新时代,高校必须着眼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发挥自身办学优势,以“优化培养方法”为驱动,以“融合课程体系”为基础,

以“实践教学平台”为支撑,以“科学评价体系”为推手,以“高水平师资队伍”为保障,着力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为国家实

施对外开放战略、实现高质量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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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 13734 j cnki 1000-5315 2024 0512

收稿日期:2024-01-2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高等外语教育立德树人的路径与对策研究”(BIA190183)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曦颖,女,四川仁寿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caoxy2006@163 com。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方位,这意味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
既要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也要对外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我国重要的人才类型,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

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在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老教授的回信时指出,“深化

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才”,要“努力培养更多有

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①。与此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经济社会

发展不断涌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迫切需要大批具备跨

学科思维与能力、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强烈需

求呼唤着高校的教育赋能和功能发挥。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高校作为开展外语教育、培养复合型外语人

才的重要主体和中坚力量,如何立足新时代,面向新要求,高质量培养出符合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复合

型外语人才,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基于此,本文将从时代意蕴、内在要求和实践进路三方面就新时代高校如

何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展开理论探讨。
一 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时代意蕴

立足新时代,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对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时代使命。与此同时,高校复合型

外语人才培养也呈现出了新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把握好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所彰显出的时代意蕴,是进一步

921

①《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北京外国语大学官网,2021年9月26日发布,2023年12月24日访问,https   news bfsu edu 
cn article 287983 cate 4。



探讨高校如何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逻辑前提。
(一)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时代使命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才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①。复合型外

语人才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培养是重要的时代使命。
首先,以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使得各国之间的竞争博弈日益加剧,国际形势日趋复杂。这些新变化使人

们充分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国倡导的关于人类未来

发展的“中国方略”,承载着我国对于建设美好世界、促进人类文明交融的殷切期望和不懈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须以文化为基础,以语言为桥梁”②,这充分展现出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时代使命,同时也体现出高校外语教

育的不可或缺性。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须以多元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为前提,进而展开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而复合型外语人才所具有的跨文化理解、感悟和交流的综合能力,恰好可以承担不同文

明之间交流互鉴这一文化使者的角色功能。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我国的智慧供给和方案提供,而
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我国本土厚植的人才类型,其具有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可以更好地传递

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进而助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其次,以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助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仅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也是我

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伴随着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撑,其培养质量和培养规模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

成效。一方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语言铺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需要语言先行。外语作为信息与文

化的载体和不同文明之间思想沟通的媒介,在国际交往、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当前,普通话

在国际交往、知识传播和文明互动中并不占据主流位置,这就要求我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主动培

养会识、会读、会写、会说、会译的复合型外语人才,通过复合型外语人才这一桥梁,积极传递中国声音,在对外传播

中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从而建构中国话语

体系。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深,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和重要性也将会愈发提升。另一方面,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复合型外语人才的主动作为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时

代对外开放的主要抓手,其涉及地域之广、领域之深、国家之众、文化之多元、社情之复杂,需要复合型外语人才发

挥其专业优势进行主动作为和积极参与。可以说,复合型外语人才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的主力军和文化先

锋,对于国家之间的沟通、文明之间的互鉴以及经贸、人文交往交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以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基本生存型为主,向多层次多样化

发展转变,对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也更加期盼③。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迈入了新阶段,跃上了新台

阶。我国的高等教育现已进入普及化阶段,表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学习化、现代化等特征,在办学规模、培养质量、
服务能力等方面已实现历史性跃升,整体水平已进入世界高等教育第一方阵④。我国的高等教育已开始在部分领

域领跑,正在成为新增劳动人口的“基础教育”,推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水平领先世界,目前正在从抓好根本质量、
整体质量、服务质量和打造中国范式几个方面去完成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基本任务⑤,力争率先建成高等教

育强国。外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外语教

育的需求,以及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成为新时代外语教育的新挑战。此外,从外语教育自身来看,外语专业在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实施同质化建设所带来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小才拥挤、大才难觅”等问题长期阻碍着外语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外语教育开始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目前基础外语界开始运用新教材、新教法、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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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提高学生核心素养和全球胜任力,而高等外语界则开始探索实施“专业+外语”、“外语+专业”等复合型人才培

养模式,以培养满足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一精多会、一专多能”高素质外语人才①。基于此,本文认为,培养复合

型外语人才是新时代外语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通过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倒逼外语教育培养模式、
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等系统变革,由此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满足社会需求。

(二)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外语教育政策的调整,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及其培养开始受到

学术界和高等院校的广泛探讨和实践摸索,愈发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②。概念是思维的工具,是构成语义的

基础,在探讨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之前,有必要对复合型外语人才进行概念上的厘定与说明。
首先,从概念的理论基础来看,复合型外语人才内蕴着多元智能理论的理论内核和思想主张。多元智能理论

认为,凝结在人脑中的智能是多元形存的,人脑中并不存在单一智能,而总是呈现出多种智能组合而成的一种多元

智能结构,智能组合的不同造就个体间的差异,智能组合的结果可以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并开发各

式各样的智能和智能组合。人与人的差别,主要在于人与人所具有的不同智能组合”,“事实上几乎具有任何程度

的文化背景的人,都需要运用多种智能的组合来解决问题”③。复合型外语人才就是要打破单一语言技能的传统

智能结构,形塑自身“外语技能+其他技能”的多元智能组合模式,以便解决社会复杂问题。
其次,从概念的基本要素来看,所谓“复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学科或专业的有机合成,而“复合型人

才”则是指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学科或不同专业的基本知识与技能的人才④,强调跨学科思维和运用不同专

业知识与技能的能力。“外语”是“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核心要素和主要成分,“复合型外语人才”是由“外语”+“X”
(X指代其他学科或专业)有机复合而成的外语类专门人才。

再次,从概念的基本要义来看,学界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共识,但从当前有关复合型外

语人才的学理探讨中可以萃取其基本的概念要义,即复合型外语人才是指具有扎实的外语专业本领,同时掌握相

关学科专业知识,拥有人文科学素养、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具备跨文化理解、沟通等综合能力和创新、合作等综合

素质,并且能够胜任相关领域工作的外语人才。从以上简要分析中不难看出,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本质内涵是“外
语”+其他相关学科或专业复合而成的外语类人才,其外延则包含了要具有人文科学素养、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以

及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和岗位胜任能力,其思想内核始终指向外语人才自身多元智能结构的形塑。
立足新时代,高校作为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过程中也呈现出了新的时代

特征。
首先,确立新标准,培养卓越拔尖、一精多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本质内涵、时代外延以及

思想内核为高校的专业性培养树立了新标准,主要体现在素质、能力和知识三方面⑤。其中,在个人素质方面,应培

养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浓厚的家国情怀,有社会道德感

和社会使命感,有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在个人能力方面,应培养具备扎实的听、说、读、写、译等外语综合能

力,具备跨文化理解、感悟、交流、沟通的综合能力,以及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管理、创新等能力。在个人知识方面,
要培养具有外语语言知识及其凝结在外语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同时还要培养具有人文社科类、理工科类相关基

础性知识,整体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
其次,突出新特色,面向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重新定位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特色化培养。新时代国家战略和社

会发展亟需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智力支撑,然而,基于分类的学科理念、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学科中心的院系

结构等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⑥。因此,面向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
高校需要转换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突出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培养新特色,注重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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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交叉发展,在跨界中实现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再次,建设新学科,以“外语+学科”模式优化外语人才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外语不仅是一门工具性语言,而

且还是高等教育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具有独特的学科属性和价值功能。伴随着新时代高等教育深入推进“四新”建
设、努力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对外语学科进行跨学科交叉与融合是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题中应有

之义,以“外语+学科”模式优化外语人才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从而建构学科交叉、知识互涉的共生型外语新

学科。
二 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使命,与此同时,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也呈现出了新的理论内涵

与时代特征,这对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即厘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理念、完善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目标、捋清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原则,通过培养理念、目标、原则的内在变革与创新,以此实现高校复合型外语

人才培养的内在自觉与持续动能。
(一)厘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理念

“教育理念是教育实践的内在动力,教育的改革与进步必须以理念的突破和更新为先导”①。换言之,缺乏好

的教育理念,教育的发展终将是乏力的、被动的、短期的。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强国建

设、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背景下的一种教育改革创新,在其发展过程中亟需厘定自身教育理念,以“质量导向、
学生中心、跨界融合、全人培养”为理念核心要点,以此获得持续的内在动能,实现自身的长足发展。

一是要坚持质量导向,以质量作为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生命线。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

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②可以看到,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成败。因此,以质量为导向是新时代高校复合

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从结果质量来看,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要坚持以满足国家战略和经济

社会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为教育产出目标,自觉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另一方面,
从过程质量来看,过程质量是结果质量的前提和保障,这就要求高校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过程中,要积极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效能,以此实现对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有效培养。
二是要坚持学生中心,始终将学生的发展放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核心位置。外语教育始终是面向人的教

育,始终是以人的教育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发展为价值旨归,只有秉持学生中心,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才能始

终葆有教育本色、焕发生命活力。
三是要坚持跨界共生,树立专业交叉③、融合培养的发展理念。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需要跨学科的新

型培养模式,高校要主动发挥自身办学优势,通过“主-辅-跨-参”(主修外语,辅修其他学科专业,跨专业选修人

文社科类、理工科类课程,参与艺体社团)等专业交叉、跨界融合、知识共生的培养理念革新,高质量培养出复合型

外语人才。
四是要坚持全人培养,以整全的教育培养人的整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复合性”内在规定着人的发展的全面

性,这就要求高校要自觉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教育实践,旨在以整全的教

育培养出整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更好地满足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
(二)完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

目标是行动的先导,确立完善的培养目标,是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在确立培养目标

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重技能轻素质”、“重专业轻通识”、“重应用轻文化”这三种倾向④,自觉将知识结构目标、能
力结构目标和素质结构目标三位一体地融入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之中,形成系统完整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

目标体系。
首先,确立复合型的知识结构目标。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知识结构应该是跨域共生、交叉融合的,也就是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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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语”知识为主的同时,能够融会其他学科的基础性知识,由此形成“外语知识+其他学科知识”的复合型知识

结构。这就要求高校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将“掌握好”、“理解透”外语综合知识作为核心的

知识培养目标,另一方面要将“了解广”、“懂得多”其他学科专业知识作为补充性的知识培养目标,通过外语专业与

不同学科专业知识之间的有机叠加,进而培养出复合型外语人才。
其次,确立复合型的能力结构目标。知识是构成能力的养料,高校在确立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能力目标时,不应

局限于单一外语技能的掌握,而是要随着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建立,确立复合型能力结构目标。具体而言,一方面,
要培养具有外语应用的综合能力,这是复合型能力结构的核心。另一方面,要培养符合时代所需的能力,如创新能

力、管理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与此同时,要培养具有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综合能力,例
如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等。新时代高等外语教育的重要使命是提升国家形

象①,习近平曾深刻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

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

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②要解决“挨骂”问题,就要求我们培养的外语人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高校

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时,要自觉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形成中国话语”作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

综合能力目标,使其自觉担负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硬形象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中国

声音的传播者、中国理论的创新者、中国未来的开创者③。
再次,确立复合型的素质结构目标。我国将人的素质结构划分为“德智体美劳”五大范畴,它们构成了新时代

教育事业立德树人的五大抓手,是复合型素质结构的高度概括。高校在推进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要自觉

将德智体美劳作为复合型素质结构目标进行整全培养。具体而言,在“德”方面,要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涵养德性,从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在“智”方
面,通过学科跨界、知识跨域等融合培养模式培养出既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又具有专业本领、人文科学素养的

外语人才;在“体”方面,通过生理健康知识、体育锻炼技能等的传授,增强外语学生的强健体质和顽强毅力;在“美”
方面,要培养外语学生的鉴美能力和审美情操,以美润心,以美养德;在“劳”方面,要培养外语学生崇尚劳动、热爱

劳动的观念以及能够劳动、胜任劳动的技能,提升外语学生的劳动素养。总而言之,通过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复合型素质结构目标为行动导向,整全培养出心中有理想信念、身上有家国情怀、手里有过硬本领的高素质复合

型外语人才。
(三)厘清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原则

原则是行动的标尺,捋清培养原则,是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又一内在要求。根据复合型外语人

才培养自身所内蕴的特点,以及当前外语人才培养的整体思路,在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要自觉

将“立德树人和以人为本”、“系统性和科学性”、“多元培养和分类卓越”作为三大原则,始终贯穿在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之中。
首先,要自觉秉持“立德树人和以人为本”的原则。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究其根本是面向人的教育,是面

向一个个有温度、有情感、有故事、有个性的鲜活个体的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外语教育的原点是人的教育”④。
因此,秉持立德树人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是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高校复合型

外语人才培养要坚持德育为先,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同时,还要坚持树人为要,形塑外语人才的精神内涵和综合素质,奋力培养新时代拔尖

卓越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的发展置于复合型外语

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把尊重人、关爱人、培养人、发展人贯穿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工作的全过程。
其次,要自觉秉持“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复合性”本身就内蕴着系统思维和跨界理

念,它不仅是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专业之间的跨界整合和知识共生,而且需要外语学科组织与其他学科组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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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力合作。因此,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要自觉从系统视角看问题,着眼大外语观,妥善处理好外语学科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知识共生关系,建立好外语学科组织与其他学科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共同培育好新时代复合

型外语人才。在把握系统性进行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注意遵循人才培养的科学规律和教育教学特

点。例如,人才培养要主动适应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发展需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专业结构调整与课程结

构重置;又如,人才培养要具有教育性,注重教书与育人相结合,知识与德性相结合。
再次,要自觉秉持“多元培养和分类卓越”的原则。新时代高等外语教育的基本方略是分类推进,根本要求是

价值引领①。面对全国超大规模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和每年几十万的毕业生,如果外语专业始终按照同质化思路

培养人才,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在基础教育领域被呼吁取消主科地位、在高等教育领域被亮红牌的诸多问题。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学界同仁提出了“多元培养、分类卓越”的人才培养思路,即各高校外语专业依据自身条件,发挥

自身优势,走特色、多元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道路②。例如,对于师范院校而言,走特色、多元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道路就是在培养外语专业人才时发挥自身的教师教育优势,在人才培养中以培元育才为重心,突出专业性和

师范性,并将两者有机结合,以培养复合型外语教师为己任。
三 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实践进路

立足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具有了新要求,这就需要高校必须立足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发挥自身

办学优势,以“优化培养方法”为驱动,以“融合课程体系”为基础,以“实践教学平台”为支撑,以“科学评价体系”为推

手,以“高水平师资队伍”为保障,高质量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为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实现高质量教育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以“优化培养方法”为驱动

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离不开方法模式的创新驱动。立足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需要整体优化人才

培养方法,通过打造智慧化教育模式、“外语+其他学科”的跨界集群、“德育引领”的教育生态和全链条育人机制等

方面的融合创新,进而驱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首先,推进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整体打造智慧化教育模式。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式发展和广泛性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社会发展已成为一种价值共识。在此背景下,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教育创新和变革的价值日

益凸显。所谓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教育全过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优势,推动教育系统

的全方位变革和创新,从而打造智慧化教育新生态,更好地培养时代新人③。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发展中,推
进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同样是利用外语教育实现自身变革与创新的时代机遇,尤其是针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

养,更离不开外语教育主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优势,整体打造在线课程、虚拟教室、数字教材、智慧教学、智慧

课堂、数字化教学管理等智慧化教育模式,重塑外语教育智慧化新生态,从而整体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

和水平。
其次,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与知识跨域共生,整体打造“外语+其他学科”的跨界集群。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学

科交叉融合与知识跨域共生已成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时代特征,旨在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从而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强国建设。在此过程中,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要聚焦

外语学科的内涵建设,树立大外语学科建设观④,以外语学科为核心,推进外语学科与其他相近学科、相近专业的交

叉融合,实现外语学科知识与其他相近学科、专业知识的跨域共生,整体打造出“外语+其他学科”的跨界集群,从
而整体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再次,推进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打造“德育引领”的教育生态。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我国课程建设的一种

教育理念⑤,旨在挖掘各类课程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德育要素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充分发挥课程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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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为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滋养。外语教育作为一种文科教育,其自身内蕴着人格修养、审美

情操、优良美德、家国情怀等教育旨趣,具有丰富的思政要素。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要以推进外语

课程思政建设为抓手,一方面,引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外语课程建

设,厚植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思想内涵、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外语课程的思政元素,并将思政元

素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为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成长提供精神养分和价值向导。
(二)以“融合课程体系”为基础

新时代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要促成各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相比传统的单科人才培养,在
更大范围内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学习,可以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更大提升,而融合不同学科知识、能
力、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也更加符合现代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同

样离不开跨界、跨域式学科融合培养,在学科融合培养过程中实现学科知识、能力和素质之间的统整共生,进而又

以学科知识、能力和素质之间的统整共生实现复合型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养成,最终促进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有

效培养。高校开展人才培养需要以课程为抓手,因为课程是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基本载体,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的

支撑元素。但是,当前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在相关课程体系设置上仍较难满足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需求①,因此,
深化课程改革、积极构建融合课程体系是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实践进路的必然选择。基于此,高校应

以基础知识模块、相关知识模块、综合素养模块为主要框架,积极构建学科融合、专业融通、知识融汇的融合课程

体系。
首先,在基础知识模块方面,高校要立足外语学科基础知识,以《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2020)为依据,一方面开设包括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外语

技能课程,另一方面开设包括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翻译学等外语基础课程,以外语学科知识固本人才培养。
其次,在相关知识模块方面,高校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和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积极开设信息技术应用、数据

统计分析、音体美素质提升、现代组织管理、中国人文经典等跨学科课程,同时鼓励学生辅修或选修其他学科专业

课程,以跨学科专业知识拓宽外语学生的心智空间,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和多元智能结构,以此助力外语人才

培养。
再次,在综合素养模块方面,高校还应开设中国语言文化概论、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跨文化交际等课

程,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理性吸纳西方文明精髓,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三)以“实践教学平台”为支撑

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始终是面向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既要高质量培养出能够解决社会复杂问题

的实践型人才,又要高质量培养出能够引领社会各领域创新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因此,兼具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

新时代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价值旨趣。实践教学平台是高校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支

撑②,为此,高校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实践进路中,应整体打造出将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有效结合的“实创

合一”实践教学平台,以实践教学平台为支撑,确保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实践教育与创新教育协同并进,培养出整体

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
首先,在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上,要打造校内校外双空间平台建设。一方面,高校要在校内积极搭建“基于体验

和应用的外语教学实践实训平台”③,用以开展与外语技能学习相关的实践教学活动。例如,积极搭建具备数字化

语言、数字化同声传译和CATTI笔译等实践教学功能的语言实验室,夯实语言应用能力。另一方面,高校要在校

外主动寻求与行业企业合作共建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充分利用行业企业优势,以项目合作、实习见习等方式为抓

手,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情境化的语言应用环境,在情境化、工作化环境中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
其次,在实践教学平台管理上,要确保实践教学平台的日常运营使用。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是为了使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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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方面,高校要依据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合理制定实践教学方案,优化实践教学课程结构,增加实践教学

课时比重,通过实践教学课程学年、学期的时序性编排,将实践教学平台的使用合理纳入日常教学活动之中。另一

方面,高校要与校外行业企业联合制定校外实践教学管理制度,明晰高校与行业企业的管理权责,建立高校与行业

企业的协同育人机制,以此保障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有效运营与使用。
再次,依托实践教学平台,完善复合型外语人才实践教学资源库建设。从纵向方面来看,高校要遵循能力发展

规律,从基本的发音训练到听说读写译的综合实训来配备相应的实践教学资源,促进外语学生的能力发展进阶;从
横向方面来看,高校要将实践教学资源进一步按日常生活、时事新闻、经济贸易、山水旅游、语言文化等知识模块进

行分类整理①,拓展外语学生的知识广度,提升外语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四)以“科学评价体系”为推手

教育评价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指挥棒”,事关教育教学发展方向,关涉教育教学质量水平。当前我国正推进教

育评价改革,而新时代背景下,科学的教育评价应该要“走在教育发展前面”②,发挥评价所固有的价值引领作用。
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教育实践同样离不开科学教育评价的功能发挥和价值引领,科学的教育评价在有效诊

断培养质量的同时,能够引领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方向,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创设科学评价

体系,以评价为推手助推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便成为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又一实践进路。为了客观、
准确评价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应从评价主体、评价形式、评价范围三方面系统创设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

的科学评价体系。
其一,应构建多方评价主体参与体系。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涉及多方利益主体,高校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

的评价应转变传统单一评价主体的局面,主动将师生、家长、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主体纳入评价主体之中,同时也

可以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由此形成多元主体评价新格局,更好地促进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其二,应构建多样化评价形式。高校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应改变传统单一纸笔评价形式,主动构建包括纸

笔测验、课堂观察、活动报告、成长档案袋等多样化评价形式。与此同时,高校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
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由此构建注重过程、突出增值、多元多维、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样化评价形式。

其三,应积极拓宽评价范围。高校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评价范围应贯通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第二课堂

的特定获奖可以兑换抵扣第一课堂的创新创业训练课程学分,专业四级、八级和各类职业资格证考试的通过情况

也可纳入评价范围。总而言之,高校应通过创设科学的人才培养评价体系,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参与

性,助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五)以“高水平师资队伍”为保障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对高校外语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他们不

仅要师德高尚、具备扎实的外语语言文化功底和跨学科知识结构,还要具备复合型外语的实践经验③。然而,在当

前我国庞大的外语师资队伍中,不仅缺乏语言文学和专业融合型教师④,同时也缺乏复合型外语实践经验的教师,
难以支撑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有效培养。因此,整体提高高校外语师资水平,以高水平外语师资队伍建设为复合型

外语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保障,将是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高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强化高水平外

语师资队伍建设。
其一,加大外引内培力度,提高外语教师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一方面,对外与行业企业合作,聘请有丰富外

语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以此完善高校理论性外语教师与实践性外语教师的结构比例。另一方面,
对内采取进修、研修、挂派结合等多种教师培养方式,多样化促进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整体提升外语教师的综合

素质和外语教学能力。
其二,改革教师评价机制,引导教师回归教学,重视教学研究,着力教学改革实践。高校应采取学院领导、校院

教学督导、系室同行、校外专家、学生评价“五位一体”的方式对教师进行综合评价,在教师评聘职务时实行教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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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票否决制,以此引导教师注重对自身教学能力和专业素质的提升。与此同时,高校要定向扶持各级教改项目,
鼓励教师以国家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申报教改项目,利用教改项目成果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质量。
其三,建立赏罚分明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高校可以设立优秀育人奖,定期评比表彰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突

出贡献的优秀教师,以此激励教师重视人才培养,回归教书育人初心。
四 结语

立足新时代,国家战略和社会各领域高质量发展亟需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智力支撑。高校作为复合型外语人才

培养的中坚力量,应勇担时代使命,主动识变、应变和求变。一方面,要廓清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理论内涵

与时代特征;另一方面,要明晰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对高校开展外语教育的内在要求。此外,还要明确高校复合型

外语人才培养的未来实践进路,以此实现对新时代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高质量培养,为建设教育强国、推动中国式现

代化发挥应有作用。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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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本改编是教材编写的常用手段,是语言教学的必要环节,是语言教师的基础能力。对120篇教材课文改编原

文内容进行系统考察,可概括出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应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及与之相应的九条实现路径:一是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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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文本改编,是为使文本适应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满足教学目标和需求,教师(含教材编写者、测试命题者等)采
用多种策略对所选文本进行适当改编的过程①。文本改编广泛应用于二语教材中,是教材编写的常用手段②。作

为教材改编的核心部分,文本改编也是语言教学的必要环节③,是语言教师的基础能力④。加强文本改编研究,对
国际中文教材编写、教学应用、教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英语二语文本改编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早期主要关注文本改编对理解和习得的影响⑤、文本改编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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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特征的差异①,近年来逐渐关注教师文本改编的过程②、智能文本改编的开发与应用③等。在教材文本改编方

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材课文、分级读物、考试和学术阅读材料等文本改编的方法和原则④。可以看出,英语二语

文本改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强,并逐渐形成了以文本改编为核心的研究体系。
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文本改编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在改编策略方面,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教材课文本土

化的改编策略⑤,分级读物、旅游文本的词汇改编策略⑥;近期高雪松等考察综合教材课文与原文的异同,建立了相

对系统的改编策略框架⑦。在改编标准和原则方面,早期学者们主要针对教材编写提出了宏观原则,如科学性、实
用性、针对性、趣味性等基本原则⑧,还有交际性、时代性、语体性等其他原则⑨;近期汲传波、李宇明针对新冠疫情

防控,提出“简明汉语”词汇、语法及语用的具体简化标准,这可视为国际中文领域首次提出相对具体且系统的标

准。在改编对习得的影响方面,学者们开始关注到简化、详述等不同类型改编文本对汉语二语学习者伴随性词汇

习得的影响。此外,在机器改编方面,学者们对中文文本词汇自动化简化进行了研究;并基于相关标准研发了

难度分级平台来辅助文本改编,就教师使用智能平台辅助文本改编进行了讨论;ChatGPT的出现也为文本改编、
教材编写提供了可能性。

但从总体来看,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文本改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引起学界进一步重视。虽有学者呼

吁,需加强国际中文教材编写的基础研究,加强对教材最核心部分课文的研究,指出对比教材课文和原文是做

好教材编写前期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但目前国际中文教材编写还主要停留在实践经验层面;对教材课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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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仅数量少,而且以定性分析为主①;对教材课文改编的实证研究更是屈指可数。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研

究亟需在理论层面提升,与教材编写的宏观原则形成有效链接。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察120篇教材课文与原文的异同,探索文本改编的基本原则

与实现路径,以期为文本改编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并为促进国际中文教材编写、教师发展和教学应用

提供新思路。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国际中文教材课文改编原文应遵循什么基本原则? 实现这些原则的主要路径有哪些?
(二)研究语料

语料源于《汉语教程(第三版)》、《发展汉语(第二版)》、《博雅汉语(第二版)》和《尔雅中文》4套国际中文综合教

材。这4套教材为近十年出版,在中国大陆使用范围广。我们选取了其中120篇课文(包含初级33篇、中级47篇、
高级40篇)及对应原文,进行系统研究。

(三)研究方法和步骤

参照内容分析法基本程序,自下而上进行研究,主要有六个步骤。
第一,依据文本构成由小到大的基本单位,确定分析单元为词汇、短语、句子、段落的具体改编。改编部分的数

量比例见表1。
表1 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基本情况(频数/百分比)

词汇 短语 句子 段落 合计

7658
 

/
 

56.13% 1626
 

/
 

11.91% 3729
 

/
 

27.34% 630
 

/
 

4.62% 13643
 

/
 

100.00%

  第二,根据文本信息提取要点,初步制定三个层面的编码方案:词语层面考察词汇难度、词义、词形,句法层面

考察句法成分、句子结构,篇章层面考察篇章信息、结构、衔接。
第三,抽取典型对比文本6篇,两位研究者分别使用NVivo12.0软件进行开放式一级编码,并进行二级、三级

编码归类。完成后汇集分析,修订方案。
第四,随机抽取20%(23篇)的文本,分别编码。经过Holsti信度检测,一级编码信度均在0.93及以上,信度

水平高。研究者讨论分歧,确定方案。
第五,因研究者间信度高,余下91篇分别独立编码,不再进行信度检验。
第六,使用NVivo12.0软件计算不同节点下的频数②,进而构建文本改编的原则和路径。
三 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的基本原则

通过比对原文,参照新标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③,我们对120篇教材课文的改编进行系统考

察,概括出国际中文教材课文改编的四个基本原则:可理解性原则、规范性原则、教学性原则、适度性原则。
(一)可理解性原则

教材文本改编,实质上是调整文本难度,使之与学习者语言和认知水平匹配的过程。可理解性指改编后的课

文能够被学习者理解和习得。文本难度是影响可理解性的重要因素④,可理解性是语言习得发生的必要条件⑤。
学习者使用适合其语言水平的文本,能促进其语言习得与语言能力的发展⑥。遵循可理解性原则,是教材文本改

编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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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刘弘、蒋内利《近十年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特点与趋势分析》,《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55-62页。
囿于篇幅,本研究未整体呈现不同节点的频数数据,将在下文分析实现路径时结合数据进行阐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Scott
 

A 
 

Crossley 
 

Max
 

M 
 

Louwerse 
 

Philip
 

M 
 

McCarthy 
 

Danielle
 

S 
 

McNamara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Simplified
 

and
 

Authentic
 

Text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 
 

no 
 

1
 

 Spring
 

2007  
 

15-30 
Stephen

 

D 
 

Krashen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Longman 1985  
 

2-3 
 

Scott
 

A 
 

Crossley 
 

David
 

Allen 
 

Danielle
 

S 
 

McNamara 
 

Text
 

Simplification
 

and
 

Comprehensible
 

Input 
 

A
 

Case
 

for
 

an
 

Intuitive
 

Approach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16 
 

no 
 

1
  

 January
 

2012  
 

89-108 



运用汉语文本阅读难度分级平台(简称“分级平台”)①考察120篇原文发现,相当一部分原文篇幅过长,语言难

度偏高。如初级教材原文长度超过1000字、难度超过初等水平的篇数分别占36.36%(12篇)、96.97%(32篇);中
级教材原文超过1500字、难度超过中等水平的篇数分别占42.55%(20篇)、44.68%(21篇)。篇幅长、难度高,导致

学习者内在认知负荷重,影响可理解性。原文还经常使用省略(含零指代、连谓结构等论元和显性关联词语省略

等),出现句子主干信息缺位、语义关系不明确等现象,会增加信息加工的负担,不利于文本理解。改编后的课文,
难度普遍降低,符合克拉申提出的“i+1”可理解性输入的原则,有助于提高二语教学效果。

(二)规范性原则

语言规范,是在长期言语实践中巩固下来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使用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准则和典

范②。教材文本改编的规范性有两层含义。
第一,对原文错误的或存在争议的表达形式进行规范,使课文语言表达正确,能够被普遍接受。如原文句子

“由于熊猫色彩简洁,身形肥胖讨人喜欢,性格憨厚温和,一直都是玩具设计师的宠儿。”一般来说,前后分句主语相

同,前一分句的关联词应位于主语后面③;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为非定位关联词,前后分句主语相同时,其在主语

前后的位置是自由的④。初级教材课文增加了后一分句的关联词和主语,改成:“由于熊猫颜色黑白分明,体形肥

胖,性格温和可爱,因此它们一直都是玩具设计师喜欢的形象。”国际中文教材对这类形式的修改是十分必要的,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规范的强制性。

第二,考察120篇课文发现,57.50%(69篇)选自老舍、毕淑敏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及《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

上的散文故事,原文包含一些方言词、口语词等,以及状语后置、主谓倒装等句式。教材课文对其规范,主要是将其

改为词形、词义和词用符合普通话规范的常用词汇,符合普通话的基本句型和习惯表达方式。国际中文教学教授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也符合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法则⑤。
(三)教学性原则

教学性是教材的本质属性⑥。教材文本改编的教学性,指改编后的课文需要含有符合等级标准、超越学习者

现有水平“+1”的语言要素;而且这些要素需在课文中有序呈现和复现,以促进学习者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发

展。实现教学性是教材文本改编的根本目标。
综合教材的课文承载的语言要素最多⑦,语言要素教学也是综合课教学的重点⑧。运用分级平台考察120篇

原文难度发现,66.25%(53篇)的初中级教材原文难度高于相应等级水平,7.50%(3篇)的高级教材原文难度低于

高等水平,均不能很好地满足教学需求。如初级教材课文《我看见了飞碟》的原文难度值为2.94,属高等水平;出现

了“灼”、“刹”等27.58%的难字,“千载难逢”、“天幕”等36.47%的难词,“所”字结构、“无A无B”等23.85%的语法

难点。这些语言要素需要改编,才能更好地适用于初级阶段的教学。
(四)适度性原则

适度性指教材文本改编的程度需要适当。这需综合衡量几个问题:原文是否需要改编? 改编策略是否适当?
改编后的语言内容是否适当?

教材文本改编存在改编过度和不足的问题⑨。运用分级平台测量改编后的120篇课文发现,20.83%(25篇)
的初中级教材课文难度仍然高于相应等级,4.17%(5篇)的中高级教材课文难度低于相应等级。突出问题是词语

难度调整不当,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替换后词汇难度高于相应教材等级。如中级教材课文用高等词“没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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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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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程勇、董军、晋淑华《基于新标准的汉语二语文本阅读难度分级体系构建与应用》,《世界汉语教学》2023年第1期,第98-110页。分级平台网址:

120 27 70 114 8000 analysis_a。下文对原文和课文难度的测量,也运用了分级平台。
许宝华、杨剑桥《大辞海·语言学卷(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348页。
黄伯荣、廖旭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6版,第146页。
李晓琪《现代汉语复句中关联词的位置》,《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第79-91页。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章第二十条。
曾天山《教材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李晓琪《汉语第二语言教材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4-88页。
杨惠元《综合课教学要处理好的十个重要关系》,《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6期,第24-30页。
高雪松、周小兵、洪炜《汉语二语教材文本改编策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32-39页。



替换初等2级词“可能”,初级教材课文用中等6级词“轨道”替换高等词“轨迹”。这些难词均收入生词表。生词数

量多、难度高一直是教材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①,改编程度不当是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替换后的词

汇难度低于相应教材等级。如中级教材课文用初等3级词“要是”替换2级词“如果”。其实可以用中等4级词“假
如”替换“如果”,与学习者水平相符。可见,适度性是教材文本改编的基本要求。

四 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的实现路径

上述四项文本改编原则主要通过九条路径实现,以下用实例及数据讨论这些路径。
(一)可理解性实现路径

可理解性主要通过降低语言和认知难度来实现。具体路径可概括为三条。
第一,降低语言难度。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1)降低词语难度。主要采用简单词对难词进行替换或解释

(2367次/17.35%②),如初级教材课文用“老年”替换“暮年”,中级教材课文用“到死也不改变”解释“至死不渝”等。
上下位词或不同音节词替换是常用手段,如初级教材课文用“外国”替换“犹太”,用“笑”替换“窃笑”等。(2)降低句

法难度。多为删除句法成分(2122次/15.55%),尤其是删除含有难词或复杂结构的状语、定语。如初级教材课文

《共同经历一场爱情》共删除原文“漫不经心”、“随着车子的颠簸”、“焦灼难耐之下”等14个状语。另一手段是用简

单结构代替复杂结构(770次/5.65%),多用主动代替被动,用肯定代替否定,用陈述代替反问。如初级教材课文把

原文“无一不被感动”(双重否定+被动)改写为“大家都很激动”。也有把若干分句合并为单句,如中级教材课文把

“他带着陌生的眼神看我,然后轻轻颔首”合并为“他看着我微微点了点头”。(3)降低篇章难度,多为删减篇章长度

(2550次/18.69%)。如初级教材课文《我看见了飞碟》删除原文“它绿色葱茏,湖水澄碧……”等对景色的描述,“他
是江苏南通人……”等对人物的介绍和“我们调动各自的经验和学问展开了讨论……”等次要信息,共1676字。此

外还有改变篇章结构(159次/1.17%),包括:合并短段落,增强紧凑性;拆分长段落,增强层次性。
第二,增加冗余信息。冗余指超过传递最少需要量的信息③,是影响可理解性的重要因素④。文本改编主要采

用两种手段。(1)增加句法成分(1517次/11.12%),可促进对难词和句意的理解。如中级教材课文增加句中划线

处“原料是人们扔掉的废纸和垃圾”,帮助学习者理解生词“废”、“垃圾”。(2)增加篇章冗余(751次/5.51%)。如中

级教材课文增加划线部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到月底,母亲都不得不到邻居家去借钱。”划线句子帮助学习者

理解生词“紧巴巴”。
第三,增强语篇衔接。语篇衔接,指文本中不同成分之间存在的语义联系⑤,是影响可理解性的重要因素⑥。

汉语语篇衔接手段丰富,有指称、结构、逻辑、词汇和主位—述位衔接等⑦。教材文本改编增强语篇衔接,主要有三

种手段。(1)增加关联词(204次/1.50%)。多为增加句子连词,以显性呈现句子结构和语义之间的逻辑关系。如

初级教材课文:“这一切虽然观众们都看不见,但是,他们闻到了花香,也听到了姑娘轻轻的脚步声。”教材中较原文

增加“虽然”、“也”,凸显句子的转折、并列关系。(2)调整篇章顺序(129次/0.94%),效果是使文本逻辑更清晰,衔接

更紧密。如高级教材课文的原文:“八十年代初,萨特与弗洛伊德的学说曾在中国红极一时。在哲学思辨与现实关


照之间,中国人总是明显偏爱后者。于是在完成了对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的形而下转化后,人们得出结论


:人
是自由的,欲望理应被满足,而且这些,统统与道德无关。此时,性解放思潮在西方已经归于没落,但在刚刚开放的

中国,它的合理性却在中国人对萨特与弗洛伊德的理解中得到证实。”教材改编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性解放思

潮在西方已经没落,但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它的合理性却在中国人对萨特与弗洛伊德的理解中得到证实:人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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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杨德峰《试论对外汉语教材的规范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29页;周小兵、赵新《中级汉语精读教材的现状与新型教材的编写》,
《汉语学习》1999年第1期,第53-56页。
每种类型改编百分比的分母数,均为文本改编总频数1364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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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欲望理应被满足。而且这些,统统与道德无关。”教材删除“萨特与弗洛伊德的学说……人们得出结论


”这一段

话,将下划线句子调至“证实”后,增强了逻辑性和衔接性,突出了该段中心意思。(3)用指称对象原名替换代词(69
次/0.51%)。多为用人名替换人称代词,也有地名、物名替换指示代词。如初级教材课文的原文:“她是这场电影

的讲解员。这一切他们都看不见。”教材改编时将人称代词“他们”替换为“观众们”,指称更加明晰。
(二)规范性实现路径

规范课文语言,体现在语音、书写、词汇、语法、语用等不同层面上①。教材文本改编规范性的实现路径主要有

两条。
第一,规范词汇。(1)使用语义更规范的词汇(283次/2.08%)。如原文:“会议上有了他,再空洞的会议也会显

得主题正确,内容充沛,没有白开。”“充沛”不能跟主语“内容”搭配,课文换成“充实”;“主题正确”虽可说,但在这个

语篇里课文改用“主题明确”更好。还有把方言词汇“咋”、“看客”替换为“怎么”、“客人们”,把口语词汇“腮帮子”、
 

“家当”替换为“脸”、“东西”,把书面语词汇“睽隔”、“啜”替换为“离别”、“喝”等。(2)使用词形更规范的词汇(199次/

1.45%)。如把“聊天”、
 

“事儿”分别改为“聊天儿”、
 

“事”等,还有把异形词“糜费”、“磨擦”替换为“靡费”、“摩擦”等,
把不常使用的同素异序词“馆场”、“私隐”替换为“场馆”、“隐私”等。

第二,规范语法。主要手段是句法成分调序(254次/1.86%),以多项状语、定语的调序为主,如把“实际上已经

确实不太适合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代称了”的划线处调整为更常使用的“确实已经”②。另外,部分原文使用了汉语

频率较少的语序,课文将其调整为汉语书面语的常见语序。如初级教材课文把状语后置句“我们看见了UFO,在
新疆”调整为“在新疆,我们看见了飞碟”;高级教材课文把受事主语句“那时,我还没到雕艺厂来,所以居贤的老婆

没见过”调整为“那时,我还没到雕艺厂来,所以没见过居贤的老婆”,且两个分句共用一个主语。
(三)教学性实现路径

实现教学性,主要通过合理编排符合等级水平和教学目标的词汇、语法等路径。
第一,编排词汇教学要素。(1)用难度合适的词语进行替换(780例/11.34%③)。如高级教材课文第14课:“你

都要勇于对自己说:我很幸福。”划线词“勇于”的原文是“有勇气”,“勇气”是中等4级词,而“勇于”是高等7-9级

词,而且是该教材第6课生词。用“勇于”复现了生词,增加了高级阶段的教学性。(2)直接增加目标词(374例/

5.44%)。如高级教材课文:“生命的危险都可以去冒,可想而知,还有什么危险的事不敢去做呢?”教材在原文中增

加高等词“可想而知”,并收录于生词表中进行教学。
第二,编排语法教学要素。(1)增加新的教学语法点(148例/24.38%)。如初级教材课文增加划线处:“司苔拉

比我大,但只比我大一点儿……她会说英语,也会说广东话,她说广东话比我还好。”先增加一个简单“比”字句,再
增加一个含“还”的复杂“比”字句,适合结合语境进行由易到难的语法教学。(2)用难度合适的语法结构改写句子

或替换语法项目(132例/21.75%)。如原文:“你已经会说西班牙语,你的英语也还可以,你必须再学习一种语言。”
初级教材课文改写为:“除了西班牙语和英语以外,你还得再学习一种语言。”格式“除了……(以外),还/也……”为
初等3级语法项目,教材将其收录于语法点中进行教学。

(四)适度性实现路径

实现适度性需参考新标准,如《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④;借助智能工具,
如标准查询⑤、分级平台等,进行有效调控、评估。

第一,调控改编力度。需准确评估原文,明确改编点,进行符合教学目标和相应标准的改编。如中级教材课文

把原文“认真地用双手放下名片”中的初等1级词“认真”改为超纲词“恭恭敬敬”,难度超出中级水平,建议改为中等

5级词“礼貌”,实现适度性。若原文符合等级水平且表达正确,则无须改编。如中级教材课文把原文“说不定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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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琪《汉语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第155-166页。

BCC语料库检索发现,“确实已经”有524条,“已经确实”仅有27条。
本文从可操作性角度统计了120篇课文中词汇、语法教学要素呈现的数量,未统计复现的数量。词汇教学的百分比分母数为课文生词数量之和

6878个,语法教学的则为语言点数量之和607个。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T/ISCLT

 

003-2023)》,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标准查询网址:www.chinesetest.cn/Development。



在铺桌布”的中等4级词和语法点“说不定”改为初等2级的“也许”,反而没达到中级汉语水平的要求。
第二,评估改编效度。一是静态评估,可量化评估课文难度及所含等级汉字、词汇、语法等指标。如运用分级

平台测量发现,初级教材课文《理发》文本难度值2.40,属中等5级水平;超过初等水平的难字(如“恍”、“罩”)占

16.72%,难词(如“闪失”、
 

“免不了”)占25.87%,语法难点(如“何况”、“趁”)占18.06%。二是动态评估,可调查使

用者反馈。杨德峰调查学习者发现,初、中、高级生词量分别以20-30个、40个左右、60个左右为宜①。我们对教

《理发》的三位教师访谈发现,他们均表示该课64个生词量偏多;有教师提议将课文中“开张”、“发廊”等词改为使用

频率高一些的“开业”、
 

“理发店”,可以与课文中“停业”、“理发”、
 

“理发师”等词相呼应②。
五 结语

本文考察120篇教材课文对原文的改编,提出文本改编的基本原则和实现路径(见图1)。希望能够推进文本

改编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拓宽并加深国际中文教材编写的基础研究。

图1 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的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

以上原则与路径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呈现出交叉重叠的现象,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如何协调好各个层面

及其内部之间的关系,是国际中文教材文本改编的重要问题。此外,以上原则和路径是否同样适用于不同课程类

型、不同应用领域的文本改编,值得未来深入探讨和进一步检验。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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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探索:
构建“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

杨锐 刘海燕

  摘要:“空中丝绸之路”是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人文交流的重要途径,是国际中文传播的重要载体。当前

“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并未充分发挥,既受限于汉语在国际民航的影响力,也缺乏开展国际中文传播的“汉
语+民航”型人才。构建“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作为国际中文传播的新路径,是对“汉语+”教育的创新实践,能
够解决当前“空中丝绸之路”在国际中文传播中的问题,对国际中文传播事业的长久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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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随之而

来的是世界人民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纷纷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国际中文教育就是世界人

民了解和学习中华文明的主要手段,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最重要的途径。但是,伴随着汉语

国际推广的实施、汉语国际教育的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和孔子学院面临着要满足世界人民对汉语学习多样化需求

的新课题①。同时,党的二十大开启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承担着推动

中文和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广泛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的新使命②。只有转型和创新,探索和发展

新的路径,才能为中文国际传播赋予新的生命力。
“空中丝绸之路”是联通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纽带,不仅具有航空运输功能,也是我国开展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挖掘“空中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潜能,将“空中丝绸之路”的建设发展同中华

文化传播紧密结合,能够为国际中文传播创造新的动力和势能。但如何实现二者的联袂互动,仍须进一步探讨和

研究。本文将着眼于“空中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功能,从提升汉语地位、培养“汉语+民航”型人才、创新传播形式

等方面探索一条具有“汉语+民航”特色的“空中丝绸之路”,使之成为国际中文传播的新路径,解决“空中丝绸之

路”在国际中文传播中面临的困境,提升“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从而促进国际中文传播事业的转型

发展。
二 “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民航一直将搭建“空中丝绸之路”作为民航的天然使命和历史责任。服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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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大局,发挥民航在对外交往中的独特作用以及中国民航“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作用更是被列入民航局“十四五”
规划的重点工作之一①。目前,与我国签订相关合作协议的140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已有104个与我国签订

了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中国民航已经成为联通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渠道②。2023年以来,我国

内地机场国际客运航班量持续恢复,其中,“一带一路”航线恢复率高于行业其他航线。截止到2023年上半年,“空
中丝绸之路”旅客运输量占我国国际航空市场比重持续提升,达到71%;“空中丝绸之路”货邮运量占我国国际航空

货运市场的26%③。
 

“空中丝绸之路”拥有广泛覆盖的航空运输网络和体量巨大的服务群体,在推进“一带一路”文
化交流、开展国际中文传播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发展形成了优秀传播案例(见表1)。

表1 中国航空公司国际中文传播案例

序号 公司名称 国际中文传播案例

1 中国南方航空
通过打造蓝天之上的“文化空间”,把飞机客舱变成“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空中平

台。经过多年积累,已经逐步形成了“木棉佳节”、“空中茶苑”、“空中课堂”等系列文化宣传品牌。④

2 中国东方航空 与南博联合创作的“东航打卡南博”短视频在东航、南博两家官方新媒体平台上同步发布。⑤

3 春秋航空
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线,结合各大基地航点的城市特点,推出《春秋廿四节气》

系列短片,在其各个社交媒体账号推出。⑥

4 山东航空
在孔子诞辰纪念日组织策划了主题为“架起空中桥梁

 

致敬东方圣人”的特色机上服务活动,乘务员

穿上汉服,在万米高空中同旅客一起研习国学、重温孔子著作。⑦

  以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为代表的国内各大航空公司已经开始依托“空中丝绸之

路”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蓝天之上的国际中文传播平台,但当前的传播内容和形式还是相当有限

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不缺乏优秀的内容和丰富的形式。所以,根本问题是当前“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

传播功能受到限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首先,国际民航组织的语言政策限制了“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国际民航组织(ICAO)规定阿

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六种语言作为国际民航的官方语言,但实际上英语长期占据绝对优势。
国际民航组织的航空语言政策甚至明确要求在航班飞行中要使用英语,因此对于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人员而言,
英语仍然是最主要的工作语言。但对于母语非英语的民航工作人员而言,他们更习惯、更喜欢使用母语进行交

流⑧。比如,中国民航的国内、国际航班多以汉语作为主要的工作用语,尤其是在客舱服务与管理过程中,汉语是乘

务员与旅客沟通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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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中国民航局,2021年12月14日印发,2023年12月20日访问,

https   www caac gov cn XXGK XXGK FZGH 202201 P020220107443752279831 pdf,第66页。
《中欧班列+航班航线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空中物流走廊正在形成》,央视网,2023年11月5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s   news cctv 
com 2023 11 05 ARTISZWrEJZR44K65JVedKam231105 shtml。
《民航局: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旅客运输量占我国国际航空市场比重达71%》,中国新闻网,2023年9月15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

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3/09-15/10078235.shtm。
《南航开展与“粽”不同的空中之旅,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深圳新闻网,2023年6月21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s   www sznews com 
news content 2023-06 21 content_30290979 htm。
《东航江苏公司: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建品牌传播新路径》,中国民航网,2023年9月18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   www 
caacnews com cn 1 6 202309 t20230918_1370583 html。
《<春秋廿四节气>短片上新<寒露>篇

 

讲述上海秋日故事》,中国民航网,2023年10月8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   www caacnews com 
cn 1 6 202310 t20231008_1371113 html。
《发挥民航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中国民航网,2017年12月22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   caacnews com cn zk zj 
qunyantang 201712 t20171222_1237017 html。
张治国《国际民航组织语言政策:多语和单语的博弈与平衡》,《语言战略研究》2022年第7期,第28页。



尽管如此,但英语在国际民航的强势地位使得民航从业人员对英语的“信仰”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国内民航

行业内“崇洋媚外”的心理依然十分突出,从而导致近年来诸如国泰航空CX987航班乘务人员嘲笑乘客英语水平的

负面事件①层出不穷。这反映出国内的民航工作人员对母语严重缺乏自信。对汉语的认同感尚且不足,何谈认同

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此,为发挥“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提供良好的语言环境,亟须大力提

升汉语在国际民航的话语权和使用范围。
其次,专业人才的匮乏也限制了“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依托“空中丝绸之路”开展国际中文传

播,需要一支兼备汉语语言文化知识和民航专业知识,且具有良好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人

才队伍。但目前民航业内人员普遍只具备专业的民航技能,在汉语语言文化、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方面都没有

受过系统的训练,因此不能在国际中文传播中发挥良好作用。
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通过航空公司对民航业内人员开展汉语语言、中国文化知识、文化传播能力和跨文化

交际方式的系统培训;另一方面要对即将进入或有志于从事民航工作的人员开展汉语语言、中国文化知识、文化传

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方式的系统培训,依托民航直属院校,培养“汉语+民航”型的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在民航直

属的五所院校中,目前均未开设国际中文教育相关专业,如果能够填补这一缺口,将大大改善民航业内的国际中文

传播人才问题,为发挥“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提供“智力”支撑。
综上所述,“空中丝绸之路”已经具备开展国际中文传播的先决条件和独特优势,但其国际中文传播功能尚未

被充分挖掘与发挥。一方面,国际民航组织长期以英语为优先,不仅影响了我国民航从业人员的语言自信和文化

自信,也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全球民航范围内推广和交流形成了阻碍,导致“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氛

围没有广泛形成。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国际民航,都严重缺乏“汉语+民航”的复合型、应用型专业人

才。这导致“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在内容和形式上始终无法拓展和创新,也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国际

中文传播思路。
由此可见,发挥“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把“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发展成为国际中文

传播的新路径,根本上还是要解决民航业内人员的语言自信、文化自信和专业能力问题。
三 基于“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

经过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如今的国际中文教育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国际关系等复杂因素影响,在发

展上遇到了一定的挫折②。当下,国际中文传播需要找到新的契机和出口,而“空中丝绸之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重

要窗口,具有成为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的巨大潜力。目前“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效能仍然受到限制,一
是民航从业人员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自信不足,二是民航领域缺少兼具民航技能和国际中文传播技能的专业人

才。要解决当前的问题,释放“空中丝绸之路”在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方面的潜能,就必须在“空中丝绸之路”拓展

国际中文传播的新路径。为此,我们提出构建一条“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路径,旨在将

国际中文教育的优秀经验与民航领域的语言培训、文化培训充分结合,切实解决“空中丝绸之路”在国际中文传播

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内涵

在国际中文教育正面临着向“职业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民航迎来了融合国际中文教育的契机。2019
年“中文+职业技能”这一新的理念和模式被提出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职业化”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转型

的典型方向③,能够为“空中丝绸之路”充分开展国际中文传播重塑理念、搭建体系。“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

路”,既顺应了“中文+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也符合“空中丝绸之路”在当下国际中文传播中的实际情况,是目前

通过“空中丝绸之路”开展国际中文传播最合适、最有效的途径。
但是,不同于传统的国际中文教育和专门用途汉语教育以汉语教学为优先次序,“汉语+民航”式的“空中丝绸

之路”是基于行业对汉语的需求,将汉语教学附加于专业技能教学。换言之,它不是以语言学习为先导目标,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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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超臣《国泰航空歧视内地乘客背后的深层问题》,虎嗅网,2023年5月25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s   www huxiu com article 
1597551 html。
吴勇毅《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9页。
李瑞林、李正升、马可《“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3年第6期,第21-22页。



以民航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中心,提升学习者使用汉语开展工作的语言能力,以及提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认

同水平①。因此,“汉语+民航”式的“空中丝绸之路”不是单一地以汉语语言教学或中国文化教学为唯一目标,还要

实现在民航业内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面,提高汉语在民航行业的国际话语权。“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所
面对的群体,不仅是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民航从业人员,也包含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内民航从业人员。对于前

者,要使汉语成为他们的工作语言之一,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他们的工作方式、服务理念;对于后者,应该提

升他们使用母语开展跨文化交际的工作技能,培养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的意识和能力。
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核心是融合,不是简单地叠加②,因此“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也不是简

单、浅显地运用中国文化元素,而是更注重在民航业内形成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全面认知和深度认同,并且使学习

者能够自主地在工作过程中擅于、乐于使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

路径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目前,“空中丝绸之路”在国际中文传播中面临的是“人”的问题,“汉语+民航”式“空中

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路径的内涵就是基于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国内和国外的民航从业人员对中国语言

和文化的运用能力和认同感,从而形成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国际民航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传播路径

1.“汉语+民航”的汉语水平考试

自1951年以来,英语一直作为国际民航组织通用语言在机场、航线上使用。但事实上,英语与民航之间并非

存在必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语言研究证明英语就是最合适的国际民航组织通用语言,且一系列因陆空通话

造成的飞行事故,使得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也饱受诟病和质疑③。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互动交流越来

越频繁,国际航线的运输量越来越大,英语已经难以满足国际航线中的语言沟通和文化交流的多语化需求。即便

在这样的形势下,汉语在民航领域的地位仍旧没有得到提升,主要原因在于民航汉语缺少系统的语言体系和语言

规范,无法向国际民航大力推广。
目前,根据《国际民航组织语言能力要求实施手册》的要求,中国民航开发了针对英语无线电陆空通话的中国

民航飞行人员英语等级考试(PEPEC),用于规范和测试飞行人员和交通管制人员的英语能力,同时面向中国飞行

人员和管制人员开发了针对汉语无线陆空通话的中国民航飞行人员汉语语言能力考试(PCPEC)。但是,在民航管

理和民航服务等国际中文传播的重要窗口,目前却没有明确的行业汉语标准,也没有民航管理和民航服务的汉语

语言能力测试,因而导致国内及国外的民航从业人员都认为民航汉语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技能。因此,国内的民

航从业人员不会通过学习去提升使用母语进行工作的语言能力,而国外的民航从业人员更不会将汉语作为自己的

工作语言。
要提升汉语在民航行业内的重要性,一定要将汉语与其职业技能考试相关联。如果将民航汉语提升到职业语

言技能的高度,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民航从业人员都会更加重视民航汉语,更加乐于使用民航汉语,这样才能在

民航领域形成一种“汉语+民航”的工作氛围,从而发挥“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优势。
事实上,在不同行业领域都出现了专门汉语的考试,比如BCT商务汉语考试、MCT医学汉语考试等。但民航

领域的汉语考试,除中国民航飞行人员汉语语言能力考试(PCPEC)之外,至今没有其他民航汉语考试。我们应该

加强民航汉语的研究,制定民航汉语的语言标准,在民航领域开发更多空乘、空管、机务、机场等领域的汉语能力考

试,以此来扩大汉语的行业影响力和话语权。民航汉语考试至少应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以汉语为母语的民航从

业人员,侧重于对跨文化交际、汉语沟通技巧、中国文化传播等方面的能力测试;二是针对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

民航从业人员,侧重于对语言听说读写技能的语言测试。

2.“汉语+民航”型国际中文传播人才培养

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加快走向世界,也是中国民航的重要使命。“空中丝绸之路”在
国际中文传播的困境,除了汉语在国际民航的使用场域和地位问题,还有人才的问题④。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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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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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应辉、刘帅奇《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汉语+”和“+汉语”》,《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35页。
李瑞林、李正升、马可《“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3年第6期,第24页。
肖凌《英语作为国际航空通用语言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民用航空》2013年第11期,第8页。
李宝贵、李辉《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要素及提升策略》,《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第2期,第7-9页。



际中文教育与中国民航的发展相结合来解决。但是,目前民航领域尚未开展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的培养。作为以国

际交往为主的民航运输业,兼具汉语语言能力、民航知识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缺口巨大。
当下,在全民航范围推行“汉语+民航”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有效且可行的解决方案,符合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向

“中文+职业技能”方向转型的趋势,对民航强国事业、国际中文传播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培养“汉语+民航”型国际中文传播人才,应该准确把握两大群体。一是已经在民航领域从业的工作者,二是

未来可能从事民航工作的人员。
首先,对于已经在民航领域从业的工作者,他们虽已具备专业的民航安全和管理知识,但没有接受过系统、专

业的国际中文传播能力培训,这导致这类民航工作者既缺乏国际中文传播的方法,也缺少在工作中传播中国语言

文化的意识。这类民航工作者不需要系统的知识体系,提升他们的国际中文传播意识与国际中文传播能力是主要

目标。短期而持续的培训项目就能够较快达到培养目标。一方面,各大航空公司可联合民航直属高校在公司培训

项目中增加或加大国际中文传播相关的培训活动,定期开展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培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国际

中文传播案例讲解等活动;另一方面,可通过国内航空公司、民航院校等联合海外航空公司,针对海外母语为非汉

语的民航工作人员开展汉语语音、听说读写、汉字、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培训。
其次,未来可能从事民航工作的人员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体。从民航强国和国际中文传播事业的长久发展来

看,“汉语+民航”型的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的培养重心应该在“准民航人”群体。民航业内的人才流动量较大,每年

都需要从民航直属高校中招聘大量飞行、空管、空乘、地勤等工作人员。因此,依托民航直属高校平台,融合民航特

色与国际中文传播的实际需要,创新“汉语+民航”的人才培养模式大有可为。对“准民航人”开展系统且全面的汉

语语言、中国文化、跨语言交际、文化传播等方面的课程教学,是培养“汉语+民航”型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的有效途

径。民航直属高校在培养“汉语+民航”型的国际中文传播人才方面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以中国民

用航空飞行学院为例,该校已经形成完善的民航飞行、空管、空乘、机务等特色学科专业群,拥有与海内外和地区民

航组织、企业联合建设的人才培养基地,业已开展了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多个留学生培养项目,为其培

养飞行、机务、空管、机场、签派、空乘等民航专业岗位人才①。因此,对于民航直属高校而言,只要在现有的民航特

色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融合国际中文传播元素,就能够有效实现“汉语+民航”型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
为有志于从事民航、大飞机跨境交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内外学生实现专业衔接。

3.拓展“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形式

在民航服务与管理中融合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元素,输出中国的优秀语言文化,是在蓝天之上“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②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目前,“空中丝绸之路”开展国际

中文传播主要在民航服务与管理的过程中开展,将中国的传统节日与万米高空之上客舱服务进行结合(见前表1)。
但这种传播路径的空间、形式都具有局限性,只有不断扩展国际中文的传播形式,才能充分发挥“汉语+民航”式
“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

民航领域历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基础。在航空公司的标识方面,如中国国际

航空有限公司采用凤凰图案,吉祥航空采用古代玉佩的图案,长龙航空采用飞龙形象,成都航空则采用太阳神鸟图

案;在飞机的机身彩绘方面,航空公司采用凤凰、牡丹、熊猫、三星堆等主题的彩绘图案,既能增加飞机机身的美感,
又能展示中国的文化元素;在乘务人员的制服方面,青花瓷、祥云等图案,中国红颜色,旗袍样式,中国结、8字扣等

元素,无不展示出中国文化的韵味。如何让这些文化元素形成一个又一个生动形象的故事,是发挥“空中丝绸之

路”国际中文传播功能的关键。
第一,把握平飞时间,升级客舱内的文化资源。国内航班的飞行时间最低在40分钟左右,最高可达到6.5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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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简介》,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官网,2024年5月10日发布,2024年5月13日访问,https   www 
cafuc edu cn xxgk xxjj htm。按:此为文章修订时补充材料。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时①。而国际航线往返于两个不同的国家,直飞飞行时间最长可达到16小时,远远高于国内航线②。在民航服务

过程中,平飞时段开展国际中文传播最为适宜。随着民航的不断发展与成熟,飞行过程中能够为乘客提供的娱乐

资源越来越丰富,包括视频、音频、游戏、报刊、杂志等。这也是飞行时旅客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航空公司应该利

用好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开发以中国文化为内容、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的系列视频、音频、杂志等,这将成为中

国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甚至还可以开发简单的汉语学习的视频、音频资源,供汉语学习者体验。
第二,利用客舱广播,传播中国故事。客舱广播是机组人员与乘客进行交流最重要的渠道之一。起飞之前,机

组人员通过客舱广播欢迎乘客登机,并告知乘客飞行的基本情况及安全注意事项;紧急情况时,也需要通过客舱广

播实现与乘客的及时沟通。但在平飞状态下,客舱广播的使用频率较低。此时,应该让客舱广播成为传播中国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的直接手段,用文辞优美、声音温和的客舱广播,向乘客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这是很好

的渠道。
第三,优化候机时间,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候机时间长一直是民航备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因安检流程繁

琐、航站楼过大,旅客必须额外预留1-2小时时间赶往机场。同时,大多数旅客在安检之后通常会经历长时间等

候登机,登机之后又需要等待起飞,降落后又面临等待下机。尽管飞机的高速提升了交通的便捷性,但飞行前后用

于等待的时间成本,频繁引发民众的不满。如果航空公司联合机场,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段推行一系列中国传统文

化活动,不仅可以助力中国文化依托“空中丝绸之路”得到传播,也可以丰富旅客乘机前后的文化生活,缓解旅客的

等待焦虑,继而提升民航的服务质量。
(三)“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意义

“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新路径,根本目标是解决“空中丝绸之路”在当前国际中文传

播中所面临的“人”的问题,包括民航从业人员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认知问题,民航从业人员使用中国语言和传播

中国文化的能力等问题。表面上,这是一套融合了民航职业教育的国际中文教育模式,但由于民航行业在对外交

流中的独特优势,“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又与传统的国际中文教育及其他行业的“汉语+”教育有所

不同。
首先,“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是对“汉语+”教育的实践创新,向“内”培养为主,向“外”培养为辅,打破

了传统国际中文教育思维惯性。
传统的国际中文教育主要面向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外籍人士,而“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当前的主要功能也

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走出去”协同发展③。这是因为在这些领域都缺少成熟的对外交流平台和媒介。
但是,民航的对外交流平台和功能是成熟且完善的。目前,中国民航共有定期航班航线4670条,包含国内航线

4334条(其中港澳台航线27条),国际航线336条④,“空中丝绸之路”自身就是向全世界弘扬中国文化的天然窗口。
如果中国民航内部,从飞行员、空乘、机务到地面安检,每一个民航从业人员都能拥有足够的语言自信、文化自信,
都具备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意识和能力,那么“空中丝绸之路”就是一张现成的对外交流网络,可以充分发挥国际

中文传播的功能。所以,不同于传统国际中文教育和其他“汉语+”教育,“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是先要

解决向“内”培养国际中文传播人才的问题,再由“内”及“外”,逐步扩大国际中文传播在国际民航的影响范围。
其次,“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是对“空中丝绸之路”外延的延伸扩展,明确了“空中丝绸之路”在国际

中文传播事业中的责任和担当,优化了它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民航“重点从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推动基础设施对接、拓展民航合作平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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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6个半小时! 国内飞行时间最长直飞航线开通》,光明网,2023年8月15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m gmw cn 2023-08 15 content_

1303481658 htm。
《新华社权威快报|我国民航最长直飞国际客运航线开通》,新华网,2024年5月11日发布,2024年5月13日访问,http   www news cn 20240511 
a38da0554ccd4dbf9132ab20cf056acd c html。按:此为文章修订时补充材料。
马箭飞《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12期,第120页。
中国民航局《2022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2023年5月10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s   www mot gov 
cn fenxigongbao hangyegongbao 202305 P020230530540257290212 pdf,第6页。



与沿线国家合作等方面发力,整合资源、多措并举、协同推进,形成了全行业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局

面”①。但新时代的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民航除了履行安全运输、高质服务的职责之外,还需积极主

动地发挥国际中文传播功能。“空中丝绸之路”具备开展国际中文传播的独特优势,这也决定了“空中丝绸之路”在
国际中文传播方面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需要依托“空中丝绸之路”对外传播,中国民航

在国际民航组织的话语权也需要依托“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进一步提升。因此,明确使命和责任,
找到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对“空中丝绸之路”未来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四 结语

“空中丝绸之路”是联通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纽带,是相互开展经济、旅游、政治互动的重要渠道,也
是人文交流的重要途径。但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空中丝绸之路”发挥的效能还远远不够。本文

分析了“空中丝绸之路”在国际中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汉语+民航”式“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

播新路径,不仅能够拓展和优化“空中丝绸之路”的国际中文传播功能,同时也是“汉语+”教育在民航领域的创新

实践,对国际中文传播事业的长久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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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航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所做的工作》,中国民航网,2018年8月10日发布,2023年12月20日访问,http   www caacnews com cn special 
mhwzt2018 4733 3622 201808 t20180810_125360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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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DA模型的近十年东盟华文媒体
“国际中文教育”主题挖掘研究

刘华 闫慧颖

  摘要:东盟国际中文教育与华文媒体联系密切,在凝聚族群和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建立东盟10国

25家华文媒体网站2013-2023年关于“国际中文教育”报道的主题语料库,并基于LDA主题模型分析,发现东盟华文媒

体“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报道中包括三类12个主题,其中“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学”、“华社参与”、“经贸合作”是目前国

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热点主题。从演化趋势来看,上升型主题包括“国家政策”、“教育体系”、“国际中文教学”、“经贸合作”,

下降型主题包括“新冠疫情”、“家庭教育”、“华社参与”、“华文教育”,平稳型主题包括“华侨华人”、“华文艺术”、“文化交

流”、“师德修养”。东盟华人社会对“华文”词语的使用度最高,但相关概念区分模糊;东盟华侨华人关注中国时政动态、经
贸往来,职业汉语需求随合作加强而提升;东盟华侨华人重视文化传承和家庭教育,但新生代华裔对中华文化认同感减

弱;“华文教育”主题强度随移民程度深化而下降,“国际中文教学”主题强度上升;东盟华文媒体积极宣传“国际中文教

育”,但报道质量及传播效果有待提升。为促进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其在东盟华文媒体中的传播效果,国际

中文教育相关决策机构以及华社、华校和华文媒体应把握机遇,扩大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的效力;多方合作,发挥华社的

各项资源优势;重视培养,增进新生代华裔对祖籍国认同感;综合施策,提高国际中文教学质量和水平;加强宣传,提升中

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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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也是提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10周

年。东盟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是海外华文媒体最早的诞生地,也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随着中国与东盟

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深入发展,东盟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焕发勃勃生机。
作为东盟国际中文教育的主体,华文教育与华文媒体是东盟华人社团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盟,国际中

文教育是华文媒体的基础,培养了华文媒体的广大读者;华文媒体又是国际中文教育的生力军①,不仅提供教师、资金

等扶持资源,还为中文教育提供舆论支持和读写实践园地。华文媒体助力下的东盟国际中文教育,在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本研究构建了2013-2023年东盟华文媒体关于“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报道的主题语料库,利用LDA模型和语料库

方法,统计了“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报道的数量、高频词、“中文”及其相关搭配词等,进一步挖掘该语料库的主题特征,分
析了热点主题内容及不同时间窗口内主题强度的演变趋势,以期对国际中文教育在华文媒体中的传播研究提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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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从而提升中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一 相关研究现状

(一)国际中文教育概念界定概述

“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郭熙等认为,国际中文教育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

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①。王辉认为,国际中文教育既包括国内面向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又包

括国外面向当地居民的中文教学和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教学②。邵宜等认为,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上位概念,华文教

育是一个下位概念,华文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有力的组成部分③。
本研究的“国际中文教育”,泛指在东盟地区开展的面向当地居民的国际中文教学和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

由于东盟地区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华文媒体的密切联系,下文在全面介绍国际中文教育的同时,将重点讨论华文

教育。
(二)东盟华文媒体及其助力中文教育研究现状

吴应辉、何洪霞将受语言政策影响的东南亚早期汉语传播归纳为“三起两落”,呈现出“波段共振性”特点④。随着

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汉语热”、“华文热”在世界各国兴起,东盟华文媒体积极转型,形成了

网络化、全球化以及跨媒体化的新趋势,为中文以及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强劲推动力。
学界逐渐关注到华文媒体对中文学习的积极作用。朱晓昆简析了东南亚华文报纸的中文学习版面在助力中文教

育方面的积极影响⑤。也有研究着眼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的华文媒体⑥,分析了华文媒体对国际中文教

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总体上看,目前基于历时性的、较大规模的东南亚华文媒体语料库,对国际中文教育进行探讨

的相关研究较少,特别是对近期国际中文教育热点主题、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关注不足。
二 研究方法、框架与语料

(一)主题挖掘方法

LDA
 

(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是
 

Blei
 

等在PLSI模型基础上提出的一种非监督机器学习的文本挖掘方法
 

,由文档层、主题层、词语层的三层贝叶斯概率结构组成。它通过在每一篇文档的Dirichlet先验分布中抽取一个隐含

主题的多项式分布,再对产生的主题进行反复抽样,将文档映射到主题向量空间,然后生成一篇文档的“文档-词项”。

LDA模型能够识别大规模文档集或语料库中潜藏的主题信息,还能根据时间顺序挖掘主题以关注热度的变化,是较

为流行的提取文档主题的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图书情报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中,为舆情发展趋势、科研动态发展、
主题演变路径等研究提供方法支持。目前,有学者基于LDA模型对新闻报道中的城市形象⑦、国家形象⑧、中非合

作⑨等主题进行了研究,但是利用LDA模型分析“国际中文教育”新闻报道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研究基于
 

LDA
 

主题模型,结合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深入挖掘东盟华文媒体对“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新闻报道的主题内容和传播特点,
分析其近10年来主题演变路径与未来发展趋势。

在选取主题数目方面,LDA模型需要预先人工设定。本研究采用困惑度这一公认指标来确定最佳主题数目,以
衡量模型的泛化能力。困惑度越小,模型的泛化能力越强。

主题强度描述了主题在某个时间窗口上受关注的程度,即在某个时间窗口中包含的文档数量越多,该主题的强度

就越高。本研究通过计算主题强度阈值来筛选热门主题,并根据不同时间窗口上主题强度的变化趋势,分析主题强度

演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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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郭熙、林瑀欢《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6日,第3版。
王辉《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国际中文教育:问题与对策》,《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4期,第12页。
邵宜、卢月丽《论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关系》,《华文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4期,第3页。
吴应辉、何洪霞《东南亚各国政策对汉语传播影响的历时国别比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4期,第81页。
朱晓昆《大众传媒助力华文教育———简析东南亚华文报纸的中文学习版面》,《新闻记者》2016年第7期,第88-92页。
李善邦、郭晴云《新时期印尼华文报纸对华文教育的推动作用》,《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3期,第61-66页;石维有《泰国华文媒体助推华文教育的

路径》,《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43-46页;姚敏《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语社区与华语传承》,《语言战略研究》2021
年第4期,第11-18页。
李颖、戴钰涵、邓嘉太《近十年<中国日报>西安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基于LDA主题模型建构的研究》,《今传媒》2022年第10期,第4-7页。
覃秋荣《基于LDA主题模型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以越南通讯社报道为例》,《情报探索》2023年第10期,第37-43页。
于益民《基于LDA主题模型的中非经济合作热点分析及展望》,《国际商务财会》2023年第3期,第11-15页。



(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数据收集与预处理。从网络上采集新闻报道,进行语料清洗、分词、去除停用词

等预处理。第二阶段,媒体语料统计分析。统计语料的年度数量,分析报道栏目、高频词、搭配词等特征。第三阶段,

LDA主题建模。调整相关参数,计算困惑度、选择最佳主题数目。第四阶段,主题分析。归纳文本的主题内容、筛选出

热点主题,并分析主题强度演变趋势。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图

(三)语料说明

研究发现,“中文”、“汉语”、“华文”、“华语”等词语在东盟华文媒体中存在混用现象。为了更广泛地收集语料,本研

究以“中文、华文、汉语、华语、华语文、祖语、传承语、继承语”分别与“教育、教学、学习”等词组合形成的搭配,以及“教
师、学校、学生、中华文化”等与“国际中文教育”相关的词语构成搜索词串,抽样采集了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10个东

盟国家①具有代表性的25家华文媒体网站②自201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相关报道,构建了国际中文教

育主题语料库(以下简称为“中文教育语料库”)。语料库文本数共计17461个,字符数共计22560853字。
三 报道数量及栏目分析

(一)报道数量统计

本研究按年份将中文教育语料库的文本进行分类,统计每年的报道数量(见表1)。受疫情影响,2020-2021年“国
际中文教育”相关报道数量有所减少。2022年随着线下课程、文化交流活动的恢复,报道数量逐渐增加,2023年报道数

量达到2642篇。
表1 2013-2023年中文教育语料库年度报道数量统计表

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文本数 659 874 988 1134 1438 2087 2398 1683 1431 2127 2642

  从整体上看,东盟华文媒体对“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报道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近年来,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内涵不断丰富,对中文教学的需求持续攀升,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二)不同栏目与报道来源分析

东盟华文媒体网站的板块栏目,主要分为本地新闻③、国际要闻④、中国资讯,以及财经、社会、文化、旅游、体育、娱
乐等。进一步统计华文媒体中各栏目关于“国际中文教育”的报道数量,发现前5位华文媒体及其栏目分别为:《亚洲

时报》的“地区新闻-亚庇西海岸”栏目(1485篇)、《缅华网》的“华文教育”栏目(1279篇)、《世界日报》(菲律宾)的“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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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截至2023年,东盟有10个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
这25家华文媒体是:《亚洲时报》、《光华日报》、《华侨日报》、《星洲日报》、《千岛日报》、《国际日报》、《印尼商报》、《新加坡眼》、《8world

 

新闻网》、《新加

坡狮城》、《联合早报》、《柬华日报》、《柬中时报》、《金边晚报》、《泰国头条》、《星暹日报》、《中华网》、《缅华网》、《金凤凰报》、《老挝时报》、《世界日报》(菲
律宾)、《菲华网》、《西贡解放日报》、《越南时代报》、《越南通讯社》。
华文媒体根据本地区情况开设当地的新闻板块,例如“雅加达及周边地区”新闻,这里统称为“本地新闻”。
国际新闻包括除了所在国家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综合新闻。



栏目(1092篇)、《柬华日报》的“华社动态”栏目(856篇)、《千岛日报》的“华社”栏目(677篇)。

东盟华文媒体报道内容主要包括介绍华校情况、培训活动、参赛获奖等。有些媒体开设了“华教”、“华社”、“华文

教育”等专栏,报道数量更多,内容更加集中,如《柬华日报》的“华社动态”栏目,关于“国际中文教育”的报道数量在其网

站报道中占比最高。

进一步分析相关媒体报道来源发现,除了“本报记者”外,作者主要包括以下五种类型:(1)各地的华文学校(大、

中、小学等)和孔子学院的教师或学生;(2)综合性的社团,如菲华联谊会、菲华青商会;(3)同乡会,如福建励学会、普宁

同乡会;(4)宗亲会,如菲律宾让德吴氏宗亲总会、新加坡宗乡总会;(5)当地华文教育(教师)联合会,如印尼华文教育联

合总会、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四 高频词及词语搭配分析

(一)高频词统计分析

中文教育语料库经分词、统计词语频次后,按频次降序排列生成词表。去除助词、介词、连词、代词等功能性停用

词后,前10位高频词语为:中国(56059次)、华文(28583次)、学校(26240次)、学生(23647次)、发展(21198次)、老师

(19322次)、教育(16239次)、缅甸(13956次)、文化(12865次)、合作(12503次)。这些词语体现了东盟华文媒体对中国

及中华文化、中文教育等方面的重视。

在前20位高频词语中,与华文教学相关的名词(如“教学”、“学生”),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国家名词(如“缅

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主体名词(如“华社”、“华侨”、“华人”),与各类活动有关的名词

(如“文化”、“活动”),都在东盟华文媒体的报道中广泛出现。

(二)词语搭配分析

1.“中文”及相关词语的搭配共现分析

本研究统计“中文”、“华文”及相关词语使用频次,该类词语按降序排列如下:华文(28583次)、中文(11413次)、汉

语(8228次)、华语(4691次)、母语(1491次)、华语文(158次)、祖语(11次)、传承语(1次)。可以看到,“华文”、“中文”、

“汉语”词语在东盟华文媒体中较为常用,它们与“国际中文教育”概念密切相关,而“华语文”主要是台湾地区的说法。

“祖语”这一概念由郭熙教授提出,在《千岛日报》的一篇报道中,他强调要保护好母语(祖语)①。“传承语”这一概念很

少出现在东盟华文媒体中。

我们进一步分析上述词语②在东盟华文媒体中的搭配情况,并列出了每个词语各自高频搭配的前10位词语(见

表2)。

表2 “中文”及其相关词语的搭配共现情况统计表

序号 相关词语 搭配词语举例(按共现频次降序排列)
共现频

次占比

(%)③

1 华文
左搭配 海外、缅甸、印尼、发展、柬埔寨、支持、马来西亚、推动、学习、中学 18.38
右搭配 教育、教师、学校、教学、老师、文学、媒体、师资、报纸、中心 78.24

2 中文
左搭配 学习、大学、国际、世界、菲律宾、学生、本土、学院、开设、推动 21.04
右搭配 教育、学校、教学、学习、教师、比赛、水平、歌曲、课程、人才 40.75

3 汉语
左搭配 学习、本土、国际、学生、大学、缅甸、对外、参加、地区、开设 16.83
右搭配 教学、教师、水平、学习、国际、拼音、考试、教育、中心、课程 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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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世界母语日谈母语》,《千岛日报》网站,2022年2月25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www qiandaoribao com 2022 02 25 %e4%b8%
96%e7%95%8c%e6%af%8d%e8%af%ad%e6%97%a5%e8%b0%88%e6%af%8d%e8%af%ad 。
由于“传承语”的相关语料太少,暂不统计搭配情况。
指的是高频共现词语在该类搭配(左搭配或右搭配)词语总频次中所占的比例。



4 华语
左搭配 学习、全球、菲律宾、华文、新加坡、中学、学生、国际、模范、流利 14.62
右搭配 教师、教学、辩论、朗诵、诗歌、演讲、教育、学习、老师、人才 39.23

5 母语
左搭配 学习、发展、自己、维护、捍卫、中文、接受、英语、族群、华文 16.29
右搭配 教育、教学、学习、学校、环境、辅助、水平、课程、中文、写作 50.35

6 华语文
左搭配 传承、大学、提供、台湾、传授、荣获、学校、研习、学生、教授 43.57
右搭配 教育、教学、能力、奖学金、测验、水平、学习、中心、教师、教材 47.32

7 祖语
左搭配 教授、郭熙、客家人、华族、人口、暨南大学、提出、语言、母语、客家话 47.86
右搭配 家乡话、华人、传承、教育、共同之处、概念、惠州、潮州、祖辈、历史 49.32

  从整体上看,上述“中文”及其相关词语的右搭配共现词频普遍高于左搭配共现词频,如“华文”的右搭配频次占到

了78.24%,形成了“华文+”的常用结构。这些词语常出现的右搭配词语多为名词,如“教育”、“教学”、“学校”、“教师”
等,构成“华文教育”、“中文学校”、“汉语教学”、“华语教师”;“华语”多与“辩论”、“朗诵”、“演讲”等语言表达形式组合,如
“世界华语辩论赛”已成为影响力较大的国际青年辩论赛事。“华文媒体”在东盟国家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塑造中国形

象、传播中华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高频出现的左搭配词语中,动词多为“学习”、“推动”、“维护”等,这表明东盟华侨华人对“华文教育”、“中文教

育”、“汉语教学”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名词多为“学校”、“学生”、“教师”,以及“缅甸”、“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等,
反映出其主要的教学对象和教学区域。

2.“国际中文教育”及相关词语统计

为了解东盟华文媒体中“国际中文教育”及相关概念的使用情况,本研究进一步统计了“华文教育”、“汉语学习”①

以及国内常用概念“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等在中文教育语料库中的使用情况。
“华文教育”(8164次)在东盟国家华文媒体中使用频次最高,“汉语教学”(1186次)、“中文教育”(1055次)次之;“国

际中文教育”(396次)、“汉语国际教育”(156次)、“对外汉语”(126次)的使用频次较低。东盟华文媒体在使用“华文教

育”、“汉语教学”、“国际中文教育”等词语时,没有很好地区分它们在内涵上的差异。如“我们希望本国各地将来能有更

多的孔子学院,使更多菲人能够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②,该句把原本不属于孔子学院主要功能的华文教育,也包含在

孔子学院的功能中了。
五 “国际中文教育”主题内容及演化趋势分析

(一)主题发现及可视化

本研究通过调整LDA模型参数,对不同主题数目的困惑度进行统计,当主题数K=12时,整个文本集合上的困惑

度数值最小且能较好涵盖研究内容。因此,本研究最佳主题数目为12。同时,本研究还统计了每个主题排名前15位

的高权重主题词,并归纳出最符合主题词项的12个主题类别(见表3)。
表3 主题类别及其高权重主题词统计表

序号 主题类别 前15位高权重主题词(降序排列)

Topic1 新冠疫情
新冠肺炎、国际中文教育、华文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抗疫、疫情、孔子学院、菲律宾、防疫、医疗、网络、在
线、疫苗、线上、视频

Topic2 经贸合作
合作、全球治理、中文、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建设、华社、交流、一带一路、泰国、侨联、东盟、互利共赢、贸
易、发展

Topic3 国家政策
初心、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国际中文教育、政策、华文教育、中柬、政府、中菲、全球治理、中
文教育、生态文明建设、多边主义、协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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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华语文”、“祖语”、“传承语”在中文教育语料库中的使用频次较低,不再统计。
《商总邀请马尼拉亚典耀孔子学院院长

 

梁广寒博士主持线上学术和文化讲座》,《世界日报》(菲律宾)网站,2021年11月20日发布,2023年12月25
日访问,https   worldnews net ph post 138211。



Topic4 师德修养
尊师重道、师训、华文教育、师资、华教、才德、教师、华文、华校、初心、中华文化、培训班、训诲、师范学院、教
师节

Topic5 文化交流
文化、孔子学院、表演、孔子课堂、联谊会、中文比赛、舞蹈、交流、体验、书法、夏令营、传承、汉字、传统文化、

汉语桥

Topic6 华侨华人 华侨、华人、中华、华裔、香港、海外、祖国、民族、侨胞、移民、广东、祖籍、爱国、厦门、传统、族群

Topic7 教育体系 学生、学校、学习、教育、课程、家长、毕业生、小学、考试、成绩、办学、幼儿园、教育部、高中、课堂

Topic8 华文教育 教师、华文、华校、华语、华社、师资、侨生、中华文化、培训、教学、教材、国侨办、暨南大学、菲律宾、华测

Topic9 华文艺术 华文、文学、研究、艺术、作家、历史、作品、写作、书法、作者、文艺、读者、创作、阅读、翻译

Topic10 华社参与
华文教育、华校、潮州、华侨华人、师资、侨联、基金会、助学金、捐赠、联合会、奖学金、同乡会、华商、福建、宗
亲会

Topic11
国际中文

教学

汉语、文化、汉语教学、汉语教师、孔子学院、汉语推广、孔子课堂、志愿者、汉语水平考试、曼德勒、职业教育、

中文比赛、中柬、奖学金、福庆孔子课堂

Topic12 家庭教育 中文、生活、朋友、作品、学习、视频、父亲、华裔、参赛、妈妈、父母、梦想、家庭、学中文、语言

  从主题和词项分布上看,12个主题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影响国际中文教育的因素,包含宏观因素、具体因

素、突发因素;第二类是中文教学有关主题;第三类是中华文化传承传播相关主题。

1.影响国际中文教育的三种因素

宏观因素:“经贸合作”、“国家政策”主题。“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也带动了本土

汉语人才的需求;同时,高层面“国家政策”的引导,也促进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如:“随着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不断深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日益频繁,对华文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

盛,学好华文既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是中柬友谊深化和高棉大建设的有力推手。”①

具体因素:“华侨华人”、“华社参与”主题。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和生活地域的拓展,华人社团遍及华侨华人聚居

地,并在海外组建同乡会、宗亲会等,组织了多种交流活动。周敏、刘宏将海外华人社团的跨国主义实践总结为家乡发

展项目的投入、大型慈善事业的参与、联谊活动、节日庆典活动及商贸经济活动五种显著类型②,这些活动增强了东盟

华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突发因素:“新冠疫情”主题。受新冠疫情影响,海外中文教育发生了巨大变革,教学形式从线下转为“线上”,学校

通过“视频”开展文化活动,组织“网络”夏令营等。海外“涌现出大量线上华文教育机构及各种线上教育产品,国内各

涉侨机构、华文教育基金会、各华文教育基地举办的大量免费华文教育网络课程丰富多彩”③,推动了中文教育的数字

化、信息化发展。

2.中文教学有关主题

中文教学有关主题包含“教育体系”、“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学”、“家庭教育”。近年来,“国际中文教学”④在东

盟国家具有良好发展趋势,华侨华人积极完善中文办学、培训等“教育体系”。泰国、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已将中文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了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郭熙指出,家庭是影响海外华语传承因素的重中之重⑤。东盟华

侨华人重视家庭教育,关注子女的成长和发展,积极培养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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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2019年柬埔寨华文基础教育师资培训班正式开班》,《柬华日报》网站,2019年8月1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www jianhuadaily 
com 20190801 59460。
周敏、刘宏《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页。
《疫情冲击下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发展趋势》,《柬中时报》网站,2021年7月9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cc-times com posts 
14550。按:该文摘自谢树华、包含丽《疫情冲击下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发展趋势———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21年第6期,第52-60页。
本文的“国际中文教学”特指在东盟国家开展的针对当地居民的汉语教学。
郭熙《试论海外华语传承话语体系的构建》,《语言文字应用》2023年第2期,第9页。



3.中华文化传播传承主题

中华文化传播传承主题包含“师德修养”、“文化交流”、“华文艺术”。东盟华侨华人沿袭了儒家文化中孝顺和尊崇

长辈的传统,华文学校注重师德师风建设,提倡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是中文教育的核心内

涵,华人社团与中文学校积极筹办各类文化活动,培养华裔青年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华文文学作品是华侨华人的精神

给养,华文媒体开设了专门的文学栏目,刊登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
(二)热点主题分析

本研究分别对主题强度及其阈值进行计算。统计显示,“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学”、“华社参与”、“经贸合作”主
题的强度均高于主题强度阈值(0.085),是目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热点主题。我们结合前文(表3)筛选出的每个主

题的高权重主题词,统计近10年词语的使用频率变化情况,进一步分析热点主题的内容特征。

1.“华文教育”主题内容分析

“教师”、“教材”、“教学”三教问题是“华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具有较高热度,但从具体报道来看,存在教学资源不平

衡、师资短缺等问题,如“菲律宾各华校想尽一切办法,保留传承祖辈语言文化的华语课,奈何却因为师资短缺问题,时
刻面临着停课的威胁”①。完善教学资源,构建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模式迫在眉睫。华文学校日益重视的“华测(即华

文水平能力测试)”,呈稳步上升趋势,如“建国中学吴德成校长表示……我们鼓励不同族裔学生学习语言以提升自己

的竞争力,也欢迎已擅长华语者取得华测证书为自己加值”②。但如何通过测试,实现“以考促学”值得我们思考。“暨
南大学”、“华侨大学”是开展华文教育的重要基地,培养了大量华文教师与学生投身于华文教学工作,受到东盟华人社

会广泛认可。新冠疫情后,国内高校恢复线下教学,海外中文学校也恢复“培训”活动,但受经济下行、“侨生”数量减少

等影响,频率增幅较小。

2.“国际中文教学”主题内容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联系愈加紧密,东盟各国日益重视“汉语教学”,大力培养中文人才。东盟国家开设了

多所“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我国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也选派汉语“志愿者”及“汉语教师”赴当地开展教学

活动,这些都具有较高关注度,华文媒体相关词语的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汉语水平考试(HSK)”是海外学生来中国

求学、就业的必备条件,也是申请“奖学金”的重要依据,日益受到重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

多个国家在文教、经贸等方面展开合作,各国对汉语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强,“职业教育”成为关注热点。国内大专院校

结合自身优势与东盟国家发展需求,积极拓展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聚焦数字化赋能职业教

育,发挥专业优势,研制了一批数字化教学资源,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助力‘一带一路’数字化人才培

养”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了贡献。

3.“华社参与”主题内容分析

“华侨华人”是华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热度最高,但华裔新生代对族群认同感呈代际减弱趋势。从主题词可

以看出,东盟“华侨华人”的祖籍主要是“潮州”、“厦门”等中国沿海城市。耿虎指出,由个体走向集体,由分散走向联合,
既是海外华族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④。华人社团将华侨华人个体团结在一

起,在海外组建“宗亲会”、“同乡会”等,发挥其联络亲情乡谊、凝聚华侨华人力量的重要作用。东盟华侨华人关注“华文

教育”事业发展,热度较高。华人社团不仅为“华文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还联合“华校”在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

开展文化活动,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感。同乡会通过创建“基金会”、“联合会”等,为华裔学生颁发“奖学金”、“助学金”,确
保华裔子女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如“不少同乡会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对学业成绩优良的同乡子弟表示鼓励,及对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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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侨办"网上外派教师试点"
 

将向菲华校派华语网课教师》,《世界日报》(菲律宾)网站,2021年11月24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worldnews net ph post 138327。
《东马首次华语文能力测验

 

即起线上报名
 

7月23庇建中举行》,《亚洲时报》网站,2022年6月8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www 
asiatimes com my 2022 06 08 %e4%b8%9c%e9%a9%ac%e9%a6%96%e6%ac%a1%e5%8d%8e%e8%af%ad%e6%96%87%e8%83%bd%e5%
8a%9b%e6%b5%8b%e9%aa%8c-%e5%8d%b3%e8%b5%b7%e7%ba%bf%e4%b8%8a%e6%8a%a5%e5%90%8d-7%e6%9c%8823%e5%ba%
87%e5%bb%ba%e4%b8%ad 。
《共育数字技能人才

 

走进“国际中文日”》,《柬华日报》网站,2023年4月20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www jianhuadaily com 
20230420 193399。
耿虎《华人教育文化传播及建设———以东南亚为中心的考察》,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页。



清寒的同乡子弟提供学费补贴,为同乡和国家社会培育人才”①。

4.“经贸合作”主题内容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东盟

国家“共享共建”,实现“互利共赢”。东盟华人社会密切关注中国时政、经贸等发展动态,加强与中国企业的项目合作、
经贸往来,表示“我们期待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更多国家开展贸易往来,开发更多市

场”②。中文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话题之一,其热度持续上升。各国不

同行业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大幅增长,各地区的中文机构相继开设了“中文+”、“华文+”课程,涉及旅游、法律、高铁、经
贸等多个行业。多元化的需求也丰富了中文课程,如“孔子学院通过与中老铁路公司合作,积极探索‘汉语+职业技术

汉语’人才培养新模式,建设起连通中国和老挝的‘心灵高铁’”③。
(三)主题强度演化趋势分析

为了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研究主题演化趋势,本研究根据后离散方法④,将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12个主题分散

到时间窗口,并计算每年主题强度。近10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国和东盟国家

不断加强战略对接,“国家政策”、“经贸合作”主题热度逐渐增强;“中文教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教育体系”日益完善,
呈上升趋势;“华侨华人”、“华文艺术”等主题强度较为稳定,具有持续的关注度。但随着华裔新生代对居住国归属感

的增加,对祖籍国亲近感的减弱,“华文教育”、“家庭教育”主题强度有所下降。
根据12个主题强度的演化趋势特点,我们将具有相同演化趋势的主题进行分类。这些主题可分为上升型、下降

型、平稳型。

1.上升型主题

上升型主题包括“国家政策”、“教育体系”、“国际中文教学”、“经贸合作”。在新冠疫情期间,“教育体系”、“国际中

文教学”主题出现短暂下降趋势,但随着新冠疫情的退场,线下教学活动恢复正常,这些主题整体呈上升趋势。越来越

多的东盟国家认识到学习中文的必要性,除了华裔子弟,非华裔学生也积极学习中文,因此近两年“国际中文教学”主
题强度不断增加。2023年是中国与东盟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二年,也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理念提出十周年,我们预测,未来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体系、教学规模将进一步完善与扩大。

2.下降型主题

下降型主题包括“新冠疫情”、“家庭教育”、“华社参与”、“华文教育”。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海内外各类线下活

动被迫暂停,华人社会筹措资金,捐赠“口罩”等物资,但也受到经济持续下行影响,“华社参与”主题强度有所下降。疫

情期间,“居家学习”、“线上教学”成为主要学习方式,家庭成为学习和娱乐的主要场域,呈波折上升趋势。随着移民程

度加深,华裔新生代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与祖籍国疏离感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减弱。周敏等指出,华裔新生

代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父母大相径庭,亲子之间的文化鸿沟导致了家庭代际关系紧张⑤。新生代移民认同所在国文

化,不再将自己视为“异域华人”,导致“家庭教育”、“华文教学”主题呈缓慢下降趋势。

3.平稳型主题

平稳型主题包括“华侨华人”、“华文艺术”、“文化交流”、“师德修养”。东盟华侨华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继承

了“尊师重道”、“谦逊友善”的传统美德,拥有丰厚的精神内核。在重要传统节日,华人社团积极组织文艺表演、宗族活

动等,增强华裔族群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亲近感。“华校”、“孔子学院”开设了“书法”、“武术”、“剪纸”等文化课程,
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提升华裔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侨务部门与海内外学校合作,组织“夏(冬)令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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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永和古厝同乡会新职员就职
 

施伟廉代表商总出席并致词》,《世界日报》(菲律宾)网站,2022年12月22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worldnews net ph post 154278。
《“让更多国家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世界日报》(菲律宾)网站,2019年2月22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www asiatimes com my 
2019 02 22 %e8%ae%a9%e6%9b%b4%e5%a4%9a%e5%9b%bd%e5%ae%b6%e4%ba%ba%e6%b0%91%e6%9c%89%e6%9b%b4%e5%a4%
9a%e8%8e%b7%e5%be%97%e6%84%9f 。
《东盟国家6家孔子学院师生共话“壮族三月三”》,《柬华日报》网站,2022年4月11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www jianhuadaily com 
20220411 161549。
单斌、李芳《基于

 

LDA
 

话题演化研究方法综述》,《中文信息学报》2010年第6期,第43-49、68页。
周敏、王君《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1-9
页。



文化知识竞赛、中华文化大乐园等。这些活动深受华裔青少年的喜爱,
 

“夏令营的活动让华裔青年对悠久的历史中华

文化和中国发展有更多了解,也能增进彼此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相互了解和友谊”①。
六 传播特点与对策建议

(一)传播特点

1.东盟华人社会对“华文”词语的使用度最高,但相关概念区分模糊

在华文媒体中,“华文”及“华文教育”的使用频次最高,“中文”及“汉语”的频次次之。但有的相关概念的词语存在

内涵区分不清、泛用误用问题,如“我们重视发展华文教育,大家出钱出力在各地建校办学,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华文化

在高棉大地上发扬光大,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努力,推动中文成为柬埔寨青少年学生必学的一门国际语言”②。有的华

文媒体甚至在“华文教育”板块中报道“孔子学院”相关新闻,如缅华网“华文教育”专栏,报道了大量关于“孔子学院”开
展中文教学的情况,相关概念在东盟国家华人社会中存在混用现象。

2.东盟华侨华人关注中国时政动态、经贸往来,职业汉语需求随合作加强而提升

在“华文”、“中文”等词语的搭配词及各主题相关的主题词项中,常出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该区域国

别化的特征引起了关注;高权重主题词中不仅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等,还出现“中柬”、“中菲”等双

边关系词语,这与中外国际关系、中国国家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各领域、多行业对职业汉语的

需求增强,“中文+”、“华文+”热度日益提升,汉语的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越发凸显。

3.东盟华侨华人重视文化传承和家庭教育,但新生代华裔对中华文化认同感减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华人社会和华文教育的精神内核,在增强民族认同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文化交流”、“师德

修养”、“华人文学”主题具有较稳定的关注度。但新生代华裔接受的是碎片化、表面化的民族文化教育,不像老一代华

人保留着传统的家庭观念。从主题强度变化可以看到,“家庭教育”、“华社参与”主题热度下降,新移民更重视“小家”和
“自我”发展,对祖籍国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呈代际减弱趋势。

4.“华文教育”主题强度随移民程度深化而下降,“国际中文教学”主题强度上升

东盟日益重视中文学习和人才培养,国际中文教育整体呈良好发展态势,其中“华文教育”主题度最强,但随着移

民程度加深主题强度有所下降。新生代华裔加入居住国国籍,子女求学于当地教育体系,“华校”也不再是专门为华裔

子弟开设,而是适合各民族甚至国际学生的教育单位③,导致“华文教育”具有“二语化”倾向。“国际中文教学”主题强

度呈上升趋势,“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汉语水平考试”等词语使用频率增加,“教学体系”日益完善。

5.东盟华文媒体积极宣传“国际中文教育”,但报道质量及传播效果有待提升

结合前文分析,与“中文”及其相关词语经常搭配的动词为“推动”、“发展”、“维护”等。这些词具有积极的语义色

彩,传递出东盟华文媒体大力支持“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态度。但开设专栏的媒体较少,大多数报道由教师、学生、同
乡会等组织或个人提供,且报道质量良莠不齐。从报道内容来看,选题较为单一,多以节日活动、培训消息为主,缺少

对话题的深入分析。其受众多为本地区、本次活动的相关机构或参与者,传播范围不够广泛,影响力有限。
(二)对策建议

为促进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提高其在东盟华文媒体中的传播效果,本研究对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决策

机构,以及华社、华校和华文媒体提出如下建议。

1.把握机遇,扩大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的效力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正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应及早建立国际中

文教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具有国别化特征的中文教育学科规划,确保中文教育更好地走向东盟各国。同时,东南亚

华人移民人数众多,又具有传承本族语言和文化的优良传统,可以通过构建“星状”传播体系④,扩大中文的国际传播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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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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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高校生即报名》,《亚洲时报》网站,2017年6月12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www asiatimes com my 2017 
06 12 %e6%96%87%e5%8c%96%e5%8f%82%e8%ae%bf%e5%9b%a2%e5%b9%bf%e4%b8%9c%e8%a1%8c-%e6%ac%a2%e8%bf%8e%
e9%ab%98%e6%a0%a1%e7%94%9f%e5%8d%b3%e6%8a%a5%e5%90%8d 。
《2021年柬埔寨国际中文日活动在线上举办》,《柬华日报》网站,2021年4月20日发布,2023年12月25日访问,https   www jianhuadaily com 
20210420 111086。
张盛闻《借“一带一路”华教发展将更专业化》,《星洲日报》2017年2月17日,第4版。
韩晓明《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变化对汉语传播的影响及前瞻》,《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4期,第93-99页。



围,增强中文与中华文化的感召力。

2.多方合作,发挥华社的各项资源优势

为提高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华社要增加与其他社团、组织的交流互动,构建立体多维的侨团联盟,发挥其在所在

国家的人力、财力等资源优势,确保华校的平稳运转,减少环境政策的影响。同时,华社可以通过组织各类文化活动、
中文比赛等,提升中文在所在国家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华裔新生代和当地年轻人了解中华文化的魅力,培养学习中文

的兴趣,促进民心相通。

3.重视培养,增进新生代华裔对祖籍国认同感

韩晓明认为,家庭使用是华语传承的关键①。要鼓励新一代移民家庭注重家庭环境中的语言传承,构建家庭良好

的文化氛围,培养子女对华文文学作品、华语电影及音乐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中文的意愿,增进对祖籍国和中华文化

的亲近感与归属感。还要鼓励子女积极参与各类文化活动、中华文化夏令营等,使之浸润在华语景观的文化元素中,
才能帮助子女树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4.综合施策,提高国际中文教学质量和水平

华校要转型升级,需要设置符合不同国家、人群特点的教学目标②,培养高素质的本土化教师,编写本土化教材,
加速提升办学模式的专业化、规范化、现代化进程。同时,华校要与其他华校、孔子学院开展交流合作,建设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的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并根据“一带一路”发展需求,利用数字化技术,拓展职业汉语的教学资源,培养国

别化行业汉语人才③。

5.加强宣传,提升中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华文媒体是海内外文化沟通的窗口,与华文教育相辅相成,共同维系华人文化血脉。华校要借助华文媒体平台推

介办学情况,华社要大力宣传文化活动,以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华文媒体要提升报道质量,可通过增加专

题报道、开设中文版面,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内涵,并加强与中国及本地媒体的合作,整合传媒资源、拓宽传播渠道,这样

才能提升东盟华文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七 结语

本研究基于LDA主题模型和语料库方法,对2013-2023年东盟华文媒体中关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相关报道

进行内容分析、主题挖掘,并归纳主题演化趋势的特点。目前,LDA主题模型较少应用于国际中文教育相关领域,本研

究视角和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希望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未来研究将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开展:一是扩充

语料资源,跟踪更多年份的数据,深入挖掘“国际中文教育”主题历时的变化和发展,开展国别化研究等;二是丰富语料

来源,补充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平台中的文本数据,以拓展本领域的研究视角。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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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想象·真相:
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张利娟

  摘要:基于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关键词汇出现的频率统计及对教科书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英国

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如下特征:神秘的国度,辉煌灿烂的古代中国;衰败的帝国,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红色的

中国,红色朝圣地与个人崇拜的革命年代;觉醒的巨龙,高速发展与“威胁”西方并存的当代中国。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

在镜像中国里,英国人看见的是自己。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中国的现实与真相,不如说是英国的想象

与期望。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外综合国力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中国需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向外讲述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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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关注。在信息

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往往通过“形象”认识“现实”,“现实”也往往被等同于“形象”。国家形象兼具价值性和工具

性功能。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国家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名利双赢的国力

运作过程,也是一个国家为自己文化“正名”的过程。历史证明,国家形象的自我认知与构建对于国家影响力的形

成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他国媒体中的我国国家形象来实现国家形象在新时代的有效构建。
教科书是社会价值观的载体,代表主流阶层和社会的意志与利益,是特定阶级对其他阶级实施社会控制的中

介。他国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对塑造他国公众对华认识及态度产生重要影响。英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其对中

国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西方如何看待中国。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是“英国历史上影响范围最广、最
具革命性的教育立法”①。在其出台之前,英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1991年,英国教育史上第一部《国家历史课

程标准》颁布,随之相继发行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教科书。学术界真正意义上针对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形象

的研究,据笔者眼力所及,迄今为止,无一本专著出版。搜索各大期刊数据库网站,只发现一篇硕士论文从整体上

论述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还有几篇论文是对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某一时段、某一事件所呈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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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形象进行研究①。因此,本文拟选择1991年至今的英国历史教科书,对其中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以弥补学界

既有研究的不足。
一 英国历史教科书样本选择及其中国史内容占比和关键词频次统计

(一)教科书样本选择

与中国的教科书编写机制不同,英国中小学教材实行的是选定制(自由制),教材的编写、出版、选用,国家不予

干涉,民间可自由编写、发行和选用。英国中小学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这造成了英国的历史教科书数量众多。
笔者通过多种途径查阅了1991年至今的几百种英国历史教科书,发现只有39种英国历史教科书(参见表1所列)
中有明显的中国史内容,因此,本文围绕着这39种教科书样本展开讨论。这39本历史教科书大多数针对英国7-
11年级学生编写,学生学习完该阶段课程后,参加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历史考试,考试合格后获得普通中等

教育证书。另有几本历史教科书是针对IB和A-Level考试而编写的。IB即国际预科证书课程,12-13年级学生

学习完该课程后,获得国际预科证书文凭,该文凭被全世界诸多大学作为招收新生的入学标准。A-Level课程即普

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针对12-13年级学生,由六年制中学或独立学院开设,学生学习完此课程后,
参加全国历史A-Level考试,即可进入大学就读。

这39本英国历史教科书,其中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13本,占教科书总量的33.3%;21世纪最初十年出版的

12本,占30.8%;21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版14本,占35.9%。可见,21世纪出版的英国历史教科书数量占英国历史

教科书样本的一半以上。一般而言,由于教科书编写机制的原因,同一教科书在英国的使用年限达到10年或者更

久②。因此,我们通过对这39本教科书样本进行分析,基本可以得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30余年间英国历史教

科书中的中国历史形象。
(二)中国史内容占比和关键词频次统计

本研究使用内容分析法来分析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内容分析法通常用于如教科书、报纸、杂志、档
案或其他书面材料等文本分析,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最早出

现在传播学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学者通过研究德国公开出版的报纸,获取了许多军政机密情报。战

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军事情报机构一起对内容分析法进行了多学科研究,使其应用范

围大为拓展。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文本中某主题出现的频率来判断其重要性,也可以评估出文本中存在的偏见和

成见。③

内容分析法是如何展开的呢? 埃兹(Ezzy)指出,内容分析法首先从定义一个研究样本开始,然后编码和分类

(包括计算和记录单词、短语、句子等出现的频率),分析数据,最后总结,即从文本中得出结论④。在内容分析法中,
通过对教科书中的专业术语、个人或群体出现的频率的统计,以及对某国家、人物、事件等所占据的教科书内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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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陕西师范大学鲍文蓉2021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形象》,选择了英国三家出版社2008-2009、2010、2015年出版的3
套5册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进行研究,2008年之前及2015年之后出版的英国历史教科书不在作者研究范围之内,而且选择的这5册历

史教科书样本中只有2册全部为中国史内容,其余3册只有几页中国史内容,由此归纳得出的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富强文明与专制

停滞的古代中国形象、落后分裂与改革自强的近代中国形象、在挫折中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形象———因样本量少、时效性不强而准确性、可靠性难

获保证。另外,朱慧敏、张婷《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形象———基于朗文、牛津版<中国皇朝>的比较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5
期,第176-181、175页),朱慧敏、李月琴《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形象———以<剑桥国际AS-Level国际史(1871-1945)>为例》(《历史教

学问题》2019年第4期,第127-131页),以及张利娟《30年来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近现代中国形象———以麦克米伦出版社<掌握近现代世界史>为
例》(《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3期,第3-6页)三文,分别选择了4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形象、近现代中国形象进行研究,虽然注意到

所选教科书的代表性和使用年限,但亦因教科书的样本量不足而难以有效揭示英国历史教科书的全貌。此外,张利娟《被忽略的中国:30年来英国

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叙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51-157页]、王若茜《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日战

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8-16页]、张利娟《论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鸦片战争叙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23年下卷(总第2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282页]三文,选择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和鸦片战争叙事内容进行

研究,虽注意到英国历史教科书的样本量,并且归纳出抗日战争时期和鸦片战争中的中国形象,但这两大事件中的中国形象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历史

形象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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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分析比较,可得知教科书的重点及选材标准。笔者对39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所占比例及其有

关章节名、目录名中的关键词汇进行频率统计,其结果如表1。
表1 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及关键词汇出现频次表

书名 版本 页数 占比(%) 关键词汇及频次

毛泽东的中国:1936-1997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9 256 100

近现代中国的形成:1860-1997 培生教育有限公司2017 192 100

毛泽东的中国:1945-1976 培生教育有限公司2017 159 100

中国:1839-1997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6 322 100

中国的转型:1936-1997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224 100

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1949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0 170 100

毛主席的影响:1946-1976年的中国 纳尔森索恩出版社2008 152 100

中国:1900-1976 海涅曼出版社2006 183 100

1900年以来的中国 朗文出版社1996 48 100

中华帝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48 100

中华帝国 海涅曼出版社1991 64 100

中华帝国:从秦始皇到忽必烈 朗文出版社1991 80 100

政府体制:共产主义 埃文斯出版社2005 15 31.3

20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 培生教育有限公司2015 118 29.1

战争的起因、经过和影响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60 25

亚洲的冷战:1945-1993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5 58 22.5

权力主义者和一党制国家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49 20.4

标准等级现代研究:世界 霍德·吉布森出版社2006 30 16

中级现代研究 霍德·吉布森出版社2010 28 12.3

学懂世界近现代史 麦克米伦教育出版社1991 21 9.3

创造历史:1914年至今的世界史 柯林斯教育出版社2001 25 8.9

世界近现代史 铜锣出版社1996 20 8.4

世界近现代史要论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49 7.8

20世纪的世界史 朗文出版社1993 38 6.8

同一世纪的世界:使用证据 柯林斯教育出版社2001 17 6.6

世界近现代史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20 6.6

20世纪的历史 朗文出版社1992 20 6.3

世界近现代史 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1993 10 5.1

思想与机器:1750-1900年的英国 朗文出版社2002 6 5

理解历史:1066-1509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4 6 4.5

改革和革命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8 4.5

(中国)共产党54
毛泽东53

文化大革命34
经济29

国共内战(中国内战)20
(中国)国民党20

共产主义20
中日战争(抗日战争)15

政治14
大跃进13
工业10
邓小平8
外交8
军阀8
清朝8
农业7
改革7

朝鲜战争7
意识形态6

中国与世界6
 

蒋介石5
发明5

秦始皇5
长征5

辛亥革命4
孙中山4
红卫兵4
妇女4

五年计划4
统一战线4

美国4
苏联4
宋朝3

满洲(满族)3
医疗3
教育3
延安3

国际关系3
中美关系3
中苏关系2

人权2
百花齐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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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世界近现代史 麦克米伦出版社2013 31 4.4

发展中的历史:1603-1901 海涅曼出版社2008 8 4.2

20世纪的历史:1900年以来的世界 朗文出版社1993 12.5 4

寻找历史:20世纪的世界 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1991 4 3.1

发展中的历史:1901年至今的世界 海涅曼出版社2009 4 2.1

发展中的历史:1066-1603 海涅曼出版社2008 4 2.1

世界近现代史 霍德教育出版社2013 7 2.1

冷战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3 1.9

鸦片战争(中英战争)2
整风运动2
西安事变1

天安门事件1
游击战争1

汉朝1
隋朝1
唐朝1

  备注:上表中“页数”栏中的数字指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所占页码数,“占比”栏目中的数字指中国史

内容占据整本教科书的内容百分比。

通过表1中的频率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知,除专门讲述中国史内容的12本英国历史教科书外,其余

27本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最高的31.3%,最低的1.9%,平均占比9.6%,有20种历史教科

书的中国史内容占比低于10%,加上如前所述的自1991年至今的几百种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只有39本教科

书有明显的中国史内容,显然中国史内容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占比甚小、地位很低。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书写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教

科书将重点放在对近现代中国的书写上。无论从教科书选材的数量分布(39本教科书中只有6本有中国古

代史内容,其余33本都是中国近现代史内容)来看,还是从关键词汇的出现频次来看,教科书给予近现代中

国历史更多关注,尤其突出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中国共产党”出现频次

最高,其次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经济”、“国共内战”、“中日战争”、“中外关系”、“邓小平”是教科书的

重点之一。第二,教科书也不乏对古代中国史的某些方面予以凸显。如对古代的科学发明着墨甚多、中国的

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等都有所书写。第三,教科书重点书写政

治、经济问题,但对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甚为关注,如女性及教育问题都设有章节详细阐述。
二 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下面笔者将以时间为经、主题为纬,按照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当代史的时间顺序,简要分析

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叙事,进而归纳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特征。
(一)神秘的国度:辉煌灿烂的古代中国

在英国历史教科书的描绘中,古代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辉煌灿烂的文明,是一个遥远、神秘、富庶的国

度。孔子的伟大思想、秦始皇的恢宏陵墓、辛追夫人的奢华生活、唐朝宫廷妇女的多彩娱乐、宋朝宏大的城市

气象、元朝的雄伟国度等,都有相关叙述,涉及思想、制度、社会生活等层面。
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中国拥有自己的宗教哲学信仰体系,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关

注人类在社会中的地位,道教关注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佛教则给予人们来世的希望①。英国历史教科书对

孔子所代表的儒教及儒家思想着墨甚多,认为,“孔子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汉朝及之后的朝代

都遵循孔子的思想,一直到20世纪”②,孔子建立的一套系统的道德规范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孔子的思

想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思想基础③。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文化曾在西方学界风靡一时,“‘孔夫子的中

国’的道德实践、自然哲学、开明君主制度,成为批判欧洲社会堕落、宗教迫害与君主暴政的武器”④。西方通

过推崇孔夫子的儒家文化精神,来抨击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历史观,以建构现代的世俗历史观念,为西方人

本主义思想的确立提供自我确证,找到合理性来源。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孔子及其思想的介绍,塑造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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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开明、宽容、仁爱的文明之邦的中国形象。
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中国秦汉唐宋元时期历史的描绘,塑造出一个物产丰富、城市繁荣、包罗万象的

古代中国形象。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车轨,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国①。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通

丝绸之路,商人们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经西域运往中亚、西亚,再转运到更远的欧洲,欧洲、印度和非

洲的马匹、象牙、玻璃制品也被运到中国,同时,知识也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商人们把中国的思想和发明带到

了西方②。唐朝首都长安作为一座国际化都市,吸引了众多外国人来此居住。“在唐朝,中国人对外国思想、
宗教(如佛教)、食物和商品的开放程度超过了20世纪之前的任何朝代”③。7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了鼎盛时

期,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④。宋朝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人声鼎沸的酒肆茶楼、繁忙的商贸

往来,塑造出繁荣的宏大城市气象。元朝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大的帝国,曾一度打到欧洲,横扫俄罗

斯、波兰和匈牙利。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蒙古人虽然非常凶猛,但忽必烈是一位“智慧而宽容的君主”⑤。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古代中国,特别是唐宋元时期,相对于中世纪贫穷落后的欧洲来说,都是人间

天堂。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历史教科书多次引用《马可波罗游记》来佐证以元朝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繁荣富

庶⑥。元朝时的杭州,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⑦。对于萌芽于中世纪晚期的世俗精神来看,
元朝繁华的市井形象,既是中国这个他者的现实,也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西方人想象中的世俗

乌托邦。人们需要上帝与来世的天堂,也需要尘世的财富与享乐,用元朝繁华的市井形象来向代表欧洲基督

教禁欲主义的教权王权挑战,“在欧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物质化的中国形象不仅激

发了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还为他们的商业精神、君王权威提供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楷模”⑧。人们从《马可

波罗游记》描绘的元朝形象中体会到自己的欲望与想象,也找到了超越自身、改造社会的动力。如果说《马可

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与其说它反映了元朝的中国形象,不如说它表现了西方文化的集体无

意识幻象,对中国式美好生活的向往,折射出西方中世纪文化压抑中的欲望。
(二)衰败的帝国: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

如果说古代中国以辉煌灿烂、悠久文明的历史而著称,当时钟走到近代,悠久的历史意味着所谓“历史停

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近代中国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呈现出的是一副衰败的帝国形象。
封闭、停滞、衰败、贫穷、愚昧、落后等词汇充斥在英国历史教科书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描绘中。英国历史

教科书的叙事充满了对一个失去生命力的统治集团的蔑视。政治方面,近代中国是专制帝国,皇帝拥有绝对

的权力;经济方面,近代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科技方面,近代中国停滞不前;外交方面,近代中国闭关锁

国,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时间流逝于此,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形象由孔教乌托邦发展到半野蛮的

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道德中国”变成了“专制中国”。这里,英国历史教科书把近代中国的历史简单地定义为

专制的历史,这是必须加以批判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冷战产物”⑨,“不能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简单

地称为君主专制制度,也不能将中央集权等同于封建专制”。
英国历史教科书的叙事逻辑是,虽然中国古代曾有很多重要的科学发明,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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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但是这些成就让中国人盲目自信,狂妄自大,目中无人①。这种自大还可以从“中国”的命名可以看出:
“中国,从字面意思理解是处于中央的国家,即‘中央之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

心,其他国家都不如中国。”②“中国人没有国家间的平等意识。”③教科书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浓墨渲

染。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公爵出使中国,商讨两国贸易之事,遭到乾隆皇帝拒绝。马戛

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使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由辉煌灿烂的孔教乌托邦向半野蛮的东方专制主义帝国发生

关键性的转折,“西方从仰慕中国转向鄙视中国”④。在英国人眼中,中国成为对世界一无所知,对科学与技

术一窍不通,愚昧、无知、自傲、自大的庞然怪物。当时英国主流观点认为,清朝自傲自大,愚昧无知。这正好

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如果中国彬彬有礼,注重礼尚往来,英国怎有发动战争的理由?
所以,“当时的中国真实情况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英国主流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以服务

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商人的利益需要以及扩大海外殖民地、推销商品和原料市场的需要”⑤,“塑造一个被否

定的、邪恶的中国形象,不仅为鸦片战争与殖民统治掩盖了毒品贸易与战争的罪恶根源,而且为掠夺与入侵

提供了所谓‘正义的理由’”⑥。英国历史教科书宣称“文化冲突引致鸦片战争”⑦,这不仅淡化了鸦片战争中

英国侵略中国的本质,反而竭力把西方美化为中国的“救世主”。但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决不意味着英国发

动鸦片战争是合理的、正义的。侵略就是侵略、强盗就是强盗”⑧。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不正当的侵略战

争,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野蛮战争,是西方扩张与侵略的典型例证,无论何种理由都

掩盖不了英国侵略中国的事实。
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自1850年以来,中国国内一直叛乱不断,而清政府既无法镇压叛乱,也无法同时

打败外国人。晚清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西方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英国、法国和美国从清朝的敌人变成了清朝

的盟友,“接受西方政权的军事支持,对中国抵御国内叛乱和维持自身统治至关重要”,“事实证明,在第二次

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年里,西方扮演了一个两面性的角色:掠夺者和救世主”⑨。显然,英国历史教科书认为,
中国无力抵抗西方列强和国内叛乱,清朝需要接受西方的帮助,以镇压国内叛乱和维持自身统治,西方成为

中国的“盟友”和“救世主”。
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英国历史教科书写道:“英国决心给中国一个惨痛教训

……军队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夷为平地……洗劫圆明园的行为主要是想明确告诉中国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除

了服从外国列强之外别无选择。”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与无辜

百姓、占领北京后挨家挨户抢掠金银财宝等行为轻描淡写地叙述,而对于义和团围困使馆和教堂事件以及在

华西方人的“苦难”则浓墨重彩地渲染,旨在告诉阅读者和学习者,义和团事件是所谓“野蛮对抗文明”、“中国

对抗世界”的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则是“文明征服野蛮”的“正义”行动。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肇始,到太平

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史的呈现都

是邪恶多于光明,对中国既敌视又蔑视,中国地大物博但国力虚弱,有发明创造但墨守成规,讲迷信而又信仰

缺失,故步自封而又腐败无能。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运动、鸦片帝国的描绘,刻画出一个处于失控状态

的、不遵纪守法的混乱中国形象,而这种形象构成了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历史形象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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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呈现出的是一副衰败的国家形象,其目的是用来论证英国殖民扩张的合

理性。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民主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进步取代落后,被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在

西方近代所谓“进步”、“自由”、“文明”的宏大历史叙事中,中国是作为否定性的“他者”形象出现,以帮助西方

现代文明完成自我认同,并确认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文明秩序①。衰败的中国,需要进步、自由、文明的英国

来拯救,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被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对于英国的侵略扩张而言,丑化的中国形象,
不仅掩盖了英国对华毒品贸易与对华侵略战争的罪恶,而且为其对外掠夺与殖民扩张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在这里,知识转化成意识形态,知识使权力变成了真理。

总之,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受到曾盛行于西方学界的“冲击-回应”模式和西方中心

论的影响,多从西方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过度夸大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与作用,忽略了近代中国内部发展

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西方外来的刺激,只有在中国内部本身发生改变才能起作用,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更多

来自中国内部本身,而不是外部的刺激。英国历史教科书以中西文明对立的视角来解读近代中国历史并不

可取。
(三)红色的中国:红色朝圣地与个人崇拜的革命年代

“红色的中国”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指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延安。英国历史教科书高

度赞扬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1949》指出:1935年至1936年,中
国其他地区发生了大规模饥荒,但“延安苏维埃政权以其可靠的(虽然少得可怜的)粮食供应、学校和医院,为
其居民提供了以前无法想象的一定程度的安全和福利。延安不仅满足了人们一直渴望的物质需求,还弥漫

着一种来自巨大成就感的集体自信氛围”②。《毛泽东的中国:1936-1997》引用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抗战③。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口号④,号召全国人民

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⑤。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团大战作了详细介绍:“1940年8月,
在彭德怀总指挥下,中国共产党100多个团40万兵力,对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日军发动了系列进攻。在两个

月的时间里,共产党取得了巨大胜利。”⑥英国历史教科书特别将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一比较,与
国民党的节节败退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使用游击战术在对日作战中取得了成功⑦,“中国共产党

越来越被视为新中国的真正希望”⑧。《毛主席的影响:1946-1976年的中国》讲述了共产党采取游击战术

打击敌人,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尊敬,然后以小栏目突出显示的形式介绍了什么是游击战⑨。《创造历史:1914
年至今的世界历史》介绍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以及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鱼水关系、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在学生活动部分还附有一首红军歌曲,并针对歌曲提出各种问题让学生回答。《世界近现代史要论》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采取成功的游击战术抵抗日军。随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红色中国形象

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胜的原因,英国历史教科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

胜利,也是政治、经济、外交、宣传和公共关系上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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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战术才华、领导能力、民众支持和国民党弱点的综合结果”①,其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

导以及土地改革政策和严明的纪律,使之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获胜的重要原因。《毛泽东

的中国:1936-1997》单独设目讲述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重要性”②。《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00
-1949》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军事因素中,毛泽东的领导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③。英国历史

教科书还指出,农民的支持,也是中国共产党获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的影响:1946-1976年的中

国》特别开辟子目,单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严明纪律和土地改革对人民的影响④。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抗

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描绘,塑造了一个经济上进步、政治上民主、社会生活上爱民为

民、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形象。
其二,指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科书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

期的中国为所谓“红色恐慌”与“个人崇拜”的“狂热且失去理智”的革命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带给英国更多

的是震惊与恐惧。英国历史教科书在称呼上用“红色中国”(Red
 

China)代替中国。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英
国历史教科书花了大量篇幅介绍红卫兵闹革命、个人崇拜等事件。英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的批评,掺杂了编

者对英国价值观难以言传的强烈认同感。英国历史教科书似乎只有高擎反对社会主义的大旗,才能彰显为

西方现代性奠定政治哲学基础的自由民主之精神。
(四)觉醒的巨龙:高速发展与“威胁”西方并存的当代中国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英国历史教科书花了大

量篇幅讲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历史。《毛泽东的中国:

1936-1997》指出,1981年至200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2000年,美国14%的进口来自中国;从
1995年到2010年,中国的出口额从5720亿美元增长到7680亿美元,进口额从7700亿美元降至6500亿美

元,贸易总额从10650亿美元增至14800亿美元,贸易顺差从330亿美元增至1070亿美元,“邓小平作为领

导人的最大成功无疑是将中国转变为一个世界经济和商业强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获得了国际公认

的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⑤。《近现代中国的形成:1860-1997》指出,“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举措,可能

是20世纪任何国家中最成功的经济改革。……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黄金时期,美国和

欧洲也无法将自己的经济成就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到1997年,中国已经成功地

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的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网络的重要的制造业和工业强国⑥。《掌握世界近现代史》
用了6页篇幅,详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对中国历届政府执政期间的政治经济改革

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世界其他地区遭受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似乎未受影响。随着全球经济继续陷入危

机,2011年,有报道称法国萨科齐总统在讨论如何拯救欧元区的峰会结束后,致电北京寻求帮助。整个欧洲

和美洲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中国会拯救世界吗?’”⑦相对于衰败的近代中国是英国征服和救赎的对象而

言,觉醒的中国充满了生机与力量,中国反倒成为世界获救的希望。
但是,英国历史教科书认为,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给世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西方带来了威胁。它们指

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2012年中国拥有13座核电站,并计划到2020年至少达到120个。……所有这一

切引发了许多问题: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 如果中国的‘经济奇迹’继续下去,这会让

欧洲和美国陷入大规模失业和破产吗?”⑧在教科书编者看来,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已逐渐转化为政治、军事

实力,作为全球性大国形态日益彰显,中国被认为是英国当前与未来的战略竞争对手,实实在在地构成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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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包括经济威胁,还包括政治威胁、军事威胁;与之相反,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秩

序风云巨变,“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华尔街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意识形

态、社会制度、文化心理上与英国存在巨大差异。作为“异己”国家,理所当然是英国的假想敌。另外,从历史

渊源看,“中国威胁论”在西方根深蒂固。13世纪,蒙古人一度打到欧洲,攻占波兰、匈牙利,打败德意志的骑

士团,蒙古人带来的恐怖气氛弥漫了整个欧洲,“黄祸”的恶魔形象由此在欧洲人心里扎根。“中国威胁论”唤
醒了这个古老的“噩梦”。在英国历史教科书的宏大叙事中,“觉醒的巨龙与中国威胁论并存,隐含了英国人

的悲观主义心理。对中国的崛起持既欢迎又担忧的矛盾态度,反映了英国人对自身文化衰落的悲观判

断”①。虽然英国历史教科书肯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亦以“他者形象”排斥、贬低和否定中国。
三 余论

教科书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无论是统编制、审定制,还是“市场制”,教科书都要

体现国家意志。因此,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知识和权力在对中国史内

容呈现施加影响的同时,亦强有力地规范着英国青少年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

形象构建的背后,反映了中英两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和综合实力的博弈以及彼此文化认同之间的较量。
中国形象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经历着各种变幻:从古代中国的神秘莫测,沐浴着儒家圣哲光环,风靡一

时的辉煌“中央王朝”,到保守落后、“无视欧洲之强盛”、夜郎自大的近代中国,再到结束百年屈辱、获得民族

独立的新中国成立,以至“红色恐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政治实力崛起。这些中国形象叙事的构建,取决于

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也取决于中国自身变化的复杂性。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具有

的多面性、复杂性、脆弱性以及不确定性,折射出英国社会乃至西方社会对华态度及种种错综复杂的利益

关系。
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在镜像中国里,英国人看见的是自己。“‘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

‘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②。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英国现代文化的“他者”
镜像。这种中国形象代表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中国,而是英国人自己想象中的文化他者。它们经过了教科

书编者的个人喜好、现实需求、价值判断的选择、过滤而形成。编者无法避免伽达默尔所指出的“先入之见”
的影响,教科书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和“客观公正”。上述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在刻画中国的

现实与真相,毋宁说是在述说英国文化的想象与期望。
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外综合国力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中国自身的实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既有认知

与态度,以及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等因素,都影响着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

形象被西方幻象化而自恋,放弃对自我的反思,更不能因为中国形象被西方妖魔化而激愤,放弃与他们的对

话”④。正如习近平所说,“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⑤,“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⑥。中国需要探求自身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积
极向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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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与历史真实
———以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传记书写为中心的考察

任光启
 

  摘要:在瓦萨里创作的《名人传》的两个版本和孔迪维的《米开朗基罗传》中,米开朗基罗被塑造成个性突出、敢

于对抗赞助人的英雄形象,并且被用来证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群体的社会地位取得重大提升。事实上,这种观

点是出于对米开朗基罗的误解,夸大了精英艺术家的独立性和艺术家群体社会地位提高的程度,是传记作家刻意

塑造的结果。围绕米开朗基罗为朱利乌斯二世制作陵墓雕塑相关传记书写分析与历史考察,其意义不仅在于认清

传记作家对米开朗基罗形象的夸大和刻意塑造,还在于准确认识艺术家地位的提升,并给予艺术家与赞助人关系

以准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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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杰出代表,米开朗基罗因其鲜明的个性和漫长的艺术生涯而留下了

诸多历史记载和奇闻轶事,并在后世形成了复杂、丰富且充满争议的形象。长期以来,各界对于米开朗基罗

形象的界定主要包括充满创作才华的天才和全才、勇于反抗命运并直面生活、性格孤僻怪异等①。需要注意

的是,这些形象并不是完全被米开朗基罗本人认同。葡萄牙著名的画家、建筑师和作家弗朗西斯科·德·奥

兰达说,米开朗基罗在谈及16世纪流行的有种种缺陷和怪癖的个人主义艺术家形象时曾说过:“人们传播了

一千个关于知名画家的恶毒谣言。说他们性情古怪、个性孤僻且让人难以忍受。事实上,他们和其他人没什

么不同。只有傻瓜才会真的相信艺术家们既古怪又反复无常。”②从创作生涯来看,16世纪初,米开朗基罗

为朱利乌斯二世工作的时期无疑是其人物形象形成的关键阶段;而16世纪中期,两位传记作家乔尔乔·瓦

萨里与米开朗基罗的弟子孔迪维各自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记,则为后世的米开朗基罗形象塑造奠定了基础。
这两位传记作家都对米开朗基罗为朱利乌斯二世服务的这段经历着墨颇多,但他们的记载却存在不少

抵牾。乔尔乔·瓦萨里在1550年和1568年前后出版了两个版本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孔迪维于1553年

出版了《米开朗基罗传》,这几部传记记录了流传甚广的米开朗基罗大部分事迹,是最早记录米开朗基罗生平

的作品。对于米开朗基罗生平事迹的记载,这两部传记各有所长。瓦萨里的《名人传》文笔生动且引人入胜,
在当时流传甚广,瓦萨里还曾经出版过米开朗基罗传记的单行本③。孔迪维作为米开朗基罗的弟子,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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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较多的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他在传记序言中称,自己写作这部米开朗基罗传记,原因是当时广泛流传

的米开朗基罗传记(即瓦萨里1550年出版的版本)的作者不如自己了解传主①。此外,孔迪维在传记书写的

过程当中,偶尔也以师徒对话当中的询问者身份出现,增加了其传记的可信度②。但是,因受当时传记书写

传统的影响,这两部传记都不是以最大限度还原人物真实形象为首要目的③;相反,这两位作者都自觉或不

自觉地将传记写作视为一种创作和发挥,借此塑造和传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米开朗基罗形象,因此,在叙述

内容方面自然有颇多不足采信之处。
有学者指出,瓦萨里在传记中塑造艺术家形象时,最常使用的三种叙事模式分别是神话模式、英雄模式

和逸闻模式。关于这三种叙事模式各自的用途和功能,吴琼作了说明:“神话模式是为了赞美艺术家的天赋,
英雄模式是为了歌颂艺术家的荣耀,逸闻模式则是为了显示艺术家与众不同的个性。”④笔者注意到,在瓦萨

里和孔迪维的传记当中,对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之间冲突的叙述,可以被归纳为英雄叙事模式。那

么,这样的叙事模式与历史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偏离呢? 如果存在,那么又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偏离? 要解决这

些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这种叙事是如何产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回到历史语境,了解这段英雄叙事模式的来

龙去脉,厘清事实真相。
在笔者看来,瓦萨里和孔迪维塑造的这种米开朗基罗形象,主要是为他们强调艺术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

社会地位的提升而服务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确实在社会地位的提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鲁

道夫·维特克威尔指出的那样,“不可否认,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将艺术的地位从劳力范畴提升到了劳

心范畴。他们将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从而使艺术从手艺中脱离出来,同时艺术家们获得了同行和其他各界

都认可的精英地位”⑤。但需要注意的是,瓦萨里和孔迪维塑造的这种形象,主要来自于作者对米开朗基罗

本人的误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他作为一名艺术家在完成艺术赞助订单工作的过程中的独立性。此外,
这种带有误导性的形象塑造,也导致了后世对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群体的社会地位提高的片面强调

和夸大。事实上,在16世纪,欧洲各地区仍普遍将艺术家群体视为匠人,只有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对艺术家群

体表现出了一定的尊重和重视⑥。
除了这两位传记作家在提高艺术家社会地位方面的主观意愿之外,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书写与传记书

写间的差异也需要引起我们重视。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欧洲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对各自撰述的内容就有

明确的区分和清晰的认识。徐波指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传记是关于‘真人’的故事,而历史则是关于‘真
事’的记述”⑦。这正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认为的那样,历史并非传记,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

“把传记作者比作画家,强调传记作者对人物的描写,传主的人生历程和事迹成为传记作品的重要内容”⑧。
在此基础上,瓦萨里将传记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将艺术家传记与艺术史结合在一起,因此在书写过程中难免

受到传记书写风格的影响,更多地倾向于记述“真人”的故事。
本文尝试探究朱利乌斯二世与米开朗基罗这一艺术赞助案例,重新审视前述艺术家形象被误读的现象,

也希望以此重新评估16世纪前期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学界对于艺术赞助和米开朗基罗与赞助人之间的关

系已有颇多研究,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从朱利乌斯二世与米开朗基罗的艺术赞助关系入手,尤其关注艺术

家与赞助人双方围绕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这一项目在教皇生前与去世之后的博弈,使用米开朗基罗生前

留下的相关信件记载,重点分析赞助关系的达成及其中的合作、冲突与博弈机制,还原米开朗基罗形象被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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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过程及相关的历史语境,探讨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的真实关系,重新审视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形象与艺术

家群体社会地位提升的相关叙事并给予其正确评价。
一 早期传记中的米开朗基罗形象建构

关于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之间的冲突,瓦萨里在1550年出版的第一版《名人传》中叙述了事件的

大概过程:米开朗基罗因厌恶朱利乌斯二世违背自己的意愿偷看尚未完成的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愤而离开

罗马。而孔迪维在1553年出版的米开朗基罗传记中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则给出了全新的叙述:米开朗基

罗垫付了为朱利乌斯二世制作陵墓雕像石材的运费,但迟迟未收到教皇的补偿款,为此他亲自去找教皇理

论;门卫明知米开朗基罗的身份,却拒绝他与教皇会面的请求,米开朗基罗对此十分愤怒,于是离开罗马,回
到佛罗伦萨①。孔迪维虽提到了米开朗基罗在制作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时与朱利乌斯二世因暗中窥视而引

发的冲突,但并未提及米开朗基罗因此恼羞成怒;相反,让米开朗基罗愤怒的是,布拉曼特利用自己的门路,
让拉斐尔偷看米开朗基罗的绘画过程②。在1568年出版的第二版传记中,瓦萨里对事件经过的叙述进行了

修正,与孔迪维的叙述基本一致,但仍保留了米开朗基罗因反感朱利乌斯二世偷窥未完成的西斯廷教堂穹顶

壁画而离开罗马的说法③。除了对米开朗基罗离开罗马事件存在分歧之外,两位传记作家都记载了米开朗

基罗与教皇后续的其他冲突,包括米开朗基罗离开罗马后拒绝返回且不愿为教皇继续工作,但最终不得不屈

服并前往博洛尼亚为朱利乌斯二世制作青铜雕像,以及米开朗基罗在接受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订单时的拒

绝态度等④。
瓦萨里在《名人传》的两个版本中关于米开朗基罗离开罗马事件的分析,之所以出现上述叙述,既有客观

条件的原因,也受到了瓦萨里主观意愿的影响。
客观条件方面,瓦萨里的第一版传记,成书于1547年,出版于1550年,书中使用的有关艺术家生平事迹

的材料,大多来源于瓦萨里对曾经与米开朗基罗共事过的艺术家和匠人们的访谈以及二手转述材料的长期

搜集,因此,对于16世纪初的实际情况很难有足够的了解⑤。此时,米开朗基罗已经75岁高龄,在早年与他

有过交集的人多已去世,瓦萨里很难获得相关资料。1553年,孔迪维传记出版后,瓦萨里在第二版传记中修

正了自己关于此事的说法,相当于承认了自己在此前版本中的叙述讹误。瓦萨里与米开朗基罗直接发生接

触,要晚于第一版传记的出版。1542年,另一说为1543年,瓦萨里曾在罗马经佛罗伦萨人阿托维蒂介绍认

识米开朗基罗,但仅限于学习米开朗基罗的作品⑥。1550年到1553年之间,瓦萨里在罗马为朱利乌斯三世

服务,并且教皇要求他时常与米开朗基罗沟通艺术项目制作事宜,两人才有了直接接触并建立起友谊⑦。因

此,瓦萨里在第一版传记中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一些叙事讹误有其无奈的地方。
主观意愿方面,首先,瓦萨里写作《名人传》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教化后世的艺术家群体,通过传记书写

这样的手段,让他们明白杰出的艺术家如何工作、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品、如何理解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艺术家应当获得什么样的地位、过怎样的生活,以及如何处理艺术家与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等。从这一角度来

看,瓦萨里对米开朗基罗因朱利乌斯二世坚持窥伺自己的创作过程而被激怒,进而离开罗马事件大书特书,
也就不难理解了。其次,瓦萨里在传记写作过程当中还有意突出托斯卡纳地区佛罗伦萨艺术和艺术家的地

位,以贬低其他地区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家地位。作为瓦萨里第一版传记出版时当时最伟大的佛罗伦萨艺术

家,米开朗基罗非常适合被拿来论证托斯卡纳地区艺术风格的优越性,其代表性和典型性是毋庸置疑的。这

也是瓦萨里出版单行本米开朗基罗传记的重要原因。再次,瓦萨里还经常通过挑选事例、加入真假难辨的轶

事以及将事件的情节张冠李戴等手段来强化自己叙述的教化功能。瓦萨里提到的艺术家提防被其他人偷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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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节,出现在艺术家防止被同行偷师的故事中是很正常的,其目的在于表现艺术家之间存在非常激烈的

竞争这一事实。而这一情节出现在米开朗基罗与赞助人朱利乌斯二世的关系描述之中,则很可能是瓦萨里

为了强化冲突、塑造艺术家形象而添加的叙述①。除了传记作家的刻意强调这一解释以外,这种在工作期间

防止其他人偷窥的做法,可能还受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个人主义兴起的影响。鲁道夫·维特克威尔在其

研究中指出:“独处和保密成了许多艺术家的标志。米开朗基罗在工作时不允许包括教皇在内的任何人靠近

他……艺术家们为什么这么坚持在独处中创作? 答案呼之欲出。除了同行相忌这一原因,独处是出于专注

的需要。”②

在比较了与米开朗基罗同时代的两位传记作家的记载之后,我们有必要廓清朱利乌斯二世对米开朗基

罗艺术的赞助过程,以帮助我们重建反映朱利乌斯二世与米开朗基罗之间关系的历史事实,更好地理解为什

么两部传记重点强调米开朗基罗与赞助人抗争的形象。要了解米开朗基罗与赞助人之间的冲突,首先就要

回溯这段赞助关系是如何开始的。

1504年9月8日,米开朗基罗为佛罗伦萨市政府制作的大型圆雕大卫像正式揭幕③。米开朗基罗的天

才技艺在这尊雕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望。1505年,风头正盛的米开朗基罗受到

了朱利乌斯二世的关注,并应教皇召见前往罗马为其制作陵墓雕像。
据瓦萨里记载,朱利乌斯二世选择米开朗基罗为自己建造陵墓雕像的主要原因是,米开朗基罗此前凭借

圣母怜子雕像、佛罗伦萨的大卫雕像以及与莱奥纳多·达·芬奇同场竞技之壁画素描《卡西那之战》而名声

大振,进而获得了与其他雕塑家一起共同为朱利乌斯二世绘制陵墓雕像草图以供挑选的竞技机会④。竞争

的结果是米开朗基罗获得了为教皇制作陵墓雕像的胜利。相比之下,孔迪维在传记中对朱利乌斯二世为何

选择米开朗基罗制作陵墓雕像的描述则要简略得多:“朱利乌斯二世不知道该聘用米开朗基罗制作什么艺术

品,为此,米开朗基罗等了几个月,最终教皇决定让米开朗基罗为自己制作陵墓雕像。”⑤孔迪维并未提到米

开朗基罗凭借自己的草图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细节。孔迪维的叙述与瓦萨里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瓦

萨里笔下,米开朗基罗应朱利乌斯二世召唤前往罗马修墓,而孔迪维记载的则是教皇从众多艺术赞助项目中

挑选了一项交给米开朗基罗;前者是米开朗基罗为教皇服务,教皇为自己赞助的陵墓雕像挑选了一位制作

者,后者则是教皇要让自己拥有米开朗基罗制作的艺术品,教皇的赞助行为针对的是艺术家。
二者的叙述并不统一,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朱利乌斯二世为什么选择米开朗基罗制作陵墓雕像? 克里

斯托弗·卢伊特波尔德·弗罗梅尔从现存的陵墓雕像在各个时期的草图入手,对此作了解释。现存于纽约

的一幅陵墓设计草图,被认为是米开朗基罗于1505年2月到3月完成的。从时间上来看,这无疑是关于朱

利乌斯二世陵墓的最早的一幅,草图上的陵墓设计属于墙墓。弗罗梅尔认为,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欣赏,可能

是朱利乌斯二世选择米开朗基罗的重要原因。除了列举朱利乌斯二世及其叔叔西克斯图斯四世与当时的新

柏拉图主义圈子中的人物接触、交往史实之外,他指出,朱利乌斯二世任枢机主教期间赞助过的艺术项目也

透露出与这种思想的联系,并进而认为,在朱利乌斯二世当选教皇后不久,即被提拔的、与新柏拉图主义联系

紧密的埃吉迪奥·达·维泰尔博和托马索·因吉拉米,可能作为神学顾问参与了同样是朱利乌斯二世赞助

的由拉斐尔绘制的签字厅壁画的设计,这些迹象足以证明教皇对这种思想的亲近,进而推测教皇选择米开朗

基罗作为制作陵墓雕像的艺术家,是因为他的新柏拉图主义背景⑥。米开朗基罗与新柏拉图主义运动的关

系是广为人知的,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他创作的诗歌和雕塑作品中,瓦萨里记录了米开朗基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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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安吉洛·波利齐亚诺的指导下完成的一件雕塑作品,即《赫拉克勒斯与马人之

战》①。
除了朱利乌斯二世本身对米开朗基罗的偏好之外,米开朗基罗获得教皇召见,可能的原因还包括熟人、

朋友之间的推荐,这种现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订制过程中非常普遍。米歇尔·赫斯特认为,可能是朱

利亚诺·达·桑加罗促成了教皇对米开朗基罗的任用。作为著名建筑师的桑加罗,自朱利乌斯二世担任枢

机主教时起就与之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合作②。1505年之前,桑加罗已经在佛罗伦萨见过米开朗基罗制作的

大卫像,一份对1506年1月拉奥孔群雕发掘的记录也显示,米开朗基罗与桑加罗关系密切,在此前曾多次去

桑加罗家中拜访③。
综上,朱利乌斯二世选择米开朗基罗制作自己的陵墓雕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米开朗基罗在此前建立起

了自己在雕刻方面的名气和声望,他在雕刻这项技艺方面展现的才能,让他有机会进入教皇的视野,进而获

得来自教皇的订单。
二 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的合作和冲突的再审视

在理解了朱利乌斯二世为何选择米开朗基罗作为建造他本人的陵墓雕像的人选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

考察朱利乌斯二世在世期间双方围绕陵墓雕像的合作与冲突,探讨米开朗基罗与赞助人之间的博弈,以及这

种博弈与传记中的叙述之间的差异,进而对传记作家的叙述意图获得更清晰的理解与把握。

1505年4月28日,米开朗基罗已经接到了来自朱利乌斯二世的圆雕式陵墓的订单④。订单要求最终完

成的陵墓,应有不少于40件米开朗基罗制作的雕像,预计5年完成,约定的总费用为1万杜卡特。不同于传

统的艺术赞助关系,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并未签订关于陵墓制作的合同,没有截止日期,也没有使用

钱款必须满足的条件⑤。对此,弗罗梅尔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一般不会与为其工作的艺术家正式签订

合同,但会有一份非正式的协议⑥。协议达成之后,米开朗基罗着手前往采石场购买大理石石材。
 

据孔迪维记载,朱利乌斯二世看到米开朗基罗的设计方案之后,非常满意,委托阿莱曼诺·萨尔维亚蒂

向仍在佛罗伦萨的米开朗基罗支付1000杜卡特。1505年2月底,米开朗基罗收到罗马方面的预付款⑦。7
月,他前往卡拉拉采石场为朱利乌斯二世的陵墓挑选、购买石材,并于12月处理完石材的运送事宜后,离开

采石场,于1506年1月返回罗马,而石材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延期运达罗马。在1506年1月31日给父亲的

信件中,米开朗基罗称,恶劣的天气让石材的运输很困难,朱利乌斯二世签订合同时预付给米开朗基罗的钱

款告罄⑧。1506年4月,朱利乌斯二世接受了布拉曼特关于重建圣彼得教堂的建议,将钱款集中在这个项目

上。米开朗基罗向朱利乌斯二世索要后续钱款未果,于是离开了罗马⑨。瓦萨里在《名人传》第一版中对米

开朗基罗离开罗马的原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即朱利乌斯二世千方百计地偷窥他的工作,米开朗基罗不堪其

扰,因此离开罗马;在第二版中,瓦萨里虽采纳了与孔迪维类似的叙述,但仍保留了前述说法。
关于朱利乌斯二世冷落米开朗基罗的陵墓雕像项目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朱利乌斯二世已将重心放在

了圣彼得教堂的重建上,无暇亦无余款顾及陵墓的建设,主要依据的是孔迪维在传记中的记载。孔迪维认

为,是布拉曼特向朱利乌斯二世进言,让其相信在世期间修建陵墓并不吉利。此外,孔迪维还指出,布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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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对米开朗基罗既惧怕又嫉妒,因为米开朗基罗曾经指出过其在执行朱利乌斯二世的其他项目当中的缺点

和错误,因此,布拉曼特极力排挤米开朗基罗,怂恿朱利乌斯二世委托米开朗基罗执行他并不擅长的湿壁画,
并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以此达到其损毁米开朗基罗声誉,并让他在与同时代的杰出画家拉斐尔的竞争中落败

之目的①。米开朗基罗本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在1542年10月的一封信件中,米开朗基罗说道,“我与教皇

朱利乌斯二世之间的嫌隙皆源于布拉曼特和乌尔比诺的拉斐尔的嫉妒;这也是教皇在生前停止修建陵墓的

原因,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毁了我。而且拉斐尔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他艺术中的所有创新,都是从我

这里窃取的”②。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强调布拉曼特在其中的负面作用③。米开朗基罗与布拉曼特之间的关

系并不像瓦萨里和孔迪维的传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恶劣。在布拉曼特死后,米开朗基罗曾在一封信件中提及

布拉曼特,不吝溢美之词,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布拉曼特在建筑方面的才华和天赋,他与从古至今的那

些著名建筑师一样伟大”④。在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情况下,米开朗基罗还是能够客观评价布拉曼特的,这
点也反映在他对孔迪维传记的页边注上。他指出,布拉曼特在建造和平圣玛利亚教堂时出现的各种失误都

是因为客观条件所致,当时布拉曼特缺少好的助手来帮助他完成这些建筑项目⑤。
弗罗梅尔从财务的角度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相关材料,得出了不同于孔迪维的看法。他认为,米开朗基罗

与朱利乌斯二世之间只是签订了简单的非正式协议,并未规定购买建造陵墓各个部分所需的大理石的花费

预算,也未具体规定各个部分雕像的交货时间,而米开朗基罗于1506年1月底之前,在采购、运输和存放石

材中已经花光了从教廷支取的1500杜卡特⑥,而雕刻工作却迟迟未有进展,这样的局面显然不能让朱利乌

斯二世满意⑦。这样的客观局面是友人皮耶特罗·罗塞利和传记作家孔迪维、瓦萨里未能注意到的,因此他

们一味地埋怨布拉曼特和拉斐尔。针对米开朗基罗早早耗费大量钱财的状况,朱利乌斯二世在复活节前已

经决定作出改变,决定不再向已经离开罗马的米开朗基罗支付陵墓雕像项目的费用⑧。相比耗资巨大、历时

长久的陵墓雕像项目,绘制湿壁画则要便宜、快捷得多。经济因素显然是教皇在考虑重点支持什么项目时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应考虑到朱利乌斯二世当时正在为远征博洛尼亚做准备,军费开支巨大⑨。
除了外部原因之外,米开朗基罗离开罗马,也有自己人身安全方面的考虑。米开朗基罗逃离罗马之后,

朱利乌斯二世多次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他,要求他回到罗马继续为自己效力。在1506年5月2日给受朱利乌

斯二世委托的桑加罗的去信中,米开朗基罗称,他自己比较担心因触怒教皇而惹上杀身之祸,故陈述完自己

离开罗马的原因之后,在信的末尾附上了自己对性命的担忧以及教皇对待艺术家的恶劣态度作为离开罗马

的其他理由。在后续的通信中确认性命无忧之后,米开朗基罗在信件中向教皇方面的代表桑加罗提出了

自己的新要求,希望自己不必返回罗马工作,许诺将在五年内完工,并且要求在佛罗伦萨完成雕刻工作,石材

也应当直接运往佛罗伦萨,因为佛罗伦萨拥有比罗马更加便利的工作环境和各项设施、匠人等。由艺术家

单方面提出对艺术品制作的各方面条件和要求,否则就拒绝执行,这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制作的实践中是

罕见的。
米开朗基罗一直想要得到朱利乌斯二世对其人身安全的承诺,但并未得到满足。这一时期还传出了米

开朗基罗为躲避教皇,不惜为教皇的死敌土耳其苏丹工作的消息。为逼迫米开朗基罗屈服,朱利乌斯二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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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给佛罗伦萨政府去信。1506年7月8日的一封信件显示,教皇方面对米开朗基罗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离开罗马①。佛罗伦萨市政府的正义旗手皮埃罗·索代里尼在1506年7月(时间可能

是在5日到14日之间)给担任枢机主教的弟弟弗朗切斯科·索代里尼的一封信件中提到,此前已经收到教

皇方面的两份信件,都是要求米开朗基罗即刻返回罗马②。在另外一封给弟弟的信中,索代里尼称自己无力

劝说米开朗基罗改变主意返回罗马③。在要求米开朗基罗重返罗马的同时,朱利乌斯二世率军于1506年11
月10日攻占博洛尼亚,并在11日举行了庆祝胜利的入城仪式。1506年11月21日,教皇方面的枢机主教

弗朗切斯科·阿利多西在给佛罗伦萨政府的去信中透露,教皇要求米开朗基罗前往博洛尼亚制作雕像,希望

得到皮埃罗·索代里尼的协助④。此前,索代里尼委托米开朗基罗为佛罗伦萨市政府制作的《卡西那之战》
项目,因教皇对米开朗基罗的征用而中断,因此,索代里尼希望米开朗基罗能完成他在佛罗伦萨未竟的工作,
但事与愿违的是,教皇接二连三的信件让索代里尼及米开朗基罗不得不服从⑤。11月27日,索代里尼给朱

利乌斯二世寄出回信,在信中说明米开朗基罗将会充当信使,把这封信带到博洛尼亚⑥。11月底,米开朗基

罗离开佛罗伦萨前往博洛尼亚。
孔迪维在传记中记载了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在博洛尼亚第十六广场的会面,教皇谴责了随行的

主教对米开朗基罗的训斥,宽恕了米开朗基罗,并要求米开朗基罗留在博洛尼亚为自己雕刻一座青铜雕像,
将其放置在圣佩特罗尼奥教堂的大门处,并留下1000杜卡特作为经费和酬劳⑦。

至此,米开朗基罗与朱利乌斯二世关于此前修建教皇陵墓的博弈宣告失败。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个体,在
朱利乌斯二世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面前实在是难以自保,他与教皇博弈的武器只有他的才能所带来的声誉,即
便向其他赞助人求得短暂庇护,庇护人也会因为来自教皇方面的压力而选择退让⑧。除了无法自主支配工

作地点、支取预付款时间以外,米开朗基罗在朱利乌斯二世面前甚至无法选择自己接受的艺术订单的艺术类

型。此前,米开朗基罗就曾以“绘画不是我的艺术”为由,拒绝过绘制西斯廷教堂穹顶画的工作,并推荐了更

胜任这份工作的拉斐尔,但最终还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个项目⑨。米开朗基罗此前从未雕刻过青铜雕像,但他

在博洛尼亚不得不接受这个项目,并且希望能够通过制作这件作品平息教皇的怒火,让他满意。
在博洛尼亚面见朱利乌斯二世之后,米开朗基罗对于朱利乌斯二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再以自

视甚高、桀骜不驯的孤傲艺术家形象出现,反而变得恭顺了起来。他对朱利乌斯二世恭顺逢迎的态度体现在

孔迪维记录的一次对话中:米开朗基罗制作的泥质雕像模型右手呈祝祷赐福姿势,左手空空,于是请示教皇

是否要在左手上刻一本书,教皇否决了这项提议,并要求雕像的左手应该持一把剑,教皇反问米开朗基罗雕

像模型右手的姿势的含义是赐福还是诅咒,米开朗基罗机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右手姿势的含义是震慑那些

不明智的、胆敢违抗朱利乌斯二世命令的人。除了曲意逢迎以避免灾祸之外,米开朗基罗也渴望得到朱利

乌斯二世的重视和赏识。在1507年2月1日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米开朗基罗提到了教皇来参观他在博洛

尼亚的工作,停留了半个小时,相谈甚欢,朱利乌斯二世对米开朗基罗已经完成的部分也非常满意。在博

洛尼亚工作期间,米开朗基罗不敢再违背教皇的命令。在1508年1月5日和2月13日给弟弟鲍纳洛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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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信中,米开朗基罗表示制作这尊雕像让他心力交瘁,但因为朱利乌斯二世留下命令不准他在雕像落成揭幕

之前离开博洛尼亚,因此他仍需逗留一段时间①。
经过我们围绕朱利乌斯二世赞助米开朗基罗制作陵墓雕像的考察,我们得出的结论与瓦萨里和孔迪维

在传记当中的叙述是有差别的,瓦萨里和孔迪维的叙述显然带有目的性和主观倾向,真实情况并不像他们呈

现的那样。相比记录真实情况,这两位传记作家更希望通过传记当中的叙述,凸显艺术家的独特个性,以及

艺术家自视为高级智力劳动者渴望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这一迫切需要。
三 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项目博弈的延续与启示

朱利乌斯二世去世之后的陵墓雕像项目进展,以及由此展开的长达30多年的艺术家与多位赞助人之间

的博弈,在瓦萨里和孔迪维的传记中也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对米开朗基罗传记形象的塑造也起到了非常大

的作用。厘清这段历史,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与评估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具
有重要意义。

赞助人对知名艺术家的争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十分常见。在被朱利乌斯二世召往罗马制作陵墓

雕像之前,米开朗基罗正在佛罗伦萨为市政厅绘制《卡西那之战》,在接到朱利乌斯二世的召令之后,他便放

弃了这些艺术品的制作。朱利乌斯二世死后,米开朗基罗便不能再专心为朱利乌斯二世的陵墓雕像这一项

目工作,而是需要不断面对来自其他赞助人对其服务的争夺,迟迟未能完工的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像以及合

同中对米开朗基罗的独占性条款,一直是此后的教皇想要征用米开朗基罗为自己服务的首要障碍。
朱利乌斯二世的遗愿和陵墓雕像合同,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挑战。如果要占用圣彼得教堂作为陵墓安置

场地,必须取得现任教皇支持,但朱利乌斯二世的遗嘱执行者罗维雷家族未能赢得朱利乌斯二世去世之后的

教皇选举。此外,陵墓雕像合同中对米开朗基罗的独占性使用条款,还面临着继任教皇利奥十世的冲击。

1513年5月到1515年11月,米开朗基罗陆续收到了由罗维雷家族支付的超过4600杜卡特的钱款,但陵墓

雕像的雕刻工作却没有多大的进展。孔迪维在传记中,将这解释为米开朗基罗在利奥十世影响之下的身不

由己②。但在1514年1月写给父亲的信件中,米开朗基罗表达了自己想在佛罗伦萨雕刻陵墓雕像的意愿,
多年前在工作地点的选择上与朱利乌斯二世的对抗终于有了结果③。

1516年,罗维雷家族与利奥十世的关系破裂,因此不得不与米开朗基罗重新修订了陵墓雕像的合同④。
新合同对雕塑作品的数量要求减半,并再次强调了米开朗基罗在合同期限内不得接受可能会影响陵墓雕像

项目进度的其他项目⑤。但是,合同中的独占性条款对米开朗基罗很难起到约束作用。在一年前给弟弟鲍

纳罗多的去信中,米开朗基罗已经透露,自己需要尽快处理好手头的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像的事情,以便投

入到利奥十世的项目中。米开朗基罗在身负合同的情况下,仍主动违约,参与到另外的项目中,表明了他对

利奥十世这一赞助人的偏好和选择。这也反映在孔迪维的传记中⑥。
 

到1521年利奥十世离世时,米开朗基罗已经完成了四件雕塑,从罗维雷家族支取了8500杜卡特,还有

8000杜卡特尚未被支付,米开朗基罗要求得到剩余的8000杜卡特,但罗维雷家族方面表示不会再为陵墓雕

像项目支付任何费用。此外,米开朗基罗还面临着因未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义务而产生的额外罚金。1523
年4月,米开朗基罗对于即将到达罗马的乌尔比诺公爵和罗维雷家族方面的代表非常害怕,在写给法杜齐的

信件中,米开朗基罗透露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如果无法完成合同条款,米开朗基罗将不得不支付罚金、利息

和工作场地的租金,希望法杜齐转告枢机主教朱利奥·美第奇,帮助米开朗基罗解除危机⑦。

1523年11月,与米开朗基罗关系密切的朱利奥·德·美第奇继任教皇,即克莱芒七世,米开朗基罗对

8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 H 
 

Ramsden 
 

The
 

Letter
 

of
 

Michelangelo
 

1 
 

1496-1534 
 

41-42 
Ascanio

 

Condivi 
 

The
 

Life
 

of
 

Michelangelo 
 

60 
Michael

 

Hirst 
 

MichelangeloⅠ 
 

The
 

Achievement
 

of
 

Fame 
 

1475-1534 
 

142 
Charles

 

de
 

Tolnay 
 

MichelangeloⅣ 
 

The
 

Tomb
 

of
 

Julius
 

Ⅱ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44 
Michael

 

Hirst 
 

MichelangeloⅠ 
 

The
 

Achievement
 

of
 

Fame 
 

1475-1534 
 

143 
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巨人的时代》(下),第283页;Ascanio

 

Condivi 
 

The
 

Life
 

of
 

Michelangelo 
 

60 
E H 

 

Ramsden 
 

The
 

Letters
 

of
 

Michelangelo
 

1 1496-1534 
 

142 



此非常高兴,在该月25日给友人多梅尼科·托波利诺的去信中,表达了他获悉这个消息的喜悦①。米开朗

基罗试图借助克莱芒七世的影响力帮自己渡过难关,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克莱芒七世也想让米开朗基罗为

自己修建洛伦佐图书馆和新圣器室,这无疑加重了米开朗基罗的负担。为避免因违约而陷入诉讼纠纷,1525
年4月19日,米开朗基罗写信向克莱芒七世方面的乔万尼·斯皮纳求助,称自己已经做好了因无法完成合

同规定的任务而接受惩罚的准备,只希望克莱芒七世能帮助他将损失降到最低②。

1525年8月,居中调解的法杜齐给米开朗基罗去信,称自己已告知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利

亚·德拉·罗维雷(Francesco
 

Maria
 

I
 

della
 

Rovere 
 

1490-1538),米开朗基罗实在无力偿还钱款,因此将尽

力想出别的弥补办法③。1525年10月24日,米开朗基罗给法杜齐去信称,自己愿意接受此前收到的将陵墓

改为较矮小的墙墓的建议,不会放弃这个项目,但还是无力偿还钱款④。各方对这个提议比较满意,但在截

止期限和陵墓雕像缩减程度上留有分歧,法杜齐建议至迟应在1526年10月交付。罗维雷家族觉得此前的

提议过于寒酸,只包含摩西像和两名奴隶像,因此增加了在雕像数量上的要求,12月仍在进行谈判⑤。但随

即到来的1527年战争与罗马城遭到战后洗劫,打断了谈判和雕刻的进程。

1531年7月22日,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 
 

1485-1547)在信件中透露,
乌尔比诺公爵的两名谈判代表希望能将已运往佛罗伦萨的陵墓雕像运至罗马以进行后续的雕刻,米开朗基

罗已经向罗维雷家族退还了2000杜卡特,承诺在3年内完成陵墓雕像⑥。米开朗基罗在1531年11月25日

给皮翁博的去信中称,自己愿意完全退出这个项目,将未完成的雕像以及全部材料交付给下一位接手这个项

目的雕塑家⑦。这样的结果显然是罗维雷家族无法接受的。新的陵墓雕像合同签订于1532年4月29日,
乌尔比诺公爵的谈判代表在给公爵的信件中报告了这份合同的内容。

该合同约定:“此前的合同全部作废,米开朗基罗同意支付2000杜卡特退款,并将交付6件由他亲手完

成的雕塑作品,自行承担制作陵墓雕像期间的场地使用费,应在三年内完成全部作品”⑧。此后,双方还商定

了新的陵墓雕像安放位置。米开朗基罗认为,“罗维雷家族提议的圣玛利亚人民教堂缺乏足够的空间和光

线,圣彼得锁链教堂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⑨。合同签订时,克莱芒七世也在场,他允许米开朗基罗在制作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圣洛伦佐新圣器室和图书馆时,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返回罗马制作朱利乌斯二

世的陵墓雕像。在新合同约定的1532年到1535年期间,米开朗基罗在陵墓雕像方面的进展不多。
克莱芒七世去世后,米开朗基罗不得不开始为新任教皇保罗三世工作。孔迪维在传记中记载了保罗三

世对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像的态度,“单凭一件摩西像就足够荣耀朱利乌斯二世的陵墓雕像了”。罗维雷

家族为避免米开朗基罗一直忙于保罗三世的项目,导致陵墓雕像无法完成,同时也因为米开朗基罗年事已

高,最终与米开朗基罗达成协议,缩减了陵墓雕像的规模。双方于1542年8月20日签订了一份新的合同,
也是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项目的最后一份合同,米开朗基罗需为项目的完成交一份1400斯库蒂的保证金,新
的设计包含圣母子、先知、女预言家、沉思生活和积极生活,原先制作的两件奴隶像因不符合最新的设计而被

放弃。1545年2月,陵墓雕像最终完成。
在孔迪维和瓦萨里的传记中,朱利乌斯二世陵墓项目数次重新修订合同,都是因为此后的几任教皇急于

让米开朗基罗为自己工作,因此迫使罗维雷家族的继承人做出让步。但米开朗基罗的信件和其他材料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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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事情面貌远非如此简单。米开朗基罗不仅意识到了几任教皇与罗维雷家族在聘用自己工作过程中的摩

擦,还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冲突和竞争,为自己挑选心仪的艺术项目并逃避违约的惩罚。可以说,除了赞助人

与艺术家双方的直接关系之外,其他赞助人对米开朗基罗服务的争夺,米开朗基罗本人对赞助人的偏好,以
及米开朗基罗借此进行的博弈,也是艺术赞助订单完成过程中无法被忽视的重要因素,这种复杂的博弈是朱

利乌斯二世陵墓雕塑项目迟迟未能完成的关键因素。
四 余论

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都需要为了一件能够很好地表达赞助人意志的艺术作品而努力,朱
利乌斯二世需要为其赞助的艺术项目提供资金、工作场所和协调安置场地,米开朗基罗则需要为艺术项目劳

心劳力,购买、运输和安置材料,组织助手和团队等。但与此同时,双方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作为赞助人的

朱利乌斯二世及其家族继承人,希望米开朗基罗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他们制作艺术品的工作中,但米开朗

基罗在选择赞助人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希望为与自己关系亲近的赞助人工作,能够自主决定工作地点,有
时候也会屈服于其他赞助人的意志,被迫接受其他的艺术品订单。

双方在目标上的一致与差异,是赞助关系中张力的来源,双方的矛盾也基本来源于此。因不同的追求而

产生的各方博弈,是导致艺术品制作过程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这种博弈被瓦萨里这样的传记作家敏锐地

捕捉到了,他对双方冲突的片面强调使得艺术家被塑造成了勇于对抗赞助人的形象,并且有意借助这样的事

例来进一步塑造艺术家的自我形象,提升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但这种刻意塑造的艺术家形象,与我们考察的

历史事实是有一定差别的。揭示这种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差别,对我们理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赞助

关系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瓦萨里和孔迪维这样的传记作家在艺术家社会地位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记录了

这一时期艺术家们的抗争,同时也向后世的读者表明,这一时期是迈向更重视艺术天才与独创性、更自由开

放的艺术品市场的重要时代。但我们也要认清传记作家的叙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别。在朱利乌斯二世与

米开朗基罗的赞助关系这一案例中,传记作家对艺术家相较于赞助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显然是夸大其词了,
精英艺术家并不像瓦萨里和孔迪维描绘的那样已经具有了较强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放眼整个艺术家群体,
艺术家阶层的向上流动相比过去有所提升,但并未达到这两位传记作家在传记中塑造的水平,像米开朗基罗

这样炙手可热的艺术家终究只是个例。艺术家群体成为广受认可的文化贵族,取得社会地位的巨大提升,要
到17世纪之后才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凌兴珍]

08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1卷第4期
2024年7月
Vol 

 

51 
 

No 
 

4
July 

 

202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
盛衰及其原因

张兰星

  摘要:17世纪中期,日本德川幕府宣布锁国,驱逐先前抵日经商的葡萄牙人。尽管如此,德川将军却允许荷兰

人留在出岛开展对日贸易。幕府锁国后,荷日贸易在较长时间内经历了一个盛衰过程。17世纪后期,荷兰人其实

已经熟知日本市场的贸易规律,即便幕府锁国,荷日贸易尚能维持高潮。进入18世纪,荷日双方均产生一些不稳

定因素,贸易开始走下坡路。荷兰人为了保住最东方的商业据点,积极展开对日外交活动。19世纪初,荷日均面

临世界格局的变动,双方的贸易也遭遇危机而走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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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荷兰人抵日经商。当时,葡、西、英三国也在开展对日贸易,但葡、西人因传教问题被驱逐,英国

因经营不善而退出日本。到1640年德川幕府锁国时,荷兰人成为最终胜出者,荷日贸易走向巅峰。锁国后,怎
样运作维持贸易,成为荷、日共同面临的问题。在17-19世纪的两百来年时间里,荷日贸易如同两国关系一样

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期间的变化及其原因、特点值得我们探究,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此展开研究

的成果甚少①。
一 17世纪中后期荷日贸易的持续高潮及原因

日本锁国并不意味着荷日贸易立即衰退,即便荷兰商馆被移至长崎出岛(人工岛),两国贸易仍然保持高

潮,此状态一直维持到了17世纪末②。据博克舍研究,此阶段的荷日贸易基本特点或状态表现为三点。(1)抵
日的荷兰商船始终能够保持一定数量。如1641-167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年均派8-9艘商船赴日,最多的

181

①

②

就该题目而言,日本学界有一些成果,但多为史料的汇编与整理,日本学者擅长从微观方面分析相关数据,代表成果有:村上直次郎譯『出島

蘭館日誌』上卷、東京:文明協會、1938年;日蘭学会編『長崎オランダ商館日記
 

1(自一八○一年度至一八○三年度)』、日蘭交渉史研究会訳

注、東京:雄松堂、1989年;鈴木康子『近世日蘭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2004年。而西方学界则习惯将日欧贸易纳入东西方交流,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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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中文学术圈缺乏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关于

日荷贸易(平户商馆)兴起的探讨(本文背景之一),请参见:张兰星《论17世纪前期日荷贸易及其成功原因》,《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第

82-89页。
德川幕府令荷兰人迁移商馆,主要是为了禁绝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减少西方人在日本土地上活动,维护其封建统治。参见:村上直次郎譯

『出島蘭館日誌』上卷、序說39頁。



1665年达12艘,最少的1662年也有2艘。(2)从贸易额来看,荷日贸易总额始终不低。日本的金、银、铜照旧

被荷兰人大批运走,只是输出这三种贵金属的种类、数量有变化。比如1641-1668年间,荷兰人主要从日本运

走白银,此时的荷兰船亦可与曾经的葡萄牙、西班牙船媲美,号称“银之船”①;1669年以后,荷兰人则主要运走

黄金(小判)及铜。(3)荷日贸易利润可观。如“1643年,出岛商馆总盈利660,000盾。1644年,商馆盈利

635,000盾。1645年,尽管中日贸易强势反弹,荷兰商馆也能获利1,000,000盾。……接下来的两年,商馆获

利60%和80%(具体数据不详)。……1671年,商馆获利达1,500,000盾”②。雅各布也谈道:“1640-1660年,
荷兰人总计准备了85万盾资金,在亚洲各地采买商品。商品在日本售出后,荷兰人运走价值150万盾的贵金

属,利润(率)超过100%。”③据坎普菲尔记载,“荷日贸易每年的盈利都不同,因为日本各地的市价及舶来品的

数量每年都不同。通常来讲,京都市价是日本市场的风向标。……一般来说,荷兰人可获纯利60%。利润较低

的年份也有40%-45%。按照荷兰人的算法,在日本卖出价值10.5吨黄金的货物,可获价值4-4.5吨黄金的

利润”④。
对于荷兰人来说,17世纪中后期,荷日贸易能够维持高额、高利润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荷属亚洲贸易网日趋成熟,并在旧有的葡属贸易网上有所扩展,其他欧洲国家尚未强势插足亚洲市

场。17世纪60年代,荷兰基本控制了印度西南部重要港口,葡萄牙紧缩了果阿贸易(印度南部),意味着其亚洲

势力整体衰落;虽然英国在南亚、东南亚设有据点,但其在亚洲的商贸框架尚未建立;荷兰人还控制了亚洲香

料、砂糖、樟脑⑤、金银铜等原料的交易,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贸易体系,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梦寐以求的贸易

优势。
其二,荷兰人积极开发亚洲各地新商品。锁国以前,荷兰人紧随葡人脚步,向日本运入大量生丝及畅销品,

取得不错成效。锁国之后,葡人被逐,荷兰人必须重新寻找维持日荷贸易的新商品。就荷兰人输入日本的商品

而言,生丝依然是大宗,但其输入量在减少,荷兰人遂将重点放在各类织物(丝、棉、毛成品)上,同时增加兽皮、
苏木、砂糖等商品的运入量;就荷兰人从日本运走的商品而言,1668年,幕府禁止外国人输出白银,荷兰人立即

将输出重点放到小判、铜、樟脑等商品上,这些商货在南亚、西亚的销路不错,而且荷日的贵金属交易,使荷兰人

积累了大量资金,增强了荷兰的政治和商贸“耐力”⑥。
其三,荷兰人在亚洲开辟了新的采购、销售市场。失去台湾据点后,荷兰人难以获得中国商品。据曾任爪

哇(巴达维亚)的总督古斯塔夫·威尔姆·范·英霍夫(Gustaaf
 

Willem
 

van
 

Imhoff)回忆,被逐出台湾,对荷兰

是个沉重打击,这意味着荷兰将失去最重要的采购(商品)市场⑦。不过,荷兰人没有因此丧失动力,继而将注意

力转向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市场。1640年,荷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巩固了其亚洲优势。后来,荷兰人将亚洲指

挥部设在爪哇(巴达维亚),以马六甲海峡为中转站,向东扩展对中日的贸易,向西扩展对南亚西亚的贸易。比

如在日本锁国前,欧洲船、日本朱印船都在暹罗采购商货,暹罗主产农林渔业商品;锁国后,暹罗货多被中、荷商

人买走,然后运往日本。由于大量暹罗货被运到日本,幕府还在1644年特设暹罗翻译员,常驻长崎。1608年,
荷兰人也到大城府设据点。1613年,荷兰在大城府建商馆。1633年,荷兰驻暹罗商馆被暂时关闭。1655年,荷
兰人重开大城府商馆,荷暹建立较为稳定的贸易关系。另外,荷兰人于1633年在会安(越南北部)建贸易据点。

17世纪40-80年代,荷兰人还开辟了东京(越南北部)-长崎航线,将越南生丝运到日本,换走日本贵金属。17
世纪30年代后半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又开辟了孟加拉及科罗曼德尔市场。1632年,印度统治者将葡人从孟加

28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16-17世纪,从日本运走大量白银的葡船便被称为“银之船”,从美洲运走巨额白银的西班牙船亦称“银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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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坎普菲尔17世纪末曾赴出岛担任商馆馆医,其著作是研究荷日交往的重要史料。
有关荷日樟脑贸易的探讨,请参见:张兰星《近代日荷樟脑贸易及意义》,《暨南史学》第16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8-114页。
唐纳德·F.

 

拉赫等《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3卷《发展的世纪》第一册上《贸易
 

传教
 

文献》,许玉军译,周宁总校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

116页。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The
 

History
 

of
 

Java
 

II 
 

2nd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30  
 

xix 
 

按: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曾率英军攻

占爪哇,并任当地总督。



拉赶走,荷兰人趁机插足孟加拉市场,将日本贵金属运到孟加拉,从孟加拉运走砂糖、生丝、棉布等商品。1656
-1672年,荷兰人从孟加拉的丝绸交易中获得了100%的毛利润①。他们还将日本贵金属运入波斯,从波斯买

走生丝及各类丝织物。为了鉴定荷兰人运来的各色波斯货,长崎奉行还在1672年特设波斯翻译员。
其四,荷兰人继续坚持德川幕府锁国前的对日外交及商贸策略,尽可能服从、顺从对方,荷兰人可以为开展

贸易牺牲很多。17世纪40年代,为了维持并促进荷日贸易,出岛荷兰商馆指挥官提出如下建议:只要是将军及

奉行下达的命令,荷兰人最好遵守,不要表示不同意见,凡事忍耐,寻机申诉不利之处;如果荷兰人与日本人发

生冲突,商馆长官最好赴现场处理,要向日本人稍作让步;最好每年向将军及江户权贵馈赠珍奇礼品以表示敬

意,并且不要考虑礼品的价格,江户上层定会照顾我们荷兰人;如果有日本权贵向我们订购我们能采办到的商

货,我们最好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订购我们不能采办到的商货,则最好拒绝,以免失信;前往日本的商船中,千
万不能藏匿有关基督教的物件,不然将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②。19世纪初,荷兰商馆指挥官杜夫(Doeff)在其

《回忆录》中也曾谈到,德川幕府锁国后,荷日贸易虽然受到诸多限制,但江户方面从未禁止过我们抵日经商,只
要荷兰人遵从日方规定,双方就能保持商贸往来关系③。

尽管荷兰人能够向日本运去足够商品,且能够维持利润,但仍然存在日本市场外来商货日趋饱和的需求不

足问题。据《巴达维亚城日记》记载,荷兰的日本贸易之所以大受打击,是因为97艘中国及其地方帆船向日本

运去各种商品所致;17世纪40年代,商馆指挥官马克西米安·勒·马里(Maximiliaan
 

Le
 

Maire)甚至建议,荷
兰船应该停止向日本运入商货并取消一切订单,以免货物更加停滞,因为此时荷兰人仓库中还有大量毛织物没

有卖出去;为减少日本市场的滞销,马里还建议,不再订购柬埔寨等地的商品,只在暹罗订购5万张鹿皮、30万

斤苏枋木、若干水牛角④。显然,日本市场各类外来商货渐趋饱和,已是不容忽视的事实⑤。
二 17世纪末18世纪初荷日贸易的逐渐衰退及导致因素

17世纪末18世纪初,荷日贸易初现颓势,表现及特点有:(1)抵日荷兰船有比较明显的减少;(2)荷兰船输

入日本的商品种类、数量减少;(3)荷兰人从日本输出的商品减少;(4)荷日贸易利润下降。18世纪前15年,荷
日贸易的年均纯利为437,616盾,与17世纪末相比有所减少,但尚能维持商馆运作;1715-1742年,荷日贸易

的年均纯利为243,313盾,比前15年减少近一半;特别是1743年,商馆不但不能盈利,还亏本7,248盾⑥。很

明显,进入18世纪后,荷日贸易在走下坡路。据雅各布统计,“1715年以前,荷兰人可从对日贸易中获利一倍。

1715年以后,利润率降到85%。1770年之后,更是降到25%。”⑦本多利明也谈道,到了18世纪,荷日官方贸易

的利润大不如从前⑧。1795年,荷兰政府指出,如果荷日贸易额持续下降,荷兰商馆一直无利可图,我们就只能

闭馆了⑨。荷兰商船运到日本的商品,仅限送给官吏的礼物、日方预订货及船舶压舱物,它们的利润都很低,甚
至没有利润。

导致荷日贸易衰落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自17世纪末起,德川幕府开始改变对荷外贸政策,限制日荷贸易的发展。1685年,幕府颁布“固定贸

易额制度”,规定荷兰人的对日贸易总额不超过3,000-3,400贯(1贯约为100两)白银。1715年,幕府又颁布

“正德新例”,规定荷兰船输入品总额不得超过3,000贯白银,抵日荷兰船不得超过两艘。1743年(另说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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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幕府再次紧缩外贸,规定当年日荷交易额不得超过550贯,铜输出量不得超过50万斤,此乃“贸易额半减

令”(简称“半减令”)。1790年10月,幕府再出限令,规定每年仅允许一艘荷兰船抵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贸

易额不得超过450贯,日荷贸易总额不超过700贯,铜输出量不超过60万斤①。
其实,进入18世纪,幕府就提倡“节俭”之风(日语称“質素儉約”)。这在德川吉宗统治时期较突出。幕府

规定,高级织物、砂糖、药材等诸多商货属于奢侈品,需限制其输入量②。出岛商馆指挥官还提到,日本人如同其

他国民一样性情易变,本来订购的货物,等到运来的时候就不太喜欢或不需要了,抵日贸易的华商也遇到过这

种问题③。此外,幕府还压低荷兰船输入品的数量、价格④。幕府也鼓励本国发展生产,导致日本对外国商品的

依赖程度降低。如此看来,受德川幕府各种限制政策影响,日荷贸易再现昔日辉煌的可能性很小。
第二,自17世纪末起,因荷兰国内外不稳定,荷属亚洲利益受到法、英两国威胁。1672年,荷兰与英、法产

生矛盾,最终爆发战争。当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联合德意志穆斯特省(Munster)主教进攻荷兰。同时,英王

查理二世与法国人达成秘密协议,宣布与荷兰为敌,致使荷兰人无法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海外贸易上⑤。对于

偏远的日本市场,荷兰人更是鞭长莫及。
荷属亚洲利益也受到法、英两国双重威胁。1671年9月,法王令庞大舰队抵达印度苏拉特。荷兰人不惧怕

法国军舰,他们倒是更担心法方代表弗朗索瓦·卡隆。此人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效力30年,担任过荷兰平户

商馆指挥官及荷属巴达维亚总督,非常熟悉亚洲的情况,特别是东亚。卡隆在日本生活多年,并娶日本人为妻,
且育有5名孩子,成为一名日本通。当时,除了英国人威廉·亚当斯,可能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日本。若卡隆与

法方通力合作,必将对荷兰构成威胁。17世纪末,法舰一直在马六甲附近徘徊,法国人试图在锡兰或班卡

(Banca,苏门答腊东海岸)建立法据点。若计划成功,将危及荷属东亚、东南亚利益。1672年6月,荷兰东印度

公司决定派舰队威慑法国人,保全亚洲利益,同时护送本国商船前往日本及班卡。荷兰舰队由“皮纳克号”
(Pynacker)、“毕姆斯特尔号”(Beemster)、“斯蒂尔梅尔号”(Steermer)、“昂达姆号”(Udam)、“塞隆博格号”
(Cuylenburg)5艘船舰组成,运载了价值1,407,913盾的货物,马修斯·凯撒(Martius

 

Caesar)任船队总指挥,
船队于6月中旬起航,随后又有两艘荷兰船(运载价值540,000盾的货物)加入船队。此时,法国舰队正在锡兰

附近逗留,暂时被瑞克洛夫·范·戈恩斯(Rijckloff
 

Van
 

Goens)的荷兰舰队牵制在那里⑥。若荷、法舰队在巴

达维亚相遇,必将展开海战。此刻,巴隆鼓动法王路易十四下令进攻荷兰舰队,占领荷属巴达维亚,夺取东南亚

制海权,但太阳王对此没有信心,最终令舰队撤回科罗曼德尔,双方因此避免了一场血战。之后,欧洲战事再

起,卡隆被召回法国,其才能没能得到发挥。法军也未在亚洲有大动作,巴达维亚危机暂时化解⑦。
与法国人的优柔寡断不同,英国人一贯态度强硬,且行动迅速。1664年12月,一艘满载货物的荷兰船离开

巴达维亚港,返航荷兰。当时的英荷关系剑拔弩张,英丹(麦)联合舰队随时准备拦截荷兰商船。荷兰人得知消

息后,派海军将领德·鲁伊特(De
 

Ruyter)和特洛姆普(Tromp)率舰护航本国商船。1665年9月中旬,荷兰舰

队(包括商船)在多吉尔港(Dogger)附近遭遇风暴,船队被吹散。英军指挥官桑德维奇(Sandwich)抓住机会,成
功围堵荷兰商船“洛特·胡宁根号”(Slot

 

Hooningen),不但洗劫了荷兰商货,还将其珍贵的商业资料掠走;英王

查理二世格外看重这些资料,将其送交专家阿灵顿(Arlington)和萨缪尔·佩佩斯(Samuel
 

Pepys)进行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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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①。1713年以后,英国人强势插足东南亚香料市场,荷兰控制亚洲香料航线的局面被打破。

第三,在18世纪(特别在1720年前后),荷兰赴日商船频频遭遇海难。1714、1722、1724、1731、1735年,赴

日荷兰船均在海上遇难。在此期间,抵日荷兰船共45艘,有8艘遇难(1艘破损),折损率达18%。自“正德新

例”颁布后,日本仅允许2-3艘荷兰船赴日经商,于是荷兰人尽量用大船载货。不过,大船一旦遇难,损失也

大。即便仅有一艘商船沉没,损失也近半或过半。鉴于此,幕府于1719年特许荷方增加1-2艘赴日商船,但当

年的3艘荷兰船全部遇难,荷兰东印度公司损失惨重。据荷方分析,导致海难的主因是超载,而超载的起因多

为走私货过多②。日本史料《通航一览》也提到,18世纪初,“荷兰船离开出岛时,被查出装载了不少走私货,以

往很少发生这种情况”③。虽然荷日双方均严格限制走私,但因受利益诱惑,荷兰船长、船员、荷商仍然铤而走

险,尽量将私货塞进船舱,造成船舶负载过重而发生海难。

第四,17世纪末,荷兰商馆出现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开支渐渐超过收入。商馆的支出项目包括税收、礼物

(礼金)及日常开销。现代意义的关税指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由该国政府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商征收

税收。关税的征收者为国家,收入也为国家所用,主要目的是阻挡国外商品进入,保护国内生产的发展。严格

意义上说,日本的关税起源于德川幕府锁国后。虽然锁国前的外国商人要缴纳一些杂税,但数量较少,也不规

范,尚可忽略。日本闭关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长崎的外贸活动显得比较自由,各类税收也不多。但在17世纪

末,幕府在长崎设会所,官方逐步参与到外贸管理中,关税制度渐渐形成。按照日本学者的说法,日荷贸易的关

税主要分两种:口钱和货税(日语称掛り物銀)。

口钱主要指荷兰人赠予日方官吏的礼物。在荷日贸易初期,少量口钱即可当作关税。日本锁国前,荷兰人

几乎不缴纳现代意义的关税④。荷兰人把此类口钱开销视作一种税收,倒是觉得轻松⑤。荷兰人向日本权贵赠

礼,既是交税,又是交好,税就是礼,礼就是税,它们之间的概念是模糊的。礼物(礼金)一般分三类:最好的献给

将军,次好的给大名及幕吏(用于“参府”⑥),普通的给地方官。有学者谈到,荷兰人带来的礼物(价值),大概占

运入货物总价值的10%,是笔不小的开支。有人指出,出岛近半的开销用于“参府”(送礼)⑦。《巴达维亚城日

记》提到,对奉行、代官等长崎地方官员,应该赠送多而贵重的礼物;对于江户官员,更应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比如有江户官员需要小型西洋望远镜,我们应该尽量满足,据说这其实是将军想要的东西⑧。另外,江户官员不

定期视察商馆,荷兰人必须设宴款待、赠送礼物等。据笔者统计,1632年11月至1802年8月15日,荷兰人敬

献的礼物如表1所示。
表1 17世纪荷兰人敬献的礼物明细表(部分,供参考)

时间 对象 礼物

1632年11月 平户大名 1反顶级小罗纱(罗纱即毛织物、毛布或宽布)、1个夜用沙漏等

1632年11月 平户大名的世子 15斤生丝等

1632年11月 平户大名的母亲 10斤生丝等

1632年11月 平户大名的妻子 10斤生丝等

1632年11月 平户大名的弟弟 黑色罗纱(数量不详)等

1632年11月 平户大名的义弟 黑色罗纱(数量不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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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年11月 将军

荷兰产绒毯、精美花瓶、3册精美书籍(第1册有关建筑设计,第2册有

关大炮构造及使用,第3册有关骑兵、步兵的战术战法及相关武器)、黑
檀镜框(镜子)、象牙制品、各种罗纱(总价值864盾)、3个红色珊瑚饰

品、各种波斯绢衣、苏拉特(印度)扇子、300斤白檀、1个望远镜、4门大

炮、9000斤弹药、12瓶火药、12个十字弓等

1633年11月 老中及江户幕吏 黑罗纱、小罗纱、镜子、珊瑚、书籍等

1634年5月 将军

4门大炮、1个铜制望远镜、3反红色罗纱、1反白罗纱、1反黑罗纱、1枚

荷兰产绒毯、1件荷兰服装、1件波斯服装、1座镜台、1把苏拉特扇子、

各种镜子、5本红色珊瑚、300斤白檀

1634年5月 平户大名 1反青罗纱等

1634年5月 平户大名的母亲 10斤生丝等

1634年5月 平户大名的二夫人 10斤生丝等

1634年5月 平户大名的弟弟 1反黑罗纱、1卷缎子等

1634年5月 平户大名的义弟 1卷缎子等

1634年5月 平户大名妹妹的儿子 1卷缎子等

1634年5月 其他平户贵族 黑小罗纱、小罗纱、生丝、各种丝织品等

1635年4月 将军
1反最上等的红色罗纱、1反上等黑罗纱、1反灰色罗纱、3册建筑类书

籍等

1635年4月 平户大名的二夫人 3反小金币、各种织物

1635年4月 平户地方官员 织物等(数据不详)

1636年3月 将军 30本铜制灯架、12把(火药)手枪及各种织物等

1638年5月 将军

1反上等红色罗纱、3反红色罗纱、1反黑色罗纱、1反紫色罗纱、1反黄

色罗纱、1反荷兰产金色罗纱、20反南亚白棉布、20枚绘有风景的玻璃

杯、1匹红色波斯马等

1638年5月 江户幕吏 各种罗纱、南亚白棉布、绘有风景的玻璃杯及其他各类各色织物等

1639年7月 将军
1个黑檀镜框(镜子)、3门铜炮(2门大炮、1门小炮)、5反意大利产金色

罗纱等

1640年5月 将军 2门大炮、12个铜制灯架、500支白蜡烛、1个望远镜、11张波斯毛毡等

1641年12月25日 大阪奉行 织物、印花布等

1642年1月 将军
2个青铜时钟(重2,750斤)、1个银制望远镜(有刻花)、各种精美罗纱

(毛织物)、3门青铜大炮、1个弹药箱、1只幼犬等

1642年1月 将军的世子 各种精美毛织物和棉织物(印花布)、血色珊瑚等

1642年1月 老中及江户幕吏
10反上等麻布、各种各色(黑、红、黄色等)毛织物和棉织物、放大镜、天
鹅绒、精美生丝等

1643年9月 长崎代官 1反黑小罗纱、1盎司血色珊瑚、1壶红葡萄酒(5升)等

1643年9月 出岛第一乙名 1反黑小罗纱、5反黑天鹅绒、半盎司血色珊瑚等

1643年9月 出岛第二乙名 1反黑小罗纱、半盎司血色珊瑚等

1643年9月 出岛第三乙名 1反黑小罗纱、半盎司血色珊瑚等

1643年9月 长崎奉行 3反小罗纱、15个(2盎司)血色珊瑚、1瓶红葡萄酒(20升)等

1643年12月 将军
2反猩红色罗纱、20反印花布、10反精选麻布、15个血色丸珊瑚(5.5盎

司)、2斤龙脑等

1643年12月 将军的世子
5反精美印花布、1把血色长珊瑚锁、1个玛瑙小金鱼、1个玛瑙小金字

塔等

1643年12月 老中及幕吏 望远镜、段子、印花布、黑色小罗纱、天鹅绒等物

1643年12月 长崎奉行及当地官员 小罗纱、血色珊瑚、天鹅绒、望远镜等

1644年9月 长崎奉行及当地官员 罗纱、珊瑚、印花布等

1802年8月15日 将军 2头荷兰羊、一些西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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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反”、“枚”等日本计量单位的具体指代还尚待考证。(2)资料来源:永積洋子訳『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

日記』第2、3輯、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村上直次郎譯『出島蘭館日誌』上卷、中卷;日蘭学会編『長崎オランダ商館

日記1(自一八⚪一年度至一八⚪三年度)』。

表1可以反映如下几个问题。(1)荷兰人向日本权贵敬献礼物应该是常态。从17世纪驻日商馆建立以

来,荷兰人就一直保持这样的沟通、交流方式。(2)荷兰人赠礼的对象从德川将军到地方小官吏不等,甚至细心

到送礼给各级官吏的家室。在平户商馆时代,荷兰人的主要打点对象,除了幕府将军,就是平户大名松浦氏;而
到长崎商馆时代(1640年以后),主要的打点对象则变为长崎各级官吏。(3)敬献的礼物以织物为主,兼有珍宝、
西洋货、枪炮、动物等物品,种类丰富,均系日本不产或少产的物品。总的来说,荷兰人用于敬献礼物的开销着

实不小,这虽然有助于打通关系,却又成为贸易上的负担。
如果说口钱的征收者是日本权贵,那货税的征收者就是幕府或长崎官府。货税的一部分发放给长崎官吏,

另一部分用于长崎的建设。17世纪中后期,幕府插足外贸,荷兰人开始缴纳货税(仅限荷兰船输入品)。货税分

两种。一是对荷兰官方(东印度公司)征收的税钱。1687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需缴纳10%-15%的货税给

日方,如果按照15%的税率来计算,30万两白银的定额贸易就要交税45,000两白银;有些商品还要交高税,如
生丝的税收为60%,鹿皮为65%,牛皮为80%。二是对私人商货征收的税钱。此类货税偏高,通常是运入商品

总额的60%-75%;若私货的总价值为20,000两白银,就要交税13,000两白银;若按重量计算,更要缴纳70%
的货税,因为个人商品不交搬运费①。即便这样,商馆员工仍然运来大批私货,可见此类商品的利润很高。某些

商货的税收奇高,比如草药交85%,人参、龙涎香、牛黄交65%,鹿皮交100%,牛皮交120%的货税。锁国后的

货税,已经不是支付给个人,而是支付给整个长崎的官僚机构,属于长崎官府收入的一部分,货税的很大部分是

给穷人或劳工的补贴。如果没有这部分补助,便少有日本人愿意来长崎工作(因为长崎附近的耕地偏少),据说

长崎杂役年均可获3-15两白银的补助。除了口钱和货税,当时的日本关税还包括间金(日方从日荷小判贸易

中获取的差价)和增银(日本会所从日荷交易中赚取的差价)②。这几种税收被统称为“花银”③。
另外,出岛10来名员工的年均开支为10万盾,相当于巴达维亚500人的年均开支④。这些支出包括:每年

固定缴纳的出岛租金占商馆总开支的10%-12%;荷兰商船的维护费、出岛房屋的维修费也从商馆支出⑤;自
从幕府改铸小判后,其利润差额由商馆补足;若将洋马一类大型货物运抵长崎,运费由荷兰人负担;还有一种礼

金属自愿交纳,用于奖励每年(8月1日)为长崎作出贡献的市(町)民。总之,各类开销多如牛毛。除了以上荷

兰东印度公司的开支,员工私人的开销则有采购私人商货的成本、参与私下交易的中介费等。
从17世纪末起,荷兰商馆的收支逐渐失衡。其原因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荷日贸易总额减少,经费必然减

少;荷日贸易的利润下降⑥;荷兰人用于维持关系的开销增大,占总支出的比例增加。有荷兰人提到,即使某些

年份荷日贸易额很低,礼物的开销亦不能减免。
第五,荷属亚洲贸易的运转速度变缓,贸易圈开始萎缩。17世纪末,荷属暹罗市场已经显出颓势。到了18

世纪中期,赴暹罗进货的荷兰船越来越少。1767年,荷兰人几乎退出暹罗市场。其考虑大致有几点:暹罗可供

出口的商品,不仅少,而且单一,仅限兽皮、苏木等原材料。18世纪,日本市场对兽皮的需求量减少,暹罗市场大

受打击。罗本谈道,“兽皮本来是日暹航线的重要商货,但越来越多的兽皮被运往日本,导致市场饱和。同时,
幕府在17世纪末限制本国贵金属外流,日方购买力下降,兽皮交易遭到打击”⑦。江户时期,日本封建经济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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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幕府试图摆脱对进口商品的过分依赖。比如,生丝曾是广受日本人喜爱的舶来品,在暹罗,荷兰人既可采

买本地生丝,也可选购中国生丝。但到了18世纪,日本开始自产生丝,暹罗丝市一蹶不振。此时,荷兰人也前

往南亚开发新市场。他们将日本贵金属、樟脑等商品运往南亚,直接从那里运走各类织物及香料。另外,暹罗

市场的商品种类也很少,除了丝货,再无其他可供运走的商品。当日本对丝货的依赖度降低后,暹罗市场便无

利可图。在幕府禁止外国船输出白银后,荷兰人更是将注意力转向南亚市场。还有学者指出,暹罗拒绝臣服于

荷兰、英国和法国,逐步成为亚洲海上贸易的鸡肋①。18世纪初,荷兰人基本放弃暹罗市场。

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势力在南亚慢慢崛起,荷属南亚贸易受到英国人挑战。英国人通过抢劫、垄断、
倾销、贿赂等手段,蚕食荷属南亚的势力范围(英国人从印度西部入手,其势力逐步向东部延伸)。另外,英国东

印度公司逐步拓展其在中国、东南亚的贸易,也对荷属亚洲商圈构成威胁。
第六,荷日贸易的模式略显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被淘汰的趋势。尽管荷兰人运来众多商品,但始终不

能占据对日贸易主动权。荷兰人被限制在出岛(日本岛之外),便无法了解日本国内需求,预判市场的供求状

况。他们只能估计某类商品在日本的销售前景,依靠以往进出口货物(数量)的变化,来判断日本市场的供需情

况。比如在1745-1760年,日商大量订购外国丁香,引起荷兰商馆注意。经调查,荷兰人发现亚洲丁香产量降

低,于是猜测香料会在日本涨价,遂批量运来此类商品。有时,日本官员会主动向商馆订货,荷兰人便猜测此类

商品可能会盈利,但这仅是一种推断。多数时候,日方预订的货物仅是奢侈品而已,价虽高却无利。
另外,日本市场的进出口商品也较单一,交易模式略显简单。拉赫曾总结道,荷兰人从日本运走贵金属,为

东印度公司弥补了资金,不过,这具有一定风险,一旦日本限制贵金属的出口,将对荷属亚洲贸易产生较大的消

极影响②。有学者谈道,荷属亚洲贸易是季节性的,其商船受季风影响很大,这意味着在季风来临时一些荷属亚

洲港口会非常忙碌;不过,一旦货物被搬上船后,各据点便无事可做,直到下次季风来临,才会再次繁忙起来。
其实,没有季风的时候,一些港口也并非那么清闲。他们会随时储备货物,调整仓库,以减轻季风来临时的工作

量,荷属巴达维亚便是此类模式的典型。但日本据点属于前一种情况,出岛常年关闭,荷兰人能够运入、运出的

大宗商品也就几种,以至于在非贸易期,荷兰员工相当闲散,一年中大多数时候无事可做,白白浪费商馆的时间

与金钱③。拉赫也谈道,亚洲贸易的涉险程度比欧洲商贸活动高,而且资本回收的时间要长得多,所以欧洲投资

商对欧洲市场的兴趣更大,这也是荷日贸易走向衰落的因素之一④。
三 (荷)后东印度公司时期荷日贸易的艰难维持及对策

(一)后东印度公司时期及荷日贸易危机

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局势动荡,荷兰海外贸易大受打击。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99年宣布破产⑤。

1800-1821年,巴达维亚政厅(代表荷兰政府)临时接管公司,总督兼管原东印度公司的对日贸易。1824年,
“荷兰贸易公司”(荷语为Nederlandsche

 

Handel-Maatschappij)成立,接管亚洲商贸事宜⑥。鉴于荷兰东印度公

司倒闭,19世纪的荷日商贸活动可称为“后东印度公司时代的荷日贸易”。
由于公司高层频繁更换,出岛商馆的管理变得混乱,但即便在非常时期,荷日贸易仍然在开展。19世纪前

半段的荷日贸易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789-1807年),荷兰人开始雇用他国船只开展对日贸易。彼时

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幕府与公司的贸易关系终结。但是,荷兰政府没有放弃日本贸易,仍然保留出岛商馆。
尽管如此,荷兰已经沦为法国属国,无暇顾及远东贸易。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荷兰人只能雇用中立国船只开

展贸易。第二阶段(1808-1816年),荷兰商船甚至不能保证每年抵日。1811年,荷属巴达维亚被英军占领,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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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亚洲据点萎缩。由于英军封锁部分亚洲海域,致使荷兰商船在1809、1813、1814年未能成功抵日。第三阶段

(1817-1827年),荷兰人开始在亚洲恢复元气。1815年,荷兰联合王国成立。1816年,荷兰总督重返巴达维

亚,荷兰商船终于再次驶向日本。第四阶段(1828-1839年),荷兰又一次面临内外交困,无暇顾及长崎出岛商

馆。1830年,比利时脱离荷兰,宣布独立。1830-1837年,苏门答腊西南部爆发多次起义。由于殖民地的统治

不稳定,荷兰的海外开销猛增,本国的经济负担加大。第五阶段(1840-1855年),荷兰企图在亚洲(包括日本)
重整旗鼓,却收效甚微。新成立的“荷兰贸易公司”希望增加对日贸易量,但纵观荷日交易量,仅有砂糖能够维

持稳定的输入量,其他输入品的数量均在减少。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荷日贸易已经出现危机,具体表现如下。第一,荷日贸易量及利润均在减少。荷兰

人虽然继续向日本运去欧洲毛织物、西亚波斯绢、南亚印花布,但数量明显减少。1790年,幕府再出限令,每年

仅限一艘荷兰船抵日,限贸易额银700贯目(铜60万斤),这使商馆所得利润不能维持正常开支①。1795年,荷
兰船“维斯特卡佩尔号”(Westeappelle)抵日,运来商品的颜色、尺寸、成色等都不及往年,这令日方感到失望②。

1799年,荷兰船甚至未能运来欧洲的毛织物,恰好反映了西方局势的混乱。第二,交易商品的种类未有较大变

化。荷兰船每年运入日本的不外乎各类织物、砂糖、苏木、兽皮等传统商品。其实,当时的日本已能自产生丝、
织物及砂糖,若是国内有余,还能出口。虽然欧洲奢侈品及西洋货在日本受欢迎,但仅迎合了少数权贵的口味,
交易量不大,这对处于危机的荷日贸易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日本能供出口的商品更少,19世纪,幕府已经禁

止日本金银被运走,荷兰人只能输出限额的铜及樟脑(利润极其有限),另外还有少量的手工艺品和海产品。总

之,日本的出口商品太过单一,而且日、荷双方均开发不出新的获利商品。出岛商馆指挥官杜夫谈道,荷日贸易

走下坡路时,荷兰人才真正认识到,其运到日本的毛织物、中药、水银、糖等商品,几乎都不是产自荷兰,或者说

荷兰本国不能提供产品③。第三,由于欧洲局势混乱,出岛商馆与荷兰本国的联系中断,而且英军占领了荷属巴

达维亚,商馆又与东南亚失去联系,这些因素皆导致荷属亚洲贸易的运作大受影响。18世纪末19世纪初,荷兰

商船多次赴日失败。1791年,荷兰船“古德·特纳乌号”驶向日本,不幸在途中遇难,出岛商馆损失惨重④。

1798年,荷兰人虽然租用美国船开赴日本载货,但该船在离港后(长崎)又触礁沉没。即便日方帮助打捞,货物

损失也近半。商馆得不到及时补给,支出明显大于收入,出岛陷入财政危机,甚至到了缺衣少食的境地。员工

为了自保,开始搞走私活动,这种风气又因高层管理不力而渐趋严重。巴达维亚总督认为,19世纪的出岛商馆

成为最腐败的荷兰据点之一⑤。

1810-1813年,竟没有一艘荷兰船(包括雇佣船)抵日。还好,德川将军出于同情,为出岛荷兰人提供了基

本的生活资料。长崎奉行隔三差五便询问荷兰指挥官需要些什么。当然,幕府的援助只能是暂时的。商馆要

维持运作,就必须向日方贷款。1801年,商馆负债4万两白银;1802年,商馆负债30,791两白银;1810-1813
年,荷兰人共向日方贷款82,000两白银。据说,商馆指挥官杜夫甚至将个人珍藏的百科全书卖给日本人,换取

600两白银,以备急用。显然,出岛商馆已经负债累累。“屋漏偏逢连夜雨”,处于困境的商馆还遭遇天灾人祸。

1798年,商馆发生火灾,岛上的仓库、住宅基本被烧毁⑥,指挥官金斯贝尔特·赫敏(Gijsbert
 

Hemmij)也在“参
府”途中发病,猝死于远州挂川。

(二)荷兰人的应对

即便面对危机,驻日荷兰人仍然坚持,尽可能采取各种补救措施,维持商馆运作。
首先,荷兰人再次以强硬姿态,要求幕府放宽贸易限制。18世纪末,出岛指挥官向日方提出,如果不能增加

对日贸易量,便闭馆。1798年,幕府果然作出让步,允许两艘荷兰船抵日;在未来5年,还准许荷兰船年均运走

60-85万斤铜。显然,幕府将军也不打算赶走荷兰人,或是不愿完全断绝对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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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荷兰当局派得力人手整理馆务。19世纪初,巴达维亚总督挑出品行好、有能力的年轻人,前往出岛担

任指挥官,希望给商馆带来新气象。新指挥官大多勤奋敬业,试图挽回对日贸易之颓势,至少要保住商馆。有

日本学者指出,在欧洲局势突变之时,维持日荷贸易的关键就在商馆指挥官,威廉·瓦尔登纳尔(Willem
 

Wardenaar,简称瓦氏)及杜夫等人的贡献最大①。

1800-1817年,指挥官瓦氏抵日,与特派书记员杜夫联手整理馆务,新长官审核了前任指挥官赫敏的财务

记录,发现其中有中饱私囊现象。比如发现荷兰人运入日本的锡,本来以每担25两(白银)卖出,记载的却是20
两卖出;铅以每担10两卖出,记录却是7两卖出;每根象牙以230-250两卖出,记录却是以每根120两卖出;其
他诸如铜、樟脑等输出商品的记录价均比实际购买价高,其中的差额被私吞。从赫敏的账本来看,商馆腐败严

重,赫敏之前的指挥官可能都有类似违纪行为。通过调查还发现,赫敏进献给日本官员的礼物不但多,数量也

很大。按理说,幕府已经减免了商馆的礼物开销,赫敏却在此项目上有较大支出,其中一定有问题。而且,赫敏

还私下与出岛翻译员岛津侯开展交易,得知此事后,长崎奉行立即处死了赫敏的联络人忠藏。假如赫敏还活

着,幕府也不会轻饶他。经调查,瓦氏发现商馆负债严重。1799年,商馆负债18,000两白银;1800年,商馆负

债额增加到21,272两白银。但当他们清理赫敏的遗产时,发现其私藏了5,558两白银。在商馆陷入危机之时,
赫敏居然藏有大量私产,可见当时腐败之严重。为了节俭商馆开销,瓦氏试图取消“参府”礼金,但被日方翻译

员劝阻,后者认为,瓦氏可以缩减相关开支,但不能全免。为了维持大局,瓦氏仅削减了部分礼金,也极大减轻

了商馆负担;瓦氏还尽量压低商馆收购日本商品的价格,并请求将军增加贸易额。瓦氏在任期间,荷日贸易额

增加了约1万两白银;1803年,荷兰雇用美国船“瑞贝卡号”抵日,瓦氏再次请求增加对日贸易额,虽然幕府允许

的最终交易额仅有240,898两白银,瓦氏已尽到最大努力②。
 

瓦氏连任3年后,患肺病辞职。1804年,27岁的杜夫继任指挥官。杜夫生于阿姆斯特丹,1798年成为荷兰

东印度公司员工,总部对杜夫颇有信心,认为其年轻有为,希望他能重整馆务,跟随瓦氏历练了3年后,杜夫日

渐成熟。其功绩主要有:整理出51条出岛细则,完善商馆的管理章程;在商馆租用中立国商船时,杜夫尽力协

调对日关系,解释缘由,让将军放心。1803年,抵日美国船“瑞贝卡号”上仅有12名欧洲人,其余全是黑奴,长崎

奉行对美国船的到来有所顾虑,最初没有允许其靠岸;但杜夫运用自己的外交才能,从中斡旋,解释英、美两国

的关系,最终让美国船驶入长崎港。1808年,长崎发生“费顿号”(Phaeton)事件③,杜夫力劝奉行不要攻击英国

船,避免了日英冲突④,显示出杜夫冷静与机智的一面;后来,英国人企图强行接管出岛,杜夫死守长崎,以顽强

毅力保住了商馆⑤。1804年,通过坚持不懈的请求,杜夫为商馆多争取了3,000两白银的交易额⑥。鉴于19世

纪初的特殊情况及杜夫出色的工作能力,荷日双方特许其连任三届指挥官(共13年)。
再次,杜夫以后的出岛指挥官也励精图治,希望改善商馆现状,但收效甚微。无论结果如何,多数指挥官的

出发点是好的,都希望出岛贸易能够维持。1815年,荷兰成立联合王国,杜夫认为此乃改革良机,于是向荷兰政

府提出荷日贸易“振兴法”。1818年5月15日,该法由新指挥官简·科克·布鲁姆霍夫(Jan
 

Cock
 

Blomhoff)实
施。“振兴法”取得一些效果,在布鲁姆霍夫执政的5年间,荷兰船运走的铜有所增加。但到了1820年,幕府又

将日荷贸易总额限制在800贯(80,000两白银)以内,(荷兰员工)私人交易量限制在100贯(10,000两白银)以
内,致使计划受阻。1824年,荷兰军官约翰·威廉·德·斯图尔内尔(Johna

 

Willem
 

de
 

Sturler)担任出岛指挥

官。他上任后,力除商馆诟病,但由于操之过急,引起员工不满,最后遭到集体反抗。1826年,斯图尔内尔带着

遗憾离开出岛。1827年,吉尔曼·菲利克斯·梅杰兰(Germain
 

Felix
 

Meijlan)继任指挥官⑦。他在商馆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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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贸易协会,试图整顿胁荷贸易,限制走私,但无论是商馆员工,还是日本官吏,都不愿放弃个人私利,也并不

希望改变贸易现状。1831年,特别贸易协会被解散。
四 结论

1640年以前,荷兰人基本在平户开展商贸活动,荷日贸易从无到有,并在日本锁国前掀起高潮。当时,虽有

四个欧洲国家同时开展对日贸易,荷兰却成为最终胜出者,其中核心原因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采取区域

贸易(country
 

trade)方式,在南亚、东南亚、东亚之间倒卖货物,取得成功;荷兰人凭借(舰载)火炮优势,抢劫各

类商船,为荷日贸易积累了原始资金;并且他们愿意服从德川幕府的贸易规则,最终赢得信任①。总之,对于荷

兰人来说,他们代表欧洲新势力与新教,与之相对的是西班牙、葡萄牙人代表的欧洲旧势力及天主教。荷兰人

在日本的成功,表明西、葡势力已经在世界范围走下坡路,英、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崛起。对于德川幕府

来说,与荷兰人通商是最佳选择,这样既可以避免基督教传入日本,又可以获取外贸商品,因为荷兰人向德川将

军保证只经商不传教。

1640年德川幕府闭关后,荷兰商馆被迁往狭小的长崎出岛,即便如此,荷兰人在成熟的贸易链基础上,采取

开发新货、新市场的方法,继续平稳维持对日外交关系等措施,依旧保持对日贸易的高利润,此状态持续到17
世纪中后期。

整个18世纪日荷贸易进入瓶颈期,相比17世纪,贸易额及利润均有比较明显的下滑,其中原因包括:德川

幕府提倡节俭;荷兰海外扩张出现不稳定因素,军力及综合实力均有下降;驻日商馆的收支不能达到平衡,用于

维持对日(官方)关系的开销过大;荷兰倒卖商品的模式也呈现出缺点,没有本国核心产品支持,这种单纯靠倒

货赚差价的交易不能长久。
至19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倒闭,荷日贸易基本上成为维持两国外交关系的象征,贸易衰退预示着荷兰

势力的衰微,即便荷兰商馆指挥官想尽办法,尝试各种改革,也只能苦苦支撑着出岛商馆于日本之存在。
就荷日贸易的整个过程来看,17世纪是其鼎盛期,荷日双方均能获利;18世纪是其衰退期,单就贸易而言,

荷兰一方受到的打击更大;19世纪,荷日贸易陷入危机,荷属亚洲势力没落。此时,两国均面临社会转型,双方

交流的重点也不再局限于贸易。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英、俄、美、法等国频繁骚扰日

本海岸,要求通商。日荷商贸交流的溃败已经提醒日本,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经重组,日本需要在关键时刻再

次作出选择。对于荷兰来说,荷日贸易的衰落是其整体实力衰退的表现。与其他新兴欧美强国相比,荷兰的军

事实力逐步衰退,还失去众多据点;荷兰本国也面临政治动荡,殖民地人民还掀起反抗斗争,荷兰最终被其他西

方强国超越。因此,19世纪的舞台应该不再属于风帆船霸主荷兰,叩开日本大门的任务也难以由荷兰人来

完成。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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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
 

促进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综述

钟秋波

2024年4月21日上午,由四川省共同富裕研究智库、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主办的“发展新质生产力
 

促进共同富

裕”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学术厅举行。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

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唐文金,电子科技大学原校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勇教授,四川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省委改

革办副主任古智猛,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主任、国家级智库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汤继强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全球前沿科学与艺术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玉荣研究员,四川省农村研究中心、四川省委首

批新型智库专家、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张社梅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郭勇,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蒋文涛,四川

省晏阳初研究会、四川共同富裕研究智库的专家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由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主持。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郭勇致开幕词,唐文金主任、曾勇教授、汤继强教

授、王玉荣研究员、张社梅教授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主旨演讲,汪明义教授作了总结发言。
唐文金在题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把握的重要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技

术系统、要素系统和产业系统入手,切实把握好若干重大关系。一是着眼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把握好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的关系。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推动成果由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把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

量”转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大增量”。二是着眼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把握好新型要素和一般要素的关系,做好要

素文章。
 

第一,做好“人”的文章,实施人才战略,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第二,做好“数”的文章,壮大数字经济,变数据

资源为数据资本。第三,做好“器”的文章,加快设备更新,变一般装备为先进工具。第四,做好“材”的文章,即挖掘材料

价值,变原料供给为精深加工。三是着眼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把握好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传统产业不等于落

后产业,只要加以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其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就能实现“老树发新芽”,这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力量。对传统产业,要在“改造提升”上发力;对新兴产业,要在“培育壮大”上深耕。
曾勇在《构建高水平科教融汇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探索》的报告中指出,科教融汇具有天然的耦合性,这是“科教融

汇”的内在逻辑。高水平科教融汇是链接教育、科技、人才的“船与桥”,是更好地支撑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创新

工程教育的应然选择。针对目前科教融汇存在配合松散、深度协同难题,大规模整体实施难题,学生好奇心激发难题,
要以新质生产力为切入点,将高水平“科研团队—科研平台—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等有组织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一流

的“教学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资源—评价机制”等有组织的人才培养优势,形成高水平科教融汇新范式。
首先,为解决科教融汇存在的配合松散、深度协同难题,应主动设计,构建高水平科研支撑的工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其次,为解决科教融汇存在的大规模整体实施难题,应面向全体学生,提升学生整体的创新创造能力。再次,为解

决科教融汇存在的学生好奇心激发难题,应创新机制,为具有独特禀赋的学生创造广阔空间。
汤继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

 

促进共同富裕》的报告中指出,共同富裕实质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全体

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新时代共同富裕承载着全体人民幸福美好

生活的新期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

美好愿景。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另一方面,中国式现

代化推进共同富裕。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

供了强大动力,实现共同富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逻辑共契

性。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一是要弥合科技发展的不平衡,站稳共同富裕的价值立场;二是要培养劳动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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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提升劳动者劳动能力、强化劳动者担当奉献,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壮大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三是规范和引导资本

健康发展,不断完善基本分配制度,加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完善共同富裕的共享机制。
王玉荣在《以新质生产力之矛攻“小院高墙”之盾》的报告中指出,在“东升西降”的时代背景下,美国面临工业基础

被掏空、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形成的新的国际宏观环境、气候危机和能源转型、应对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四项挑战,因此

采取了对华科技防御的“小院高墙”策略,这是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国际背景。目前,中美科技的差距体现在:信息技术尤

其是在互联网、移动通信、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中国在芯片制造技术方面相对薄弱,芯
片自给率较低,制造技术相对落后;中美之间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在医疗技术方面也在不断发展,但
与美国相比还有差距;中国工业在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应
打造面向2035、2050新质生产力之矛以应对“小院高墙”科技防御策略:一是实行国家重商主义,构造科技创新的物质

基础;二是实行科技创新,形成新兴产业链,实现制造强国目标;三是培育世界一流人才,促进科技发展;四是打造一流

产业集群,加强国际合作;五是打造世界一流风险投资生态圈,调动人的积极性,将知识产权和物质产权结合起来;六是

主动对照高标准经贸协定的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实行制度性开放;七是努力实现国际

规则制定权,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打造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政治经济和科技体系,实现合作共赢、互惠互利。
张社梅在《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与路径》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

进的重要历史时期,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形势紧迫。这表现在大宗农产品高成本、高进口、高库存、高价格、低效益

的“四高一低”特征明显,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增大,现有农产品供给和农业功能开发严重滞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严

峻。因此,迫切需要以高质量为目标、以创新引领为导向、以科技赋能为内核,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全面提升农业的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一是以优化农业人才队伍结构为核心,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在农业科研领域,积极培育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及团队,大力实施中青年新型人才培养项目;在农业生产领域,培育专业化、职业化的农业劳动力,搭建整体化的

教育培训体系,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二是以加速高新技术应用迭代为核心,创新智能化劳动工具。科学部

署动植物育种、农业生物技术、农业工程技术、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农业未来产业;加快农业数字化产品供给、瞄准产业

关键环节率先实践,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要素导入。三是以推进绿色低碳化转型为核心,完善质优农产品供给。提

高田间管理的智能化程度,大力发展节约型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大力发展农业数字化产业、托管农业、定制农业等农

业新产业新业态。四是以适应区域应用场景为核心,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在不同区域场景,推进优势农产品

产区规模化的科技供求对接,推进传统农业产区分散农户的信息化、社会化服务进程。
汪明义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新质生产力如何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是高校作

为教育、科技、人才三要素汇聚重要阵地必须回答的两个基本问题。由此出发,还有四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其一,关
于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什么样的新型生产关系才能适应新质生产力? 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

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具有哪些全新的特征? 其二,关于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如今,中国式现代化已

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质的阶段,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新动能的时代呼唤? 特别是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需要哪些核心要素? 需要什么体系的重要载体? 需要什么水平的基础支撑? 等等。其三,关于新质生产力赋

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需要哪些生产要素的通力配合? 共同富裕的全民性、全面性、共建

性和共享性如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解决? 新质生产力高效赋能共同富裕,既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也能够确保共同富裕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那么,制约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堵点、卡点、问题有哪些? 其四,关
于大学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使命与担当。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校与新质生产力如何相

互支撑? 高校作为以知识创造丰富人类知识宝库、以知识传播培育时代新人和以知识应用引领社会的特殊社会组织,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时代大背景下,各高校自身的大学文化和办学理念应赋予什么新的内涵与价值?
各级干部的管理服务绩效评价的机制应如何完善与创新? 教师的教学科研模式应如何创新与改革? 学生的个性与潜

能应如何彰显与激发? 这不仅是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工程,更是在勇担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使命中实

现教育强国的担当作为。要解答这些问题与困惑,必须建立在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的基础上,首先

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在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后,就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最终,要落脚到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解决“怎么干”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支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过

程中,高校有何作为,如何作为? 这就需要明确目标要求,找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结合点,进而厘清实践路径。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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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高端论坛综述

蒋丹 王恬

2024年5月11日,由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共同主

办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高端论坛在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

尚美楼报告厅举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林木西教授、原吉林财经大学

校长宋冬林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任保

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谢富胜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蒋永穆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唐普编审及钟秋波编审、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师生代表共计13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上午的主旨论坛分为两个阶段,分别由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肖明辉教授和副院长蒋

丹教授主持,专家学者们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了精彩的主旨发言。
一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张辉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入手,梳理了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是
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

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
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

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周文指出,随着技术不断革新,科技通过与生产力的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

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不断推动旧生产力体系逐步瓦解和新生产力体系逐步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内涵

丰富、意蕴深厚的经济范畴,代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尤其是关

键性、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特征表现在“新”和“质”两个方面。所谓“新”,是指新质

生产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生产力,是实现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

态为主要内涵的生产力。所谓“质”,是强调在坚持创新驱动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创新驱动力。周文就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内涵上的差别做了比较:一是

从劳动者来看,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其拥有更为先进的认识能力和实践

能力,具备更高的创新素养和劳动能力;二是从劳动资料来看,数字社会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等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了新的劳动资料;三是从劳动对象来看,数据以非物质形态成

为新的劳动对象,为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

宋冬林指出,国有企业作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但目前这些资源

尚未完全转化为社会财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涉及体制层面、机制层面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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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改革,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关注高素质的劳动者、高技术的劳动资

料和高效能的劳动对象三个核心要素:进一步为高素质劳动者创造力的发挥提供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环境,进
一步为高技术劳动资料的产生和革新提供有力的支撑和广阔空间,进一步为高效能劳动对象的迭代和更新

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可靠保障。此外,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也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宋冬林指

出,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至关重要,需要通过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

系,加强党的领导,消除体制上的障碍、机制上的根源和政策上的顾虑,以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因此,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关键,应通过改革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提升其在

关键技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林木西认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培育和形成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为此,必须从五个方面着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一,要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

融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为产业体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第二,以创新为引领,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第三,
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产业体系,确保关键技术和产业的独立性和安全性;第四,特别强调实

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强化经济的基础和主体;最后,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产业体系,确保产业链

的全面和高端发展。当前,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把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全面提升我国产业体系的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原则

张辉概括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原则。首先,要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

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起主导作用,要协调解决生产力平衡发展和优化布局问题,新质生产力本身是绿色生

产力,离不开全球资源的汇聚,根本上要推动社会共同富裕。其次,要遵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各地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承担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任,发挥统一大市场所形成的科学分工和高效互联,充分发挥

优势,畅通经济循环。最后,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包括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
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蒋永穆从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原则出发,探讨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体现和路径选择。
蒋永穆认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的一贯坚持,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的

科学认识,更是对中国当前发展实际的深切把握。从要素组合看,因地制宜体现为针对不同要素存量配比不

同的要素组合;从产业结构看,因地制宜体现为针对不同产业属性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从地区发展看,因地

制宜体现为针对不同地区优势规划不同的发展路径;从发展阶段看,因地制宜体现为针对不同发展阶段调整

不同的发展侧重。此外,蒋永穆还提出了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四个路径选择。一是加强顶层设

计。从系统思维出发,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现实情况,立足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培育

的比较优势,统筹制定时点统一、时序各异的全局性推进计划,联动制定特点鲜明、贴合实际的差异化发展策

略,通力打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总体布局,实现新质生产力在区域间的错位协同发展。二是注重产

业协同。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在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同时,同步推

进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借力新要素、新技术、新模式,激发传统产业的焕新活力,巩固传统产业的领先地

位。三是把握先立后破。各地区必须先确立好明晰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

系,健全统筹协调又灵活可调的制度安排,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前置保障的基础上,逐步破除旧的制约

因素,逐个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确保发展的平稳性和连贯性,避免急于求成或“一刀切”的简单

做法。四是防止一哄而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工作任务,各地区在推进过程中要时刻保持清醒的

头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避免盲目性和无序性,避免泡沫化和重复化。
四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

周文认为,高质量发展强调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依靠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为

其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必须是新质生产力。同时,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首先,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抢占发展制高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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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科技创新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培育竞争新优势,通过发展新产业和新

业态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蓄积发展新动能,通过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来

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简新华从“中国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吗”这一问题出发,分析了中国经济虽然呈

现增速下降趋势,但并未面临长期衰退,中国经济的长期向好趋势保持不变。近年来,中国经济内部遇到了

诸如经济结构不优、供给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收入偏低等问题,导致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
以及外部受到一些国家推动的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和“小院高墙”政策的限制,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

构成巨大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动能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来克服这些挑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战略、创新驱动发展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将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五 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其他内容

任保平指出,生产力基础要素往往表现为一定经济形态下的生产要素。在工业化时代,生产力基础要素

表现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不再单

纯依赖传统的生产要素,而是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通过数字化引领生产力,通过智能化增添发展动能。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创新驱动的作用,数据、算力和算法反映新质生产力水准。其中,数据

是新质生产力的新要素,算力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算法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的新优势,数据、算力和算

法相结合形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价值可以归结为“数据+
算力+算法=服务”。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创造价值的基本逻辑是以算法、算力将数据转变为信息,信
息转变为知识,知识转变为决策,在数据的自动流动中化解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数据、算力和算法相结合

形成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引起了生产力的决策革命、工具革命、劳动力革命和生产要素革命。谢富胜

提出了“如何克服盲人摸象”、“全自动的机器人使得价值论失效了吗”、“高铁为什么需要国家来建设”、“供给

体系为什么很难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四个问题,指出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打开了理解这些复杂问题的新视

角,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答案,因此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更好理解各种社会问题以及经济现象十分

必要。对于当前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主题,政治经济学原理同样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下午的师生论坛环节,与会师生围绕新质生产力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等主题

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论坛为师生们呈现了一场学术盛宴,营造了浓厚学术氛围,激发了师生科研热情,拓
宽了师生视野,活跃了师生思维,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一流本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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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uman
 

nature 
 

a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returning
 

to
 

origins 
 

the
 

doctrine
 

of
 

innate
 

intelligence 
 

a
 

moral
 

philosophy
 

centered
 

on
 

benevolence  
 

propriety  
 

and
 

music  
 

a
 

political
 

philosophy
 

guided
 

by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well
 

as
 

metaphysical
 

inquiries
 

into
 

education 
 

and
 

the
 

metaphysical
 

pursuit
 

of
 

heaven  
 

way  
 

fate  
 

and
 

principle  
 

he
 

established
 

a
 

generative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This
 

philosophy
 

created
 

a
 

paradigm
 

for
 

how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can
 

live
 

together
 

and
 

is
 

unified
 

by
 

the
 

knowledge
 

of
 

existence 
 

The
 

core
 

of
 

Confucius
 

knowledge
 

of
 

existence
 

is
 

the
 

idea
 

that
 

individuals
 

must
 

seek
 

knowledge
 

and
 

enlightenment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creative
 

living
 

and
 

use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a
 

guide
 

for
 

action 
 

The
 

key
 

focus
 

of
 

Confucius
 

knowledge
 

of
 

existence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sibilities 
 

limitations 
 

mechanisms 
 

paths 
 

and
 

methods
 

of
 

knowledge-based
 

enlightenment 
 

starting
 

with
 

knowing
 

fate 
 

propriety 
 

and
 

speech 
 

Confucius
 

believed
 

that
 

fate 
 

originates
 

from
 

heaven 
 

known
 

as
 

the
 

heavenly
 

way 
 

determining
 

individual
 

life
 

forms
 

as
 

fate 
 

while
 

social
 

entities
 

ar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and
 

functions
 

of
 

ritual
 

propriety 
 

Progressing
 

from
 

knowing
 

fate
 

to
 

knowing
 

propriety
 

leads
 

to
 

understanding
 

speech 
 

the
 

intelligent
 

use
 

of
 

language
 

is
 

the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
 

for
 

acquiring
 

wisdom
 

and
 

accurately
 

discerning
 

others 
 

The
 

theme
 

of
 

Confucius
 

knowledge
 

of
 

existence
 

is
 

understanding
 

people  
 

Understanding
 

people
 

involves
 

two
 

pivotal
 

aspects 
 

knowing
 

oneself
 

and
 

understanding
 

others 
 

Understanding
 

oneself
 

consists
 

of
 

contemplating
 

what
 

kind
 

of
 

person
 

one
 

should
 

be 
 

how
 

to
 

address
 

the
 

disparities
 

of
 

life 
 

and
 

how
 

to
 

become
 

a
 

complete
 

individual
 

and
 

maintain
 

this
 

integrity
 

consistently 
 

This
 

demands
 

individuals
 

to
 

reflect
 

deeply
 

upon
 

themselves 
 

prioritize
 

self-examination
 

in
 

all
 

matters 
 

embody
 

empathy
 

and
 

righteousness 
 

engage
 

in
 

lifelong
 

learning
 

and
 

continual
 

self-improvement 
 

and
 

practice
 

moderation
 

and
 

adherence
 

to
 

ceremony
 

in
 

daily
 

life
 

with
 

a
 

compassionate
 

heart 
 

Compassion
 

forms
 

the
 

premise
 

for
 

becoming
 

a
 

complete
 

individual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oneself
 

sincerely
 

first 
 

before
 

earning
 

the
 

respect
 

of
 

others  
 

Through
 

these
 

tenets 
 

individuals
 

can
 

constantly
 

learn 
 

hear 
 

observe
 

actions 
 

grasp
 

motives
 

and
 

principles
 

of
 

others
 

deeply 
 

Only
 

through
 

determined
 

efforts
 

can
 

one
 

enhance
 

self-awareness 
 

understand
 

others
 

better 
 

follow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strive
 

for
 

noble
 

moral
 

condu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Buddhistized
 

by
 

Qisong

Zhang
 

Hui 31-38

Qisong
 

interpreted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by
 

emphasizing
 

Buddhism
 

as
 

the
 

foundation
 

and
 

Confucianism
 

a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He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nature 
 

refers
 

to
 

the
 

true
 

self
 

and
 

purity 
 

the
 

emotions
 

of
 

joy 
 

anger 
 

grief 
 

and
 

happiness 
 

represent
 

the
 

power
 

of
 

transcending
 

emotions 
 

where
 

the
 

teachings
 

of
 

cultivating
 

the
 

Dao
 

instruct
 

individuals
 

to
 

control
 

emotions
 

with
 

a
 

pure
 

nature 
 

the
 

essence
 

of
 

Doctrine
 

of
 

the
 

Mean
 

lies
 

in
 

non-action 
 

 emptiness  
 

sincerity 
 

signifies
 

the
 

true
 

self 
 

emptiness 
 

permeating
 

through
 

all
 

things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upholds
 

the
 

path
 

of
 

moderation
 

and
 

filial
 

piety 
 

aligning
 

with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the
 

Middle
 

Way 
 

and
 

filial
 

piety 
 

advocating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uddhist
 

Middle
 

Way 
 

and
 

filial
 

piety
 

into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Through
 

the
 

Buddh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Qisong
 

highlighted
 

the
 

intrinsic
 

consistency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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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He
 

also
 

emphasized
 

that
 

Buddhist
 

teachings
 

on
 

the
 

nature
 

of
 

life
 

and
 

morality
 

serve
 

as
 

the
 

source
 

of
 

ethical
 

life 
 

asserting
 

that
 

Buddhism
 

can
 

be
 

applied
 

in
 

governance
 

and
 

represents
 

a
 

fundamental
 

field
 

of
 

study 
 

Qisongs
 

Buddh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not
 

only
 

promoted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Buddhism
 

but
 

also
 

facilitated
 

the
 

acceptance
 

of
 

Buddhism
 

among
 

scholars
 

and
 

official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nfucianism 

I-You 
 

Relationship
 

in
 

Gadamers
 

Hermeneutic
 

Philosophy

Shuai
 

Wei 39-47

I-You 
 

relationship
 

in
 

Gadamers
 

hermeneutic
 

philosophy
 

is
 

the
 

condit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embod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effective
 

history 
 

which
 

is
 

the
 

soul
 

of
 

his
 

hermeneutic
 

philosophy 
 

I-You 
 

relationship
 

by
 

Gadamer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in
 

epistemology
 

and
 

hermeneutics 
 

restoring
 

the
 

historicity
 

of
 

understanding 
 

It
 

transforms
 

the
 

one-way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ctivities
 

centered
 

on
 

restor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exts
 

into
 

an
 

interactive
 

I-Yo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interpreted 
  

I-You 
 

relationship
 

permeates
 

all
 

essential
 

dimensions
 

of
 

Gadamers
 

hermeneutic
 

philosophy 
 

highlighting
 

its
 

ethical
 

and
 

practical
 

nature 
 

However 
 

Lévinas
 

argues
 

that
 

Gadamers
 

I-You 
 

relationship 
 

like
 

Martin
 

Bubers 
 

does
 

not
 

fully
 

capture
 

the
 

irreducibility
 

and
 

alterity
 

of
 

the
 

You 
 

or
 

the
 

Other 
 

yet
 

Lévinas
 

overlooks
 

the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I-You 
 

relationship
 

in
 

Gadamers
 

philosophy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for
 

hermeneutics
 

but
 

also
 

reflects
 

a
 

strong
 

characteristic
 

of
 

relational
 

philosophy
 

and
 

ethical
 

practice
 

philosophy
 

within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of
 

the
 

hermeneutic
 

philosophy 

Unification
 

of
 

the
 

Amended
 

Criminal
 

Law
 

Text
 

and
 

the
 

Criminal
 

Law
 

Text 
 

A-
nalysi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of
 

Legal
 

Amendment

Kong
 

Dewang 48-54

To
 

ensure
 

uniformity
 

in
 

the
 

criminal
 

law
 

text 
 

after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passed
 

the
 

Amendment
 

XI
 

to
 

the
 

Criminal
 

Law 
 

the
 

Communique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ublished
 

the
 

amended
 

criminal
 

law
 

text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text
 

integrates
 

effective
 

separate
 

criminal
 

laws 
 

decisions
 

on
 

amendments
 

to
 

the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law
 

amendments
 

from
 

1997
 

to
 

the
 

present
 

into
 

the
 

criminal
 

law 
 

While
 

amended
 

criminal
 

law
 

texts
 

are
 

commonly
 

seen
 

in
 

practice 
 

such
 

as
 

those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publishers
 

following
 

the
 

adoption
 

of
 

each
 

criminal
 

law
 

amendment 
 

it
 

is
 

the
 

first
 

time
 

the
 

Communique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ublished
 

the
 

latest
 

amended
 

criminal
 

law
 

text
 

after
 

the
 

adoption
 

of
 

a
 

criminal
 

law
 

amendment 
 

This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edited
 

and
 

published
 

texts
 

by
 

the
 

private
 

sector 
 

According
 

to
 

legislativ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s
 

unconventional
 

move
 

aims
 

to
 

ensure
 

the
 

uniformity
 

of
 

the
 

criminal
 

law
 

text 
The

 

non-uniformity
 

of
 

the
 

criminal
 

law
 

tex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ay
 

China
 

amends
 

its
 

criminal
 

law 
 

Since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
 

in
 

1997 
 

China
 

has
 

adopted
 

three
 

methods
 

for
 

amending
 

the
 

criminal
 

law 
 

separate
 

criminal
 

laws 
 

criminal
 

law
 

amendments 
 

and
 

decisions
 

on
 

amendments
 

to
 

the
 

criminal
 

law 
 

These
 

three
 

methods
 

have
 

led
 

to
 

varying
 

degrees
 

of
 

difficulty
 

in
 

maintaining
 

a
 

unified
 

criminal
 

law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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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as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
 

of
 

amending
 

the
 

criminal
 

law 
 

criminal
 

law
 

amendments
 

are
 

formally
 

independent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must
 

be
 

incorporated
 

to
 

clarify
 

the
 

currently
 

effective
 

criminal
 

law
 

provisions 
 

Thus 
 

amended
 

criminal
 

law
 

texts
 

based
 

on
 

various
 

criminal
 

law
 

amendments
 

have
 

emerged
 

and
 

become
 

more
 

practical
 

criminal
 

law
 

texts 
 

Secondly 
 

although
 

separate
 

criminal
 

laws
 

have
 

been
 

discontinued 
 

the
 

existing
 

sole
 

separate
 

criminal
 

laws
 

amendment
 

clauses
 

are
 

not
 

independent
 

of
 

the
 

criminal
 

law
 

but
 

are
 

similar
 

to
 

criminal
 

law
 

amendments 
 

content-wise
 

dependent
 

on
 

the
 

criminal
 

law
 

but
 

formally
 

independent
 

of
 

it 
 

which
 

to
 

some
 

extent
 

also
 

spurred
 

the
 

creation
 

of
 

amended
 

criminal
 

law
 

texts 
 

Lastly 
 

the
 

existing
 

sole
 

decision
 

on
 

amendments
 

to
 

the
 

criminal
 

law
 

has
 

long
 

remained
 

outside
 

the
 

criminal
 

law 
 

altering
 

its
 

content
 

without
 

publishing
 

the
 

amended
 

criminal
 

law
 

text
 

according
 

to
 

legislative
 

conventions 
Despite

 

the
 

practical
 

advantages
 

of
 

the
 

amended
 

criminal
 

law
 

texts 
 

there
 

are
 

doubts
 

about
 

whether
 

the
 

currently
 

published
 

amended
 

criminal
 

law
 

text
 

can
 

serve
 

as
 

a
 

standard
 

text
 

and
 

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unify
 

the
 

criminal
 

law
 

text 
 

This
 

is
 

because
 

it
 

has
 

not
 

been
 

voted
 

on
 

by
 

the
 

NPC
 

or
 

its
 

Standing
 

Committee 
 

nor
 

has
 

it
 

been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and
 

it
 

is
 

not
 

the
 

only
 

definitive
 

standard
 

text 
 

Unifying
 

the
 

criminal
 

law
 

text
 

requires
 

addressing
 

two
 

closely
 

related
 

issues 
 

firstly 
 

integrating
 

the
 

existing
 

separate
 

criminal
 

laws 
 

decisions
 

on
 

amendments 
 

and
 

criminal
 

law
 

amendments
 

into
 

the
 

criminal
 

law
 

to
 

end
 

the
 

current
 

non-
uniformity

 

of
 

the
 

criminal
 

law
 

text 
 

and
 

secondly 
 

choosing
 

and
 

improving
 

the
 

appropriate
 

method
 

for
 

future
 

amendments
 

to
 

ensure
 

that
 

subsequent
 

amendments
 

do
 

not
 

impede
 

the
 

uniformity
 

of
 

the
 

criminal
 

law
 

text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Vertical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an
 

Jialing 
 

Lin
 

Yan 55-62

The
 

current
 

system
 

of
 

vertical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faces
 

the
 

issue
 

of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uthorizing
 

entities 
 

The
 

traditional
 

hierarchical
 

theory
 

fails
 

to
 

explain
 

the
 

nature
 

and
 

normative
 

requirements
 

of
 

vertical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Essentially 
 

vertical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is
 

an
 

exceptional
 

way
 

of
 

allocating
 

legislative
 

power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law-making
 

authority
 

of
 

state
 

institutions 
 

with
 

formal
 

basis
 

derived
 

from
 

the
 

fallback
 

jurisdiction
 

clause
 

of
 

the
 

highest
 

state
 

organ 
 

and
 

subjective
 

legitimacy
 

supported
 

by
 

the
 

principle
 

of
 

dual
 

initiative  
 

The
 

foundational
 

authority 
 

democratic
 

requirements 
 

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indicate
 

that
 

the
 

authorizing
 

entity
 

must
 

be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owever 
 

Article
 

84
 

of
 

the
 

Legislation
 

Law
 

in
 

2023
 

expanded
 

the
 

authorizing
 

entity
 

to
 

include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contradicts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Legislation
 

Law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that
 

the
 

authorizing
 

entity
 

for
 

vertical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must
 

be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enhance
 

the
 

content
 

design
 

and
 

structural
 

arrangement
 

of
 

the
 

current
 

Article
 

84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normal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Modes
 

of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Qian
 

Ningfeng 63-71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concepts
 

such
 

as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nd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popular
 

in
 

legislation 
 

becoming
 

the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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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nstitutional
 

review
 

or
 

judicial
 

application 
 

The
 

tendency
 

to
 

generalize
 

the
 

use
 

of
 

principles
 

in
 

the
 

constitutional
 

field
 

is
 

due
 

to
 

different
 

cognitive
 

perspectives
 

such
 

as
 

prototheory 
 

status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theory 
 

Although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share
 

similarities
 

with
 

policies
 

and
 

values 
 

they
 

possess
 

relative
 

independenc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refer
 

to
 

universally
 

recognized
 

constitutional
 

concepts
 

that
 

are
 

limited
 

in
 

quantity
 

and
 

stable
 

in
 

content 
 

They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independent
 

basis
 

fo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explicit
 

and
 

implicit
 

means 
 

manifesting
 

as
 

different
 

types
 

of
 

principles
 

such
 

as
 

constitutional
 

parent
 

principles 
 

constitutional
 

sub-principles 
 

and
 

sectoral
 

legal
 

principles 
 

thereby
 

forming
 

a
 

network
 

of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that
 

influence
 

and
 

constrain
 

each
 

other 
 

Drawing
 

on
 

principle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les
 

and
 

rules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involves
 

four
 

modes 
 

balancing 
 

selection 
 

coordina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Value
 

Orientation
 

and
 

Path
 

Direction

Xu
 

Zheng 
 

Zhang
 

Jiaoyu 72-80

Currently 
 

research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ainly
 

revolves
 

around
 

it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forming
 

conditions 
 

development
 

paths 
 

and
 

so
 

on 
 

leading
 

to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tend
 

to
 

focus
 

on
 

the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self 
 

taking
 

little
 

consider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how
 

to
 

develop
 

i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dual
 

circulation
 

and
 

technology-driven 
 

reform-guided 
 

and
 

market-oriented
 

composite
 

features
 

establish
 

an
 

inevitable
 

connection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support 
 

The
 

proposal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s
 

a
 

rational
 

response
 

to
 

the
 

law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
 

necessary
 

adjustment
 

to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conomic
 

situation 
 

and
 

an
 

improvement
 

and
 

deepening
 

of
 

exis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ies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cludes
 

the
 

technology-driven
 

new
 

economic
 

form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daptability 
 

and
 

the
 

innova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resilience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supply
 

chains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promoting
 

the
 

flow
 

and
 

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factors
 

to
 

ensure
 

the
 

smooth
 

circul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enhancing
 

the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attractivenes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not
 

smooth 
 

as
 

it
 

involves
 

intrinsic
 

challenges
 

of
 

microeconomic
 

system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dynamic
 

factors
 

of
 

globalization
 

proce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ecifically 
 

the
 

prominent
 

issu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nclude
 

relative
 

overcapacity
 

and
 

structural
 

mismatch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domestic
 

capacity 
 

mismatch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inadequat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uncertainty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existing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knowledg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relative
 

overcapacity
 

and
 

structural
 

mismatch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domestic
 

capacity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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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centered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solve
 

employment
 

problems 
 

educational
 

reform
 

must
 

be
 

driven
 

by
 

innovation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inadequat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uncertainty
 

of
 

international
 

rule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globally
 

through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economic
 

entities 
 

facilitating
 

the
 

rapid
 

aggreg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on
 

elements
 

such
 

as
 

ecological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for
 

dealing
 

with
 

transnational
 

common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o
 

address
 

the
 

existing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knowledg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it
 

is
 

essential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apid
 

dissemin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latforms 
 

This
 

requires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model
 

of
 

single
 

countries
 

or
 

institutions
 

and
 

shifting
 

towards
 

a
 

more
 

globalized
 

and
 

cooperative
 

research
 

framework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eading
 

Urb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cha-
nism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Xiang
 

Songlin 
 

Sun
 

Yue 81-90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bodies
 

high
 

technology 
 

high
 

level 
 

high
 

efficiency 
 

high
 

quality 
 

and
 

high-order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element
 

structure 
 

supporting
 

carriers 
 

functional
 

mechanisms 
 

and
 

forms 
 

Cities
 

are
 

important
 

spaces
 

for
 

population 
 

sources
 

of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vital
 

engin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empowers
 

cities
 

with
 

high
 

technology
 

to
 

lead
 

the
 

gathering
 

of
 

new
 

elements 
 

with
 

high-level
 

support
 

to
 

guide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with
 

efficient
 

transformation
 

to
 

steer
 

the
 

conversion
 

of
 

urban
 

dynamics 
 

and
 

with
 

high-order
 

transition
 

to
 

lead
 

the
 

upgrading
 

of
 

urban
 

forms 
 

Currentl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China
 

still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power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support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morphological
 

transition 
 

I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ities 
 

it
 

is
 

essential
 

to
 

adhere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haping
 

new
 

dynamics 
 

solidify
 

the
 

new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deepen
 

reforms
 

comprehensively 
 

establish
 

new
 

mechanisms 
 

promote
 

the
 

synergy
 

of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innovate
 

new
 

models 

Why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Has
 

Become
 

a
 

National
 

Action  
 

Analysis
 

Based
 

on
 

Multi-Source
 

Flow
 

Theory

Zhang
 

Guiqun 
 

Zhang
 

Xu 91-98

The
 

last
 

mile
 

problem
 

of
 

rural
 

logistics
 

has
 

hindered
 

the
 

smooth
 

flow
 

of
 

industrial
 

good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the
 

city  
 

bringing
 

inconvenience
 

to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As
 

an
 

innovative
 

model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emphasizes
 

the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express
 

in
 

terms
 

of
 

operation
 

mechanisms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ation
 

routes 
 

and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B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nsiv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rural
 

transportation
 

service
 

system 
 

it
 

is
 

expected
 

to
 

become
 

an
 

effective
 

path
 

to
 

solve
 

the
 

last
 

mile
 

problem
 

of
 

rural
 

logistics
 

and
 

promo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and
 

evolved
 

into
 

a
 

national
 

action
 

aimed
 

at
 

better
 

meeting
 

the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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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ght
 

logistics 
 

and
 

delivery
 

servic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The
 

theory
 

of
 

multi-source
 

flow
 

is
 

an
 

effective
 

explanatory
 

tool
 

for
 

policy
 

processes 
 

By
 

using
 

this
 

theory
 

to
 

analyze
 

the
 

agenda-setting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policy 
 

the
 

ess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tegration
 

can
 

be
 

better
 

grasped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at
 

have
 

l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becoming
 

a
 

national
 

action
 

can
 

be
 

better
 

explained 
 

It
 

also
 

provides
 

insights
 

for
 

the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ubsequent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policy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actions
 

of
 

problem
 

flow 
 

policy
 

flow 
 

and
 

political
 

flow 
 

go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formation
 

of
 

idea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s
 

and
 

then
 

to
 

national
 

action 
 

The
 

low
 

passenger
 

load
 

rate
 

of
 

rural
 

passenger
 

transport 
 

the
 

underdeveloped
 

rural
 

logistics 
 

and
 

the
 

inefficient
 

performance
 

of
 

existing
 

strategies
 

constitute
 

the
 

problem
 

source
 

flow 
 

providing
 

a
 

rational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policy 
 

The
 

atten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rural
 

work
 

and
 

changes
 

in
 

national
 

sentiment
 

constitute
 

the
 

political
 

source
 

flow 
 

providing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policy 
 

The
 

suggestion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as
 

well
 

as
 

the
 

active
 

exploration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onstitute
 

the
 

policy
 

source
 

flow 
 

providing
 

feasible
 

solutions
 

for
 

the
 

policy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hree
 

major
 

streams
 

mentioned
 

above
 

has
 

promoted
 

the
 

opening
 

of
 

the
 

policy
 

window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introduction
 

of
 

policies
 

such
 

as
 

the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Express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Logistics  
 

mak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a
 

continuously
 

deepening
 

national
 

action
 

that
 

combines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To
 

ensur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subsequent
 

policy
 

adjustments
 

and
 

improvements
 

should
 

further
 

focus
 

on
 

the
 

problem
 

source
 

flow 
 

identify
 

the
 

constrai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utilize
 

the
 

political
 

source
 

flow
 

to
 

highlight
 

the
 

public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optimize
 

the
 

policy
 

source
 

flow
 

to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and
 

grasp
 

the
 

policy
 

window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finement
 

of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work 
 

employing
 

a
 

variety
 

of
 

measures
 

to
 

fully
 

unleash
 

the
 

basic
 

support
 

role
 

of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postal
 

servi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logistics 

How
 

to
 

Effectively
 

Gover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
 

Case
 

Analysis
 

of
 

Water
 

Resource
 

Competition
 

for
 

Irrigation
 

in
 

Village
 

R
 

of
 

Q
 

Town
 

in
 

Eastern
 

Hunan
 

Province

Luo
 

Min 99-106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affairs
 

is
 

a
 

universal
 

social
 

challenge 
 

The
 

allo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re
 

essential
 

aspects
 

of
 

public
 

affairs
 

governance 
 

as
 

free
 

riding 
 

in
 

public
 

resources
 

often
 

leads
 

to
 

a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which
 

in
 

turn
 

results
 

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water
 

resource
 

competition
 

for
 

irrigation
 

in
 

Village
 

R
 

of
 

Q
 

Town
 

in
 

eastern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ot
 

causes
 

and
 

governance
 

dilemmas
 

of
 

the
 

competition
 

for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water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perty
 

rights 
 

management 
 

order 
 

and
 

interest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rust-cooperation-symbiosis  
 

a
 

coexistence
 

model
 

for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characterized
 

by
 

shared
 

property
 

rights 
 

collective
 

governance
 

of
 

water
 

sources 
 

mutual
 

adherence
 

to
 

rules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benefits 
 

provides
 

a
 

feasible
 

path
 

to
 

effectively
 

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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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How
 

does
 

Teaching
 

Become
 

Education 

Liu
 

Qingchang 107-115

If
 

teaching
 

is
 

a
 

natural
 

educational
 

behavior 
 

the
 

question
 

of
 

how
 

teaching
 

becomes
 

education 
 

cannot
 

exist 
 

Conversely 
 

the
 

existence
 

of
 

this
 

question
 

means
 

that
 

teaching
 

is
 

not
 

a
 

natural
 

educational
 

behavior 
 

Or
 

one
 

might
 

say
 

that
 

an
 

ordinary
 

person
 

who
 

does
 

not
 

pay
 

attention
 

to
 

conceptual
 

rigor
 

would
 

not
 

regard
 

any
 

kind
 

of
 

informing
 

or
 

training
 

as
 

education 
 

They
 

may
 

not
 

have
 

a
 

theoretical
 

definition
 

of
 

certain
 

educational
 

concepts 
 

but
 

they
 

can
 

still
 

judge
 

that
 

certain
 

behaviors
 

 such
 

as
 

teaching 
 

that
 

are
 

very
 

similar
 

to
 

education
 

are
 

not
 

genuine
 

educational
 

behaviors 
 

To
 

make
 

teaching
 

become
 

education 
 

teachers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expectations 
 

First 
 

they
 

must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education
 

to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nd
 

base
 

their
 

identity
 

as
 

realizers
 

of
 

educational
 

value  
 

an
 

identity
 

long
 

hidden
 

behind
 

the
 

social
 

role
 

of
 

educational
 

workers  
 

Second 
 

they
 

must
 

consciously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urse
 

teaching 
 

Teachers
 

need
 

to
 

form
 

the
 

habit
 

of
 

linking
 

teaching
 

content 
 

methods 
 

and
 

educational
 

goals 
 

Only
 

when
 

they
 

reach
 

this
 

level
 

can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urse
 

teaching
 

become
 

a
 

social
 

instinct
 

of
 

teachers 
 

Third 
 

they
 

must
 

accept
 

and
 

practice
 

educational
 

spiritual
 

principles
 

and
 

technical
 

rules 
 

The
 

theory
 

of
 

instruction
 

contains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pecificity 
 

which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spiritual
 

principles
 

and
 

technical
 

rules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enable
 

teachers
 

to
 

make
 

teaching
 

a
 

success 
 

Since
 

the
 

technical
 

rules
 

mainly
 

serv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cannot
 

change
 

the
 

nature
 

of
 

teaching 
 

therefore 
 

in
 

making
 

teaching
 

education  
 

the
 

key
 

is
 

to
 

practice
 

the
 

spiritual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logical
 

connotation
 

of
 

making
 

teaching
 

education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First 
 

the
 

possibility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ers
 

through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s
 

its
 

objective
 

prerequisite 
 

If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by
 

learners
 

does
 

not
 

bring
 

any
 

additional
 

value
 

beyond
 

acquisition  
 

then
 

teaching
 

can
 

only
 

be
 

itself
 

and
 

cannot
 

become
 

anything
 

else 
 

Second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teachers
 

as
 

realizers
 

of
 

educational
 

value 
 

is
 

the
 

subjective
 

prerequisite
 

for
 

making
 

teaching
 

education  
 

If
 

teachers
 

do
 

not
 

have
 

a
 

strong
 

subjective
 

will
 

to
 

realize
 

educational
 

value 
 

any
 

educational
 

value-added
 

to
 

knowledge
 

teaching
 

cannot
 

be
 

achieved 
 

In
 

this
 

case 
 

teaching
 

can
 

only
 

have
 

local
 

and
 

fragmented
 

connections
 

with
 

education 
 

but
 

cannot
 

be
 

fully
 

transformed
 

into
 

education 
 

Third 
 

teachers
 

acceptance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spiritual
 

principles
 

and
 

technical
 

rules
 

i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for
 

making
 

teaching
 

education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our
 

focus
 

on
 

how
 

teaching
 

becomes
 

education 
 

is
 

a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is
 

response
 

is
 

not
 

only
 

a
 

reasonable
 

stance
 

for
 

educational
 

theory
 

researchers 
 

but
 

also
 

an
 

inevitable
 

move
 

in
 

the
 

healthy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 
 

Historical
 

Origins
 

and
 

Contempo-
rary

 

Significance

Wang
 

Guangming 
 

Zhang
 

Yongjian 
 

Wu
 

Libao 116-121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has
 

a
 

distinct
 

historical
 

context 
 

adhering
 

to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hile
 

integrating
 

external
 

influences
 

has
 

been
 

the
 

ge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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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teacher
 

education
 

in
 

China 
 

Explor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eacher
 

education
 

theory
 

and
 

training
 

models
 

has
 

been
 

the
 

main
 

theme
 

of
 

teac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a
 

people-
centered

 

teacher
 

education
 

has
 

been
 

the
 

relentless
 

pursuit
 

in
 

new
 

China 
 

Teacher
 

educ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foreign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realit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ommon
 

values
 

with
 

the
 

general
 

populace
 

has
 

shaped
 

significant
 

historical
 

features
 

that
 

distinguish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
  

from
 

that
 

of
 

the
 

West 
 

In
 

the
 

new
 

era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eacher
 

education
 

carries
 

new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combining
 

two
 

elements  
 

It
 

is
 

a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cusing
 

on
 

answering
 

questions
 

about
 

what
 

kind
 

of
 

teachers
 

to
 

cultivate 
 

how
 

to
 

educate
 

them 
 

and
 

for
 

whom
 

they
 

are
 

being
 

cultivated 
 

and
 

aiming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er
 

workforce 

Support
 

of
 

Educational
 

Aesthetics
 

to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Education
 

in
 

China

Wang
 

Yiqiao 122-128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the
 

unity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Excavating
 

the
 

aesthetic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China
 

is
 

the
 

need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natural
 

requirement
 

to
 

help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aliz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build
 

a
 

happy
 

and
 

beautiful
 

modern
 

society 
 

The
 

beauty
 

of
 

ancient
 

education
 

in
 

China
 

is
 

reflected
 

in
 

the
 

unity
 

of
 

social
 

beauty
 

and
 

human
 

beauty 
 

By
 

creating
 

aesthetic
 

educational
 

contexts 
 

individuals
 

are
 

endowed
 

with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which
 

is
 

the
 

objectification
 

of
 

human
 

essential
 

strength
 

in
 

education
 

and
 

the
 

humanization
 

of
 

nature
 

and
 

emotions 
 

Ancient
 

education
 

in
 

China
 

provided
 

experience
 

and
 

wisdom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education
 

from
 

five
 

aspects 
 

educational
 

purpose 
 

content 
 

method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environment 
 

It
 

also
 

provided
 

rich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d
 

important
 

support
 

for
 

strengthening
 

aesthetic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mproving
 

students
 

aesthetic
 

ability
 

and
 

humanistic
 

literacy 
 

implementing
 

the
 

goal
 

of
 

moral
 

education
 

and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Inherent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
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Cao
 

Xiying 129-137

In
 

the
 

new
 

era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carries
 

the
 

mission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high-level
 

opening
 

up
 

of
 

the
 

country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untry
 

with
 

a
 

strong
 

higher
 

education 
 

Meanwhile 
 

it
 

also
 

presents
 

new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Its
 

missions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namely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enhancing
 

the
 

goals
 

of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and
 

clarifying
 

the
 

principles
 

of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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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ra 
 

universities
 

must
 

focus
 

on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social
 

need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own
 

educational
 

advantages
 

to
 

cultivate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driven
 

by
 

optimizing
 

cultivat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curriculum
 

system  
 

supported
 

by
 

the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s  
 

promoted
 

by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and
 

guaranteed
 

by
 

a
 

high-level
 

teaching
 

staff  
 

Their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provides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opening-up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Basic
 

Principl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ext
 

Adaptation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Gao
 

Xuesong 
 

Zhou
 

Xiaobing 
 

Hong
 

Wei 138-144

Text
 

adaptation
 

is
 

a
 

common
 

approach
 

to
 

developing
 

language
 

textbooks 
 

a
 

necessary
 

process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a
 

basic
 

ability
 

of
 

language
 

teache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daptation
 

120
 

pieces
 

of
 

texts
 

from
 

the
 

authentic
 

tex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basic
 

principles 
 

comprehensibility 
 

normativity 
 

teachability 
 

and
 

moderateness 
 

and
 

forms
 

nine
 

main
 

paths
 

related
 

to
 

the
 

principles
 

closely 
 

which
 

is
 

to
 

reduce
 

language
 

difficulty 
 

increase
 

redundant
 

information 
 

enhance
 

discourse
 

cohesion 
 

standardize
 

the
 

expression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r 
 

meet
 

the
 

pedagogical
 

needs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s
 

well
 

as
 

measure
 

the
 

extent
 

and
 

evaluate
 

the
 

validity
 

of
 

adaptation 

New
 

Path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Constructing
 

an
 

Air
 

Silk
 

Road 
 

Model
 

of
 

Chinese
 

+
 

Civil
 

Aviation 

Yang
 

Rui 
 

Liu
 

Haiyan 145-151

Air
 

Silk
 

Road 
 

serves
 

as
 

a
 

crucial
 

channel
 

fo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co-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
 

is
 

a
 

significant
 

vehicl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ently 
 

the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function
 

of
 

the
 

Air
 

Silk
 

Road 
 

has
 

not
 

been
 

fully
 

leveraged 
 

constrained
 

by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in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sector
 

and
 

the
 

lack
 

of
 

Chinese
 

+
 

Civil
 

Aviation 
 

tal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constructing
 

an
 

Air
 

Silk
 

Road 
 

model
 

of
 

Chinese
 

+
 

Civil
 

Aviation 
 

as
 

a
 

new
 

path
 

and
 

an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 
 

education
 

model 
 

This
 

approach
 

can
 

address
 

the
 

issues
 

faced
 

by
 

the
 

Air
 

Silk
 

Road 
 

in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nd
 

hold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endeavor 

Topic
 

Mining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ASEAN
 

Chinese
 

Media
 

Based
 

on
 

LDA
 

Model
 

in
 

the
 

Last
 

Decade

Liu
 

Hua 
 

Yan
 

Huiying 152-161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ASEAN
 

has
 

close
 

ties
 

with
 

Chinese
 

media
 

and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in
 

uniting
 

ethnic
 

groups
 

and
 

inheriting
 

Chinese
 

culture 
 

By
 

establishing
 

a
 

thematic
 

corpus
 

of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from
 

25
 

Chinese
 

media
 

websites
 

in
 

the
 

10
 

ASEAN
 

countries
 

from
 

2013
 

to
 

2023
 

and
 

analyzing
 

it
 

based
 

on
 

the
 

LDA
 

topic
 

model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ree
 

categories
 

of
 

twe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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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topics
 

in
 

the
 

report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ASEAN
 

Chinese
 

media 
 

Among
 

them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e
 

the
 

current
 

ho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terms
 

of
 

evolutionary
 

trends 
 

rising
 

topics
 

include
 

national
 

policies  
 

educational
 

systems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n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hile
 

declining
 

topics
 

include
 

COVID-19
 

pandemic  
 

family
 

educ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stable
 

topics
 

including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arts  
 

cultural
 

exchanges  
 

and
 

teacher
 

ethics
 

and
 

cultivation  
 

The
 

usage
 

of
 

the
 

term
 

Chinese
 

language 
 

is
 

highest
 

in
 

ASEAN
 

Chinese
 

society 
 

but
 

the
 

distinction
 

of
 

related
 

concepts
 

is
 

ambiguous 
 

Overseas
 

Chinese
 

in
 

ASEAN
 

pay
 

attention
 

to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nd
 

th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is
 

increasing
 

with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Overseas
 

Chinese
 

value
 

cultural
 

heritage
 

and
 

family
 

education 
 

but
 

the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is
 

weakening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descendants 
 

The
 

intensi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opic
 

decreases
 

as
 

the
 

degree
 

of
 

immigration
 

deepens 
 

while
 

the
 

intens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topic
 

rises 
 

ASEAN
 

Chinese
 

media
 

active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u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reporting
 

quality
 

and
 

dissemination
 

effect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enhance
 

its
 

dissemination
 

effects
 

in
 

ASEAN
 

Chinese
 

media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s
 

well
 

as
 

Chinese
 

communities 
 

Chinese
 

schools 
 

and
 

Chinese
 

media 
 

should
 

seize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leverage
 

resources
 

from
 

various
 

Chinese
 

communities 
 

focus
 

on
 

cultivating
 

a
 

stronger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ncestral
 

country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descendants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nd
 

strengthen
 

publicity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cation 

Images
 

of
 

China
 

in
 

British
 

History
 

Textbooks

Zhang
 

Lijuan 162-170

Based
 

on
 

the
 

proportion
 

of
 

Chinese
 

history
 

contents
 

in
 

British
 

history
 

textbooks 
 

the
 

statistics
 

of
 

the
 

frequency
 

of
 

key
 

words
 

and
 

the
 

analysis
 

of
 

textbook
 

content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ages
 

of
 

China
 

in
 

British
 

history
 

textbooks
 

can
 

be
 

concluded 
 

namely 
 

the
 

glorious
 

ancient
 

China
 

as
 

a
 

mysterious
 

country 
 

the
 

modern
 

China
 

with
 

a
 

century
 

of
 

humiliation
 

is
 

a
 

decadent
 

empire 
 

red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of
 

red
 

pilgrimage
 

and
 

personality
 

worship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a
 

as
 

an
 

awakened
 

dragon 
 

with
 

rapid
 

development
 

misunderstood
 

as
 

the
 

threat
 

of
 

China  
 

The
 

images
 

of
 

China
 

act
 

as
 

a
 

mirror
 

in
 

which
 

the
 

British
 

see
 

themselves 
 

The
 

images
 

of
 

China
 

in
 

British
 

history
 

textbooks
 

reflect
 

more
 

about
 

the
 

imagin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British
 

rather
 

than
 

the
 

reality
 

of
 

China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s
 

are
 

the
 

historical
 

product
 

of
 

the
 

long-term
 

game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hina
 

needs
 

to
 

establis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ctively
 

tell
 

Chinas
 

story 
 

spread
 

its
 

images
 

to
 

the
 

world 
 

le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now
 

the
 

re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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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yal
 

and
 

Historical
 

Reality
 

of
 

the
 

Biography
 

of
 

Michelangelo 
 

On
 

the
 

Writ-
ing

 

of
 

the
 

Biography
 

of
 

Julius
 

II
 

Tomb
 

Sculptures

Ren
 

Guangqi 171-180

In
 

the
 

two
 

versions
 

of
 

Vasaris
 

Lives
 

by
 

Vasari
 

and
 

Condivis
 

The
 

Life
 

of
 

Michelangelo 
 

Michelangelo
 

is
 

depicted
 

as
 

a
 

prominent
 

and
 

heroic
 

figure
 

who
 

dares
 

to
 

confront
 

his
 

sponsors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t
 

elevation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artist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fact 
 

this
 

viewpoint
 

is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of
 

Michelangelo 
 

exaggerating
 

the
 

independence
 

of
 

elite
 

artist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artist
 

community
 

has
 

improved 
 

which
 

is
 

the
 

deliberate
 

result
 

of
 

the
 

biographers
 

shaping 
 

The
 

analysis
 

of
 

the
 

writing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Michelangelos
 

tomb
 

sculptures
 

for
 

Julius
 

II
 

helps
 

to
 

recognize
 

the
 

exaggeration
 

and
 

deliberate
 

shaping
 

of
 

Michelangelos
 

image
 

by
 

biographers 
 

to
 

gain
 

a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
 

elevation
 

of
 

the
 

artists
 

status
 

and
 

to
 

provide
 

a
 

correct
 

positio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sts
 

and
 

sponsors 

Rise
 

and
 

Fall
 

of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Dutch
 

during
 

the
 

Tokugawa
 

Shogunate
 

and
 

Its
 

Causes

Zhang
 

Lanxing 181-191

In
 

the
 

mid-17th
 

century 
 

the
 

Tokugawa
 

Shogunate
 

in
 

Japan
 

declared
 

a
 

policy
 

of
 

national
 

seclusion 
 

expelling
 

the
 

Portuguese
 

merchants
 

who
 

had
 

previously
 

traded
 

in
 

Japan 
 

Nevertheless 
 

the
 

Shogun
 

allowed
 

the
 

Dutch
 

to
 

remain
 

on
 

the
 

islands
 

to
 

engage
 

in
 

trade
 

with
 

Japan 
 

Following
 

the
 

seclusion
 

policy 
 

the
 

trade
 

between
 

the
 

Dutch
 

and
 

Japan
 

went
 

through
 

prosperity
 

and
 

decline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the
 

Dutch
 

we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
 

trading
 

patterns
 

in
 

the
 

Japanese
 

market 
 

and
 

despite
 

the
 

seclusion
 

policy 
 

the
 

trade
 

between
 

the
 

Dutch
 

and
 

Japan
 

maintained
 

its
 

peak 
 

As
 

the
 

18th
 

century
 

approached 
 

due
 

to
 

the
 

instabilities
 

of
 

both
 

sides 
 

and
 

the
 

trade
 

between
 

them
 

began
 

to
 

decline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ir
 

easternmost
 

commercial
 

foothold 
 

the
 

Dutch
 

actively
 

engaged
 

in
 

diplomatic
 

activities
 

with
 

Japan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both
 

the
 

Dutch
 

and
 

Japanese
 

were
 

confronted
 

with
 

shifts
 

in
 

the
 

global
 

landscape 
 

which
 

lead
 

to
 

trade
 

crises
 

and
 

the
 

eventual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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